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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流派众多，大体上可分为：形式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接受反应文论、后结构主义文论、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理论等。

相对于20世纪以前的文艺理论，20世纪的西方文论有了较大的差异，其表现为以下几大趋势：

文学理论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而是具有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并同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文化学理论关系紧密，吸收其学术文化资源，使自身达到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同步发展的前沿学术境地；实现了理论和批评的话语转型，无论是现代性问题，还是后现代性问题，都深入到文艺思维和批评话语中，问题意识使得文艺理论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去多维多向地反观这个时代，因而出现了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局面；以国际性的眼光来看世界文论的发展，不管是西方文论还是东方文论，都不可能再局限于某一地区和国家，而是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问题的一种理论话语，就此而言，文艺理论已然成为当代思潮中具有国际特性的先锋话语，一个解读文化性格、民族文学精神和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理论尺度；由大理论到小理论，即从“大写哲学家”到“小写哲学家”，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从“大世界”到“小世界”，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等，这种由“大”到“小”的学术路数，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领域获得清楚的理论呈现；出现了从理性思维向语言学和文化研究转向的文化策略，同时使话语的呈现方式和言说方式上升到文艺理论的重要地位，使得20世纪文艺理论具有了非体系性、消解性、形式性、非主体性、非理性化和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等特征；强调文艺基本问题的审理，这类基本问题往往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写作、文本、阅读、批评和文化策略紧密相关，这构成了20世纪文艺理论的泛化品格和向文化领域渗透的宽广视域。

就文艺理论而言，20世纪不仅是文艺批评的时代，也是文艺理论建构的时代。因此，我们有可能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当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当代西方文论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思维和话语言说的方式。

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仅关注当代文化问题还不行，还要找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想“地基”，寻绎到审理文论问题的哲学本体论立足点，进而把握剖析当代文艺问题的方法论新角度。实际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仅是当代西方思想学术发展新问题的表征，也是人类20世纪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的话语处境。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的关系，并非是东西方之间的话语紧张关系，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的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境遇。

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以下问题：这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世纪末，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论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具有何种结构性转型？精神分析文论在文艺批评中具有怎样的深度和误区？现象学解释学文论具有怎样的意向性和意义解释维度？存在主义文论和接受反应文论是如何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女权主义文论是怎样从政治诗学角度展开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后现代主义使中国文化在思维论和价值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撕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前景等问题，其学术应答的可能性何在？新历史主义文论中的“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肢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文艺理论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自身相对独立的体系？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意义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文化研究”时代的审美文化、大众传媒问题和盲点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加以审理。

就文艺理论研究而言，如果说，哲学逻辑话语是整个文艺理论研究的灵魂而体现出文艺研究的共性的话，那么，一般的文艺理论模式则是文艺研究方法的当代运用，体现出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的思想个性，而具体的文艺理论研究则是介于当代文艺理论模式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之间，可以借用一些新方法补充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总之，“理论模式”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主体部分，它一方面受哲学美学逻辑方法的指导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其它学科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并在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在对不同的文学理论模式进行探讨时，弄清这一理论的源起及其历史背景，阐述其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指出其理论方法论特征，并通过其理论的具体实践运用，看其当代意义和局限之所在，就成为了我们的方法论原则。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论方法毕竟只是研究西方和中国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文化艺术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只是我们探索20世纪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没有凝定不变的文艺理论研究模式，也没有终极真理的文论体系，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是随着实践和思维的不断前进而发展的。因此，研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有必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在文化理论层面上总体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意向性。在文化开放和寻求对话的时代，文艺研究要从当代学术思想话语中吸收精神资源，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眼光。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研究，对门类繁多的“新理论”加以具体分析和学术批判，在推动文艺研究的不断更新和向前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种理论的长处，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可以使文艺研究获得一种宏观的视野。

分析现代文艺理论需注意其哲学语境和诗学特征。研究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话语模式或将其“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传统的思维格局，给当代文学以新的启示。如果仅仅满足于一些新名词、新术语的分析，而背离其文学特性这一价值诉求，就会忽略文学的特性，而只重视它同一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性。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它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在新的视界中揭示出文学对象所蕴含的特殊规律。

注重各流派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和有效性。文艺理论研究的是文艺的整体，面对这一整体，我们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从具体理论模式出发对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文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各种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协调，才有可能窥到文艺的价值特征之所在。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充当读者与批评对象之间的中介，通过全新角度的探索，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能言。优化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是将已经清理和消化了的新理论批评方法变成自己的精神内核，去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出对文艺现象的灵思和解悟，达到对当代文学作品、现象和思潮的多元多层意义的解读。

本书力图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摹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学者的眼光重新审理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现象，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当然，这里主要是对现象学解释学文论和后殖民新历史主义文论的研究，读者若想全面了解我对二十世纪西方的总体看法，可以参阅我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一书。因写作时间较紧，舛误之处在所难免，亦盼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是为序。

导　言

一  现象学与解释学

现象学（Phenomenology）与解释学（Hermeneutics）对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表征为：现代文艺研究再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诸如文艺的社会问题层面、作家创作心理层面、作品结构分析层面上，而必得进入文艺主体的“意向性分析”、解读作品的“意义阐释”、人对世界的体验理解和本体存在的“呈现方式”等深层次的研究中。“现象学追问”与“解释学逻辑”，已经成为20世纪人文科学的根本方法和理论批评的重要原则。现象学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性，即作为知识来源和检验标准的“本质直观”，并对这种“直观”尽可能如实地加以文字描述；同时，力求对“现象”做本质结构的真实洞察。因此，现象学注重培养主体的“本质直观”和对“现象”的把握能力，尤其注意“事物的显现方式”，即关注事物现象和价值是“怎样显现”的，是通过什么“向我显现”的。历史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方法层出不穷，从各自不同的维度对当代思想文化的复杂现象加以审视和清理，并获得了诸多新颖独特的结论。在众多的文化哲学和诗学审视的新方法中，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受到批评家的格外重视，成为当今世界思想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因此，对这种“后”、“新”理论的阐释和把握，弄清其基本文化意向及其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新意义，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般而言，现象学提供给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它的方法论。它为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方法论基础，使我们得以从传统文艺研究模式转向现代文艺研究模式，现象学文艺理论方法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注意对文艺特殊现象的把握，重视文艺思潮现象的描述和文艺思想一般本质的研究，并努力理解诸本质之间的复杂的网络关系，注重观察文学的文化现象显现方式，尤其注意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同时，将人对现象存在的理论信念和历史偏见“悬搁”起来，使“现象的意义”直观地呈现出来。当然，纯粹现象学还注意“现象学还原”即“观念的还原”和“本质的还原”等，以获得一种纯粹意识。因此，把握现象呈现给我们的多种方式和我们感知艺术对象的真实性，将以自己的准确观察作为直接依据，去描述我们经验中被忽略的体验和经验，从而不断地丰富内存的经验层次、体验结构和本体存在状态，就成为文艺现象学的重要内容。

就文艺理论而言，文艺现象学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文艺的本质结构问题、文艺的本体存在问题、文艺的创作意识问题、语言存在问题、诗意审美问题、情感体验和意义阐释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20世纪文艺现象学最为重要的理论景观：如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和他关于“主体间性”、“意向性”、“生活世界”的理论思考，为文艺走出单纯的社会、作家、作品、读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使文艺成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方式。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对知觉、对肉身化问题、对艺术的当代意义及语言问题，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英伽登的现象学作品本体论和认识论文论，为我们提出了关于作品结构本体论和作品的认识论、艺术的价值论问题，使我们对文艺理论深层问题的把握有了新拓展。而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讨论的诗学与现代艺术、审美对象与知觉理论等问题，同样为文艺现象学的理论库增添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以普莱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对现象学批评实践的丰富，使我们有可能从多方面去把握现象学精神，从而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中，以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批评话语言说方式解决现代文艺难题。

总体上看，现象学作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美学流派，对当代文艺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同样，解释学的发展与现象学有相当紧密的关系。无论是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学”；无论是伽达默尔强调主观性的“哲学解释学”，还是赫希注重有效性的“客观解释学”，都从胡塞尔那里吸收了诸多精神营养。甚至可以说，现代解释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关注“意义呈现”的现象学理论。

文艺解释学是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方法，它对当代文艺研究方法论模式有重大的拓展，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美学和文艺理论认为，文艺理论研究或者文艺批评的目的在于，找到一种正确的审美判断价值标准去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之所在。无论是康德的关于“判断力”的论述，还是瑞恰兹的“艺术价值的确定”的说法，或是弗莱的“价值判断”的表述，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需要通过公认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的陶冶，形成一定的审美艺术判断力。然后，人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对新的艺术品进行新的审美判断，形成一种似乎统一的作品价值定论。因而，对确定性的渴望和追求，对不确定性的拒斥，成了传统美学和文艺批评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谁的判断与公众所公认的价值判断标准不相符，则认为他的判断存在问题，或者认为他的审美趣味不正，甚至认为他不具有审美判断能力。

然而，到了近现代，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不再希冀将自己的独特情感和意志纳入一个公众认同、代表公众趣味的整齐划一的圈子里，而是要求一种多元价值观，禀有一种全新的意义寻求的冲动。人们打破了对确定性的依恋，而转向对不确定性——意义多元解释的追求。人们再也不凭借知识的丰富和考证的繁琐去发掘作品的“本意”，或想办法填补历史的鸿沟而与文本的原初意义相符或趋同。相反，人们将理解看作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并认为理解已经是解释。可以说，解释学美学的兴起，正是这种由作品的价值判断，向作品的意义理解和解释过渡的明朗化和本质外现。
解释学美学是一种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体系。意义体现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诸多复杂关系。意义是人类自下而上不可或缺的前提，与人类相关的事物无不具有意义，而人对意义的探索与理解也就具有本体论的意味。

解释学文论以对意义的探究为己任，必得强调理解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同时，它也必得在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中追寻艺术文本的意义。因此，解释学文论方法往往就在理解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文本解释（对文本原意的趋同）与主体解释（注重主体理解的创造性）上发生“解释学的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只有真正把握解释学三维：理解－解释－运用，才有可能。而这三维正是解释学文论的本真意义之所在。

“理解”和“解释”作为解释学的重要范畴，在不同的解释学家那里有不同的理解：

施莱尔马赫把“理解”过程描述为独特的重新认识文本作者所进行的精神过程的艺术，而“解释”则是由“语言的”和“心理的”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所构成。他把解释学范围纳入表现的创造过程，把对此进行模仿的心理学解释平行放置于既往的语法解释上，并主张真正的解释应当是两者的统一。施氏认为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误解，确保正确的解释。

狄尔泰将“理解”作为精神科学的根本方法而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划清了界线。理解先于解释而又包含解释，有了理解才会有解释，而解释反过来又加深了理解。解释学的目的在于“比作者本身更好地理解作者”。

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学活动开始于此在向由文本敞开的可能性的筹划，而“理解”的发展就是恰当的解释。在这个发展中，解释同化了被它理解的东西。在解释中，理解并没有成为异己的东西，它成为自己。换言之，“理解”即指批评家与文本浑然一体前反思的我思阶段，而“解释”则是对理解的现象学描述。解释不仅是把理解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而且是创造出理解投射的可能性。当我们理解一个对象时，对象并非已经完全敞开，相反，只有通过解释的运用，现象才会清晰呈现出来。解释以理解为前提，但在互相连接过程中，解释又为理解提供了根据。

赫希则认为，所谓理解即何种依照对象的概念和语言来构筑对象意义的思维活动，一种对对象的顺应，而解释即用解释者和读者熟悉的语言规范所进行的意义解说。解释可能会使先前的理解发展深化，也可能改变和歪曲理解。解释就是主体对对象的同化和传达。这样，理解成为解释者一种内隐的主体对象化活动，而解释则构成解释者一种外显的对象主体化过程。作者的意向是判断解释正确与否的标准，解释者应该按照作者的意向来理解意义。解释仅具有或然性，而它们的正确性必须凭借手上的证据。然而，赫希对确定性的追求，终因其将解释的正确性与可证实性混淆等同而陷入循环论证中。

伽达默尔不同意客观解释学的看法，他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理解和解释没有根本的区别，理解已经是解释，解释即理解的发展和实现。理解本身创造了一个解释学视界，文本的意义在此视界中实现。

总体上看，理解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本原性特性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理解具有普遍性。人总是生存于一个意义的世界，其面对所处世界的各种事物和事件，必须作出自己的理解，以探究它们的意义。理解的普遍性以人的理解的超越性和世界在理解中的普遍本质性为前提：一方面，人在理解中不仅有个体性倾向，而且理解的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共同性，这就使理解能超越小我而染上“大我”的色彩。另一方面，世界被看作一种扩大了的“文本”，理解现象遍及人与世界的所有关系，理解行为发生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理解不单是主体对客体把握的技术性问题，而且是主体存身于世的基本方式，离开理解就谈不上存在。解释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一切理解行为的共同本质，而不是仅仅提供一种普遍的解释理论和方法。解释学是本体论，理解是一种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的活动，理解普遍性总是要求理解者在对话的语言之中，超越对话双方而进入一种已表达的和未表达的无限可能的关联域。也就是说，解释学的普遍性是从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特殊经验开始的。通过对作为物之存在的理解者在传统、偏见和世界中的经验的考察，达到对人的语言本性，对世界、历史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然而理解的普遍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人的理解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升华。

理解具有历史性。理解始终是在历史中进行的，历史是由我们来经验的，在理解中我们始终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性是一切理解的根本性质，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我们的偏见。也就是说，理解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必然带有某种主观色彩。偏见是不可避免的，它构成理解本身的“前理解”，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抛弃偏见，而在于决定什么是“合法的偏见”和什么是“错误的偏见”。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而且在理解过程中，又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偏见。偏见使得理解不是消极地去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生产性的”努力：一方面，具有偏见的理解活动，使文本产生了新的意义，理解的生成性使理解在主观偏见中照亮作品，并在作品上打上自己的印痕；另一方面，偏见又必须在理解过程中不断检验、调整和修正，从而张扬合法的偏见，显露文本的真理。

历史与偏见构成了我们自己处身其中的传统。传统作为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植根于我们、限定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传统并非仅仅是保存旧的东西，相反，传统是在历史中不断积淀、汰变、演化的过程。传统不可能靠一度存在过的东西的惯性去推动，它总是需要不断肯定新东西，不断接受新事物，不断产生新意义。传统对历史的保存，使有的东西历久弥新，有的却沉入默默无闻之中。因此，这种保存不仅是有选择的保存，而且是在历史中主动地保存。传统所具有的历史内在结构，不仅要求具有解释者理解的解释学情景和自身独特视界，以对传统进行开放，而且重视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

传统先在地将理解者和文本联系起来，理解者不可能超越处身其中的传统，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去理解文本，因为文本就是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传统通过文本向人敞开，人也通过理解而向文本敞开自身的历史。因此，理解是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互相融合。传统使得理解不变成纯粹的主观性行为，而是具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传统并不是一种应加以克服的消极因素，而是理解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基础。传统调动了解释者的成见，并促进理解和积极展开。同时，在理解过程中，又会不断产生新的成见，这表明不仅传统决定我们，而且我们也决定传统。

理解具有创造性。理解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本体敞开活动，它是向未来敞开的过程，永远不会完成和终结。而且，理解总是因历史性和主观性局限性而需要进一步理解和解释，理解的内容因而会随时间的推移、历史时代情境的变化而发展，永远不可能停滞在某一水平上，永远不会达到终极真理。理解正惟其具有历史性和主观性特点，才使理解永远不可能硬结成一个理解的客观尺度，永远不会僵化停滞，而是不断处于变化、运动和更新之中，不断处于积极主动的创造之中。

总之，理解和解释是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或推翻过去的理解的过程。客观事物本身没有意义可言，只有当其作为理解者的理解对象时才获得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在他人或后人的理解中又会产生更新的意义，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创造意义的过程。

理解的本质不在于复制历史和文本原意，任何人的理解都是站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立场，以特定的观点和视界去理解和解释历史事件和文本意义，每一历史理解和解释都不会绝然相同，都蕴涵主观的成分。历史的意义和文本的意义在于不理解的创造中。处身于历史之中，并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进一步参与介入历史，因而，历史的真实不在于所谓客观对象的历史真实，而在于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的真实。

理解的流动创造性表明，永远没有超历史的、永恒的理解。创造性理解是打破旧的和新的迷信、教条和崇拜的重要途径。

这就是解释学哲学和文论话语转型的当代意义。

二  后殖民理论与新历史主义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理论研究策略。

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其它各地的关系。其方法多样，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在西方话语中心者看来，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所感兴趣的。于是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因而，后殖民文化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和文论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和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更深一层看，东方主义话语有很强的文化策略性，就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而言，确乎是边缘学者用来拆解西方主流话语的一种策略。

处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而又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则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历史性发展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格局，从而使“世界性”消弭民族性和现代性、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同时，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每—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上，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深加质疑，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历时性”追逐。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必然轨迹。西方文化先于其他文化一步进入现代社会，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都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形态之间不存在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并破除“文化霸权”话语的基本前提。

就“对话”而言，当代中国学者面临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新书写的工作和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任务。西方理论话语的渗入或对话直接取决于本土知识话语运作者的选择，知识者的眼光和胸襟在此变得殊为重要。我们回应后殖民主义的只能是：在新的历史文化话语转型时期对潜历史形式加以充分关注，并在反思和对话中，重新进行学术文化的“再符码化”和人文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

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如今，不少第三世界文化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一种深厚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介入这场深入持久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的讨论中，去检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 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和失语的尴尬处境，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当代位置。

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后现代和后殖民是一种颠覆性的文化理论的话，那么，新历史主义则是一种重新书写历史的新历史诗学。它们一从理论层面，一从历史层面对整个现代性观念和价值体系加以重新命名，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化话语的内涵。

大体上说，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取向有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多学科整合和新方法的整体挪用。新历史主义自诞生以来，它不宥成见，大胆地从多学科即人类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中，汲取有关的新思想，包括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女权主义的重新书写边缘历史的思想，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斗争的历史模式思想等，将其通通收罗于自己的方法论武库之中。它将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文化诗学、政治学和后殖民理论融为一体，去重新解释历史与今天的内在隐显关系。解释历史中的文本、人物、语境和权力运作模式的正负面效应。然而，这种多学科的科际整合，在为新历史主义提供诸多有效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式的同时，也因科际整合而显示出庞大杂糅、非统—性的思维取向，使得新历史主义每每为学者们所诟病。

其次，从历史话语含混处发掘历史权力运作的真相。新历史主义借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着力探讨历史中的权力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文化霸权问题，因此，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可以说，正是在权力话语和文化霸权的分析上，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某方面的交叉。但新历史主义更重视“历史与权力”的隐喻性存在，“历史与暴力结构”盲点的揭示，强调通过挖掘历史的空白点，在那种语焉不详、含混模糊、欲盖弥彰之处，甚至在那种不言之处或难言之处，去发掘历史的真实的权力运作痕迹，重新书写当时历史中的权力斗争。换言之，后殖民主义侧重于揭示当代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之间的冲突及其权力消长，而新历史主义侧重于历史意义的揭示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二者可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再次，新历史主义注重作品意义的重释。因为作品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其—部分意义已由于时间距离而模糊不清或被掩盖遮蔽，另一部分被误释误导而引入了意义的歧途。只有通过非常细致地对当时历史文化语境的揭示，对上下文关联的考古式处理，才可能使作品历久弥新，呈现出一种开放的与现代活生生的对应关系，使当时的权力结构和殖民话语显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对作品的重释就是对作品的揭底，就是重温对事物的震惊，就是对意义、历史、文化的扭曲现象和暴力方式的学术回应。

最后，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新历史主义并不是要发古之幽思而回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中上进行学术梳理，而是要在这种梳理中感受历史文本的焦虑、痛苦、暴力，凸现文本中遮蔽的权力凝视和被凝视，并揭示出历史的偶然性和失控感。

当然，正因为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性、具体阐释与文本语境的互动，也往往有可能使自己成为—种无边的历史主义，即想通过文献式考据而达到哲学批判的高度，以一种微观分析的方式从事宏观的把握，从而显示出能力不济和诸多牵强附会之处。

总体上看，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确在诸多方面对文学理论有新的贡献。如果说新历史主义通过历史与当代的互释、互读和互相揭底，阐释出历史与现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话语权力运作轨迹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主要是从理论层面阐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此起彼伏的权力消解和转换，揭示硬权力与软权力之间的话语斗争模式。这两种理论范式说明了20世纪末期新的文艺批评或文化批评方法，已经逐渐告别了纯粹的语言研究、结构揭示或文本操作，而进入了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跨国资本、文化霸权等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和哲学性的深层分析之中。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艺理论，是其社会文化理论的文本解读的新话语方式，我们通过对这种新方式的分析，将会超越单纯的文本解读和作者分析，而深入到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去，使文论研究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话语。

第一编　现象学文论

第一章
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危机

现象学是伴随一代代哲人对绝对的确定性、明晰性的追求而产生的。如果说，德国哲学家H•朗贝尔特、康德、黑格尔是这一学科的先驱的话，那么，胡塞尔则是现象学哲学的真正创始人。

第一节 现象学的问题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是犹太血统的德国人，1876年毕业于奥尔缪兹城的德国公学。早年在莱比锡、柏林、维也纳大学攻读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是数学。1881年，胡塞尔以有关微积分的变分的论文《关于变分理论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接着给著名德国数学家K•T•魏埃尔施特拉斯（Karl Theodor Weierstrass）做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在1884－1886年期间，胡塞尔追随当时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29），但是，随着希特勒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和上台，由于其犹太血统而被迫放弃教席，在弗莱堡度过他的余生。

胡塞尔一生勤于著述，除生前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外，死后还留下4万多页未正式出自的手稿和7000多页由他学生作的速记稿。战后，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胡塞尔全集》截至2004年已有38卷问世。其主要著作有：《算术哲学》（1891）、《逻辑研究》（1900-1901）、《现象学的观念》（1907）、《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1913）、《第一哲学》（1923-1924）、《笛卡尔沉思》（1931）、《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1935）、《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等。

现象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并非自胡塞尔始。西方研究者认为，现象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朗贝尔特（J.H.Lambert，1728-1777），他把现象看作是与人类经验中的幻觉性有关的东西，从而把现象学定义为“关于幻觉的理论”。而康德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现象”一词，并将其同物自体（本体）对立起来，认为现象不仅包括感觉材料，而且包括先天的认识形式、时间、空间和范畴。即本体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能力，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本体。康德之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研究了人的意识如何从低级经过长期发展而达到“绝对知识”。到了19世纪中叶，现象的含义更为宽泛，几乎成为和“事实”相当的同义词。在研究中，将本质与现象相割裂，将认识限于现象的现象主义思潮相当流行。

只有到了胡塞尔，现象学才真正作为一个哲学派别发展起来。而现象学的产生与时代氛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它是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的体现，也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哲学上的表征。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文科学（精神科学）遭受了空前的危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迫使社会与人文科学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方向。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中的许多领域，都纷纷用实证原则和归纳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从而不断混淆和抹煞了“人文科学”的独特性，以实证的、自然的、物理的方式取代了哲学的、人文的、心理的方式。对此，德国人文学者认为，应当发展一门“精神科学”，以此抗衡自然科学的侵凌，为人文科学和划界。可以认为，精神与自然、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界域的划分，对于具有“万学之学”传统的哲学来说备受这种分裂之若，分别倾向于两大领域的各种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此，胡塞尔认为，应当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现象学，以澄清和批判一系列基本概念，使哲学摆脱危机。

同样，意识形态危机，使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空前尖锐。胡塞尔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丧子之痛，看到了现实世界的深重苦难，从而意识到由古希腊肇始的欧洲文明已到了日暮途穷之境，陷入深刻危机之中。人们对许多一向认为最确定的“价值”观念发生怀疑，甚至对启蒙理性也失去信心。上帝死了，人应当对自己的一切负责。在这个人被“物质化”和“工具化”了的文明时代，在这个物质丰裕而肉欲横流的世界，“人”的独立价值开始失落。

哲学自身的危机使哲学忘掉了“思”之天命，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心理主义日渐风行，这使得哲学有丧失其科学性的危险。胡塞尔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说“我们的生活目标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暂时性的，另一种是永久性的。一种目标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及同代人生活完美，另一种目标则为了造福子孙万代。科学是代表一种绝对的、无时间性的价值的称号”。被胡塞尔当作“严格的科学”的现象学，就是这样一种追求“永久性哲学理想”的事业。在胡塞尔看来，整个哲学史在“心与物”两极中摇摆不定：在古代希腊这个欧洲文明的摇篮，已有“自然哲学”与“理念哲学”的对立；在中世纪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对立；在近代，有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对立。哲人们大都陷入心、物二元论，即从一种抽象的、孤立的观点看心与物的区别。只有现象学，才把欧洲哲学上的先验主义贯彻到底，“心”才完全摆脱了“物”而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

胡塞尔在哲学上反对“心”、“物”二元论，而努力寻求绝对的确定性。19世纪末，当尼采竭力摒弃绝对确定性，而追求一种不确定性时，胡塞尔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将绝对确定性的追求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1906年，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了……”
 1905年元旦那天，他写信给老师布伦塔诺说：“……我为自己选择课题，走自己的路，这么做并非是为了殉道，而是出于不可违抗的必要性……想想看我必须忍受多大痛苦！我不喜欢与那些从不为事业而生存的邀名逐利者为伍……。”可以说，尼采和胡塞尔这两位对20世纪西方思想影响甚大的哲学家，一位从事破坏，另一位从事建设，由此象征了本世纪西方思想界无法调和的冲突。尼采刚一去世，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宣告诞生了。从此，胡塞尔开始了在意识域和确定性之间建立合理联系的哲学构想，并终其一生孜孜以求。

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寻求绝对真理。胡塞尔说：“作为真正的科学的哲学，其目的就在于寻求超越于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终极的有效真理。”但是他认为，在他以前的哲学家中没有人能够提供这种真理，相反，却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从而使整个科学，以至于整个欧洲文明深深地陷入了危机之中。因而，现象学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种种有关真理的谬论，为人类提供永恒的绝对真理，以拯救科学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

驱使人们超越其特殊的周围世界而朝向无限世界的内在冲突，发端于古希腊精神。而哲学史上有三次朝向这个目标的重要的“哲学革命”。第一次革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存在（being）的理念；第二次革命是笛卡尔强调经验和理性两个方面主观性；第三次革命是康德提出先验性是必然知识的来源。然而，胡塞尔认为，这三次革命都没有达到在人类精神中发现真正科学基础的根本目标。相反，他自己所追求的严格科学哲学的现象学是欧洲哲学史上第四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是最后的、最彻底的革命。因为，现象学比康德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将知识的必然性、普遍性与客观性都“还原”到了主观性。

胡塞尔哲学思想发展经历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在发展中不断修正改变，前后期思想有相当大的变化。大体上讲，胡塞尔的哲学思想，在唯心主义范围里经历了一个从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尔后又回到主观唯心主义的螺旋式的历程。

现象学史家斯皮格伯格认为，胡塞尔的思想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前现象学时期，主要是《算术哲学》（1891）和《逻辑研究》（第一卷，1900）中所反映的思想。他所接受的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心理主义”，其特点是企图用心理规律来说明数学、逻辑的规律。

二是早期现象学或描述现象学时期，主要体现为《逻辑研究》第二卷（1901）的思想。这段时期，胡塞尔转向批判心理主义，认为数学、逻辑规律是纯粹观念之间的联系的规律，而纯粹观念（本质、共相）既是实在的，又是先验的；既不依赖于经验的自我而存在，也不能用经验归纳的方法从个别之中抽象出来。他提出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即通过反省主观意识的方法，从呈现在每一个经验自我的意识现象之中提示出本质。这是创建、形成现象学的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中，胡塞尔试图靠引入“意向性”概念，淡化意识和对象的区别，如对意识对象（noema）和意识活动的（noesis）关系的讨论，以解决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到了弗莱堡阶段，原先就具有某些唯心主义色彩的观点完全转向，例如：“回到事物中去”成了“回到自我中去”，意识对象和意识活动的议论成了对“我思我的思的对象”的探讨，而一般的认识意义上的“悬搁”，成了具有本体论的先验还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这种还原成了达到绝对自我的手段。

第三阶段是纯粹现象学或先验现象学阶段，这是胡塞尔思想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有：《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出版于1913年，第二、三卷于去世后出版）、《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1911年）、《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1929年）、《笛卡尔沉思》（1913年）等。后期胡塞尔认为，意识活动总是包括着我思（cogito）和我思对象（cogitatum）的紧密联系，以及思的活动（cogitations）综合对象。对象受意向性的支配，由思的活动所蕴含。思的意识活动构建、形成、构成对象。但这种构成活动在外界的干扰下是靠不住的，我们只能最后通过现象的还原，使我们的注意力摆脱各种思的对象（cogitata）的影响，甚至绕过我思的活动，达到自我本身。当达到理解的终极部分，即绝对的主体性时，我们就可理解和体验到知识构成的真实源泉。真实的源泉就是“超越的自我”。

胡塞尔认为，认识到所有存在背后存在着的先验自我或先验主体性的存在是“所有发现之中最伟大的发现”。以至现象学家劳尔认为，胡塞尔这种极端唯心主义的思想，其实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主体性的胜利”。胡塞尔在晚年还提出了“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概念，试图克服先验现象学中的某些困境，并且把现象学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联系下来。胡塞尔生前写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1936年）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胡塞尔从“寻求绝对真理”的现象学宗旨出发，将整个理论大厦建立在对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基础上。

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是胡塞尔对自己前现象学时期思想的一次清算。19世纪下半叶，心理学得到很大发展，并影响哲学与其他学科，胡塞尔的《算术哲学》也深受心理学的影响。而心理主义则利用心理学成果，把心理学当作一切科学的基础。在这个时期，正在兴起的心理学科学对德国哲学说来具有两层意义：它提供了解决逻辑和认识论复杂问题的一种确定的方法，并对哲学中的理念论的观点即提供了一种替代物。胡塞尔批判了逻辑中的心理主义，并将逻辑与心理学严格区分开来，认为纯粹逻辑是先天的永恒的，是哲学的基础。胡塞尔严格地在逻辑和纯数学与心理学之间划清了界限，认为两者不能混淆。另外，胡塞尔驳斥了将逻辑学奠基在心理学之上的心理主义观点，认为这会导致严重的经验主义后果。与此相关，他还分析了一般的反心理主义观点的不足，提出了他的反心理主义观点。因为，心理学区别于逻辑，前者是一门经验的科学，所以，它只有经验的或然性，不具有逻辑那种纯粹性和先天必然性。

应当看到，胡塞尔严格划分逻辑和心理学，批驳了心理主义对二者的混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逻辑和心理学是两门不同类别的科学，前者是关于思维规律及其形式的科学，后者则是研究心理理解及其规律的科学。胡塞尔看到了这一点，由此指出了心理主义企图用心理学及其规律来取代、吞并逻辑学及其规律的错误。

在批判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之后，胡塞尔便进一步地从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出发，批判了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心理主义，阐明了他的现象学哲学观点。

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准备。胡塞尔指出，哲学从一开始，就追求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目标。可惜的是直到他之前都不曾有过严格科学的哲学，其原因就在于它被自然主义的学说所阻碍，所以，批判自然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心理主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两种表现形式：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胡塞尔说：“自然主义是随着自然界的发现而来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自然界被看作是属于精确的自然规律的时空存在的统一体。”又说：“历史主义后来在一个非常相似的形式中也发展了，它是随着‘历史的发现’而来的。通常保证了新的人文科学。”
 换言之，自然科学家把一切都看成是自然界的东西，而人文科学家则把一切都看成是“精神”，看作是历史发现的产物，二者都在理解哲学基础上走向了错误。

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与奠基在经验基础上的心理主义、自然主义的学说有根本的区别。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认识论由于其自身视点所限，研究的仅是经验时空中的实在现象。它们否认绝对观念和意识的非实在性，并认为所有绝对的理性观念、意识与本质、纯粹道德与逻辑规范，都不过是心理经验的产物。“整个心理学作为一门事实科学，是不适应为建立规范、纯粹逻辑学、纯粹价值论和实践科学有关的纯粹原则的那些哲学学科奠定基础的。”
 简言之，自然科学和心理学都没资格充当哲学的基础。反之，胡塞尔指出，现象学之所以是基础科学，原因在于其出发点是绝对的、不与经验相关的。现象学研究的是纯粹意识现象与本质，只有在这些纯粹意识现象与本质中， 才能找到绝对的理性存在。唯有这种本质的东西都能为哲学提供基础，使之具有严格科学的资格，从而独立于一切经验科学，才能成为绝对的哲学根基。只有通过非经验的本质直观把握本质的东西，才能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现象学应当是一门作为基础的哲学学科：“每一种实在的认识论肯定必然地奠基在现象学之上，这样，它就构成了每一门哲学和心理学的共同基础。”

胡塞尔还批判了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主义把真理置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真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真理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导致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削弱了真理的尊严。因此，他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说：“历史主义是一种谬误，它使任何生活方式、任何宗教和哲学都失去了绝对的意义。”唯有现象学而不是世界观哲学才具备绝对真理性，才具有严格科学的资格。

在胡塞尔的“批判”中，有着某些启发性的因素。胡塞尔看到了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所具有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局限，并试图矫正这一错误。不过，由于他在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他形而上学地由相对主义的一个极端，走向了绝对主义的另一极端。

第二节
本质直观

胡塞尔的现象学基本方法是：要寻求绝对真理，首先必须排除怀疑，将一切可疑的成分都（暂时）排除出去，然后清理审视剩余之物，即“绝对意识”（absolute consciousness），或“绝对真理”。

换言之，现象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思路是：真理的获得既不是在知识积累中去发现新事实，完成新理论，又不是主观与客观的相符，而是要去除一些东西以后，使真理自身显现出来。现象学的要义在于：必须摆脱、丢掉一些非本质的东西，真理才能彰显出来。

一　回到事物本身

胡塞尔像笛卡尔一样，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一种方法，找到哲学的出发点或“第一原理”。他通过苦苦思索，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对世界提供一种彻底改变了的观点。这种观点即“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
 必须注意，胡塞尔所说的“实事”（Sachen）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理客体，而是指一个人所意识到的东西，或者说是呈现在一个人的意识中的一切东西。胡塞尔把所有这些呈现在意识中的东西称为“现象”，认为这些现象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可见，所谓“回到事物本身”，就是返回到“现象”，也就是返回到意识领域，去直接研究事物或现象。在胡塞尔的用语中，“现象”既非康德的物自体，也非康德的现象或显象，它企图摆脱主观与客观上两类经验性，而成为具有第一性的对象。但是现象只存在于意识中，现象即“在直接经验中对意识呈现者”。

关键问题是：“现象”究竟是什么？它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的？胡塞尔认为，对现象的最简单的阐明，只包含两个条件：一，现象即本质；二，现象是被直观到的。
 不过，作为“本质的呈现”或“显现的本质”的“现象”，并非通过对众多个别对象的属性进行比较概括和抽象得到的，而是通过对特殊事例进行体认或直观得到的。这样得到的现象或现象本质，才是现象学的真正对象。因此，现象学分析的每一步工作就是把经验性对象先转化为现象或现象本质，这种转化程序被称作“还原”，它是在意识内或通过意识来进行的。这个把经验还原为现象本质的过程即“本质直观”（Wesensschau）。对胡塞尔来说，本质存在于对象的意义结构中心，本质不与特殊存在物相对，而是与其它本质相对。因此，胡塞尔的本质不是存在论的，而是意义论的。

总之，在胡塞尔看来，哲学研究既不应当从物质出发去解释精神，把精神还原（归结）为物质，也不应当从精神出发去解释物质，把物质还原（归结）为精神。只有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回到“现象”，以此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这里开始，都能避免心物分裂的二元论。因为在“现象”之中既有意识到的物质的东西，也有意识到的精神的东西。可以说，现象学方法的主要原则在于“回到事物本身”。这首先意味着人必须在一种理智的意义上去直观事物。现象学方法是直观的方法，这种直观是一切真正认识的必要基础。
 

二　悬搁或加括号

要返回“事物本身”，从事本源的揭示工作，则首先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即“悬搁”（Epoche），希腊文为“εποχη”,有怀疑、搁置之义。胡塞尔这一思想显然直接来自笛卡尔。笛卡尔对于事实的、经验的世界采取怀疑态度。这与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对早期“自然哲学”和智者学派的感觉主义采取的怀疑态度，具有同一性质的哲学根据。所以对经验世界的怀疑是达到绝对可行知识的必要前提。笛卡尔以后，康德，甚至黑格尔虽然不以“怀疑论”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但他们的哲学立场却蕴含了对单纯事实世界的怀疑，所以胡塞尔说，普遍怀疑实为人类之自由。 然而，在哲学体系上把“怀疑”提到核心的地位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的，在哲学史上当推笛卡尔、休谟，而胡塞尔则更进一步从积极方面把“怀疑”（悬搁）与他的现象学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现象学的重要范畴。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悬搁”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态度，是现象学哲学对经验的事实世界采取的一种根本立场。对此，胡塞尔称之为“加括号”（Einklammerung, bracketing），意即将一切已有的哲学主张都圈在括弧里存而不论，从而追求绝对自明的开端。现象学还原就是停止判断，它包括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对存在加括弧（存在的悬搁），另一是对历史加括弧（历史的悬搁）。胡塞尔断定，在实施了这两类加括弧之后，就会显露出一个全新的哲学领域——纯粹意识或先验意识领域，这就是现象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正因为如此，他把中止判断的方法看作达到现象学本体论的主要途径之一。

“悬搁”一方面是“存在的悬搁”，即在哲学领域排除对自然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世俗存在的信仰。胡塞尔力图通过这一途径矫正传统哲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要求哲学研究摆脱对世界所采取的“自然的态度”（或“自然的观点”），因为“经验存在以及心理个体与心理经验——所有这些都是绝对意识的相关物——现象学范围内处于加括弧的形式。自然界与人同样也是加括弧的对象。人如果要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首先必须获得方法论的保证，即通过停止判断把自身还原为一个孤立的单子形态。这样通过从“自然的态度”向“哲学的态度”的转变，使人把现实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搁置起来不予考虑，从而直观“现象”本身。

“悬搁”的另一方面是“历史的悬搁”，即把思维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对世界的种种观念、思想、理解抛在一边，不以其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这便形成现象学在立场上的独立性和方法上的自由性。因为，要认识世界的真实，必须排除一切直接经验之外的东西，将外在事物“还原”为我们的意识即被当成纯粹意识对象的现象。在胡塞尔看来，如果哲学要成为严格科学，哲学家要成为真正的理念开拓者，那就必须割断与传统的先入之见的联系，专注于绝对自明的开端。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真正科学的哲学是应当没有任何预先的假设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前提）的。现象学的“悬搁”就是把种种假设搁置起来，使人摆脱这些假设的干扰，从而澄清被各种假设所充塞了的人的意识，也就是使人能转向意识的内容本身即呈现在意识中的一切“事物本身”，或者说转向“现象”。

所谓现象学“悬搁”的态度，是一种对存在问题存而不论、持悬疑的态度。尽管现象学并不否认现实的存在而只是将其“存而不论”，但它要撇开这个世界而转向意识领域，从意识出发去寻找世界的根本。而且，现象学的悬搁要求把一切假设都悬置起来，但不把意识的存在这一假设悬搁起来，而是以意识的存在、意识的活动为基础和前提的。

三　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核心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
 法国现象学家利科尔在《胡塞尔现象学分析》中指出：“从1905年到1911年，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似乎表现为这样一种努力。它越来越使自然态度的理解从属于现象学还原，并同时借助世界的先验构成性来阐述还原法。”

一般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现象的还原（phänomenologische Reduktion），通过还原，一切已知之物就变成感官中的现象，这现象存在于意识之中并通过意识被直觉认识到。这种强调直觉、想象、回忆作用的还原，倒转了人们的视野方向，从面向客体到面向主体、意识。

第二步是本质的还原（eidetische Reduktion），即通过本质直观，以从变化多样的意识中直觉到其不变的本质结构，在诸种现象中直觉到保持不变的同一的东西。胡塞尔认为，本质既不是现象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现象后面之物，又不是柏拉图式的超越个别事物的理念，也不是笛卡尔式的天赋观念或康德式的心灵的构造。本质是观念的、先验的，但又是直接地呈现在意识中的，或在现象中的。本质是现象中稳定的、一般的、变中不变的东西，即所谓诸变体之间不变的“常项”。 把握本质的手段是本质的洞察、本质的直观，即在直观过程中，将注意力集中到多样性中保持不变的那种东西上面。胡塞尔所谓的“直觉”就是直接地“看”、审视自己的意识领域，从呈现在意识领域内的现象之中，排除那些感性的、具体的、偶然的和混杂了虚假成分的或被歪曲了的东西，即非纯粹的现象，从而将纯粹的现象，也就是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事物本身”描述出来。这种纯粹的现象是非具体的、非感性的，也就是本质。因此，所谓本质的还原或直觉方法，就是通过反省自己的主观意识获得事物本质的方法。

第三步是先验的还原（transzendentale Reduktion），本质还原之后，最后留下的部分即“现象学剩余”——纯粹意识，它包括自我（ego）、我思（cogito）和我思对象（cogitata）三个方面。所谓自我，即先验的自我，这是一切意义的基础和意识构成性的基础；所谓我思，即意向性活动，包括意向主体、意向行动、意向对象以及意向方式；所谓我思对象，即指先验自我通过我思活动所构成的对象。胡塞尔声称，前两步还原是使人们从事实的经验普遍性向本质的普遍性推移，而先验性还原则是从现实中根本排除事实性（factuality），从而返回到作为一切意义的基础和意识构成性基础的先验自我。

四　意向性问题

胡塞尔坚持意识和意识对象不可分割这一现象一元论或意识一元论观点，认为这可以克服笛卡尔和康德的二元论。按照他的一元论，意识存在着一种基本结构，即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意向性”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贯穿于胡塞尔哲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从《逻辑研究》开始，他就详细讨论了意向性问题，虽然尚未摆脱布伦塔诺的影响，但这毕竟是后来的“意向活动”的前身。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他把意向性定义为对某物的认识，并将它视为纯粹意识的一个基本属性。到了《笛卡尔沉思》，胡塞尔进一步把意向性视为先验意识的本质结构，并上升到本体论地位来考虑。

“意向性”一词，原为经院哲学用语，后为布伦塔诺所接受，胡塞尔的理论则来自老师布伦塔诺。胡塞尔认为，意向性就是指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某个对象，不存在赤裸裸的意识，不存在把自身封闭起来的意识，意识总是对某种东西的意识。意向性作为意识的基本结构意味着：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总是关于某对象的意识；而对象也只能是意向性对象，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客体。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之所在，它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桥梁和媒介。可以说，正是意向性使“意识的本质和对象本质呈现出来”。

根据意向性的学说，所有意识体验都是“意向性”体验，都是对某物的体验。如果人们对这些体验进行现象的还原，那么一方面人们可以把握意识的纯粹自我，这是意向性的关系中心，而经验自我被悬搁起来。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获得一个客体，它在经受现象学还原之后，只是一个意向性被给予主体的东西，即纯粹自我的东西，即意向对象，它的客观存在也被悬搁起来。这样，在意识之中，有朝向主体的一端和朝向客体的一端，即发出意向的一端和通过自身的被给予而使此意向得到充实的一端，沟通这两端的便是意向性。

意识与对象的关系是对应的、相互的，但又不是因果性关系，因为事物并不是现成地将自身印刻在意识上面。意识和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的过程，这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意识的这种积极能动的活动就是所谓“构造”。这种“构造”活动是“先验的”，换言之，先验的“构造”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能力和规范能力。由于意识的这种活动“构造”是先验的，所以胡塞尔也称意识的这种积极能动作用为“先验的意识”或“先验的主观性”。胡塞尔确立了意向性在现象学本体论中的特殊地位，他说：“意向性概念是在我们所说的无限广度上加以把握的，它是要进入现象学时一个必不可少的、作为出发点与基础的概念。”
 胡塞尔不仅将意向性作为意识的本质特征所在，而且将意向与先验自我相联系，断定意向性是先验自我的本质属性，从而为先验自我的构成作用寻找支撑点。可以说，正是由于意向性，先验自我的绝对构成能力才得以体现。

总体上说，现象学还原方法是理解胡塞尔哲学思想的关节点。本质的还原使人获得本质，从而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先验的还原则把人引向世界的始源，即把世界最终归结（还原）为先验自我的意识的构造活动。它是世界的理性的基础，也是本质和知识的确实可行的根据。先验还原是胡塞尔的“希望之乡”，是走向所谓真正科学的入口。

胡塞尔为自己的先验现象学体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诚如德国哲学家施太格谬勒指出的那样：“胡塞尔的最大抱负就是要使哲学第一次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和绝对可靠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对照他的这个目标来看他后期著作时，就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个计划的实现距离这个计划的提出越来越远。”
 胡塞尔关于先验的意识、先验的构造的理论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他所谓自我的理论则更进一步走向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只是费希特是从“自我”出发，推出自我创造非我；胡塞尔则是通过现象学的方法追溯到“自我”，但这个“自我”正是世界的本原，世界是自我所“构造”的对象，这实际上也是“自我创造非我”。不但如此，胡塞尔的“自我”完全是超验的，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有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从而陷入极端的唯我论（solipsism）困境，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这导致了胡塞尔晚期哲学的转向，而将研究重心转向“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和“生活世界”（Lebenswelt）。

五　主体间性理论

胡塞尔力图摆脱唯我论。他的方法是从研究自我与其他自我的相互关系入手，提出“主体间性”范畴。他在《笛卡尔沉思》中写道：“无论如何，在我之内，在我的被先验还原了的纯意识生命的限度内，我把世界（包括他人）——按其经验意义，不是作为我和人的综合组成，而是作为不只是我自己的，作为实际上对每个人都存在的、其客体对每个人都可理解的一个主体间的世界去加以经验。”世界不是作为个体的先验的自我的意识活动的对象，而是作为个体的主体间社团（an intersubjective community of individuals）的意识活动的对象。也就是说，除了“自我”存在之外，还有其他自我的存在。世界是在各个个体的主体间社团这个共同体的意识活动中被构成的，而个体的自我就“体现”在这个主体间社团中。

在《笛卡尔沉思》中的《第五沉思》中，胡塞尔把他人一方面归为世界上的对象，一方面归为心理物理的（psycho-physical）物体，这样，对他人的体验既像对客体的体验，又像对自我的体验。而这两种体验，正像他多年来一直认为的那样，都可归为自我的体验。“冷静地想来，我必须紧抱着这样的信念，即第一存在物对我来说无论有怎样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处在我的意向性生活之中，并产生于此，对我来说是在我生活的构成综合的推演中变得明晰和被呈现的。”
 所以，“我们必须始于对明显的意向性和系统解释”。
 显然，胡塞尔把主体间性的问题又纳入了自己的先验现象学领域。处理主体间性的出发点还是求助于绝对的自我。

因此，胡塞尔强调一种所谓的新还原。这种新还原“在无所不包的先验领域里，是一种特殊的悬搁”。
 用这种方法，“我们不理会和其他主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意向性的构成作用。而是确定在其中，自我在自身范围内构成一个特殊自己性（ownness）的实际，和潜在意向性的整个关联性”
。这里胡塞尔提出的“自己性”更具唯我论的色彩。他把这种向自己性的还原分成两步：第一步先把自己从他人那里抽象出来，使自己“孤独”，但这还不是极端的抽象；第二步是把“一个本质结构”抽象出来，这个结构中的先验自我，在构成客观世界中，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对这种具有自己性的自我，胡塞尔借用莱布尼茨的单子加以冠之。这种单子具有一种唯一的本质，是一种具有活力的有机体（animate organism）。这种单子通过对其他单子的心理、肉体的涉入和统觉的对比，体验到其他单子的活力，而构成一种单子际的关系。单子际的关系构成了主体间性的共同体，也就是胡塞尔理论中的“客观世界”。

毋庸讳言，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未能克服唯我论，相反，由于他继续以先验自我的构成性为理论立足点，因此，仍然在“唯我论”的途中徘徊。这主要表现在：主体间性只是先验自我之间的平行意向构成关系，它不具有完整的时间形态。而且，主体间性没有现实性色彩，它既不具有现实的肉体形态，也与外部物质世界毫无关系。他人的自我没有独立性，它只能作为我的先验自我的变体而加以理解，归根到底是依附于我的先验自我。对象世界仍是一个观念世界，是先验自我的意向相关物。它的构成取决于先验自我的和谐一致。

六　生活世界理论 

为进一步摆脱唯我论，胡塞尔将先验自我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于是，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提出返回“生活世界”。这表明了与胡塞尔以往的哲学观点不同的新倾向。

“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突破了胡塞尔以前的哲学体系，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欧洲人的价值和意义危机的出现，是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哲学解救策略的契机。在欧洲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兴起之后，虽然使人类生活的范围、内容和物质条件大为改观，但同时科学时代也逐渐意识到，它面临着一个人生意义迷失的危机。科学并不能取代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也无力单独地解决克服这种“意义”危机。胡塞尔认为，自己提出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论，是解决欧洲人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为，所谓欧洲人的危机，其实就是欧洲科学的危机，它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畸形发展和现代人对物质文明的片面依赖所导致的必然后果。由于自然科学放弃了对“绝对理念”的追求，忽视了真正的内在生活世界，使古老的欧洲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同时，这也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危机，以及整个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危机。胡塞尔强调，把欧洲人从这一危机中拯救出来，关键在于清除自然科学所设计的虚幻的物质世界模型，用现象学来探讨前科学的和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以唤起人们对真正“内在的”世界的向往。

进一步看，“生活世界”的提出是胡塞尔企图补救唯我论的尝试。他提出“生活世界”概念，意在通过在其先验哲学中纳入一些现实的经验因素，淡化和克服其哲学唯我论。为达此目的，他一方面在新的基础上理解现象学还原，不再强调对整个世界实施中止判断，以阻碍对世界概念的进一步澄清，而是将生活世界作为哲学的中心论题，赋予现象学还原方法以新的内容。另一方面，扩展意向性的内容，将其从原来只构成意向相关对象的狭小领域中解放出来，指出人类精神的周遭生活世界，从而赋予它以现实的人道主义意义。换言之，胡塞尔抱持着这样一种信念：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的存在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

生活世界的提出与现代哲学关注人的存在、立足于现实基础讨论人的存在与价值取向有关，尤其是与存在主义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关系。
 尽管胡塞尔把从事哲学看作一种献身，在自己哲学的开端就把确保人的价值与意义视为现象学的目标，但他在批判现代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哲学忽视人的价值与意义时，却把它建立在“先验自我”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一个游荡于彼岸世界的幽灵，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于是，他把自身的思维视域从先验唯心主义转向经验唯心主义，而生活世界，正是胡塞尔晚期哲学中先验唯心主义和经验唯心主合流的—个特殊产物。

探讨生活世界的根本目的在于，想对生活世界作一个与科学世界全然不同的解释，在生活世界里寻找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根基，建立一门现象学的新人道主义。胡塞尔力图通过生活世界澄清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前科学的世界，自然科学所建立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图像决不是一条唯一的途径，哲学研究不能从被自然科学弄得模糊不清的世界意义开始，而必须返回到科学之前的世界，即原始给予的生活世界，这才是各门自然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它预先确立把历史上的周遭直观的生活世界作为其出发点，并预先给定为对一切人都共同的东西”。

胡塞尔在严格的意义上将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进行区分。自然科学的世界不过是—种外在的逻辑构造，它的不完善性与片面性使它必然从属于哲学的生活世界，如果没有内在的生活世界，一切科学都将是抽象的和不独立的。同时，胡塞尔在探讨生活世界时密切结合人的价值问题。生活世界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单子世界，而是对—切人都共同的世界。生活世界与科学的世界截然不同，它是人所独有的世界。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人形成自身的经验，产生实践活动，并谋划它的全部意义。因此，“作为一个一般的先于客观科学的自明的基本问题，我完全可以询问生活世界本身及其对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永恒意义”。
 生活世界具有普遍的本质必然性，因为它不是孤立个体的世界，而是人们特殊的共同世界：“一般而言，世界不仅仅为孤立的人而存在，而且也为人的共同体而存在。”
 这是因为我们处于主体间性的共同生活中，每个人都可参与他人的生活。因此，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人们最易认识、最为熟悉的世界，是人的主观性所特有的世界。当人们把生活世界当作客观科学的主观性基础，并由此出发建立—门真正的“人学”时，唯我论就会被消除掉。

生活世界能为在活动中的意向性研究提供一种特别有启发性的线索。通过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分析和描述，它能为现象学的还原或先验的还原提供一种健全的基础和恰当的引导。胡塞尔强调在进行先验还原以前，先要彻底审查、分析和描述“生活世界”，从而制定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本体论。这样，真理就不再是根据某种精确的测定标准来衡量的，决定性的东西是主观意识的构造活动。“生活世界”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感性的和实际的经验。胡塞尔在分析和描述“生活世界”时，力图说明理论和科学的世界是如何从“生活世界”产生出来，进而发现“生活世界”的世俗现象，并通过对时间、空间、人体以及经验的表象的分析，说明关于“生活世界”的经验是如何可能的。

“生活世界”的概念的独特意义在于：它不是在发生学意义上最先的，因为当下不可能有不掺杂其它科学文化活动世界的、在时间上最先的“生活世界”，但它在科学的时代仍然是主要的知识域。它和其他科学认识并存的“直接明证”领域，借助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还原对世界作出一种科学解释而重新恢复，是“始初明证”（Urevidenz）、非反省的、“信仰”的领域总和。它是“一切客观认识的基础”和“预先假定的条件”，“是一种边缘区，是一切真正的可能的实践的前提”
。

总之，生活世界是指通过对各种科学行为前提基础的质疑，而在每个人的直接经验范围内形成的那个世界，也就是指那种丝毫不掺杂任何理性思维的直接的感性体认。胡塞尔强调，即便在各种科学充分发达的今天，生活世界仍然是一种主要的知识域。

第三节　哲学与美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对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既深且广。 

一　哲学与文化

现象学的德国阶段有一个逐渐向法国阶段重心转移的过程。
 1916年至1936年这20年，是德国现象学繁荣兴盛的时代，也是法国现象学向德国现象学学习的“吸收阶段”。这段时期，就法国哲学界来说，现象学几乎完全是一种舶来品。而1936至1942年是法国现象学的生产阶段。到柏林和弗莱堡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的萨特返回法国，成为法国现象学的中坚力量。1938年胡塞尔去世，而海德格尔在整个大战时期的德国又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于是现象学在处于德国占领区的法国的艰苦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1943至1953年，这十年是法国现象学的“黄金时代”。在这十年里，法国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胡塞尔逝世以后，比利时由于在卢汶设有胡塞尔文献馆，集中了他的全部未刊手稿，从而成了“新的中心”；荷兰的主要志趣则由于回到宗教的现象学，扩大了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的斯特拉塞（Stephen Strasser）为代表的现象学较有影响；瑞士，特别是在它的德语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学人类学；意大利的现象学尚无形成气候，还处在“撒种”中；在西班牙和讲西班牙语、葡萄语的美洲国家中则占到统治地位；英国尚处于低潮；美国则在迸发和寻找着现象学之后的新的出路。

到了本世纪60年代以后，现象学成为了一种国际性的哲学思想，各种关于现象学的国际性刊物、丛书、讨论会，使现象学运动达到新的高潮。现象学的影响已迅速越出哲学界，而形成现象学美学(英伽登、杜夫海纳等)、现象学解释学
（利科尔）、现象学存在主义
 (梅洛-庞蒂、萨特、马塞尔)、交流现象学以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描述现象学、本质现象学、显现现象学、构成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等。

当代现象学运动的中心除了德国和法国以外，还有美国。当代美国现象学发展迅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施奈德（H.W.Shneider），50年代初就从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呼吁美国哲学界要注意正在欧洲蓬勃兴起的现象学运动，认为美国哲学界要改进教学，要逐步传播现象学方法和它—整套专门术语。到60年代，现象学才在美国盛行。从欧洲引进的各种哲学中，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托马斯主义在美国深受欢迎和引起强烈的兴趣。现象学运动最终在美国土壤中扎根，从重述、注释，发展到进行有“独创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把现象学同在美国流行的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例如实用主义、实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等）融合起来。美国的现象学分为两派：一派以胡塞尔的学生、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荣誉教授法伯（M.Farber）为代表，他对胡塞尔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是正确的，但在本体论上是错误的。他提倡自然主义，企图把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与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结合”起来。另一派以凯恩斯(D.Keynes)为代表，他较忠实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点，然而影响不大。

我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颇有影响的哲学观念，它已经深深渗透进整个西方人文哲学和文化精神领域。
 胡塞尔是个理性主义者，他将自己毕生工作的任务设定为“拯救人的理性”。
 在他看来，西方哲学背离了真正希腊意义的理性，因而是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理性的全面实现期待着现象学的到来。胡塞尔这样刻画他自己的事业：现象学“是这样一种方法，我想凭借它来反对神秘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从而建立—种超越旧的理性主义的超理性主义（Überrationalismus），并且阐明旧的理性主义的最内在的目标”。
 可以认为，胡塞尔以不懈的思考和写作作为自己的唯一生活方式，他为追求哲学作为—门严格科学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他曾说：“我的工作不是建造而是深掘，深掘那些最晦暗的角落，发现那些隐蔽的、未曾解决的问题。”

胡塞尔追求哲学上的彻底性，他要哲学达到一切认识的“始源”或“开端”，即达到认识的终极基础，却又将这个“始源”设定为主体呈现出来的对象，于是，转向对象实质上转向了主体、自我。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的“悬搁”、“还原”，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唯心论色彩。

进一步看，胡塞尔的现象学相当重视语言问题，与研究谓词真理（Prädikative Wahrheit）的其他语言理论不同，胡氏语言学涉及前谓词真理（Vorprädikative Wahrheit），即呈现形成概念、命题和判断之前真理。换言之，胡塞尔现象学要研究的与语言的意义相关，他要把握构造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真实意识行为的结构，研究意义的给定行为。意义总是指向一个对象，它是对象的现实的表现方式。当胡塞尔通过现象学去面对事物本身时，就面对了能为人所直觉的意义形式以及构造它的意识行为。

胡塞尔看到了欧洲文明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危机，人们已经和正在丧失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的普遍原动力。思想变成实证，或在碎裂成散漫的意识，不再成为完整理性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现实的偶然事件。理性弱化了，哲学丧失了超越之维。胡塞尔将欧洲文明的危机看成一种文化疾病。面对这种疾病，很多社会科学看不到病根而开出错误的药方。胡塞尔追问道：“为什么在这一领域内没有发展起一种科学的医学，一种拯救各民族和超民族的共同体的医学呢？欧洲的各民族正在患病，欧洲本身正如人的所说的处于危机中。在此我们并不缺乏类似于自然医疗的东西，各种浅薄的改革建议简直泛滥成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高度发展的人文科学没有像自然科学在它们的领域中一样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呢？”
 事实上，欧洲文明的命运最终取决一场真正哲学与虚假哲学之间的较量，而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就是这样一种拯救文明危机、“拯救人的理性”的哲学。

对胡塞尔而言，哲学家是人性的代言人、理性的斗士和共同精神的鼓吹者。现象学不仅从哲学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疗治理性和人性的疾病，而且也从美学的、艺术的层面救治人的精神。这无疑使现象学成为一种带有了深透着悲情的反思的“救世论”（messianism）。

二  审美想象现象学

胡塞尔对美学诗学问题相当重视，他拯救理性的蓝图里也有现象学美学诗学的新设计。他—反传统美学诗学追求美的本质和艺术本质进而构筑庞大体系的作法，而是注重从审美意识和艺术想象入手，展开其现象学美学新维度，对现象学美学发展提供了—个新视点。

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美学是其哲学思想的运用，艺术被胡塞尔归于生活世界，而把握艺术的意义则与意向性的语言理论相关联。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总体，以世界视野形式给定主体。艺术不是—种自然的态度而是一种反思的态度，在艺术中，一切混沌不清的东西都具有透明性，一切个别的事件或结构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欧洲科学危机的总体氛围中，美和艺术的存在与主体意识紧密相关，因为，文明危机即美学危机，救赎现代人的精神以及艺术精神危机，成了胡塞尔禀有的天命。

从主体艺术想象意识入手，分析艺术的基本构成，是胡塞尔“想象现象学”的主要轨迹。在他看来，想象决定艺术的本质，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内在心理体验。这些内在体验过程常常也被统括在想象活动这一条目之下，它们是所谓的想象表象，常常也径直被称为表象。艺术想象区别于艺术感知之处在于，感知是当下呈现，想象是形象化的体验或体验的图像化。想象既非对象的存在，又非对象的呈现，而是复现对象和创化对象性的东西。想象的创造性使艺术创造能出人意料地诞生新的意象，是主体审美意向性地投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胡塞尔的美学理论是一种主体性的形象意识理论，这一意识理论与艺术感知、想象、象征、意向密不可分。

由艺术想象研究推进到艺术图像的把握，使现象学美学的建构有了坚实的基础。艺术图像或形象具有与其他实用图像或形象不同的特点。艺术总是在形象中呈现出超出形象之外的东西。艺术的生命在于对生命事物的表现，而不在于事物本身。艺术使对象客体作为形象表现出来，它已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意向的存在，不再仅仅具有“物”性，而且具有非现实性因素。这种形象意识，包孕着形象意向以及体验与作品主题等复杂关系。这使得艺术超越于现实之上，艺术的把握成为体验和理性在意向层面上达到的新的统一。胡塞尔认为：只在内在图像性意识对审美的图像观察起作用。在此我们观看图像，我们的意趣从属图像，从图像我们直观到主题。图像从美感上起作用时，一种新的表象使主题或其某些局部达到更完全的直观。一言以蔽之，正是艺术揭示出生活世界中那最深邃的精神特征。

从现象学角度审视艺术的本质构成，胡塞尔力图同客观主义美学和心理主义美学划清界限。他在《想象与图像意识》（1904年）中，提出艺术在与现实的关联中，使人超越现实世界和经验世界而臻达直观性形象界，所以艺术与人的精神相关，而不能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解释人的审美精神。到了20年代末，胡塞尔更完整地表述自己的现象学美学观：在想象体验中，或者说在那种我们由于生活在“图像”世界的态度中，我们不曾完成经验的现实世界的任何东西，特别是对那些用于表现和实在事态的经验世界之物，这一世界是没有设定给我们的、被关闭了的世界。艺术不是现实，艺术是意识的重塑（想象），是主体意识对现实对象的审美改型，使之成为真实的东西。这一意识重塑即现象学的审美创造，其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内容。

总体上看，胡塞尔的现象学美学是不完备的。这与他仅仅将美学作为现象学哲学的一个局部的观点不无关系。但胡塞尔开创了现象学美学，坚持艺术区别于其他存在对象，强调审美意向性对艺术形象创造的重要性，将艺术相关归入想象领域，用图像意识去阐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和艺术审美判断。开拓了不同于以往任何美学、诗学的新思路。尤其是他将艺术的想象性，植根于救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更秉有了一份为人的存在争取意义的沉重的情怀。胡塞尔在哲学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也在美学和诗学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并对其精神后学影响殊深。

三　美学与诗学发展

现象学美学由胡塞尔奠基。胡塞尔的悬搁法、还原法、意向性理论，以及主体间性理论对20世纪的美学和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的基础上，德国美学家莫里茨•盖格首先于本世纪20年代将现象学运用于美学研究，对人的审美感受加以现象学阐释。

盖格着重于审美感受的分析，他在划分主客体界限的基础上，对审美欣赏进行现象描述：欣赏行为乃是向心的体验，这种体验不同于立普斯的“移情”说，而是我们被动地洗耳恭听于客体。
 艺术对人生的特殊意义不在于表面的感触，而在于作品的深层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审美特性是由其审美价值决定的。

严格地说，盖格的现象学美学因突出了审美意义的作用，而与强调客观的哈特曼区别开来。盖格在《审美享受的现象学》中认为，审美享受具有一般情感享受所不具备的生动性、直觉性和体验性特点，这是一种超越了功利目的“对于对象丰盈性的无利害感的观照享受”。真正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主客体间的交流，它不同于那种情感的单向投注。同时，对美和艺术的现象学态度，决定了艺术和美具有形式价值、模仿价值、内容价值。以谐调性为特性的形式价值，不仅是呈现内在美的中介形式，而且形式本身也具有自身的审美意义，以本真性为特征的模仿价值，并不讲究对对象的死板描摹，而是通过现象的本质直观，达到对事物的内在把握。以精神性为特征的内容价值，不仅存在于被再现的对象内容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艺术家把握和表现对象的方式之中，因此，这一重要的精神性价值又可称为艺术的人格性价值。现象学美学，即通过艺术作品这一现象直观精神的普遍本质。换言之，艺术审美就是对这种人格性价值的本质描述。
 

应该注意的是，盖格在他的《美学入门》的导言中写道：“美学的门径最终在于我们自己的审美经验”，“只有净化经验，我们才能再次打开美学之门。”只是在《艺术的心理意义》和《现象学美学》这两篇论文中，盖格才清楚地论及艺术作品，并专门讨论了把艺术作品本质和审美价值本质作为美学研究主题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他把审美价值，即某种内在于作品本身的东西，当作界定美学研究范围的统一性框架，但论文的重点还是落在经验上。

盖格之后，德国的R•欧德布莱希特进一步对艺术价值的审美体验活动加以现象学分析，在推进现象学的主观意识研究方面迈出了一步。他在《确定审美价值论的基础》一书中，以后期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为基础，强调无论是审美价值体验，还是伦理价值、真理价值、实用价值体验，其基础都是先验意识。这种先验意识是包括审美体验在内的人类一切体验形式所共有的创造性综合原理，藉此人类拥有了共同的人性尺度，使整体性情感体验得以确定。欧德布莱希特认为，人的情感既使人与对象昵近又使二者区别开来。感性对象与知觉对象共同构成审美对象的因素，同时，也形成整体性体验的不可或缺的双元。对象的存在只有通过艺术家的意识投射，才能转化为对人自身具有审美意味的精神形式。人的审美意识也只能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才照亮对象和人自身的内在存在方式。

如果说，盖格、欧德布莱希特张扬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而发展了现象学美学的主观方面的话，那么，H•J•冯•阿莱斯和H•吕采勒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艺术作品的存在形式的本体分析方面，而发展了现象学美学的客观方面。

阿莱斯的研究较之于盖格具有更浓郁的现象学气息。在阿莱斯看来，人对艺术作品的意向性，一方面使作品的结构层次向主体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人也因作品的客层次构成而使审美评价成为—种受对象制约的活动。审美只能是对对象结构层次的整体把握，这一把握不可能是主观随意的，只能是按一定尺度法则进行的。

吕采勒从另—个侧面指出，艺术认识活动并不是一种自我迷狂的情感活动，而是聚集了认识、意志、情感的统一精神活动，只有无偏见的直观对象，才能臻达科学的和历史的审美认识。他在《艺术的基本样式》中，转向意向性对象方面，着重研究艺术作品的本体存在形式，标划出作品本体的不同层面和结构，借以说明作品结构对主体审美的制约性，从而坚持并站稳了客观现象学美学的立场。

30－40年代波兰美学家罗曼•英伽登受胡塞尔和盖格的影响，在艺术个体论、艺术认识论、艺术价值论方面推进了现象学美学的研究。到了50年代，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则在审美经验的现象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详见以下各章）。

到了60年代，奥地利美学家汉斯•泽德迈尔作为现象学美学的新秀异军突起。泽德迈尔自认为是继承胡塞尔的工作，他试图揭示“欧洲精神”危机的本质并预测人类的本质。在他看来，现象学美学的主要目标是进行艺术本体特征的研究，将艺术史看作精神发展史，从而通过对个别艺术文本的结构分析，去阐释包括整个艺术在内的当代精神存在。文艺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只存在于知觉的行为之中。文艺作品被视为理想的客体，它不是物，而是审美感知的现象，审美感知即文艺作品的注释。这样，注释的过程即文艺作品的再创造，也就是文艺作品在具有形象视觉才能的观众的感知中获得新生。对艺术作品完整性的理解，是在其注释的行为中完成的，这注释不仅是达到研究目的的手段，也是艺术史独立完成的任务。泽德迈尔所陈述的注释的主要原则，第一，是文学作品的自主性；第二，是它的完整性；第三，是它具备的中心性。他认为，现象学注释的基本任务是确定艺术作品的个性和独特性。这样，泽德迈尔就将艺术作品的本体存在特性，转化为现象学直观中的结构构成，同时在艺术形象的多层次结构中，把握其中恒定不变的中心，从而保持了现象学态度。

就整个现象学美学思潮而言，出现了—批现象学美学家，如盖格、海德格尔、泽德迈尔、萨特、梅洛-庞蒂、伊塞尔、利科尔等，他们或在某方面推进了现象学美学（如盖格、哈曼、欧德布莱希特、阿莱特、吕采勒、泽德迈尔），或将现象学发展为存在主义现象学（如海德格尔、萨特）
，或将现象学发展为接受理论（如伊塞尔），或将现象学嫁接“在解释学上”（如利科尔），或在艺术作品本体结构和审美经验结构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如罗曼•英伽登和米盖尔•杜夫海纳）。因此，对其现象学哲学美学思想的展示，将集中反映出20世纪现象学美学和现象学文论的重要理论景观。 

第二章  英伽登：现象学文论

现象学文艺理论作为20世纪重要的文论流派，有着深广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波兰哲学家、文艺关学家罗曼•英伽登 （Roman Ingarden, 1893-1970）。作为胡塞尔的学生，他在早年赴德留学期间，跟随胡塞尔对现象学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在其—生的辛勤著述中，创造性地将现象学理论运用到美学和文论研究领域。他以《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年）、《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年）、《艺术本体论研究》（1962年）、《体验、艺术作品和价值》（1969年）等著作，在艺术本体论、文学认识论和审美价值论方面做出重要的理论突破，从而成为本世纪著名的现象学美学家和文论家。

第一节  艺术作品本体论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英伽登对老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十分推崇，认为这部著作标志着整个20世纪哲学的基本倾向，既开了科学主义的先河，又直接成为人文主义哲学的先声。英伽登对早期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本质直观”（又称“观念直观”，Ideation）思想很感兴趣，并为老师的“把意识作为关于某物的意识提到哲学研究的中心”的做法感到振奋。同时，英伽登更为自觉地从总体上去把握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构架。

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本，而普遍地、理性地认识世界，是哲学永远不可丢弃的任务。现象学所追求的“面向事物本身”，就是回到认识过程的起点和客观性，去研究对象与构造对象的主观心理经历之间的独特的关联作用，即从意识的认识活动角度出发，对认识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尽量排除未经过验证的先入之见和前提，对具体经验到的现象采取尽可能摆脱概念前提的态度，以求尽可能忠实地描述它们。英伽登对胡塞尔“面向事物本身”的哲学观念十分欣赏，认为这正是当代哲学家所应该寻求的回到事物真实开端的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早期现象学运动随之解体。英伽登不久随胡塞尔去弗莱堡大学。这期间，英伽登与老师就作为先验现象学中心问题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ãt）进行过多次讨论，进而认为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属性，它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介质，正是意向性使“意识的本质和对象本质呈现出来”。现象学强调意识主体与被意识客体之间的关系结构的意向方式（mode of intending）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英伽登不同意胡塞尔通过“悬搁”的方法不再关心被意向的客体本身，从而变相地否认客体客观存在的立场。英伽登不同意这种先验唯心论理论，并反对把意识的能力看成是真实世界呈现的条件，反对将真实世界归结为意识活动的唯一结果。因为，独立于认识主体的物质客体是存在着的，世界的实在性是不可回避的。因而，英伽登试图通过研究知识对象的物质构成和物质的存在方式，分析各种实在的与可能的客体的基本结构，最终解决现象学内部的先验实在论与唯心论之间的争论。于是，他从最初的对认识论的研究转向本体论的研究，并建立起自己由物质、形式、存在三个方面组成的本体论。

英伽登坚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方法，而“意向性”是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他进一步分析意向性客体，认为存在着两种意向性对象，—种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如实在对象和观念性对象，这类对象具有不依赖认识主体而独立的“自足性”。另—种是纯意向性对象（如艺术品），这类对象除了部分特性可以借作品加以呈现以外，则必须依赖于观赏者的想象力去加以填空，因而纯意向性对象不是自足的，无法将其还原为观念性的东西。这时，英伽登已经意识到自己与胡塞尔先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别，并决定要走自己的独特道路。他为自己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紧紧围绕纯意向性对象，走一条本体论研究之路。

现象学并非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分析意识对象的方式，以确定意识的基本特征。英伽登承认，通过现象学分析和反思而获得的知识是自明的、自我证实的，但他反对把知识的基础建立在纯粹意识之上，而企求分析意识对象存在的性质和方式，确定独立于意识的实在世界的存在。英伽登在认识论方面基本上遵循胡塞尔的思路，即把“意向性”作为自己哲学、美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但在本体论上与老师决裂了，而趋向实在论。正唯此，英伽登对本体论十分重视，认为本体论研究应先于现象学研究。

1931年，英伽登用德文写成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出版。这部重点研究“文艺学术作品的基本结构和存在方式”
 的著作，以其对艺术本体论的独到新颖的研究，震动了现象学界。从此，英伽登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青年哲学家和文论家。

英伽登在自己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中，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可取部分。首先，他将作品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映还是对主观世界的表现问题“悬搁”起来，直接从作品本身出发，强调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现象学美学和文艺理论。其次，他将现象学还原方法运用到美学研究上，对艺术作品的本质结构和审美经验的完整过程加以描述，对呈现在意识的“本质直观”中的自明的艺术作品本体进行详细的分析。再次，他强调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将艺术看作是纯意向性客体，将艺术活动看作纯粹意向性行为。但同时，他又不同意胡塞尔那种否定有独立于主体意识的客观对象的说法，而坚持作品尽管是一个意向性对象，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因为，艺术作品本体同观者意识的“具体化”既相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

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一书中，英伽登首先提出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领域，它既不是实在的客体，亦非观念的客体。因为，如果把文艺作品当作实在的客体，就无法说明作品是由句子构成这一事实，如果将其当作观念的客体，那就不能说明为什么文学作品产生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并在其存在过程中发生变化。文艺作品既带有实在客体性质（任何艺术作品必须以文字、音符、石膏、油彩等材料为物质基础），又带有观念客体的性质，是一种“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 object）。这是文艺作品的基本存在方式，这种意向性客体完全不同于心理主义将作品等同于作者创作的内心体验或读者阅读时的心理感受，因为艺术作品以物质存在的方式与世界相联系，而物质又藉作品本体论基础里现自身。英伽登不满“长期以来，人们将文学作品本体论与文艺创作心理学两个领域混为一谈”。他主张：文学理论应集中研究文学作品本体，而作品本体只有在作品全部完成之后才真正诞生。

作者与作品具有亲缘关系，同时二者又存在差异性。英伽登说：“作者的全部经历、经验和心态完全外在于文学作品，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创作作品过程中的体验并不构成作品的任何一部分。也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作品与心理生活和作者的个性之间存在着种种密切联系，文学作品的产生，尤其可能取决于作者的根本经验，或许，作品的整个结构及其个体特性在职能上取决于作者的心理特性和才能，以及世界观和情感类型，作品因而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他全部人格的迹象，并以独特方式‘传达’出来。但所有这些事实都根本不能改变那个最初却又常常得不到认同的事实，即作者及其作品构成了两种异质客体，它们具有根本的差异。只有这—事实的确立，才会使我们正确地展示多方面的关系以及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依赖性。”
  

在本体论上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界定为“意向性客体”以后，英伽登进而详细描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文学作品是由四个异质的层次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这四个层次是：（1）语音和更高级的语音组合层次；（2）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层次；（3）再现的客体层次；（4）图式化观相层次。

语音层次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层次。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包括语音成分，都由字词、句子组成，而其中的语音素材（语调、音的力度等）在每—次语音活动中都是不同的。英伽登将文学作品中的语音素材与字音区别开来，认为一个字的语音，就是指说出这个字时藉以确定语音素材的那种“不变的语音形式”，也即典型化的语音（typical word sound）。字音负载字的意义，并通过语音素材而得以具体化，字词就是被赋予意义和具体化的字音。诗歌语词的一大特点是具有“活生生”的词，因而不仅表达一种意向的意义，而且还使说话音“显现”出来。真正具有独立性的语音构成不是词而是句子。句子的意义使得从属于该句子的字词的字音结合起来。从语音层与其他层次的存在关系这一本体论角度看，语音层次和意义层次有着必然的联系。意义在本质上同字音紧密相连，意义就是字音的意义，没有字音，意义就无所依附而不能存在。语音层次为文学作品其它三个层次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语音层对读者接受作品所起作用的现象学观点看，语音层次的作用在于显现其他层次，特别是意义层次，因为字音使得读者能直接领会字音所负载的意义。

文学作品的第二层次是意义单位层。这个层次在构成文学作品其他层次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影响着以下几个层次的意义的正确性。因此，英伽登几乎用了《文学的艺术作品》一书近一半的篇幅来讨论有关意义的现象学问题。英伽登将“意义”定义为“一切受制于字音的东西，它在与字音的联系中构成词语”。
 在他看来，意义层次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活动，也就是说，一个字的意义指这个字通过意向性所指称的客体，即与该字字音结合在一起的“意向性对应物”。一个词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个字，意义相同，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用法，因此，尽管存在着词意的同一性，但其变化却是难免的”。
 在每一种词义中实现的该概念的某一方面都创造出一种意义。而且，这种具体化还创造出意义的物质和形式内容。“以新的方式具体化的含义在给定的表达意义中，可获得明显的表现。”
 一旦某个词与句子的其它的词相互联系，词的意义就会发生，但这个词的原始意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成为更大的意义单位，而作为整体的句子的功能性成分。但是，在句子中该词与其它词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该意义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确定的意识作用规定了句子的存在方式和句子的内容与形式，意识的意向活动开启了一系列意义发展过程。主体的意义授予句中包含的意向性思考，规定着意识投射，而词义正是由意识投射完成的。

句子的意义也是意向性的，也就是说，它指向某种不同于自身的事情并指示出其“意向性关联物”。正如个别的词与意向对象相关，句子则与意向的“事物状态”相关，意向性对象和意向性的事态都称为意向关联物。句子关联物往往是“纯粹的意向性关联物”，句子关联物是由意义单位的意向性所意指，并超越意义单位的意向性。英伽登说：“句子纯粹的意向关联物以一种特有方式意向性地介入现实，它不仅与现实真正存在的事物相一致，而且还要认识与现实同在的意向性关联物。”
 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与科学著作中的句子是不同的。科学著作中的句子不真即伪，因而是“真判断”。而文学作品中的句子只是“准判断”，我们并不断定其事态的真实与否，而只是将其看作纯意向性事态。
 

英伽登进而对“原本的纯粹意向性”（originally purely intentional）客体和“派生的纯粹意向性”（derivel purely intentional）客体加以区别。前者是说话者或作者置于意识的那一时刻的纯粹意向客体，它直接从意识的具体活动中获取其存在本质，并超越了这些活动。后者则是产生于听众和读者的纯粹意向客体，其存在和本质归于语言的构成，特别是归于那些包含一个“引鉴”（borrowed）的意向性的具有不同程序的意义单元。然而，英伽登确认由于这些语言的构成，使追溯作者意识活动的原初意向性成为可能，因此，甚至是派生的纯粹意向客体也在这些活动中有其“终极根源”。

在“纯粹意向客体性状况”（instances of purely intentional objectivity）的探讨中，英伽登提出一个论断：纯粹的意向客体性是一种“本体虚无”（ontic nothing）。
 由于只有作者或感知者能够构成一种意向性客体，这种意向性客体是被创造而非自生的。纯粹的意向客体也像意义单元一样，是一种“幻象”。英伽登将原初的纯粹意向与意义单元派生的纯粹意向性相互联系起来观察，指出意义单元有一种从作者的意识活动“借鉴”而来的意识性。意义单元投射了纯粹意向性相互关系，而又直接追询存在于意义单元中借鉴而来的意向性，甚至仅只是直接追询作者意识的意向活动。当纯粹意向性相互关系只受创造它们的意识主体影响时，派生的纯粹意向性客体，却完全处于作者的意识活动之外而自身独立，它们缺少主体性活动能够提供的想象的丰富性及其直观内容。

文学作品的句子作为纯粹意向的关联物，与现实事物的完整性、明确性相比，是不完全确定的、图式化的、意义含混的。而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和特殊魅力。正在于作品中所包含的意义的含混性。这些含混“使人们能够欣赏朦胧与空灵的审美境界”，如果文学作品失去了含混多义性，也失去了它的独特魅力。

英伽登还注意到并开始“改写”狄尔泰的“解释学循环”问题。他认为，单独的词意在与其他的词组成一个句子时词意会发生变化，句子也是如此。当一个句子与其他句子构成复合句时，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其结果是产生出一个“全新的整体”。“整体”决定并构成单句的意义，整体使单句拥有自己本来不具有的新意义。但另一方面，单独的句子又决定并建立了“整体”。那样，要对整体加以把握则必须首先对单句加以把握，按恰当的顺序解读。

文学作品第三层是再现的客体层次。再现的客体，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对象，这些虚构的对象组成一个想象的世界。文学作品中再现客体具有一种现实的“外在形态”，它们是具有一种现实特征的模拟物，但绝不是现实的。“被想象的客体”（imagined objects）不同于“想象的客体”（imaginational objects）。前者超越了想象活动，却又是这种活动通向意向性内省过的目标。后者不必经过一种意向活动的内省，相反，它们具有自己特殊性质规定的和自己的秩序，即它们不被意指而自由存在。想象的客体存在于想象的体验中，因而是主观和心理的。但是，如果想象的客体履行一种再现的职能，它将作为被想象的意向客体的代言者。意义单元所投射派生而来的意向性客体与想象的客体不一致，所再现的空间与想象的空间也不同。因而文学作品的再现客体只具有实在的外貌，而并不独立存在于实在的时空之中。

由再现的客体层次描绘的“再现的实在”，具有空间和时间和两个方面。文学作品中再现的空间并不是几何抽象的空间或现实的客观空间，也不同于心理主义的想象空间，这是一种再现的实在空间，因而具有空间的连续性特征。再现空间的中心是作品的再现世界，被再现的丰富多样的世界中的中心位置可能发生变化：在某些作品中，中心是某个被再现的叙述者的自我（ego），其存在是不变的。在其他作品中，中心逐渐从人物移向另一人物。当读者理解被再现的空间时，他们就虚幻地把自己转化为文学作品的中心，以致忘了他们自己现实存在的中心。如果文学空间是想象性的话，那么对这—想象空间的认识将出现读者的中心化，而他们自己的意向中心也必然置换为文学空间的中心。再现的时间具有文学作品的时间性特点，它既不同于现实的客观时间，也不同于意识主体的主观时间。在内在主观时间流程中，我们全部生活本质凝聚化了，而成为一种绝对主观的时间。再现的时间是一种类推，而且仅仅是具体的主体间性时间或主观时间的一种类推，像主体间性时间和主观时间一样，再现的时间被与相联的特殊事件的本质赋予色彩。然而，文学作品的世界提供了再现时间的色彩化，而个人时间的色彩化却是由主观或主体间性的事态决定的。在现实的时间中，现在始终比过去和将来具有更大的实体优越性，而文学作品的再现时间中，现在、过去、未来根据再现的事件的秩序依次排列；现在的时间是绵延而连续性的，而作品再现的时间则表现为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断片；现在的时间中过去是不可复返的，而作品再现的时间则能使过去和现在都是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甚至过去的时间也可以表现为“现在”。

英伽登在“再现的客体层次”中，提出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未定点”（spots of indeterminacy）。在他看来，“未定点”是再现客体的重要特点，需要读者填充这些不确定的点。通过读者的具体化，作品才能完成表达形式意向。只有当真实客体的确定性通过主体的观察区别于其他确定性，并使它们在自身中得到理解时，它们才能够被有意识地从其原始混沌状态中显出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们才获得一种无限而不可穷尽的呈现。无论某个客体在某一时刻被我们掌握了多少确定性，现实的客体的确定性是难以穷尽的。因此，在原初的认识中我们不可能知道真实客体如何被确定。

英伽登认为，现实的客体是完全确立不容含混的，不存在任何同时是A又是非A的未定点，因而具有具体的统一性。而文学作品再现客体充满“未定点”，它是不确定的，其意义无法穷尽。因此，再现的客观性只是由不同类型的未定点构成的图式化观相。在许多不定点中，有能够完全基于文本的补充而被“填充”或具体化的，也有并非如此容易就能填充的。作为虚构的文学作品，完全可以具有在日常经验看来不大可能发生的、或自相矛盾的、或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图景事态。实际上，反映一种纯粹虚构的荒诞不经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难测的深度和无所羁绊的丰富性内容，能够造成读者充分自由的具体化中一种特殊真实的“审美效应”。然而，英伽登还有其附加条件：这样一个“纯属虚构”的世界能被展示到何种程度？它给予何种审美价值特性和价值？这无疑需要为“不定点”正确填空制定严格的界限。这样，英伽登的讨论就推到第四层次上了。

第四层是图式化观相层次。英伽登首先探讨图式化观相与现实客观性的联系，然后讨论观相与再现客体的联系。观相与客体之间的区别在于，某物作为客体不管是否为人所意识到，它自身都存在着。而某物的观相的存在却离不开意识主体，如果主体闭目不看，物体的观相就不存在。因此，“观相”也就是客体向主体显示的方式，实在的客体向主体显示（被主体知觉）为客体的观相内容。
 观相不是心理的，但又依赖于主体的行为；观相是一种观念化的东西，它是对于这种观相的不同感知的“图式”。这个层次不是由一个精神个体的体验创造的，相反，它在意义单元所投射的再现客体中潜在地存在着，这种有着先定范围的潜在性在每一个读者那里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

换言之，读者在先定的范围内，将不定点的“图式化观相”转化为丰富生动的“具体化观相”。这些具体化观相因读者不同的意向性填空而各异其趣。英伽登举例说：罗曼•罗兰在小说《欣悦的灵魂》中，再现巴黎各种各样的街道。对巴黎有感性认识的读者会根据自己对这些街道独特经验和先前了解，而使这些相关的图式化观相具体化。这样，他们超越了文本所限的规定性，而依照产生于先前对该城市的感受和体验的具体问题使街道重新丰富化、具体化。而不熟悉巴黎的读者只有就书中提供的描述，在图式化和预先规定的范围有限地了解它们，他们对这些图式化观相的进一步具体化，则仅仅只能凭借类似经验加以想象。可见，这两类读者所进行的具体化各不相同。

图式化观相一方面要区别于观察的主体，另一方面又要区别于被观察的客体。在文学的感性认识中更是如此，图式化观相分别区别于观者与被再现的客观性。文学作品要把再现的客体显示为实在之物，就必须使读者对这些客体获得直观认识。潜在的图式化观相的实现，尽管有其自身的先在规定性，但仍然是根据读者的不同，实现的图式化观相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作品中的实在客体只是出现于某个方面，因为有限的文句只能提供有限的观相，这些有限的“观相”所组成的层次只是骨架式或图式化的，其中充满许多“未定点”，有待读者去想象性联接和填充，从而使文学客体丰满具体化。

存在于被再现客体之外的因素，对图式观相的具体化来说是必需的。这其中一些因素可由文学作品的各种特性引起，而其他因素则存在于经验个体之中。就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因素而言，作品的语言反过来为具体化作“准备”。换言之，一些因素影响了图式化观相，因而它成为某一特定具体化的“有待实现”状态，而读者就只能依据图式化观相对其具体化。对一部文学作品而言，完美的修辞语言和凝练的语音构成（如声词、韵律等等），引起实现期待状态中把握图式化观相的因素虽不至关重要，但这种实现期待（preparedness）却标志着一部作品自身的成功，因为缺少它文学就变得没有血肉和僵死抽象。英伽登对“内在观相”加以概括，认为就如同无生命之物的观相显示了该事物僵死特性一样，内在观相显示了生命鲜活的状态。如果相关的内在观相不把握在实现期待状态中，一部小说或一首诗的人物就变成“没有生命的‘纸’人”。

在对文学作品的四个基本层次进行分析以后，英伽登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形而上质”问题，并指出四层次理论的一个难点：文学作品的其它三个层次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共同作用于客体的再现性和积极地构建再现的客观性。再现的客体的功能却言人人殊，有人认为再现的客体产生某种“情绪”，或伦理教诲，或观念表达。英伽登独到地指出，再现的客体所指涉的是一种“形而上质”。所谓“形而上质”，是指“崇高、悲剧、恐惧、动人、丑恶、神圣、悲悯”的性质，这些性质不是客体的属性，也非心态特征，但“通常在复杂而又往往根本不同的情境或事件中显露出来，作为一种氛围弥漫于该情境中的人与物之上，并以其光芒穿透万物而使之显现”。
 形而上品质不是对象物的特性、品性或精神状态，但在环境和事件中表现出它们的存在。实际上，显示于文学作品之中的形而上属性呈现了再现客体的本体层次并像这些客体一样，成为了纯粹意向性的。形而上属性所具有的特别的本体层次在文学中的作用实际上有利于读者，在现实中实现的形而上属性则可使人在相对的宁静中去静观默想。当然，形而上属性并不组成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学层次，它们仅仅在一些伟大的作品中出现，它是伟大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志。作品的形而上质使我们不可能用纯理智的方式去把握它们，只能在生活情境中去体验和感悟，在一种近乎迷狂中“领悟”那种“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东西。

这些不可言传的性质揭示出生命和存在的深层意义。“当我们领悟到生命意义时，恰如海德格尔说过的那样，我们往往忽略的、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感受到的存在本源，突然向我们的心灵敞开。”
 作品的形而上质如此重要，但又难以具体把握，我们只能渴盼和沉思默想它们，当它突然来临之时，它便成为生存全部行为的最终源泉。因此，再现的客体层次最有意义的功能是显现作品的形而上质，通过显现形而上质进而去“实现自身”。这些属性在得到具体化时就获得了审美价值。文学作品中的“真理”就是形而上在文学文本中的显现。而文学作品的“观念”建立在一种“原初的对应上，它是直觉性自身显现的，存在于确定性的再现的生活环境与形而上质之间。‘观念’是作品发展的极致”
。

英伽登的美学观和文艺理论观仍有传统的唯心主义色彩，他标举文学形而上质和文学作品“观念”，认为文艺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显现这种形而上质。在英伽登那里，形而上质成为了文学艺术作品的最高的审美价值属性，它同作品各层次的审美价值属性相互关联，构成作品的复调和谐。文学作品层次不仅是作品的存在基础，而且是其基本组成部分。这些层次构成多种类型的审美价值，各层次之间的多样性产生复调和谐。文学作品正因其具有复调和谐性质，才得以成为审美对象。

现象学艺术本体论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且也是一个意向性对象。从本体论观点看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图式化结构，其构成要素大部分都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在阅读中被读者具体化之后，文学作品才成为审美对象。

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第三部分，英伽登研究了文学作品和具体化之间的区别，考察了具体化与文学作品和读者主观意向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到文学的有效意义问题。但这些问题仅仅是初步提出来，并未系统地加以解决。可以说，《文学的艺术作品》集中解决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本体结构问题，而人们怎样认识文学艺术作品问题，则是在英伽登的另一部著作《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加以解决的。

第二节  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

1937年，英伽登出版了《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姊妹篇《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这部用波兰文写成的著作，集中讨论作为纯意向性客体的文艺作品怎样被我们认识，分析这个认识对象的接受意向，论述了对象如何呈现于意识，我们怎样得到关于它的知识和得到何种认识结果，以及我如何得以评价它们的有效性。

英伽登的文学认识论建立在他的艺术本体论基础之上。英伽登坚持，必须将文学作品与作品的具体化区分开来。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图式化的构造，它永远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的无限丰富的性质完全表现出来。文学作品是一种“纯意向性的客体”。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文学作品中包含许多“未定点”和“空白”，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予以填充和具体化，因此，文学作品只有通过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具体化”是“作品被理解的具体形式”，具体化是阅读中构成的直接关联物，构成作品的显现形式。
 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并不是内省自己的内在心理活动，而是集中注意力于文学作品本身，这是一种现象学本质直观活动。英伽登批判了用心理因素解释具体化的作法，认为“只有那些靠吃理论饭的文学批评家才会别出心裁，钻到读者头脑中去寻找文学作品”。

在《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中，英伽登没有考察包含在了解和认识一部作品中的个性心理学，而是考察一种经验并进而把握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经验中必然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他对“认识”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甚至把通过普通阅读对作品的了解也包括在内。同时，他把他的分析限于区别同文学研究以及各种对象相关的认识，诸如文学的艺术作品本身、文学作品的重构、文学作品的具体化，审美对象——每一种认识方式都是同一种对象相适应。

英伽登的首要工作是考察文学作品构成知识对象的功能或活动。他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心理活动方面依次研究了作品的四个层次，讨论了使每个层次呈现出来的主观活动。在读者怎样才能意向性把握词语的意义，以及他如何可能正确地意向性把握它们这一点上，英伽登面临着如何保证艺术作品的主体间性的可趋近性问题。正是意群层次，有可能使一部文学的艺术作品充满作者的意向，而使读者有可能重新意指一部作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层次我们才可以说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不再是我们个别的意识行为。

就文学作品所具有语音层、意义音位层、图式化观相层和被表现的客体层而言，语词意义既不是观念的，也不是实在的。英伽登把它描述为心理行为客观的意向性关联物，只要意向有同样的意义，它们就有同样的结构。意义超越了这些行为，它在许多意指它的行为上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一个理念实体，在时间的某一点上它被赋予一个语词声音，或同它相联系。对语词意义的这种解释，与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解释在结构上相类似。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在那个句子中实现它的意义意向。由于语言层次的主体间性的可趋近性，所以，一个人的理解总是可以根据同一语言体其他成员的理解来检验的，当一个词不是被意向为模糊状态时，由阅读句子前几个词造成的句子生成活动所引起的期待和语境，就基本上排除了歧义性问题，而以前意指的意义也影响着人们以后的阅读。

读者在进入作品语音层和意义单位层以后，必须遵循语义层次的线索，以便在想象中投射作品世界，再现客体并获得一种整体意义。每个句子意义都投射一个事态而成为它的意向性关联物。事态投射构成作品世界的客体，但是为了从互不联系的事物过渡到一个综合构成的再现客体世界，必须对再现世界的事物所提供的信息加以概括贮存。如果没有在理解句子意义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客观化的综合活动，读者就不能同作品世界建立直接的审美联系。因为，作品的图式化构成要求读者填补再现客体中的不定点，并且想象地把握在感性的图式化外观之中的对象。

文学作品与具体化之间存在着差别。文学作品是主体间性的，又是可以重构再创的。而在具体化过程中，每个读者总是按自己的知觉方式和审美情趣进行，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具体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差异，甚至同一读者每次阅读同一作品时所完成的具体化也不会完全相同。英伽登在详细论述了文学作品在四层次上与具体化活动的区别后，指出具体化有两种不同形式：

第一种是忠于原作者意向的“恰当的具体化”方式。要完全与作者意向一模一样是不可能又无必要的，因此，在阅读中没有哪一个读者能够在一次阅读中将一部作品的全部质量发掘出来，所以，这类具体化最多也只能接近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作品。可以说，恰当的具体构成了科学地阐释作品的外部极限，而文学批评家通过多次阅读也许能够接近这个极限。

具体化的第二种形式是“虚假的具体化”。某一具体化可能会由读者自己想象和虚构去任意对未定点和空白加以填充，从而背离作品原意，甚至成为一部面目全非的“新作品”，
 而仅仅与原作存在或多或少的一点联系。这种“具体化”会导致原作品质量的丧失和对作品的错误理解。英伽登指出，一部作品的真相“可能被一种虚假的具体化迷惑，掩盖几个世纪之久。最后终于有人发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才是正确的，自己恰当地观察了它，并以某种方式揭示了作品的真实形式，并将其公诸于世”。这就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所在，正是文学批评可以便作品的本真意图得到重新呈现。当然，作品本身所包含的丰富潜能，任何一个读者（或批评家）的阅读都不可能全部实现。只有通过所有读者的共创“具体化”活动空间，才能充分得到实现。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恒定的，因不同的具体化而拥有不同的“意思”。在文本所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的理解和具体都具有合理性。

文学作品一经诞生便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拥有自己的生命的“历史”。一方面，作品在具体化的多面复合体中得到表现时，它才能生存。具体化通过想象将作品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作品通过具体化获得鲜活的生命，而没有具体化的作品只具有图式化形式，缺乏血肉丰满的生命意味。具体化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文学作品的意义增殖，即活生生的存在遭遇到的一切事件的总和。另一方面，当作品的生命随着新的具体化而不断变化时，它才真正存在。不仅具体化能赋予文学作品以生命，而且文学作品的生命会在具体化过程的影响下产生变化。具体化是与原作保持同一性和与读者创新的变异性的统一。作品与作者的意向，读者与作品的意向之间的相符与相背的实现，都会在再现客体层造成明显的变化。但作品在变化中仍保持其自身的同一性（即不会真正变成一部“新作品”），同一部文学作品会发生变异，而其变化的历史则构成艺术作品的生命。这种生命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它的永恒性显现为它具有某种不变的基本结构，而不会在历史变迁中完全改变；它的历史性表征在作品结构所体现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的读者将其具体化时出现的差异上。这种永恒与历史的统一形成作品的动态本质结构。

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之间存在着差别。作品主要靠意义层次才成为一种主体间性客体，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还不是审美对象，要使作品这个包含诸多潜在因素和不定点的客体成为审美对象，必须加有读者的具体化。英伽登指出，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态度对待文学艺术作品，有文学消费者的态度，这类人将作品作为自己想入非非的支点，或干脆就沉湎于作品情调之中打发时间。还有一种文学研究者的态度，他们总是想象到作品后面所隐藏的东西，或者将作品看成作者的隐晦曲折的自白，或者在作品中表达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或干脆将其当作某种文献加以考察。英伽登对这几种态度均加上括号，不予考虑。他更为关心以下三种“态度”：（1）构成审美对象的审美态度。只有在这种审美态度中，具体化才会达到与原初呈现给艺术家心灵的东西相似或相符，观赏者的填充才能与艺术家的创造达到完美融合；
（2）获得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而非其具体化认识的前审美态度；（3）获得关于具体化审美对象的认识的后审美态度。英伽登根据不同的对象分析这三种态度，并考察了使对象呈现于意识的经验的本质特性，以及每种态度可以提供何种认识结果的可能性。

英伽登从文学认识论角度，进一步考察了文学作品在具体化中显示的时间背景问题。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他曾认为，文学作品本身是“各部分共时性地存在着”，“这些部分根本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早晚”，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领悟是时间性伸展过程，由此产生的具体化也是时间延续的。
 在《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第二章，英伽登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他声称，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客体，共时性地拥有其所有部分，而读者却只能凭借一系列在时间中延续的意向性行为来接近作品。作品的各个部分在具体化过程中就成为阅读的各个阶段，随着阅读的进行，靠前的阅读阶段总要由于时间透视而发生某种变化。随着具体化的构成，只有一个作品阶段生动地呈现给我们，它占据了我们的目前时刻并使它具有质的确定性。我们要依靠“积极记忆”才能够使阅读中的当前时刻与以前的阅读阶段衔接起来，感到二者都属于同一经验。积极记忆是一种边缘感觉，即目前时刻与作为同一经验组成成分的其他时刻相联系。作品共同性存在于我们的时间性具体化中，不会完全在其现实性中呈现给我们，即使结束阅读时，我们仍不可能同时拥有整个作品，相反，我们只能从结局来透视发生的变化。因而，在讨论对作品的认识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这种认识是以记忆行为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只能呈现于互相贯通、前后连续的观相之中，不可能一览无遗。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感知这些构造特征时的方式，取决于作品以及读者对作品结构的特殊性、接受性和开放性。英伽登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当我们在阅读中慢慢地将作品从头读到尾，我们是从一个不间断的时间角度来理解具体化的作品的，这个时间观和读者的角度、态度以及作品正在阅读的部分是相一致的，这些图式化观相和这些时间透视“缩短”现象中，没有一种能够单独在阅读中将艺术作品的整体在其现实中呈现给我们。所以，不能要求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在一个单一的“现在”中就能完成。文学作品只能在一系列相互连续的图式化观相中出现，不可能在一个单一的活动中就立即被理解。

在《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的第三章，英伽登考察了对科学著作的认识相对文学作品认识之间的差异，认为科学著作的功能传达一个独立于作品存在的客体知识，文学艺术作品的功能是为审美经验提供基础。科学著作中的所有陈述句都是真正的判断，即旨在尽可能精确地确定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就像在现实中被确定的那样。而艺术作品描绘的对象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句子的意向性关联物与事态结合而把它投射出来。阅读科学著作的结果是读者的注意力超出作品而达到所论述的对象，而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读者则应当专注于作品中所构成的对象，仿佛它们具有自己的“准实在性”。审美性质对于科学著作是无关紧要的，并且甚至可能对它的主要功能是无益的。在科学著作中再现客体层次应当是透明的，语义层次则应当把读者直接引向外在对象。理解科学著作，比理解文学的艺术作品要简单。它主要限于理解语义层次，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则必须考虑到所有层次，因而所有层次都可能包含着审美价值性质。

《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的第四章是全书的重点。在本章中，英伽登开始描述各种认识对象的方式，其目的是为建立一种文学研究的认识论铺平道路。他根据认识活动的意向以及它所涉及的对象，来划分对文学的艺术作品或其具体化的认识的种类。英伽登主要考察两种态度；其一，学者的态度，他们为了研究的目的而阅读；其二，读者的态度，他们希望形成作品的审美具体化。如果以第一种态度为主，那就可能有两种对作品的认识，即以艺术作品本身为对象的前审美研究认识，以及对作品审美具体化的反思认识。在文学研究的更高阶段上，这两种认识可以结合起来，以评价作品本身与其具体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得到关于具体化的审美价值性质在作品本身的艺术特征中的基础的知识，我们可以根据它们同作品的相适性来评价各个具体化。

总体上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审美经验有着不同的变种，它的构成取决于相关艺术作品的结构，取决于经验主体的心理特性，取决于审美经验得以展开的变化的环境。经验主体的审美感受力，他的情感与理智的类型，他的一般和审美文化的教养等，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在英伽登看来，存在以下四种文学经验：1.文学消费的非审美或外审美经验；2.文学消费者的审美经验；3.在研究态度中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前审美认识；4.在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具体化的认识。

文学的审美经验以特有的方式和其他审美经验区分开来。首先，除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语音层次中出现的性质以外，所有其他层次的其他性质相互联通，都不是以感觉材料为基础，而只是以直观的心理意象为基础，即它是由句子单元意义的理解的认识性活动为指导的。所以，尽可能充分地使在作品中处于待机状态的客体再现实化，对于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理解具有重要作用。这些图式化观相本身，使得再现客体的审美价值质素的直观呈现成为可能。

其次，文学的审美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与绘画、雕塑、建筑的审美经验相区别，即文学的艺术作品只能在持续若干阶段的审美经验中理顺，在其中作品相关联部分必须一个接一个地重构，整个作品不可能在经验的任何阶段一下子就在其现实性中被理解。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理解的每一新阶段都提供了作品的新细节，它和以前的部分结合构成新的性质，使读者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情感、意向性情感，并且使他正确地对待作品审美经验中的各阶段。审美具体化或审美的文学形象的构成，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瞬间而是需持续一定的时间，它的长度取决于作品本身的长度。它也决不会最终完成，因为在它最初完成时，就不可挽回地离开他进入过去时间，所以他只能在回忆的形式中，在时间透视的回溯中拥有审美具体化的整个文学作品。

第三，区别文学的审美经验和其他审美经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们对进入文学作品的语义单位的纯理智的理解成份。人们总是通过概念图式来接近作品再现客体的世界，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学的审美经验不可能像某些音乐作品那样是纯粹情感的。即使在纯粹情感的抒情诗中，理智理解因素也鲜明存在着。

第四，在文学作品的审美理解过程中构成性质的异质性的丰富性，是文学的审美经验及其意向性关联物的特有特征。实际发生的经验在这方面甚至几乎穷尽了真正的文学作品提供给主体的可能性，对不同的基本类型的性质具有深切的洞察，使文学作品在审美理解中现实化。

关于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各种认识成果的认识论的价值问题，是《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第五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种解读作品的方式，其一是普通阅读，它促使我们提出各种有关艺术作品本身的确定性和特性问题，以及有关艺术创作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对艺术作品的反思认识。另一种是对艺术作品的反思认识，这促使我们重新专心地和慎重地阅读艺术作品，这种阅读反过来使我们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进行反思认识，并且在分析考察之后进入到对作品的综合理解。

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认识的前审美方式的认识论考察中，核心问题是这种认识的客观性以及通过它得到判断的真实性问题。审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在自足的审美经验中没有什么意义。反之，其他三个问题占据了突出的地位：（1）审美经验的有效性问题；（2）读者和同一部文学的艺术作品相联系而产生的审美经验，以及构成这种经验的来源的艺术作品的关系问题；（3）审美经验在人类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如何根据经验的实际能力而改变的问题。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具体化的认识，没有终结于对具体化直接的和直观的理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取决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把这种认识固定在判断和概念之中。如果说，英伽登以前曾经相信具体化主要是文学批评的领域，即一个严格地局限于接受者对作品的主观经验的领域，那么，现在他相信具体化可以部分地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尽管这还仅仅处于一种关于审美对象的科学的初始阶段，但无疑比前人迈进了一步。

英伽登研究了关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可能性问题，并且提出有关文学作品的各种认识成果的认识论价值问题。他研究方法的缜密，考察角度的独特，使他的现象学文学认识论研究达到一个相当深入的水平。

如果说，英伽登文学作品本体论解释对现代西方文艺中新批评派和布拉格结构主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他的文学认识论对当代艺术阐释和接受美学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文学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英伽登虽然论及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论问题，但真正深入系统研究，却是在其晚期。可以说，英伽登晚年文论研究的重要特点是从作品结构描述和审美具体化方面扩展到价值论领域。他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作品结构与审美价值关系的考察。

第三节  艺术的审美价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期间，大学被迫关闭达五年之久。英伽登在战争期间，经历了太多的血腥恐怖场面，真切地感受到纳粹对整个波兰知识界的迫害。他的这种面临生死存亡的存在处境，这种目睹非人残暴的可怕经历，使他感到胡塞尔晚年的努力——针对非理性主义的泛滥，而努力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理性主义的堤坝，去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和克服那种作为人类困境的欧洲科学危机的打算落空了。这被英伽登看作是一个梦，最终没能得到实现。相反，海德格尔的人的生存的基本本体论，在战争期间使人们醒悟到人类处身在世的“烦”与“畏”绝非是“意识”的现象学问题，而是人的“此在”的本体论问题。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死成为此在在世的最根本的特殊可能性，它意味着不再在世。死把消融于日常浑噩烦心之中的此在从异化状态中唤醒，从而使人要自由地畏着向死而出生。

处在战争疮痍之中的英伽登，研究方向也有了新的调整，他开始在艺术作品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中渗入了价值论的思考。这些年，他完成了关于一般本体论的重要著作《关于世界存在的论争》，战争结束后，英伽登到克拉科夫的雅哥隆尼安大学教哲学，1949年，波兰政府认为英伽登在课堂上公开宣讲唯心主义，背离了唯物主义哲学原则，因而禁止他在大学教书。但英伽登没有停止他的研究，他仍然继续自己的工作，并且忘怀一切地投入到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成波兰文的工作中去。

1956年，英伽登又被允许在大学教学。同年，英伽登出席了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美学会议。会上，英伽登认为，审美价值已经在美学研究中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因此，他提出应将下列事实作为研究美学的出发点，即艺术家或观察家与某种客体尤其是艺术作品的独特接触和交流。这种接触一方面导致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的出现，另一方面导致艺术家或审美体验着的观察者或批评家的诞生。英伽登强调，当被理解的和重构的艺术作品刺激欣赏者从观照阶段过渡到审美经验阶段时，理解主体就超越了艺术品本身的图式化并以创造的方式完成它，这时，欣赏者就从他经验开始时的被动性接受阶段转移到主动性创造阶段。他用由作品发展的“审美意味性”（aesthetically significant qualities）来充盈包容他的作品，进而构成作品的审美价值。英伽登的观点表明了建立一种新美学或进行一项新的美学定义的勇气和开拓精神。然而这届分会的主席托马斯•芒罗和国际美学学会主席艾迪纳•苏里奥带有某种程度的漠视，忽略了英伽登的建议。这使英伽登感到相当沮丧，但反过来，也促使他下决心要系统地考察审美价值问题。

1962年，英伽登出版了新著《艺术作品本体论：音乐、绘画、建筑、电影》
， 同年，英伽登又获得荣誉教授职位。英伽登的晚年，越来越注意把审美价值问题作为自己美学研究的核心。1962年底，在波兰克拉考美学分会会议上，英伽登说，自己早年写作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及其姊妹篇时，就曾考虑过价值问题，但那时主要偏重本体论方面，但没有否认而且也不想抛开价值问题，只不过打算一步一步地完成全部工作。显然，在这—本体论基础上审美意味性和艺术意味性（artistically significant qualities）将显现出来，甚至会进而产生价值。也就是说，他的研究程序是先考虑艺术作品本体论层次结构和认识论（“具体化”及“重建”理论），然后必然进而研究作品的价值体系，即“审美意味性”。

1964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美学会议上，英伽登首次提出了“审美价值意味系统”的概念和“审美意味性图式表”。并在同年发表《艺术的和审美的价值》，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价值论思想。1966年，发表《美学上存在价值意味性系统问题》。1968年9月，英伽登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第14届国际哲学会议美学部第二次会议，会上作了题为《哲学美学论》的讲演，他非常自信地说，自己的作品本体论层次结构研究开拓了美学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同时，表示自己对近来一直考虑的艺术的审美价值问题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是深信不疑的。他认为，自己探索的道路是漫长而充满障碍的，但这是唯一之途，不然，就无法对艺术品的价值和它的审美具体化做出精确而充分的评价。1969年，英伽登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体验、艺术作品和价值》。这部书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作品本体结构同价值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英伽登为致力于寻找艺术作品对人产生功效和价值结构的基础，试图建立艺术价值的形式结构系统而终身做了不懈的努力。

那么，我们得问，英伽登的审美价值论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他的“审美意味属性”和“艺术意味属性”的含义是什么？他的一般艺术价值论的思路是怎样的？他的艺术价值结构系统是怎样的一个系统？

英伽登的艺术价值论的基础，是奠定在发现和确定艺术品的价值与其结构形式的对应关系上，他以这种客观科学的价值论体系，去反对那种从人的主观方面去考察艺术的价值体系，并将“审美意味属性”和“艺术意味属性”作为价值论的中心范畴。为了说明这两个概念，英伽登先对几个与此关系紧密的概念加以严格地界定。

首先，英伽登将艺术作品本身与它在阅读过程中作为读者的审美对象性质相区别。艺术作品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审美对象则在欣赏者的具体化中才能转化和形成，因而就不全是客观的。由观赏者所诞生的审美对象，在诸多关键的细节方面与艺术作品本身有别，正唯此，在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的“建构”中，作品的基本特性就会发生变化。审美对象是由主体的审美态度所“建构”的，由于具体化方式不同，同一文学作品可以演化为许多不同的审美对象。审美对象既与作品具有同一性，同时二者之间又有差异性，审美对象比不以主体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着的作品更为丰富。

其次，英伽登严格地区分了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差别。英伽登认为，艺术价值即在艺术品本身中呈现的、并存在于作品之中的某种东西。而审美价值则是某种仅仅在审美对象中，在决定对象整体性质的特定时刻才显现自身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种价值，在作品本身是艺术价值，在审美具体化则是审美价值。但是，由于作品本身作为骨骼包含在具体化的躯体之中，在具体化本身中，骨骼的艺术价值以及具体化的审美价值都可以揭示出来。艺术价值属于艺术作品，它包含着一种同它有质的区别的价值，即审美价值现实现化必要的条件。审美价值呈现在艺术作品的具体化中。艺术价值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的价值，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它有能力使审美价值呈现出来。艺术价值是一种明显的关系价值，它作为一种价值的实质在于，它是某种自在自为地具有价值的东西现实化的必要手段。艺术价值处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极”，而审美价值则处于文学作品另一极——“审美极”。因此，艺术价值存在于作品所创造的文本中并自身呈现出来，而审美价值则存在于读者的审美具体化中。审美价值只能在忠实地“建构”作品特性时，才可能同作品价值具有同一性，而现实中大多数审美接受、审美价值只能体现作品的部分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是否实际属于作品，是以读者的行为为条件的。但是另一方面，读者也不能完全独立于艺术作品的确定性这一事实，这增加了审美价值依赖艺术作品的程度。艺术价值在于下述事实，在艺术作品中贮存着许多性质、它们在艺术作品的具体化中，为构成审美价值质素（或形式因素）的骨骼提供了实体基础。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存在于那些影响着审美观赏者的性质中，它们推动他在具体化中建构审美价值的实体基础缺少的部分。如果艺术作品缺乏艺术魅力，那么在—个特定的具体化中构成审美价值，就有待于读者的能力了。

再次，英伽登从强调价值的客观性方面，区分了艺术价值和审美愉悦的不同。艺术价值属于艺术作品本身，并主要在于作品本身的某种功能及其某些要素。而审美愉悦，是完全存在于作品之外的人的主观感觉，是一种主体的心理状态。英伽登批评那种价值主观论的观点，认为这种将主观审美愉悦等于艺术价值本身的做法，无异于将不用于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归属于艺术作品，这样就不可能真正探索作品所具的客观价值。

正是基于上述的区别，英伽登提出他的艺术价值结构系统理论，而其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作品本体结构与作品价值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样，审美价值问题就被归结为审美意味性和审美价值如何建立在作品本身属性上的问题。

艺术价值结构系统包括（1）“有价值特性的”和（2）“非价值特性的”（即中性的）两个方面。其一，“有价值特性的”，即构成作品的价值特性部分，这部分又可分为“审美意味性”和“艺术意味性”。所谓审美意味性，即作品审美中的形而上质，也就是指作品中直接引起美感的性质，如“漂亮”、“纤美”等。而审美意味性就是作品中不直接引起美感，但都构成审美意味性基础的一些形式上的性质，如语言表达中的“清晰”、“透澈”等性质。必须把在艺术或审美的或道德意义上有价值的各种意味属性（即价值的规定性）与在对象中出现的价值区分开来，这种价值是在给定的范围里对象具有的诸种意味属性的特殊集合体必然产生的结果。换言之，价值出现在诸有价值特性的明确的集合体基础上，无论对它的价值程度，还是对它的类型来说，它都特别依赖于这种集合体。作品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的意味特性层次。如一件艺术品，可以有审美的、道德的、经济的、功利的等多种价值，而正是借艺术意味性和审美性，才能把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类型、同其他道德、功利价值类型区分开来。

“非价值特性的”即艺术作品中在艺术技巧性上或美学上呈中性的，这些成分组成了文学艺术作品的“中性骨架”，审美意味性和艺术意味性就依凭在这中性骨架中。这种“意味特性”包括各门艺术的类型特征，如文学作品是一个时间的多层次结构，因为它的各部分在时间的顺序中互相联接，这使其能够在它所描绘的世界的时间里来叙述事件。而绘画则是以色彩与线条等手段凭借在视觉空间中二维或三维的延伸来显示特性的，这些类型特征在价值论上是中性的。除了这些决定艺术作品基本类型的价值论上的中性特征外，还有另一层的中性特征，即文学作品的语言、语词、语法的组织结构等。这些中性特征被英伽登称为“作品价值论上的中性骨架”。如果缺乏这种骨架，这部作品就不作为只是唯—的而非其他的艺术作品而存在。但是，这骨架并不构成完整的艺术作品。尽管那些属于艺术作品骨架的特性在价值论上是中性的，但它们对于价值论只有意味的一整系列特性并非无关紧要。只要恰当地赋予这骨架，这种特性就会导致种种似乎本来属于艺术作品而其实不同的全新特征的出现，因为这些特征是在价值论上有意义的、艺术上有价值的特征，它们在这个或那个集合体中出现，并赋予作品以种种艺术价值。

艺术作品意味属性结构概念，为审美价值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但这一方法的难点在于两种意味特性系统的自身组合和相互组合方式，以及这个系统同作品中四个层次结构的关系。英伽登在晚年尽管制定过“审美意味性图表”，企图为繁多的审美意味属性找出一些简洁的共同性因素，但他十分清楚所列的各种派生的审美意味性：精湛、新颖、自然、真实、实在等范畴只不过是临时性和假定性的，是不能真正加以科学地考察的。英伽登想寻找出艺术作品“客观的”价值属性，然而他又无法使作品脱离开人的“审美经验”。他感到所谓离开主体的孤立的审美价值是不存在的，因为审美价值属性是因作品类型、作品诸意味属性间关系的类型、作品结构的紧凑性类型而改变的。正由于读者的介入，使得艺术作品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作品的意味结构成为“可变的”。

英伽登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问题，其目的在于建立一般艺术价值论，为此他花了相当多的心血。但由于他的企图在价值与作品形式结构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的机械立场，以及他强调价值脱离主体的“纯客观”态度，使得他无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在主体客体两个极点上走向了“客体”一极。这使得他的艺术价值论中有浓厚的新实证论色彩。从审美实践方面上说，英伽登所苦心制定的审美意味性图表，并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到处套用，它只是局都的经验性描述而已，并不能穷尽其无比多样的组合方式。可以说，在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中，他为艺术价值论费尽心力，却收效甚微，其影响远比他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和艺术作品认识论要小得多。

英伽登并不缺乏明晰性，也不缺乏孤独地走自己的路的意志力，但他缺乏精细的审美鉴赏力。他属于康德式的审美鉴赏力匮乏而哲学天分颇高的美学家文论家，因此，他以其艺术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当代美学和文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以《文学的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体验、艺术作品和价值》等著作在美学史文论文上为自己竖起了一块里程碑。

总体上看，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思想由艺术本体论、艺术认识论和审美价值论构成。

在艺术本体论方面，英伽登依据胡塞尔的“意向性”原则，从艺术本体论之维将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界定为不同于实在客体和观念客体的“意向性对象”，并对作品加以本体层次划分。认为作品层次构成多种类型的审美价值、各层次之间的多样性产生复调和谐。文学作品正因其具有复调和谐性质，才得以成为审美对象。本体层次的划分展示出艺术本体论由传统二元论走向当代多元层次论的历史轨迹。

在艺术认识论方面，英伽登依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理论，对直接呈现于意识中的东西作出非因果性的描述。他将审美活动看作一种特殊的“还原”，即排除一切前定的东西而凝视直观直接呈现的审美对象。同时，审美主体又是一种能动的创造主体，他可以通过阅读，将文学作品这一“潜在存在”中的“未定点”加以“填空”和“具体化”，从而使作品在阅读活动中转化为现实的存在。这种极大调动阅读主体重建“创造”力的艺术认识论，对20世纪文论的重心转移（从作家中心、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转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艺术价值论方面，英伽登致力于寻找艺术作品对人产生功效和价值结构的基础，试图建立艺术价值的形式结构系统。其艺术价值论奠定在发现和确立艺术品的价值与其结构形式的对应关系上，他以这种客观的、科学的价值论体系去反对那种从人的主观方面去考察艺术的价值体系。这样，在区分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审美愉悦的同时，将“审美意味性”和“艺术意味性”作为艺术价值论的中心范畴，强调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客观性，认为作品中存在着的种种审美价值属性同作品的“中性骨架”相结合，形成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英伽登晚年以不懈的努力去建立一般艺术价值论，这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美学和文论热衷于谈论审美价值论，无疑有着重要影响。

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就文论思潮而言，他对法国现象学文论家杜夫海纳、利科尔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他的文论思想对存在主义文论、日内瓦学派、结构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等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使艺术本体论、艺术价值论成为20世纪文论的热门话题，使作者中心让位于作品中心和读者中心，实现了文学艺术审美研究的精密化和系统化。 

第三章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在现象学思潮中，有一个从德国阶段向法国阶段转向的过程。在这阶段中，可以说法国现象学阶段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让-保罗•萨特、保罗•利科尔、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

梅洛-庞蒂的学术思想复杂而深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主要从事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也可以称之为“心理学现象学”研究阶段；中期是“知觉现象学”研究阶段，有多部著作问世；而晚期则转向了人的解放、发展相关于“艺术问题”的研究。梅洛-庞蒂的主要著作几乎全都被译为英文而为英语世界所接受，其代表作有：《行为的结构》
 （1942）、《知觉现象学》
（1945）、《人道主义和恐怖》
（1947）、《意义和无意义》
（1948）、《哲学赞词》
（1953）、《辩证法的历险》
（1955）、《符号》
（1960）、《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1964）以及《梅洛-庞蒂的主要著作》
（1969）、《意识和语言的获得》
（1973）、《现象学、语言和社会学》
（1974）等。

第一节  知觉现象学的拓展

如果说，梅洛-庞蒂早期是从“格式塔心理学”出发，通过对心理反射学说、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分析和批判，进而抵达“格式塔现象学”的话，那么，在他的第一都著作《行为的结构》（1938年完稿，1942年出版）中，他就已经展开他主要的工作平台——《知觉现象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他在这本书中不仅讨论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观点，而且扩展了格式塔的心理学的应用范围，并进入格式塔现象学阶段。

梅洛-庞蒂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把心理活动仅仅归结于人的生理器官的活动，否认这种因果律或量的分析能够证明人的心理活动，但却从中注意并吸收了关于“躯体”作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依据。他在批判条件反射学说的基础上，划分出物理层次、生命层次和人的存在三层次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身心问题”。他认为身体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对象，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可能使身体视阈获得体认，如果离开了身体和心灵的统一，身体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心灵也就无所依附。

格式塔现象学的研究，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研究的初阶。而当他推进到知觉现象学阶段的时候，他受到了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很大影响。在诸多关键性观念方面，他都接受了胡塞尔的理论意向，当然，他仍然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有着一些差距。尽管他像胡塞尔那样，把哲学的主题解释为意义或意思，然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梅洛-庞蒂扬弃了胡塞尔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观点，而坚持将现象学的意义和人的存在尤其是人的躯体存在联系起来。所以，在他看来，“意义”总是与“缺少意义或无意义”现象交织在一起的，理性的观点也只有同非理性观点相依存，形而上的观点不能忽视形而下的存在。

梅洛-庞蒂并不打算做一个书斋哲学家，相反，他充分关心现实问题。他给“知觉”以特殊地位，并把“意象”和“存在”这两个概念，重新解释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体或肉体”，从而设定自己的“新本体论”。
 服从现象学逻辑层面探讨存在问题，也从现实层面探讨身体问题，这使他的知觉现象学少了一些德国学派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推理，而更多了一些法国式的肉体存在性研究的意味。

当然，他与胡塞尔另—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态度的核心是“现象学还原”，这一点正是梅洛-庞蒂所不能同意的。他认为，没有“自在之物”，只有被人的意识所接受之物，任何知觉概念都与超越的意识世界有一种本质的联系。这种本质联系能够使自身成为反思的对象，而成为“为意识的存在”。但是，这种现象学还原并不是还原到“纯粹意识”或纯粹意识的“剩余物”上去，或还原到那种“纯粹的主观性”上去。梅洛-庞蒂并不希望去构造这种完全独立于世的“现象世界”，相反，他将“现象学还原”或“本质直观”的观点，成功地运用于他的“知觉分析”上。因为，他相信，思想和世界不仅是受到那种纯粹的逻辑还原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知觉者存在本身的影响。梅洛-庞蒂强调“知觉因素”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的知觉是接受世界、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一种基本模式，知觉与超越于意识之外的世界有着无可分离的内在联系。“知觉”正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研究的关键之处。

严格地说，知觉现象学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研究。它以知觉为对象，透过知觉去发现本能、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以及自我意识、气质、语言等存在的根基。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序”中认为，现象学并非仅仅是一种逻辑的本质直观，它还包括试图回忆起我们科学认识建立其上的前科学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或经验，常常被那种错误的、把科学知识绝对化的观念所忽略。因此，他拒绝遵循胡塞尔的唯心论的现象学方向，而是认为，“现象学反思”不是把自我认识理解为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脱离的“先验意识”，而是理解为“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中”，并在其中“去知觉和反思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命经验。就此，他要重新为感觉、知觉、联想、投射等加以定位。

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外部刺激的结果，而是知觉者所经历的内在状态的总和。感觉是我们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而知觉是一种内在体验，具有意向性、体验方向性和超越性。“联想”和“记忆”不是一种盲目的感觉，而是在感觉知觉之上的一种判断力。感觉和知觉是“反思”的前奏，是用理性构筑世界和自我的真实联系的链条。知觉现象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讨论人体（肉体）这一关键性的论域。
 

中世纪以来，“人体”在世界中仅仅作为一种物质客体存在而被严重歪曲，今天应重申人体或躯体的重要意义，因为人体的概念是从具体的活生生的肉体中抽象出来的，它是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梅洛-庞蒂反对把人体的存在完全看作一种物质对象的客体，这一看法仅仅是一种机械的、对人体非本体论研究的主观性谬见。人体是意识自我投射的实际环境，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我们精神地、具体地把握世界的“身心统一体”。人体不是单纯的物，它是一种“人体－主体”，是我们的体验、经验、语境、心境向世界敞开的载体。人的感觉和知觉是人向世界开放的第一个器官，也是世界向人进入的第一道关口；人的精神和生命的勃发，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感性的勃发和知觉的敏锐。如果是否弃了人的躯体的生命力和精神的能量，把人仅仅看成是单纯的物，那将是人的窒息和人的死亡。

梅洛-庞蒂讨论过人的本能，就此而言，他触及到对弗洛伊德的反思。他指出，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将性解释成一种普遍性的人生存在结构，甚至用它来解释一切文化现象。但是，也不能完全排斥性的内在结构的意义，因为它既不仅是单纯的生理学问题，也不仅是心理学问题，而是我们知觉感知世界和自我的一种存在方式，—种基本生命行为。

在分析了知觉世界的结构以后，梅洛-庞蒂阐述了我们感觉到的外部世界的性质、空间位置、深度和运动的具体经验，以及展开我们所有经验的最终范围的外部世界。在此问题上，他既批判了经验主义那种纯粹的讲求经验的局限，也批判了理性主义的误区，因为这二者都设想了一种完全确定的客观世界。梅洛-庞蒂没有把人作为单纯的存在物或自然物来研究，而是把人纳入到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现象学分析。他强调，人的最基本的自然对象是他的躯体，而躯体是在社会文化中进化而成的，是文化世界的一部分。把主体仅仅作为自为的、纯粹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进行考察，就会丧失人的存在的肉身性，而将人看作纯粹精神性存在。相反，仅仅突出人的欲望本能，又可能会丧失人的丰满的精神性，而把人变成一种本能的存在。在此，梅洛-庞蒂又一次显示出他的哲学中性的、辩证融合的“暧昧”色彩。他认为，人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为体，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客观自足的本能存在，而是一个具体的、知觉着的、活动着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对他人而言不是物，他人对我来说也不是物，自我和他人既是意识和意识之间的把握，也是躯体和躯体语言之问的交流，所以我们才可能与他人在一种知觉的世界中，达到一种完美的、超语言的交流。

当然，仅仅有躯体和“躯体姿态”是远远不够的，存在的躯体之所以具有一种知觉超越性，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和对话在人的交流中起着非此不可的作用，因为思想毕竟是在活生生的语言中被编织、被传达、被理解和被塑形的。人只有身临其境地去知觉他人，并从语言中去判断他人，交流才成为可能。梅洛-庞蒂甚至认为，他人简单的“凝视”会使人难以忍受，因为这种凝视将是一种非语言的、剥离了精神层面的注视。只有有语言性的、精神性的交流，保持在这种凝视中，凝视才具有一种温情和人性。因而，语言之意的交流与躯体之态的交流是分不开的。

知觉现象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研究“自为存在”在世界中的存在。主体不是一个纯粹的自我显现的非现世的自我，而是一个属于世界的存在物。知觉是知识和思想的根基，而思想与语言密不可分，纯粹的思想是没有的，思维的主体依赖于存在的主体。就这个意义上说，观念和事物是从一种原初的世界中通过知觉显现出来的。

世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个体，它是一个开放的整体。无穷多的个人的肉体与这个整体结合在—起，在世界上达成一种“生命本原的契约”，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显现和见证。世界与主体是不可分的，但这个与之不可分的主体，只不过是世界存在的投影。同时，主体与世界也是不可分的，这个与之不可分的世界只是通过语言投射出的主体世界。所以，人在语言中构造世界，世界也因为语言而成为一个不断向着世界终极目标迈进的过程。

梅洛-庞蒂认为，笛卡尔所谓的“我思”，只是当它被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是我思，而作为肉体的“主体”，是作为世界的投影而存在于世界之中，是作为一种世界的存在而思考着的。世界单一而开放，而主体开放又单—，它们相互间具有一种“主体间性”。只有二者统一起来，即世界和躯体联系起来，这个世界才是完整的。

不妨说，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是将知觉作为人的反省的基础，而将肉体升华为世界中的存在并生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样，就把那种唯理性的、唯心论的、唯精神性的东西撕裂开来，而将人的存在变成肉体的、知觉性的存在。同时，他又把萨特的“自我”和“他人”分裂为二的东西合为一体，因为，他认为，自我和他人都是作为人类的语境而存在，都是知觉之间的联系——“非思想”是思想中所固有的，“我思”是从非反省或潜反省出发的。因此，他把“我思”与存在等同起来，维护作为根本思想存在的实在性和作为观察与认识世界手段的非概念化知觉的重要性。他这样说：“真正的哲学知识就是知觉。”

无论如何，知觉现象学回到了以一种简单的要素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奥秘，并通过知觉反射出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根本性奥秘。《知觉现象学》认为，哲学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深入到先在客观世界中去重新发现现象，重新唤醒知觉，并私下使他自身作为一种事实和一种知觉而被遗忘的假面具。这样，肉体就不仅仅是肉体，而是一种既在知觉中又被知觉到的主体，即知觉的中心。而“我思”和“我在”这一超验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即意识把存在重新结合在一起。因而，肉体就是一种对世界开放并与世界联系的结构，它存在于世界之中，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支撑点，也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中介。它们具有一种不断地相互渗透的关系。

在我看来，《知觉现象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身体”、“被感知的世界”、“自为的存在”而存在于世界上。尽管梅洛-庞蒂想为知觉、躯体、肉体证明其合法性，而避免胡塞尔纯粹的先验还原和现象学还原逻辑性，但是，他把人等同于人体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肉体”，这种做法，说明他想打破心灵和肉体间传统的界限而证明人的具体的存在。但是，他的研究仍然是欠明晰的，缺乏最终的说服力。他探讨了思想对话言，语言对主体的依赖性的问题，探讨了“绝对反思”、“人体主体”，以及“反思”、“我思”，但是总体上看，他的哲学思想或多或少具有含糊难懂的性质。甚至具有“暧昧哲学”的性质，使其影响力大大消减。

第二节　现象学哲学

在清楚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理论以后，转向他的“理性批判”理论的考察。

梅洛-庞蒂的哲学是以“知觉”为其研究中心的。他的知觉研究意味着知觉构成了一切知识的基本层次，对知觉的研究必须先于所有其它层次的研究（如文化领域等）。知觉研究与语言研究紧密相关，当知觉运用于社会领域，即言语和语言的时候、凝视和言说就必得面对整个社会形式的关联结构。换言之，在交往以及交往的变态关联中进行考察，这种关联势必包含着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尤其是“言语和语言”的文化现象。

一  语言问题

文化现象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梅洛-庞蒂将语言看作是与躯体或肉体同样重要的现象学问题。他在《知觉现象学》中认为，语言首先产生在对话形式中，在这一语境中，个体的思想与他者的思想嵌入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思维网络中，因为，在一种恰当的文化交流中，个体与他者双方是交流的合作者，我们的视域彼此向对方滑入，通过同一个世界而共同存在。在当下的直接“对话”中，个体从自身解放出来，并把握了他者的思想，或预见到了他者思想的存在和自我思想的诞生。如果我提供给他一些思想，他也会反过来使我思考。

到了梅洛-庞蒂的晚期思想的代表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的结尾，又重新出现了这一主题，甚至以“语言”作为自己“哲学的宗旨”。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整个哲学就在于重新创造出一种揭示事物意义的力量，一种使意义略现端倪的曙光，或者一种尚未探明的意义，或通过经验这一阐明语言特殊领域对经验加以表达。所以，语言就是一切。也就是说，语言和世界之间并没有—种绝对的界限。语言是哲学探索的工具，哲学是对意义的揭示，这种揭示就是对存在的一种透视感悟。在这种感悟中，人所进行的文化力量的运作，必得把语言作为揭示的中介。甚至可以说，没有语言的介入，哲学思考和意义揭示几乎是不可能的。

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追问道：最充满哲学意味的那些言语，并不一定包括在哲人所说的话语中。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对不可测量的存在的发现，需要弄清楚：究竟是用逻辑语言表达最合适呢，还是用日常语言或非逻辑作为传达直接的中介意义的手段最合适呢？梅洛-庞蒂不仅强调语言是产生在对话中的形式，而且指明全新意义的指示或原意传达的确定性、完整性，是不可能的。因此，语言不应仅仅是作为一种交流的等价中介物，而应该通过语言去进行一种意义的创造。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更是创造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在他的《论语言现象学》（1951）一文中说：“当我说话或当我理解时，我体验到他者在我之中出现，和我在他者之中出现，这种出现是主体间性理论的基石。”

将语言等同于思想的对应物，因为说话是对思想的表达。思想不是内心的自语，思想不在世界语词之外，而在世界语词之内。所以，无论我们是在说话，还是默不作声，在内心生活都有一种内在语言的潜流。说话具有“意向性”，是一个真实的意义的运作。言说包含着意义，而且又赋予—种新的意义。语言自己描绘出意义，而说话的意思操纵着这个语言世界的方式，它能够像一个动作那样把意思表达在一个共同的心理根基上。梅洛-庞蒂从知觉、肉体的现实状态，强调关于母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母语”源于我们的生命之根，揭示出一个表现灵魂的话语体系，其它的语言只能作为母语表达思想的补充。一种语言的充分意义永远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翻译，人们可以用几种语言说话，但其中只有一种是其永远生活于其中并能完全领会的语言。人必须安于这种语言所表达的世界，因为他永远不会同时完全属于两个世界。

这里，触及到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语言交流”问题，它属于深层文化内核，触及到文化的魂；一个是“语言传统”问题，即这种传统赋予人的表达的意义及其意义的转译准确地衡量着这种语言的表达能力。人掌握语言，同时，语言也以它独特的结构方式使人处于文化的掌握之中。语言的明晰是建立在语言义幽暗的意义背景中的，所以语言不说任何外在之物，只说它自己的本体状态，语言的意义与它本身不可分离。

语言是一种症候，它表达思想，传达身体话语，传达生命内在的骚动。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人的身体的衍生运用、是思想和文化精神世界的呈现物。丧失了这种文化的把握和言说能力，人就只能处于“失语症”之中。人把握了语言，人就把握了这个世界，操纵语言就是操纵人。一切语言操作都以理解意义为前提，然而这个意义无论是在此还是在彼，都要特殊指明。所以，“语言的本质”在于说话的意向性只能在一种开放的经验中获得，意向性的出现使得语言成为生存的显示和宣泄，也使人与世界整合在同一个意义体系之中。

梅洛-庞蒂还在《符号》一书中，分析了符号的语言问题。语言活动使“符号”成为能指，意义就只能交叉地出现，并似乎只能在词的间隙当中出现。如果“符号”只有在其它符号上面呈现出某种东西，那么它的意思就进入到语言之中。言语永远作用于言语的底蕴，它只是说话中的一个浪花，为了理解它，人无须向某种内在语汇求教，只要我们顺从它的内在逻辑，就可以揭示语言的晦暗不明的意思。同样，我们分析思想问题，在找到表达的词语之前，思想就已然成型，我们只需要找到词语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困难在于，一个思想者很难找到一种语言将他所思完全表达出来，而只能通过有限的语言慢慢引导思想的生成。因而，意义是语言的全面运动，人的思想水远游荡在言语活动中，思想透过言语活动，就如同动作越过它的运动轨迹一样。

就现象学意义而言，言语活动是自我显示意义。显示它的晦暗不明，它对自身顽固地参与，它的重复和重叠，它自己揭示出自己的秘密，并把它变成一种精神的参照物。语言具有—种“自我还原”功能，它让事物赤裸裸地呈现在语言当中，而这种“呈现”所呈现的是它难以言传的意义。哲人和艺术家是为意义的传达而设定自己的存在价值的，他与世界相遇只有通过语言、因为他只能通过这扇大门才能通向另一个世界。他看到了那个世界，他用自己说的语言去呈现那个世界，从而在语言与世界相遇之时，把自己解放出来。这就是梅洛-庞蒂的关于现象学视域下的“语言呈现论”。

我以为，梅洛-庞蒂对语言的把握，对语言的重视，确实是不乏精深而独到的见解的。

二  “我思”的厘定

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中，“我思”是一种不同于笛卡尔意义的全新的“我思”，它存在于世界之中。他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他反对当代的唯心主义，因为他们把认识的对象归结为概念，从而把世界变成了思想的一种思维状态，并把它等同于思维着的人脑。因此，唯心主义给人提供了一个空想的巨型空间，但却未能使人达到世界以及个人以外的他人。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或他的整个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我思”进行重新反思的哲学。

梅洛-庞蒂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旦弄清楚被感知的东西是幻觉，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并没有真正在感知，因为感知和被感知是不可分的。我们所假定的怀疑也不总是真正的怀疑，因为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赋予“我思”活动比超越的“被思”之物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因而，梅洛-庞蒂放弃了这种笛卡尔式的“我思”，而去寻找“真正的我思”。“真正的我思”是我存在于世界当中，可以揭示出我与世界的一种深刻的联系即主体在感知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怀疑投入的情感，但不可怀疑的是“投入的意识”本身，因为投入的意识构成其实际存在的意义。知觉作为一种重要的不可怀疑的对象，使感知成为我与世界之间的中介。

笛卡尔的我思，预先假定存在着同作为沉默的我思的自我之间的“前反思”的接触。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说：“我所谓的沉默的我思是不可能的，为了认识思维这一观念，词语是必不可少之物。”在人的感知中出现的语言可以使自己在怀疑自我存在的那种心态中，由不知不觉的状态过渡到明了和认识的理性状态，从而消解那种“我思”的先验怀疑论。梅洛-庞蒂还强调心灵不是纯粹的自为，“我思”并没有包括绝对的自我意识。所以，与笛卡尔相反，他认为自己不能断定“我看”本身比我看到的事物更可靠，因为我不具有关于我的意义和感觉的绝对自我意识。人总是通过自己在世界中的行动，甚至通过身体的感知而获得确定性认识的。

“我思”本来是由暂时性的知觉决定的，“我思”以“我在”为基础，而思想又以语言为基础．所以对外部世界真理的把握，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当然，梅洛-庞蒂也没有完全否认“我思”，因为，自我的显现先于并决定着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明确认识，所以最终的主体并非是一种“我思”的纯粹逻辑推导的主体，相反，是一个属于世界的存在物，而这一存在物有感知自由的想象和反思的能力。

然而，我思的问题是否已经真正解决呢？我以为问题仍然是存在的。这一问题又可以与梅洛-庞蒂的另一重要概念——“反思”联系起来加以把握。

三  主体性和自由

在《知觉现象学》的结尾部分，梅洛-庞蒂已经提出了关于“人的解放”和人在历史行动中“发展”等—系列的思想。这一思想到了他的中后期，尤其是他的《辩证法的历险》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认为，人的解放和自由隐藏在人类意识的能力中，个人建立起来的意义领域是自由世界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自由与主体性密不可分。

梅洛-庞蒂的“主体性”观念是与“时间性”紧密相联的。主体具有一种“出神性质”，而时间的出神性质和禀有时间性的主体的出神性质具有内在同质性，因而主体不仅是在时间中，而且承受着时间并经历着时间，它被时间所渗透，它也是时间的意义过程本身。世界与主体构成相关的语境，主客体相互依赖，使人可以走出现代性困境。主体的存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那种所谓世界中的“纯粹主体”和“观念主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作为“我思”的个体难以承担的。要建立关于现世社会和时间性中的主体，只有去阐明主体和身体，同时阐明主体之间的性质，因为，主体只有在主体之间才能具有自己的完满性和现实合法性。

对“身体”的重视，梅洛-庞蒂尤其关注在现世中人体成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中介性质，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当中，人总是通过躯体，通过触摸或凝视，通过姿态，通过言说等多种方式从事文化的交流活动，使人由客体成为主体，并由主体成为主体之间的“真正主体”。人是可以获得自由的，然而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是主体与世界彼此互相规定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仅是我们选择世界，世界也选择我们。自由是在这种独特的意义领域背景中突显出来的。人不可能获取完全的自由，因此，人的行动不可能用宗教式的因果律来加以说明，同样，也不能将人看成是绝对自由的，人好像是只要有了自由就可以决定自己，决定世界的某种进程（萨特）。梅洛-庞蒂反对这两种看法，认为自由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和在一定的社会语境的自由。自由有两个限制的因素，一方面，它是从自我存在的形式开始的，而自我对这种形式却难以加以控制；另一方面，自我的选择实际上并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潜自觉的或实际已存在的选择。或许是，一切选择都是被选择。

人类是通过不断的辩证秩序过程在一个主体间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的。物质作为联系人和世界的纽带，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同时把人引向了自由。
 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看来，人既非是生而自由的，也不是具有绝对自由的，相反，人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思想结构和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是—定经济活动实践的产物，遭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总体结构的制约。所以，科学、艺术、宗教、哲学观念都是这种经济方式的延伸，人只可能通过这种文化客体的传播和理解，去获取自由和对自由的理解。对现象学而言，这些文化客体是通过主体与经验世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人的自由只能从其中产生。

梅洛-庞蒂强调现实的主体间性，认为人类主体在一个通过它才存在的自然和历史的世界中发现了自我，它自己也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以及《符号》这两本书中，对自由和自由的王国加以阐释。他的阐释已经脱离了纯粹现象学的观念阐释，而进入到民主制度、现实环境、意识形态和专政机构等社会政治的分析中。他认为，一种名义上自由的政权，实际上可能是压制自由的政权”。
    他通过人的自由已经看到了人的不自由，甚至是对人的威胁和暴力的状况。因此，他不再像萨特那样去追求纯粹绝对的自由，而是强调在社会中只有有限的自由，而不可能将自由永恒标准化和空洞抽象化。他对自由的呼唤，对自由标准的厘定，使他总是把憎恶暴力、拒绝混乱、呼唤博爱自由和维护人类尊严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
 只是他认为，处于当今世界这种自由博爱和人类的尊严，似乎尚未找到自己依托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土壤，所以，它是一种飘泊不定的、有限的、特定的自由。

从以上对主体观和自由观的分析可以看出，梅洛-庞蒂不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现象学家，而是走出了现象学的逻辑四辨而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现实存在的理论家。他的著作呼唤着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吁求人道与自由、博爱与自由、尊严与正义，要求人类在现实可能性的世界中去实现人的自由。
 梅洛-庞蒂呼唤过人类的自由和人类的理想，他对社会现实中的不自由和丑恶现象加以揭露，实现了他“呈现事情本来的面目”的承诺。

梅洛-庞蒂对现代社会寄予希望，相信社会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感性或知觉的改造。这一点，使他进入了关于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的论述，因为只有美学和艺术才可以重新煅打人的知觉，而使人以新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和自我。

第三节  美学与艺术

梅洛-庞蒂反对任何永恒绝对内真理，拒斥任何超越我们的现成的真理。在他看来，在现实中、人最迫切地感觉到的真实状况，是人总是要死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艺术，通过表达人的逻各斯的语言，来完成人生的超越性。同时，通过艺术使人升华到哲学和自我反思的高度，从而可以面对真理问题本身。

对意识和知觉化的解释，使梅洛-庞蒂终于走向了超越性审美问题，并集中分析诗的魅力、艺术形态、人生实现等问题。他对于文艺表现出相当的热情，认为哲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深刻的艺术，而文学和艺术是对各种事物真象的有深度的哲学指示。只有通过知觉感觉到的才能体验到，而只有知觉到的才能被把握到。如果人处于知觉、感觉和体验之外，那么他就与真理和真理的认识无缘。事物的真相或者现象的本质直观，永远是因其隐蔽而谋有其神圣的状态，只有人的知觉才能赋予人的灵魂以光辉。肉体不是观念，也不是事物，而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围绕着它的各种事物的度量，形成新阐释话语。观念不是虚无，是一种不可见之物，而正是它使观念成为可见之物的世界，因为它是存在之物的存在。在作了这样的关于艺术和审美的本体论的界定以后，梅洛-庞蒂在他的最后的一部书《眼睛和心灵》中全面阐释了“自由”的艺术观念。因此，这部书又被称为他的“哲学遗言”。

事实上，梅洛-庞蒂关于艺术，关于审美的思想，在他的《意义与非意义》一书中已经较深刻地触及到了。他通过论述画家塞尚而得出了自己的现象学美学的观念。在他看来，画家是用画笔进行创造的人，他总是为世界增添一些新意义和新形象。艺术家透过现实对象所揭示的事物，重新获得并恰到好处地将一些“不可见之物”转化为“可见之物”。艺术家永远处于抒情和感觉的再造中，因为，没有艺术家，人类将脱离意识的生命摇篮，而对很多不可见之物难以把握。

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决定场景，让场景能为大家所理解。在真正的艺术家那里，并不存在所谓“消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不满足作一个“文化动物”，他在文化中承担着文化的创建和文化的重建的重任。他在言说，就像第一次对世界加以言说；他画画，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画过，即以全新的生命、感觉和知觉去画心灵中的那个新我，而为世界增添一些新的艺术和对艺术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的感觉并不能够先于他的画笔，他在表现以前，这一切都不存在，只有当他作品完成并被理解的时候，他才找到了某种神秘之物，这就是“艺术真理”。一切艺术文化和思想交流，就建立在这种全新的创造之中。艺术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说出全新话语的困难。他不是上帝，却妄图创造世界，并要通过世界的改变来感动人们。一个艺术家或哲学家不仅应该创造和表现一种思想，还要唤醒那些把思想植根于他人意识的体验，而艺术品就是将那些散开的生命结合起来，而不是存在于这些生命中的一个。换言之，作品只与真实的心灵共存。

艺术家创造，他总是赋予艺术材料以一种有形的意义，并使我们透视到生命的含义。而作品使得生命变成了一种“审美历险”。它只针对我们的感觉知觉并包容我们，使艺术品像实际经验那样充盈着我们的心灵。艺术家用感官来接近世界，并用独特的语言来谈论这个时代，揭示那个不可言的世界，所以，每个时代都通过自己的艺术幻想，为自己寻找自己的历史之根，寻找自己家园的原始意象。

梅洛-庞蒂对“现代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在他看来，一切文化都延续着过去，现代作品不会使传统作品成为无用之物，新作品并不明显地拒斥着老作品，而只是与其竞争市场。现代绘画等现代作品断然否定过去，以致自己不能够真正从过去解放出来。现代绘画、现代艺术只能在享用历史中遗忘历史。它狂热地追求新奇，其带来的后果是它之前的艺术像是一种失败过时的图景。而这种追新的艺术，又特使今日的新奇变成—种明日失败的状况。

就真正意义上而言，文学的写作和艺术的创作，需要向我们展示其最持久的意义和永恒的魅力。独立不倚的写作者，敢于破坏板滞的公共语言而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击穿这个世界的真相。语言在向我们提供真实的同时，并不满足于让自己置身世界之中去改塑日常语言的含义。而绘画则将它的魅力置于梦幻之中，它所产生出来的持续的时间感悟给人—种直接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是说出来的语言，而绘画是沉默的声音。艺术正在于它以有限之物（形象和画面）去表现那无限之物。它所抵达的意义，不是意义的顶点，而是意义的起源。因此，语言并不以符号的意蕴为终点，而是以呈现“事情本身”为旨归。当然，这种呈现是暧昧的，如果把一个事情说穿而达到语言的直接性，则是整个艺术符号的破灭。我们永远是对—种历史感受的澄清，永远只能通过我们的躯体、我们的知觉去言说我们的有限以呈现无限。只有那种通过自然、清新和独创性的语言进行创作的人，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才会获得真实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梅洛-庞蒂的《眼睛与心灵》一书，尽管只有几万字，然而却是他一生哲学的浓缩，是他美学思想的总结。他在开篇说：“思想就是常识、作用与变形，但唯一的条件是进行一种实验性的控制，而各类飘忽不定的意志和愿望就从这里开始。”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我的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它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的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的时候能自视，在触摸的时候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躯体领会自身，构成自身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躯体的悖论”。

艺术也同样如此。当艺术家作画的时候，他是在实践一种视觉的独特理论。画家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那上面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真正的艺术家，就是通过形形色色的艺术方法去表现那不可表现者，去把人们所忽略的自明之理，揭示为一种可见的“震惊”，并以一种几乎荒诞的方式去表现现实，而完整地呈现这个被人们见惯不惊的世界。所以，阴影的作用是隐藏自己，而隐藏正是为了显示事物的整体。隐藏与显示是艺术的辩证法中最为精妙之处。艺术家的“凝视”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和延续的过程，人们在创作的同时，就在寻找一种形象化的视觉哲学。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凝视”，成为艺术家凝视世界的象征和自我生命的升华。

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己的心灵。我们通过这种变形，可以直观到物质本身的无声意蕴和那梦幻般深沉的宇宙精神。绘画中的“透视”被梅洛-庞蒂拿来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即艺术家在一个二维平面上，做了一个虚假的三维深度。梅洛-庞蒂就此展开论述，认为：我看见了深度，而它并不是真实可见的，因为深度是从我们身体开始，到物体的距离来计算的。这个奥秘是一个虚假的奥秘，我并不是真正看见了深度。即使我看见了它，也是另外一种深度，是人的视觉本身遮隐了一些东西，而又向我们敞开了一些东西。是否可以这样说，这里的本体论已经把存在的特点上升为存在的本体结构，于是本体论便既伪又真，真在他所否定的东西中，而伪在他所肯定的东西中。

不难看到，梅洛-庞蒂通过这种艺术的感性知觉的对象化，说明了透过这个对象背后的极深沉的本体论依据。那么，就画家而言，他对深度的体验和在二维平面上对深度的表示，其实是对存在自我深度的表现，尽管这种表现是一种虚拟的方式。正因为这种“表现的虚拟性”，所以在我们面对艺术品时需要凝视，没有思想的凝视只是为了看，而只有了思考还不够，凝视是一种有条件的思想，他直观到精神从身体中诞生，他通过身体引发思考。“凝视”既不选择存在，也不选择不存在，更不思考这个存在或者不存在，它只在凝视之所见所想的一切中去表达他的思想。

物体是思想的蔓延，是思想向事情本身的伸展。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进一步说，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它现有空间的模式。

通过艺术，梅洛-庞蒂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知觉论，即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艺术维度中去思考。艺术的深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新的灵感，是新的艺术思想的生长点。正是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话语语系。

艺术中没有自在可见的“线条”，线条总是—种对事物的指明和强调，线条并非事物本身．它是人对于物体边缘界限抽象的结果。线条创造着潜在的思想，创造想象的空间位移，它使得人们的创作逐渐脱离了具象，而具有着启示性、抽象性、深化性。于是，在线条中，肉体和精神完美地“面对事物”，而使整个生命呈现出新的层面。

总体上看，梅洛-庞蒂的艺术观在现象学美学家中是独具个性的，他使我们关注知觉的重要性，知觉与意义的感性遭遇。同时，他使我们注视身体的意义，因为“我以我的整个存在一种总体的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
 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

知觉是创造的，知觉是艺术创造的关键，因为它将“可见的”转换为“不可见的”，同时又把不可见的转换为可见的，它实现了两个世界的“双重转换”。正因为知觉和肉体的重要性，梅洛-庞蒂进一步强调了艺术作品具有的语义性质。作品通过人工的塑造而与其它的人工品相区别。艺术品及其视觉是自身的暗喻的逻辑，通过知觉塑造出全新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而一般的人工制品则是获取了一些存在的轮廓而已，却无法表现它的真实存在。这种语义性质使得艺术总是通过书写而表达一些超越物体本身的东西。知觉转换为精神，精神又转化为新的知觉，这就是艺术的双重奥妙之所在。

艺术品要求我们对其主题加以解释或评价，因此，知觉总是要提供—种感性的解释。在艺术中我们可能会直观到一些不可见之物，以此赋予世界以更丰富的内蕴。梅洛-庞蒂说，没有人比普鲁斯特更深入地去确定可见和不可见之间的关系。描写与感觉并不相悖，知觉是描写具有深度的关键
 。艺术作品表现现实世界中已有之物和将有之物，它传达的是艺术家和人们所拥有的世界整体与个人的关系。艺术作品在知觉和反思之间占据一个独特的中介地位，艺术总是要显示传统哲学试图言说的东西，所以在艺术中，总是有一种“准诗性”的性质，总是要传达出入与存在的一种本体论的关系。在《眼睛与心灵》中，梅洛-庞蒂就此断言：“艺术给予那种世俗眼光视而不见的东西以存在的可能性。”

总体上看，在对哲学和艺术的现象学探讨中，梅洛-庞蒂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理论勇气，他不仅批评了萨特的理论和海德格尔的理论，而且对胡塞尔的理论也进行扬弃，从而使他在学术的严谨上和文思的深邃度上超过了萨特，而成为法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梅洛-庞蒂不仅对格式塔现象学、知觉现象学和“新的本体论”（身体本体论）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而且还对现实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语言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看法。
 他的问题是敞开的，他邀请我们共同面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来思考曾经苦恼过他的问题，因为他相信：语言、意识形态、艺术和审美、现实和知觉，是人与世界的一种非常本真的体现。艺术总是传达那不可传达者，而且不可传达者正是哲学和思想的界限。

梅洛-庞蒂是真正的哲性诗人或者诗性哲人，他将艺术等同于哲学，因为艺术可以揭示哲学中最为深邃的东西，同时，它又将艺术看作人的存在完满性体现，因为艺术在知觉形式中肯定了躯体的优先地位。 

第四章　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

英伽登和梅洛-庞蒂之后，在现象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卓然成家的，当推法国现象学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 1912-）。杜夫海纳是国际知名的美学家，他一生在现象学文论和美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审美经验现象学》，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现象学美学中写得最为有趣和值得研读的著作”。

第一节　审美经验现象学

当杜夫海纳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非常喜欢柏格森的理论。他最初读到的是柏格森的《物质和记忆：身心关系论》，随后又读了《创造进化论》。柏格森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过程，人的身体不过是寓精神之所，人通过直觉所体验的时间才是真正的实在，而体验“绵延”实在的方法不是理智而是直觉。如果我们能精细地注意自身的体验，就能意识到存在于我们内心的那种绵延的律动。唯有依赖人的生命本能而非理智，我们才与实在合一；唯有依赖本能的直觉才能体验到世界的本质。柏格森的哲学给杜夫海纳以很深的影响。他隐隐感到柏格森的直观哲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内在精神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后来，随着胡塞尔到巴黎大学讲演和萨特留德归国对现象学极力倡导，杜夫海纳对现象学发生浓厚的兴趣。

杜夫海纳研读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稿》（1928）、《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8）以及其他一些论文。他对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物本身”十分欣赏，认为这正是哲学家应该追求的回到认识过程的起点和客观性、回到真实开端的方法，因为只有在认识的始源处才能有“真实的实在性”。

杜夫海纳注意到，从《逻辑研究》到《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经过13年的艰苦研究，胡塞尔将自己的描述现象学向前推进到先验现象学阶段。胡塞尔批判的论敌由心理主义转为自然主义，研究的内容由对意识的意向性结构的描述发展到对先验自我及其相关物的描写，而在研究方法上创立了现象学还原法。杜夫海纳力求从总体上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路加以把握，他的重心落在了“悬搁”、“还原”和“意向性”理论上。

30年代中期，杜夫海纳开始对舍勒宗教现象学发生兴趣，始终在身边放着舍勒的著作。舍勒禀承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强调实在是受生命本能冲动驱使的人对于抵抗的体验。舍勒作为第一个将柏格森早期著作译成德文的倡导者，已经看到了作为集中注意力在意识的直接与事件上的直观哲学，和作为一个最关切对事件加以忠实描绘的现象学之间有着内在的精神类似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同时注意到：对时间的内在意识是在意识的不断流动中意识到的。

舍勒将这个“危机的时代”的知识分为三种：经验科学知识、教化的知识和拯救的知识。他注意从个人自身的拯救开始，因此拯救的知识使人受到最深刻的灵魂震动，从而从日常生活那种自我束缚于自身之中的“紧张状态”和“本能的冲突”中解放出来，进而把人的整个精神内核以充满爱的主动行动“投入”或“参与”到“一切存在的源泉”之中去，这就是所谓“一切存在的永不停息的冲动”。舍勒否认有人格神存在，认为人的生成同时也是神的生成。因此，舍勒力图通过直观的体验证明神的存在。这一点，使杜夫海纳感到异常振奋，他渴望自童年以来的对上帝与人的困惑会得到一些启示。因为，杜夫海纳相当清楚地了解舍勒关注的中心是：人是什么？这也正是青年杜夫海纳孜孜求答的问题。

舍勒所采用的现象学直观方法，对宇宙直观这具有决定性的革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杜夫海纳对舍勒《论价值的颠覆》中的—段话十分重视。“现象学犹如一个多年被囚在暗牢中的人正走向春光明媚的花园的最初步骤。这囚牢便是我们的环境，这环境的造成，乃是由于井底之蛙式的只知求助于机器技术，只知走向任何可以机械化的理智所蒙住的缘故。花园乃是上帝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是在我的面前展开的宇宙。囚犯便是今日和昨日之欧洲人。欧洲人在灾难困苦之下呻吟，而同时又看成束缚。将眼睛只盯在地上，只注意自身区区小利、却忘掉了上帝和整个宇宙。”

杜夫海纳特别留意舍勒现象学特征，即：（1）注重体验，以彻底体验的直观经验这一生命投注方式，直接深入事物本身；（2）注意本质，对实存问题则不论；（3）注意先验，也就是注目本质之间的根本联系。但是，杜夫海纳也感到要将这些方法运用于人的意向性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现象学的独特魅力，使他下决心在教学之余一直研究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杜夫海纳心灵产生了—次“强烈地震”，他感到往日的价值和信念几乎要坍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灵魂在痛苦地发问，人类是否真的成了上帝的弃儿？生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是否能得救？他感到这个“野蛮的时代”不仅在杀人，而且也毁灭了人类的理想和美。那些抚尸大哭的幸存者，那些骨肉亲情的巨大的惨痛和悲伤，通过他们的眼神、声音和颤抖的手传递给了杜夫海纳，他真切地感到人是血肉之躯的感性存在。人既非无血无肉无用的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盲目的肉块，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体，人的身体是浸透精神、禀承意味和价值的主体。人们通过彼此间心心相印的生活真实的接触，而交流传达他们的体验，他人的痛苦不安遂成为自己的痛苦和不安。杜夫海纳醒悟到，哲学不应是—种说明和推论一切的体系，而应当成为—种揭示人的存在境遇的活动，一种描述人的存在意义的过程。

杜夫海纳在寻求漂泊的灵魂获得拯救的途径。

生命的意义逼迫每个有良知的哲学家去直面生命本身，这无可回避，也无法回避。战争改变了杜夫海纳的生活，同时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年代初，他开始对欧洲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加以关注。他大量阅读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马塞尔等人的著作。他尤为喜欢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他经常与好友保罗•利科尔一起交流读书体会，两人在认真研究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基础上合写了一部《雅斯贝尔斯与存在主义哲学》。

杜夫海纳对胡塞尔先验问题相当重视，他在《审美经验现象学》第四编中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而且还专门写出《先验的概念》一书，系统研究“先验”的内容特征和表现方式。杜夫海纳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吸收，其理论直接来源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英伽登的主要来源是胡塞尔《逻辑研究》）。他对胡塞尔后期先验现象学和早期的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的不同特征有清晰的了解。他的现象学美学和文论研究，在主客体二元对立之中趋向于“主体与客体一起构成—个完整形体”
 的一元论。他同意梅洛-庞蒂的看法：“感觉引导我们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客体互为存在条件，主体依赖于客体，同样，客体也依赖于主体。”杜夫海纳坚持唯实论，认为审美客体先于主体知觉活动，知觉仅仅是对客体的依存性接受。同时，他又认为，审美对象的物的存在依赖于感觉活动。因此，R•麦格奥拉认为杜夫海纳往往比英伽登更唯心主义，他想综合唯实论和唯心论，但终究未能尽如人意，这种矛盾贯穿其《审美经验现象学》一书的始终。
 

1947年，杜夫海纳与利科尔合著的《雅斯贝尔斯与存在主义哲学》发表。第一部著作的发表，给杜夫海纳赢得一定声誉。1948年以后，在法国现象学进入“黄金时代”之时，他重新转向现象学，准备全力写出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现象学著作——《审美经验现象学》。

1953年，杜夫海纳的巨著《审美经验现象学》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是“法国阶段的现象学”黄金时代的终点，并代表着40年之功的现象学美学这独特领域的最高成果。因此，也标志着成绩斐然的法国十年紧张哲学活动的结束。

杜夫海纳的美学思想，是伴随着现象学中心由德国向法国的转移而不断发展成形的。

“黄金时代”的开端，是以1943年萨特《存在与虚无》出版为标志。其后，法国现象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就不断地推出：1944年，保岚的《创造价值》出版；1945年，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出版，马塞尔发表《逆旅之人》；1946年，萨特《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出版；1947年-1948年，梅洛-庞蒂出版《人道主义与恐怖》和《意义与无意义》；1950年，利科尔的《意志哲学》卷一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马塞尔的《存在的神秘性》；195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现象学会议，影响很大；1952年，萨特的《圣•热奈》出版；而1953年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的出版，达到法国现象学研究的最高点。如果说，萨特和梅洛-庞蒂开创了这十年，那么杜夫海纳则以自己的巨著终结了这十年。

杜夫海纳以其清晰的思维力把握到了从德国现象学阶段向法国现象学阶段转移的不同方向和态度。他感到，法国现象学一方面领受胡塞尔的“从事物本身入手”思想，—方面又受柏格森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对身体方面的具体经验的重视。如萨特对胡塞尔所进行的纯粹现象学描述将存在本身悬搁起来忽略不计的做法并不赞同，萨特认为，具体的存在是无法忽略的，而具体的人的实际存在，要先于他运动理论上的本质处理。所以萨特调合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和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以实现自己的一种处境中的意识本体论。梅洛-庞蒂从人是一个活的机体观点出发，认为主体是灵与肉的统一，因而是“身体－主体”。因此要描述和认识人的意识和行动的结构，就必须研究人的知觉，知觉即主体对世界的把握。知觉是认识世界的前提，在知觉中，人们与其处身的世界发生一种活生生的、素朴的、本真的联结和接触。他认为，身体是我们通向世界的中介，事物和世界是通过我的身体而给予的。世界的存在通过人的知觉而呈现出来。因而，“真正的哲学知识是知觉”。 

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对杜夫海纳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杜夫海纳接受的是经过萨特和梅洛-庞蒂“法国化”了的胡塞尔现象学。因此，在杜夫海纳看来，所谓现象学，乃是将现象看作是对本质的描述，而本质又是内在于现象之中并同现象一起呈现出来。但是，杜夫海纳不满意萨特忽略知觉而对想象和情绪过分注重的做法，而是将知觉作为美学研究核心，这使杜夫海纳更接近梅洛-庞蒂的思想。但杜夫海纳并不像梅洛-庞蒂那样认为现象与哲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认为二者仍有区别。同样，杜夫海纳更为强调被知觉物体的客观真理、强调这个物体在它与知觉行为关系中的自律。

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之间，杜夫海纳更倾向于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反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唯心论，认为这种唯心论未能看到知觉的本性所在，因而也不能正确处理我们对他人的知觉。杜夫海纳对海德格尔审美体验本体论的意义和艺术作为存在的启示的观点深为赞同，他在其论著中将海德格尔现象学完美地融合在自己的审美经验描述中。

描述审美经验中那些有生命的、可以被感知的方面，是现象学美学的起点。杜夫海纳认为，这种对人的活生生知觉和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味着追溯到鲍姆嘉通Aesthetik（感性学）的本意上去，同时也意味着返回希腊人称之为aisthesis（即“感觉经验”）那种基本的和具体的人类原初经验上去。杜夫海纳认为，康德以后，“审美”的本源失落了，审美具有了崇高、独特、怪诞等多种意义，审美经验离人的感觉、感觉经验，离人的根本生命体验越来越远，越来越隔膜。杜夫海纳坚决反对这种丧失了本源的“美学”，而力主返回感性之根的审美经验现象学。通过强调感觉和知觉的意义，给审美经验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在重新设立的审美尺度上，去探测古希腊中的aisthesis的本真含义。因而，回到感性之根，成为杜夫海纳现象学美学的出发点。

迄今为止的法国现象学，尽管硕果累累，但大多描述的是人类的其他经验——诸如身体、意志、情绪等，而没有注意到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经验——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被现象学遗忘和尚未开拓的领域。甚至，尽管法国巴黎历来是现代艺术的摇篮，但在现象学的“黄金时代”都没有对艺术现象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这种状况同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本人轻视审美现象学的态度有关。胡塞尔为自己的哲学所设定的任务是建文一种“新式的科学”，一种精确的哲学，因而他对严密和精确哲学的追求使他很少注意艺术，以至于有人认为胡塞尔有一种“反艺术的态度”。艺术在胡塞尔那里仅仅被归属于生活世界中的一个分概念。而他的美学观点，更多集中在论想象、回忆的手稿中，而这些手稿直到1980年才由爱德华•马尔巴赫整理出版。但是，也不能说杜夫海纳之前，现象学就没有研究审美经验与艺术。其实，盖格发表过《对审美欣赏现象学的贡献》，又于1928年发表过《美学入门》。盖格对审美经验曾做过研究，但基本上是关于艺术普通欣赏方面的描述。尔后，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1931年出版《文学的艺术作品》，1937年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杜夫海纳没有表示自己受过盖格的影响，但却认真读过英伽登的几部重要著作，并认为英伽登过分狭隘地理解艺术作品，仅仅将其看作纯粹意向客体，不具有自主性，只有凭借意识，才能实现自身的具体化。杜夫海纳将各样艺术纳入现象学探讨范围，并认为艺术作品具有自主性，强调审美对象和其它对象在基本结构方面的根本差异。从而产生了一种更为广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现象学还原与审美经验具有内在一致性。现象学还原乃是将一些关于实在的常识性假定加以“悬搁”，尤其是将经验现象或存在的本体特征用“括号”括起来，中止决定着意识经验的过程和内容的那些方面的效力，从而将注意力集中起来以便直观到该现象中显示为本质的东西（本质还原），或进而直观到纯粹意识本身中显示为本质的东西（先验还原）。这种还原十分类似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内容所抱持的信任态度而“自愿中止怀疑”。因而可以认为，得到—次审美经验就是完成一次现象学还原。杜夫海纳同意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的说法：艺术即意识的现象学重塑。艺术与现象学的情趣是一致的。因为艺术把个人对于经验世界所抱的自然态度，转变为对世界的感受所抱持的审美沉思态度，即为在纯粹意识中直观审美对象而暂时中断自己对外部时空世界所抱的信念。这种专心注视直接呈现的审美客体的审美经验，在杜夫海纳看来是一种确实可靠的知识，一种自我顿悟。

杜夫海纳在批判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自立新说，通过对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的深入研究，建立起一个现象学美学体系。他以这部具有清晰性、洞察力和独创性的著作，终结了法国现象学沸沸扬扬的十年。

第二节  审美对象与知觉理论

《审美经验现象学》卷帙浩繁。杜夫海纳将审美对象与审美知觉相互关联作为全书的中心。他明确表示，他要描述的审美经验主要是欣赏者而非艺术家本人的审美经验。其步骤是先加以现象学描述，然后进行先验的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形而上学的意义。

现象学认为，理解着的主体是一种有意向性的意识，一切意识都是关于某种事物的意识，而客体总是意向性的客体。客体为意识而存在，通过意识而存在，意识给客体世界以意义。意识能够在给对象以意义的活动中了解自己。杜夫海纳循此出发，认为必须用审美经验所感受的“审美对象”来界定审美经验，同时，审美对象又只能作为审美经验的关联物而界定自己。但是杜夫海纳马上发现自己陷入了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互相界定的“循环的圆圈”之中，即要用审美经验界定审美对象，又要用审美对象界定审美经验。这个集中主体－客体关系的循环，表明了主客体关系具有一种本体同一性。

事实上这个循环给杜夫海纳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造成了双重困难：如何能够将具有统一性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分别加以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单独考察时，是仅仅分析审美对象，还是仅仅分析审美知觉？杜夫海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这个难题所阻，最后他认为，在联结审美对象和知觉的审美经验里面，可以区分对象和知觉，以便分别研究。而且，要达到对审美经验描述的准确性，不能从审美知觉出发考察审美对象，因为这样会使审美对象从属于知觉并染上心理主义色彩，相反，只能从审美对象出发来考察审美知觉，以使经验从属于对象。涉及审美对象的理由是，从欣赏者角度考察观众所经验的审美对象，它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呈现于欣赏者的知觉，容易对其做出准确的描述，而且也比解释与作者经验相互作用的审美对象要可靠得多。同时，从现象学角度看，涉及对象或经验的内容本身比涉及经验活动更好些，考察起来也更方便。而杜夫海纳又将审美对象设定为被感知的艺术作品，因为在他看来直接来自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是最本真、最纯粹的。这样就排除了其他诸如生命对象、自然对象、功用对象、有意义的对象等，以便直接考察感知艺术作品这一审美对象的独特的审美经验。

杜夫海纳进一步分析了审美对象与艺术作品的区别。在杜夫海纳看来，艺术作品并不构成全部审美对象，它只是审美对象的一个虽然受到特殊对待、然而范围却是有限的方面。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处于意识之外，外在于人的意识，是众多物中的一类。这种具有永久的结构不依赖经验的存在物，仅仅在与一种意识相关时才能存在，才有意义。而意识作用不同，其意义也不同，如观看演出时心不在焉，或读小说只求低级本能宣泄，则艺术品的审美物质就被忽视而仅仅产生其他功用意义。

而审美对象，并非简单地归之于艺术作品，而是审美地被感知的艺术作品。这个艺术作品获得了它所要求的和应得的、在欣赏者的驯服意识中完成的知觉。审美知觉是审美对象的本体论基础。只有在艺术作品上面增加审美知觉，才能出现审美对象。这种变化取决于一种特殊的知觉活动。审美知觉以某种感知方式精细而集中地投注在对象上，它完善审美对象，但并不创造审美对象。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是实在的，审美对象是观念的；也不意味艺术作品作为物存在于世界，审美对象作为意识中的表现或意蕴存在于世界。相反，任何对象都是意识的对象，任何东西要想被承认为物，它必得存在并呈现于意识中。因此，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物化存在，可以被看作是艺术品（特殊物），也可以被看作一般物。艺术作品可以成为审美知觉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审美知觉的对象，犹如墙上的画对鉴赏者而言是审美对象，对搬运工而言则是物。因此，处于日常时空中的审美对象总是受到一种特殊对待，从而超越于其它对象之上。犹如一曲美妙的乐曲拒绝消融于日常时空背景一样。审美对象因拥有知觉的凝注集中，而使自己从日常世界中凸现出来。它不仅处于现实时空之中，而且，它还有着自己的世界，—个双重的世界。它不仅是一个存在物，具有物的形态，而且也是一个被知觉的对象，具有意识的观念意味，它联结了呈现出来的对象自身的存在和被意识到的对象自身的存在。

知觉是艺术作品向审美对象转化的关键。艺术品是由文字、声音、颜料、石头等材料构成，但我们在感知作品时，并不关心材料本身，相反，我们注意的是由文字、色彩、音调或雕刻构成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审美感知中，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不是原来的物质材料，而是作品材料被审美感知时所新生成的“审美要素”。“审美对象就是这种审美要素的组合”。
 因此，就审美对象而言，审美要素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甚至，“艺术作品只有通过呈现为审美要素才能存在。审美要素的呈现使我们可以把艺术作品理解为审美对象”。
 杜夫海纳提出这个在他思想中日趋重要的论题：“审美要素是针对感性存在和知觉对象的一种普遍的活动。”就文学而言，审美要素产生自作品符号与读者声音的通力合作。这就意味着意向活动的审美要素与意向对象的审美要素互不关联。

杜夫海纳坚持知觉的重要性，将审美重点从想象对象转到知觉对象上去。他认为读者并不是外在于作品对象的主体，读者既是知觉对象的完成者，又是作品的见证人。作者内在于作品，因为读者将自我投入到作品世界中去，甚至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使作品审美对象的内在品质和魅力与自身同在。但读者又外在于作品，因为读者的意义不是随意自生的，而从属于作品并为作品所给定。杜夫海纳说：“不同的知觉者在艺术品中发现的意义和作品的深度是不同的，但不管什么意义，总是在作品中发现的，而非他自己外在赋予作品的。”
 这样，杜夫海纳就找到除“审美要素”以外的构成审美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意义。

审美要素保证审美对象具有完满充实性。而意义使审美对象不仅充满直觉的丰富性，而且成为具有丰满深刻意义的对象。在审美活动中，意义使我们集中注意审美要素自身并显示审美要素的内在结构，因而艺术所包含的意义既不是非存在性的，也不是超验性的，它是审美要素自身具有的真正结构。另一方面，作为受知觉制约的意义是预先给定的，审美对象的所有意义都是在审美要素中给定的，任何一种意义都不可能在审美要素范围以外或超出审美要素范围而存在。当知觉指向作品而构成审美对象时，这个具有存在者意向性深度的对象就提供了多重意义，各种意义不仅并行不悖，而且在一个共同的体系中相互制约。意义的多重性证明了作品的深度”。
 

我使作为自在存在的审美对象又具有自为存在的特征。艺术家和欣赏者的人性原因，使审美对象成为一种为我们而存在的目的自为的对象。杜夫海纳将意义看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包容，认为审美对象“具有一个我们能够把握的客观的存在，而且任何知识都源于知觉，因而知觉的自在不可避免是为我们的存在”。
 但作为一个唯实论者，他一直强调审美客体先于知觉活动，所以知觉不过是一种服从性的接受。审美对象的存在就是为了能被人们所知觉，它自身也只能仅仅在感觉中才能被真正了解。它们存在需要我们去感觉它，我们作为它的观众就是它的本质的一种证明，它的自主性向人们召唤它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杜夫海纳又强调：艺术作品“绝不是单纯为我们而存在，而是我们为艺术作品而存在”。意义也在于知觉者，是“既内在于审美要素，又合于审美要素”，意义是审美要素的形式。 

任何艺术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占有时间和空间，这是艺术存在的本体论依据。意义也是通过时空的“先验图式”来安排审美要素的。时间和空间互相联结，甚至互相承续，致使每个审美对象的空间实现了时间化，它的时间实现了空间化。审美对象成为了一个包容人物、地域和事物的，自在自为的“被表现的世界”（expressed world）。尽管审美对象作为对象物有其从创造到毁灭的历史特性，但它所禀有的精神性使其依然保持着一种超越时间的姿态而傲然挺立，这种“享有特权”的审美对象，因其将时空内部关系蕴藏于自身的存在而成为一种“准主体”。正是空间和时间使审美对象成为能够构成它所表现的那个世界的准主体。作为准主体，审美对象可以被看作具有独特方式的自为存在。然而，正是通过审美要素，审美对象才近乎人类存在经验中的根本自在。审美对象那难以测定的深度和无穷的丰富内容，使这个具有主体生命意向的“准主体”拥有了一种特殊的真实性和独特的存在意义。

主体赋与现实对象以意义，艺术是人类的意义授与活动的最重要的方式。审美对象作为“准主体”，具有意向性特征，这样“当我全身心投入作品中时，作品的意义与我融汇为一”。
 这种我与对象的完美融一，使主体通过对象而把握到自我的深层存在。深层存在既是审美作品的特征，又是感知者的特征。“把握深层存在意味着拒绝把存在当作一种物的观点，物是外在于存在的，流逝在过去的时间中。把握深层存在，意味着对自身内在生命的把握，将自身统一协调起来。”
 没有审美对象，现实的意义就不会呈现，因此，审美对象是一种人生的表达，它呈现和展示出人的内在和外在的意义；意义就是存在，存在迫使人们追寻新的意义。杜夫海纳说：“通过赋予审美经验以本体论意义，我们领悟到，情思前设性的宇宙论和实在论方面的意义都建立在存在之上，存在是意义的负载体，它将自己呈现在现实之上，并促使人们表达意义。”
 正因为审美对象同时含有自身本体世界和知觉意向，并体现了自身和自为的真正结合，才传达出一种存在的“准主体”意义。

当杜夫海纳用全书近一半的篇幅（即第一部分）论述了审美对象以后，便走到与客体相对的另一极：主体知觉的研究。杜夫海纳指出：“审美对象的现象学现在必须让位给审美知觉现象学。”杜夫海纳的知觉论受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审美经验现象学》是梅洛-庞蒂关于“知觉第一性”论点在审美经验方面的发展。

其实，杜夫海纳从现象学角度出发考察审美对象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知觉问题。因为审美对象作为为我们而存在的自在自为体时，其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被感知。因而，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既非观念意义的存在方式，也非纯粹意向对象的存在方式。审美对象需要被我们所感知，需要我们的知觉完成审美对象的确立，因为“只有通过知觉方能实现其感觉物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审美对象只有在欣赏者的意识中才能完成为审美对象”。
 因而，艺术并非单纯地让人人静观把握，相反，它需要人通过知觉去作为艺术品的基本见证，通过唤来知觉以证实它的独立自主性。也就是说，需要欣赏者集中意识积极投入对象本身，甚至臻达心醉神迷、物我不分之境，并藉此呈现出审美对象的独特意义。

知觉的重要性是杜夫海纳反复强调的，因为只有通过知觉，审美对象才会使我们感动和沉醉，就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经验只能是一种知觉经验的形式。这样，杜夫海纳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提出自己的“总体知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知觉过程包括三个阶段：1）呈现（presence）；2）再现和想象（representation and imagination）；3）反思和情感（reflexion and feeling）。

“呈现”阶段，知觉作为整体的前反思的和与身体并行的东西大量发生。杜夫海纳认为，感受者的躯体（我思之躯）率先体验并调节审美对象的“呈现”，在这一呈现的前反思的我思阶段，主体（知觉者）与对象（艺术品）之间交流相融仍是初级的。

第二阶段即再现和想象阶段，知觉倾向于客体化，把被感知的存在的初步内容形成明显的实体和事件。想象是“超验性的”，它预示着可能的再现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想象又是“经验性的”，它赋予现实作品以充实的意义。“就其超验性一面而言，想象预先设定了一种既定的存在，并赋予它以丰富的可能性和意义。”
 但是，想象尽管重要，但在审美经验中并不起关键作用，因为，“再现的客体并非真是想象出来的”。
 杜夫海纳不同意浪漫主义过分强调想象作用，认为应该将想象置于审美经验中的—个较低的地位，甚至必须将其严格局限于审美对象的呈现中，因为作者表达的意思就是“基础”，欣赏者只须感觉作者原意就可以了。因此，“只有审美对象才能将凭空神思的想象遏制下来，使我们澎湃的情感重归纯洁状”，
 而“真正的艺术作品可以使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加以节敛”。
 这里，杜夫海纳将知觉置于想象之上，认为阅读作品时，作品中的事件早已历历在目，无需我们再去想象。这与英伽登认为的再现的对象是由若干“未定点”的“图式化”构成，并与读者意识活动（想象）的具体化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个阶段是伴随着“情感”的反思阶段。杜夫海纳认为，“反思即对情感的反思，通过反思，情感本身得以实现”。
 而所谓情感，是一种接受能力，一种对特定世界的感受力和感觉这个世界的感悟力，情感成为感觉表达的“新的直接性”。当知觉正常进行时，它会变成客体分析性反思形式，而进入理解和认识：“首先是探讨审美对象的结构的反思；其次是探讨再现的客体的感知活动的反思。”
 或者，知觉也可以转向另一种“同情性（sym-pathetic）”的反思。杜夫海纳认为，“通过同情性的反思，我投入作品之中，而不是作品听凭我的仲裁，作品的意义与我相融合贯一。”
 因为，从知觉主体内心产生的情感欣赏者与审美对象的深度即被表现世界保持协调，这时，我们通过情感与审美对象的固有的表现性建立了联系，知觉成为了特定的审美知觉。因此，审美知觉的真正的最高点存在于情感之中，情感揭示作品的表现性。如此一来，情感作为“深层存在”就成为了主体成全审美对象的最终方面，而呈现为审美作品的特征（情感是作者的情感）。循此出发，杜夫海纳认为，审美批评没有必要去关注作者意图、传统影响和时代背景，因为，作者相关的意向性已经转化到作品中，批评自然无须到作品之外谋求什么东西。

情感是朝向主体一极运动的，然而，情感的终点却与客体一极相联结。客体对主体的依赖不是为了被观察，而是为了它的表现性被主体所发现。一个自在自为的客体，仅仅处于未被展开的层次上，并不具有审美有效性。只有当主体的情感介入渗透客体时，并通过全身心投入而产生共鸣时，对象才深刻地揭示出人的主观方面。因此，“审美经验在解读表现的情感中达到顶点”。
 因为，情感总是某人的情感，它不能脱离人的活生生的肌体，不能成为非人，而是表现人这一主体的人性深度。因此，人这一主体正是通过感觉，也仅仅通过感觉才呈现于审美对象。可以说，情感作为一个中介环节沟通了主体和客体这两种审美深度，因此，情感即两种深度——被表现世界的深度和这一世界观察者的深度的相互作用。

杜夫海纳在论述了知觉主体特性以后，集中讨论了主客体的协调统—问题。他认为情感不仅是审美知觉的顶点，而且也是它的关节点。主体和对象在节点上合并为审美经验，从而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特有协调。

在《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第四部分“审美经验批判”中，杜夫海纳揭示了审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情感的“先验”方面。在杜夫海纳那里，“先验性既是主体的确定性，又是客体的确定性。先验性具有存在的特征，它先于主体和客体而存在，并将主客体协调统合为一”。
 先验性贯穿于知觉的三个阶段，而情感的先验性，既是实存主义意义上的，即它是构成活生生的具体生命主体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它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它是从个体基础产生的，并直接构成对象。同样，知觉主体也表现着先验的特征，因为只有主体先在地拥有“高雅”、“悲”、“崇高”等情感范畴，他才能把握或领会这些范畴的先验结构。杜夫海纳明确指出，诸审美范畴都是先验性的，“不管世界上会出现何种先验知识，不管相互之间差异多大，都没有例外地是人所持有态度的先验知识”。
 审美范畴是“人文范畴”，我们对审美范畴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特征的先验，它是潜在地存在着的，是原本就有的，因为，如果我们与它压根儿就没有关系，那么，也就永远不可能认识它。杜夫海纳把对这种潜在的认识看成主体的整个存在（即他的“存在的”先验）的一个重要维度。那么，主体怎样动用普遍的审美范畴去认识特殊的艺术品呢？杜夫海纳认为，“一般寓于特殊之中，每个人都有自身独特的生存方式，但在本质上又与他人具有普遍共同性。”
 在先验阶段，个人的经验模式和共同普遍的审美范畴达到了整合，主体和对象实现了高度的协调。这样，杜夫海纳通过张扬其“情感的先验知识”理论，阐述了自己的“纯粹美学”理论。

《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思路是，从现象学问题出发，经过先验问题，走向本体论问题。因此，杜夫海纳接下来讨论本体论问题。他认为人类（存在论）与世界（宇宙论）的存在统一，是本体论的最高境界，而向本体论维度的上升构成杜夫海纳的艺术真实的基础。

杜夫海纳首先考察审美对象的真实问题。在他看来，如果审美对象是真实的话，那么它是否要求具有现实性？因为，超越了表达自身个别存在意义的审美对象，其指认活动的最后归宿是现实世界，艺术和存在的真实取决于现实（字宙论）的真实。审美对象的真实包括三个方面：一、作品自身存在的独特完善之真；二、作品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审美体验之真；三、审美对象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真实，而后者是杜夫海纳考察的中心。艺术存在和现实本身只不过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根本存在的不同表征。艺术表现现实，因为艺术和现实都是归汇于存在。艺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对现实意义的阐释，但只有通过揭示现实的“情感本质”的主体情思才能达到。因此，艺术作品的真实不仅在于它再现或摹仿了现实世界，而更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情思。

这样，杜夫海纳在再现论和表现论方面走了强调主体情思(表现)的一端，他进而认为现实世界的意义来自主观性。现实是“取之不尽的意义之核，然而它却没有自身的意义”。
 只有主体才会发现世界和存在的意义，只有生命存在才驱使人表达存在的意蕴，只有人才能在自身和现实中发现意义，并使这意义通过艺术作品表达出来。因此，现实存在这一意义的负载体，需要审美世界这—意义的表征体。审美对象展示了人类深度生存的意义，艺术家成为真理的敞开者。“艺术家尝试着说出本真，他的真诚性必须与现实在艺术中展示的真实直接同一。”
 杜夫海纳坚持，现实摹仿艺术，因为艺术启迪现实去重新发现被遮蔽的真理，即去发现人自身存在的根基”。

艺术同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是人类的永恒之谜。杜夫海纳断言，艺术审美现象向本体论现象——即艺术与存在，在人类经验中紧密相契并相生相发。艺术是一种比理性的论证更为普通的话语，它力图否定那个毁灭文明的时代。通过艺术，人们仅同现实世界恢复了本真的联系，而且，他还可以在艺术中超越现实，预感全新的存在。杜夫海纳从现象学出发，并超越了现象学本身，最终走向艺术本体论。在本体论问题中，他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人这一审美经验主体身上，并从审美经验本体角度去解释艺术存在本体。当然，这些论述无—例外也得益于他的审美经验现象学，因为，“审美经验本体论发现自己可以根据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得到阐释”。
 

第三节  诗学与现代艺术

《审美经验现象学》的发表，轰动了法国哲学界。杜夫海纳从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互相关联中研究艺术引起的审美经验的“现象学美学之路”，他成为法国现象学的真正创始人之一。

五十年代中期，杜夫海纳发表《自然界的审美经验》。这篇文章集中阐发了这位现象学美学家关于“自然审美化”的思想。还在写作《审美经验现象学》时，杜夫海纳就说过：“研究自然界的审美对象留待以后再进行，……因为自然审美化会涉及心理学和宇宙论的问题，有超出审美经验现象学范围的危险。”现在，杜夫海纳动手解决自然审美化这一难题。

艺术审美经验与自然审美经验是有区别的，艺术充分发挥趣味并引起最纯粹的审美知觉。艺术作品刺激目光，目光把艺术作品改变成审美对象。但是，在自然面前，审美经验不能具有在艺术作品面前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和严格性。同时，当主体同自然（自然物）与艺术（人工品）打交道时也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在对艺术的意向性活动中，我们存在于艺术品之中，我们本真地成了我们自己，被我们的过去所填满，并全身心地进入凝神静观的当下存在之中。而在自然的意向性过程中，我们存在于自然就犹如存在于世界—样，我们被指向自然对象并受其包围和牵连，因而，自然审美意向性不那么纯，它更趋向自然，它针对的对象属于自然。但是，杜夫海纳并不认为自然审美经验比艺术经验要低，他强调，真正的艺术永远带有自然的外表，甚至突出自然运动本身的必然性，并从人的身体的深处觅其源泉。“真正艺术不属于自然的原因在于，它服从于人体的生理结构，所以它服从于事物的实际情况。”而当人面对山的高耸，海的浩瀚所感到伟大崇高时，这并非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品德”，相反，“伟大和崇高是自然本身品德的投射，精神在自然身上认识到并通过自然感到被召唤而返回自身”。这样，自然把我自己的形象反射给我。对我而言它的深渊就是我的地狱，它的天穹就是我的高尚，它的鲜花就是我的纯洁。这里，杜夫海纳从哲学维度上把握到自然美是人的审美意向性投射的自我观照这一重要思想。同时，他没有走向黑格尔的理念论，而是强调人的活生生的生命投注，坚持了现象学立场。

自然物与人工物相对立，但自然与艺术却相互协调。自然只有在通过艺术辐射性地呈现于自身中并审美化时才是审美的。任何对象只要具有隐喻性意义，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同样，具有审美意义的自然也可以变成审美对象，不管自然是否“人化”，只要是具有表现力又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它就成为审美对象。落日的余晖并不服从画家用于调色板上的规律，同样，林间的风声鸟啼也不服从旋律和声的规律。自然与艺术的差距就存在于自然的必然性与艺术的必然性之中，必然性自己表现自己。自然尽管千变万化，但它永远处在现在，它没有历史，它是与其自身的同一，而不是与自身的决裂或对自身的扬弃。面对自然时，我们感到我们所处身的世界的永恒和无限。“在自然的审美经验中，情感向我们揭示了存在（大全）的完满，而我们便是虚无。”杜夫海纳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正出现在这个现在之中。自然所激起的审美经验给我们上了一堂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课。这样，杜夫海纳就通过自然审美经验揭示出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

自然审美经验尽管不如艺术经验纯粹，但它在使我们与事物浑然一体而使知觉向世界敞开方面，有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因为，现象学还原在自然审美这里，只能宣称自己是不可还原的，只能产生对世界的信仰，而不是中止这种存在的信仰。它肯定了与自然的一种共同天性，指明人愈深刻地与事物在一起，他的存在也愈是深刻。杜夫海纳说，当我面对自然时，自然对我说话，我听得见它，它比艺术对我说得少，但至少它告诉我它自己的必然性，在对我谈论它自己时，它向我谈论了我自身。它告诉我这星空的无边无际的呈现是一种为我的呈现，我在冥冥之中与这无限永恒的呈现相协调一致。“在这世界里，人在美的指导下体验到他与自然共同实体性，又仿佛体验到一种先定和谐的效果。这种和谐不需要上帝去预先设定，因为它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毫无疑问，在杜夫海纳看来，自然的审美化是人与自然的重要联结之维，因此，自然美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学问题，而是生命（有限）与世界（无限）的把握和超越的哲学问题。

50年代后期，杜夫海纳在继续思考自然与生命的关系的同时，又将《审美经验现象学》中关于“先验”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的重点。因为，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杜夫海纳的“先验只有在经验中才能显示出来”
 的命题并未完全展开，很多问题都悬而未决。诸如先验是怎样显示出来的？显示出的是些什么？是作为现象的特征或作为本体论意义显现于经验之中？这些问题留待这位现象学家去解决，为此，他写下了《先验的概念》这部书，并于1959年出版。在阐述过程中，杜夫海纳把人类主体放到广阔的自然和历史中，将其与世界置于同等地位。这里我们仍能看出，杜夫海纳的这一思想与审美对象和知觉主体所达到的协调统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无可置疑的是，《先验的概念》一书是杜夫海纳前期思想向后期思想转折的关节点。

1963年，杜夫海纳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诗学》出版，引起很大反响。《诗学》的第一位主题，是关于“自然审美化”命题，这一命题在《自然界的审美经验》中已经初步展开，而《诗学》则进一步确定了“被审美地感知的自然具有本质上的必然性”这一思想。杜夫海纳在书中没有在把诗本身归结为表示审美经验顶点的诗境上多费笔墨，而是努力确立关于自然这—基本力量的观点。自然是大美无言，它本身沉默不语，却首先通过山水、天空、黑暗和光明这些基本形象向我们说话。具有原型身份的这些基本形象进入艺术，表现自然中的东西，“所有艺术都像自然一样富有表现力，但艺术表现自然，而自然表现自己”。可以说，所有的艺术都模仿自然，艺术把自然变成世界，变成与人类同在的东西。“自然正是在对象身上并通过艺术家这个中间人来表现自我和其他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诗学》在两方面突破了《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格局，而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首先，《诗学》不再将自己局限于欣赏者对自我封闭的审美对象的审美经验的研究，而是涉及到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和意向性活动，并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尽可能清晰而全面地阐述诗人的作用诗歌创作中灵感和想象的特征。这种论述，使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的现象学描述更为忠实和全面。其次，《诗学》“完成了从先验到本体论的跃进”，这种向本源复归式的“跃进”，是《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曾经提出而未能真正完成的。也就是说，《诗学》从人类与世界的平稳基点上返身回到这一基点的本源——自然（大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夫海纳认为：自然是人类和世界永不枯竭的源泉，也是艺术永难穷尽的本源。但是，自然需要艺术，而不管自己在本体论上处于优先地位，犹如审美对象需要欣赏者一样，二者目的皆是：辉煌的呈现。需要指出的是，杜夫海纳在《诗学》中较《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更明确地认识到人这一主体的关键作用。《诗学》不但把人描述为自然的“共同实体”，而且认为，只要自然与人类一起出现，只要自然出现在人类面前，那么，自然就是为了自我出现而创造人类。其实，自然在杜夫海纳那里，已经不是与人类毫不相干的自然，而是成了“人类中心的”自然。

1964-1974年，杜夫海纳除出版了《里程碑》（1966年）、《为了人类》（1968年）两部著作以外，还陆续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论文先后被收入《美学与哲学》（两卷集，1967-1976年）。

《美学与哲学》是杜夫海纳晚期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其主题内容包括美的本质、审美价值、现代艺术、艺术的消亡等。其鲜明特点是对艺术领域的突出重视。

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审美经验。审美经验以感性形式肯定对象的审美价值，在这种感性形式中，人类意识的各种能力达到了某种协调。杜夫海纳认为，美的本质与审美价值问题，在当代美学中并不是被摒弃和消解了，相反，我们无法回避，必须做出回答。他在分析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以后，明确指出，那种认为美这个词已经消失了的看法，是一种虚伪的或懒惰的态度。因为事实上，艺术本身并没有抛弃美，艺术的目的仍是追求美。“美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存在于某些让我们感知的对象中的一种特质，这些对象永远是特殊的。美是被感知的存在在被感知时直接感受到的完满。”
 在杜夫海纳那里，美的本质包括彼此相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感性的完满，二是完全蕴含在感性中的意义。这构成杜夫海纳美学思想的重要基点。

在杜夫海纳看来，所谓价值就是存在，就是完善的存在。而审美价值是一种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它意味着在感性形式中实现的感性与意义的高度统一。梵高所画的椅子并不向我叙述椅子的故事，而是把梵高的世界交付于我。这一审美对象不是向我提出有关世界的一种真理，而是对我打开作为真理泉源的世界。审美对象的价值把世界包含在自身之中，使我理解了世界。同时通过它我在认识世界之前就认出了世界。在我存在于世界之前，我又回到了世界。杜夫海纳强调：价值就是对象；创造价值就是创造对象；创造审美价值就是生产具有新意义并传达新世界信息的新作品。审美对象所显示的和在显示中所具有的价值，就是所揭示的世界的情感性质，这种情感所暗示的世界是迫切而短暂的经验，是人们完全进入这—感受时，一瞬间发现自己命运的意义的经验。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它是—切真理的家园。

不难看出，杜夫海纳的美学思想受海德格尔影响的痕迹，但这位现象学文艺美学家没有像海氏那样去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返回到事物本身，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中去探讨审美对象的价值。因此，杜夫海纳认为，在世界上存在，就是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不是原来没有我，后来才加上我的世界，我不是世界的外人，我存在于相互关系之中，我便是相互关系的诸多项中的一项。通过艺术我发现了自己的世界——梵高的世界或莫扎特的世界——这是一个可能的世界。审美价值是人与世界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根据这种纽带，人在自我创造的同时进行创造，因为他是被创造出来的，他身负世界而又献身于世界，直到在审美经验中自我异化为止。”
 

杜夫海纳对艺术问题极为重视，他渊博的才识使他能在文学、电影、绘画、音乐等不同艺术种类领域作得心应手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艺术不是语言。因为，在艺术中没有语言所具有的“要素”，艺术中的单元如色彩、线条、音符、话语等都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存在，它们向艺术品的整体融合在一起，而只有在这时才获得自身的存在。杜夫海纳强调：“没有母艺术。”
 因为，艺术家不能在艺术之中，而是在艺术作品之前。而且，艺术总是内在于艺术家的，它的语言不和艺术家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他的身体，他的独特本质。因为，真正的艺术总是产生出它自己的语言，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他自身。杜夫海纳不同意符号学将艺术等同于语言，把艺术的单元等同于符号，从而造成内容与形式割裂的做法。他认为在艺术中，内容内在于形式，意义内在于感性。“艺术没有元语言”，
 因为，艺术语言并不真正是语言，它不断地发明自己的句法。它是自由的，因为它对自身说来就是它自己的必然性，一个存在的必然性的表现。

每一件艺术作品自身就是一个自身就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整体，它自己说明、显示自己。因此，杜夫海纳认为符号学应该划分出如下三个领域：一、次语言学领域，即尚未具有意义的系统；二、语言学领域，即利用代码传递信息的系统；三、超语言学领域，即不用代码却传递信息的系统。艺术似乎是超语言学的最佳代表。杜夫海纳不同意把艺术看作语言而通过语言去理解艺术的观点，他提出应该进行相反的动作，即通过艺术去理解语言。因为语言通过表现能力证实自己的语义功能并实现了自己的存在。我们通过表现能力向世界开放并且被卷进了语言，每当语言出现于世界，世界就闯入了语言。

杜夫海纳提出现象学文学批评的概念，认为批评家有三项任务，即说明、解释和判断。而三种活动之间并不保持某些必然的关系。按杜夫海纳的设想，“说明”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回到作品去”，不受外加的概念的干扰，客观地描述作品的意义；而解释和判断要引进外在于作品的因素，如作家的心理背景、人生历程、历史环境等。在杜夫海纳看来，批评家应将作品当作一个完满的整体来看待，把作品作为它自身的标准，而不要掺杂其他不属于作品本身的东西，更不能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作品。解释和判断与现象学无涉，现象学肯定“说明”，“说明”应指引解释和判断。但杜夫海纳不排斥后两项任务，并承认实际的文学批评不能全盘接受现象学方法。

杜夫海纳对现代艺术的命运和意义极为关注，在《美学与哲学》一书中，他对“艺术的消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难看到，当代世界笼罩着一种形式化的气氛，人变得空虚并被异化了，印刷品泛滥，使人们不再思考而把思的任务交给了科学家和政治家。对整体性普遍性的追求导致形式化思想对人的异化，艺术家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过正投身于—种空前的精神冒险之中。艺术被思考，直至成了自省艺术。当代艺术变成了不断求新的过程，作品也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尝试，于是艺术家渴望着一种不可能的纯粹，一种令人窒息的深刻。杜夫海纳认为，创作的结果是沉默，是对尘世的弃绝，是—种死的意愿。自然对象的诗意被瓦解了，世界沦为散文。现代艺术广泛地成为非对象的艺术，成为走极端的形式。

那么，艺术真的走到了它的末路吗？艺术会灭亡吗？对这些问题杜夫海纳并不悲观。他认为，艺术与现代文明面临同一个历史困境。如果说艺术失去自我，那是因为它在不断寻找新的自我；如果它应该死亡，那是因为它的生命力太旺盛。杜夫海纳坚信，艺术还将在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将重返世界的本源。艺术永远能表现这个世界。“艺术永远是人对自然的第一声回答。像这样经过挣扎和痛苦，躁动在即将临盆的世界的腹中，艺术可能仍然是幸运的，而且有着美好的未来。”
 杜夫海纳对现代艺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相信现代艺术并非艺术的末日，而是呼唤重新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开端。

作为一位现象学文艺美学家，杜夫海纳一生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美学和诗学（文论）。他相信，审美意义产生在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世界只有在人的目光或人的实践的自然之光中才能得到阐明。 

第五章  日内瓦学派：现象学批评

现象学文学批评，即将现象学的哲学理论运用于美学和文学批评之中的实践活动。这一派理论集中体现在“日内瓦学派”的现象学家的文学批评实践中。

大致说来，凡是源于胡塞尔现象学观念所产生出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都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现象学的文学批评。当然，真正将现象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全面直接运用现象学理论于文学批评实践的当推日内瓦学派。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

日内瓦学派大多数成员都曾在日内瓦大学执教，其文学研究方法也大致相同。日内瓦学派批评家又被称或自称为生成批评家（genetic critics）、主题批评家（thematic critics）、意识批评家（critics of consciousness）
 等。一般而言，日内瓦学派是一个杂色纷呈的学派，其在哲学和文学的传统上大致受卢梭的浪漫主义传统、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尤其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方法的影响，而成为具有相近的哲学思想、相近的文学观念和相近的现象学批评方法的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流派。

受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日内瓦学派强调，对作品的阅读是一种心灵进入另一种心灵的迭合，是读者的体验与作者的体验的“再体验”（re-experience）和“再创造”。因此，这一文学批评流派强调浓郁而浪漫的心灵亲和因素。

受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的影响，日内瓦学派强调对本质的研究，即—种反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理的研究，重视对文本的细读和做出新的阐释。批评家努力追寻作家深层的生命意识相内在的文化意蕴，将其作为生命体验和审美意识的根源，并通过自己的批评语言深入作家所创造的世界、人物、情节、结构中去，批评家的精神与作家的精神历程相遇合，使阅读之维上升为文学的主线，打破作家和作品的单一模式，使作家、作品、读者、批评成为一个综合的整体结构。

受胡塞尔、海德格尔相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影响，日内瓦学派强调文学作品是人的意识的一种集中表现形式，文学批评是通过对这种人的意识的“现象学还原”而达到一种“本质直观”，并在这种意识批评中获得还原之后的“纯粹意识”。
 

在日内瓦学派看来，意识不是被反映的东西，相反，意识总是与意识的对象紧密相关。因此，在批评中主体和客体不能截然二分，而是一种主客体合—交融的存在。人在面对他的对象时，就面对了自身，人在面对了他人的世界时，也就面对了他人的意识。在这种主客体合一的现象学本质直观中，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历险”，获得了这种精神历险的完成和完美的传达。这种精神历险传达出的正是作家隐藏于作品中的意识和无意识。正是“意识批评”使生命意识与无意识得以显露和呈现出来。

文学作品是作者的精神意识的还原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根本性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就是通过文学媒介的层层揭示而去彰显这种经验的意识模式，以及这种经验意识模式中所深藏的人类母题和艺术意象的网络。批评家在重新阐释人的意识模式的同时，掌握了作家把握世界和言说世界的方式，并通过作家与世界的这种现象学关系，揭示出人与物、心灵与作品的最为内在的现实意识模式。

梅洛-庞蒂认为主客体是相互蕴含且不可截然分开的，从而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推进了一步，将其彻底还原为一元论的认识论，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同时，梅洛-庞蒂又在语言学领域为日内瓦学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他将语言看作“意向性活动”，语言在意向性活动中是—种“姿态活动”，它不是意义的符号，而是一种意义的象征。
 也就是说，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在人的总体生命中有着同样重要的功能，人们不能抛弃语言结构而到他处去寻找意义，而只能在语言结构所表现的“姿态意象”中去寻求意义。所以，作为意义体现的语言结构，是姿态性表达的。语言结构必须理解为说话者的表达，语言是主客体活动的结晶，也是主客体活动得到进一步阐释的中介。语言结构的内在意义是文学表达真实本质的依据，语言在不同层次上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并通过其意义的层层揭示，显示出言说者的整体经验。

梅洛-庞蒂关于“沉默”的思想直接影响着日内瓦学派。思维即沉默的内在语言，沉默的思想并不比语言优先，却存在于语言之中，并与语言相伴而生。语言及其沉默是一种意向性存在物，或是一种姿态，它表达了作者所言说的字面意、字内意和未曾言说的象征意。正是这层象征意，使得文学现象成为一个永远阐释不尽的本体结构。

日内瓦学派受到了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的影响，使得它既重视浪漫的心灵的重叠，又重视历史的阐释和再体验，同时还重视本质的还原和对语言结构的本体论意义揭示。这样，现象学批评就成为对文学作品和作家意识的参与，它要求排除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偏见，本真地投入作品世界中，再次体验和思考别人已经体验过的经验和观念。批评就成为关于文学、意识、历史的再度体验和更新意识。作为一种“第二体验”，对于“原生体验”即对于作品、作者的体验进行再度体验的契机，并通过这个契机，使建立在作家作品基础上的批评成为表达世界和人生的全新感受，以及把握意识的新创作和新阐释的重合。

如此一来，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创作和批评的相互介入和契合，通常包含着自我与社会之间无法分离的新意义的相互渗透。意义分别由创作主题和批评主体产生，双方作为意义之一元又彼此不可分。当然，日内瓦学派一再重申阐释特征的被动感受性，而坚持去掉自己的偏见杂念，去体验作者深邃的灵性。也就是说，诗意地在情感共鸣中体验作者的现象学自我或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自我，并进而揭示这个自我与批评文体自我，同时，描绘这种双重自我叠合的体验，使这种描述尽可能地成为准确、客观、恰当的阐释。

事实上，就现象学而言，知识是对一个客体的把握，然而客体同时也把握了我们。知识不仅仅是把握的对象，也是对客体的重新建构。所以，现象学是不可能纯粹客观的，日内瓦批评也同样不可能变成“纯粹科学的批评”，它仍然具有心理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痕迹。因为不管怎么说，再度体验至少部分地由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共同生成，获得的情感乃是作者自我与批评家的再度阐释和相互蕴含而再生出来的。

第二节  文学现象学批评

作为现象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实践者，日内瓦批评家可以说是将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文学作品阅读和批评的典范。

日内瓦学派大致可以分为几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马歇尔•雷蒙（Marecl Raymond）和阿尔贝•贝甘（(A1benrt Béguin)，他们又被称为“元现象学批评家”；著名批评家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是处于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间的重要人物，他的批评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第三代人物是让-皮埃尔•理夏尔（Jean-Pierre Richard）和让•卢塞（Jean　Rousset）和让•斯塔洛宾斯基（Jean Starobainski），
 以及J•希里斯•米勒（J.H.Miller）。他们构成了这—学派的群体力量。其后，还有些只能称之为“日内瓦学派的同路人”的批评家，如斯泰格（Emil Staiger）、后期的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早期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这里仅评介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

雷蒙和贝甘是日内瓦学派的第一代，或者说，仅仅是过渡性的人物。他们作为这一理论的先行者，其思想主要处于传统批评与现代现象学批评之间。雷蒙的《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 一书，可以说是日内瓦学派的起源之作，但是还存在着浓郁的19世纪学院派批评气息，其著作的主要观点是“非现象学”的。而其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发表的《诗与真理》一书，可以看到雷蒙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论的批评者。

雷蒙的批评有几个特点。首要特点是，他总是将作家的个人生平和社会关系减少到最少的程度，而以批评家自己的意识去追寻作家的深层意识，要像作家—样全面地融入生命。因此，雷蒙的批评是一种张扬了文学“参与”活动的批评。他这种“参与”并不是以我为主体对客体加以全面把握，相反，是通过一种“自愿的忘我”和“彻底的中立”的现象学还原，获得对一种激进意识和思想张力的等待，批评主体和创作主体相互蕴含而实现批评的真正的参与化。他在批评中总是以自己的意识去把握和获得作者意识的回应，这种自身意识行为脱离了一切对象，进而推进到两种经验整合进而参与到“人类的初始经验”。这使得雷蒙的文学批评通过自身与人类的经验联系起来，使经验获得某种普遍性。因此，又可将这种“参与性的普遍经验”称之为“认同性”批评。

批评家是这样的人，他以获取作者感悟而进行“共同体验”为开始，在精神上过着与他自己生活不同的再度体验的生活。在这种参与中，他就通过另一种生命的本质呈现，而领悟到生命的普遍性。批评家在心灵中改变着自己，而与那些言说着的作者加以认同，从而使批评家成了“创作主体”，他既关涉到本质，又关涉到再度的体验。“再度体验”使得批评家在自己身上重新唤起作者曾经拥有和体验过的那些激情、思想、观念和意识，这种价值只有在重新诞生的精神中才能完整地存在，并通过客体传达给他者。这就是马歇尔•雷蒙的“参与性批评”。这种批评源于一种生命意识转化，这种转化彻底到无法将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相分离。相反，这种，“参与”使得批评变成主体对作品的新介入，成为作品的再生，使得“意识原本”通过行动着的客体而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

雷蒙批评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批评的创新性和严谨性。他彻底荡涤了19世纪以后那种历史的或客观的批评，而将诗人的思想获得再现、批评家在作者思想中的意识迭合和自我呈露作为自己批评的目的。他通过放弃自己的思想偏见而建立起一种纯粹的、他者意识的、初始的空白意识，从而使他者能在自己的意识中真实地呈现出来。因此，这种批评是一种现象学意识的迭合式批评，他在进入他者的意识之时，先清理了自己的意识偏见，从而使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成为自我批评的行为，同时也是对他者精神的揭示行为，这与过去的印象式批评和经验式批评有鲜明差异。可以说，在这种重客观性、准确性的批评中，雷蒙排除了一切自我的思虑和偏见，将主体带回到一种原始未分的状态，使主体不是在其分别之中，而是在其初始的无分别之中获得自身，于是，意识自身成形而被本真地浮现出来。

雷蒙批评的第三个特点，是强调对“沉默”的本质性的把握。真理有时并不言说，相反是在言说之后而沉默地呈现出来。雷蒙正是把握了这一点，因而，他对本质的把握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在雷蒙的批评文章中，再也看不到圣佩韦那种平易通达的语言，相反，他的思想和表达有一种神奇的语言，甚至是一种模糊的、晦涩的语言，他在写作这些语言后最终进入了“沉默”。他在《柏格森和最近的诗》中说：“可能有另一种性质的意识，它不生于客体反映在思想着的主体的镜子中的那个点上，而是一种晦暗的意识，或者是—种潜意识。”也许，批评家在揭示本质之时，本质的“大象无言”使得他只能通过晦暗不明的朦胧神秘感觉，去无限地接近这种难以言传的意识；也许，只有这种言说奥秘的现象学意识，才能真正从作品的朦胧意味中领悟其重要而丰富的启示性意义。我想，正是参与性、朦胧性、沉默性构成了雷蒙批评的基本要素，也是他的意识批评所表现的多维性之所在。

贝甘是—位日耳曼文化专家，精通德语，对胡塞尔的著作非常熟悉。他在《浪漫精神与理想》一书中，对法国的实证主义批评进行了抨击。同时，他早期又是一个虔信上帝的天主教徒，使他的作品和批评著作有很强的唯心论色彩。

他的批评表现出思想的多维性，而其主导性倾向是在批评中将文学文本屈从于—个更高的真理，因此，作为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贝甘的现象学色彩较少。他强调自己要进入作者所创造的世界中，与诗人精神历险相融合，而使自己的批评具有相当浓郁的主观色彩。他在《关于在场的诗》中说：“诗人的语言坚实，充满着尘世间物的滋味，令人愉快的、在其坚实的语言中被人钟爱的物，他们在其词语的展现中，保留了全部的在场的力量、全部的重力。”

贝甘反对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强调通过语言去把握作者或诗人的超验精神。他在《浪漫派的心灵和梦》中说：“精神可以重新处在纯朴和惊奇的状态中，其存在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被感知。这不是我们现实所知道的那个自然，而是时间之初、处于原初混乱之中的自然。”在自然中，在艺术中重新呼唤那种上帝的光，以及神秘的原初本源，成为了贝甘的批评的特征。贝甘强调“物的在场”、“物中的上帝在场”、“时间和人的在场”、“时间中和人之中的在场”。认为诗是关于“此处的诗”和关于“彼处的诗”，或者是关于“在场之中”和“不在场”的诗。艺术和批评仅仅是一种对于在场的揭示过程。诗是一种标志，标志着精神的真实而与尘世的物相分离，因为，诗在尘世之物上发现了显示和呈现超越之物的合法途径。

贝甘的现象学批评具有浓郁的唯心论宗教色彩。他将文学经验和神秘经验相整合，希冀通过文学经验去体会其背后的神秘的彼岸经验。因此，他和雷蒙一样，仅仅是作为日内瓦学派的初阶而启示了后来者。

如果说，乔治•普莱是第二代批评家的话，那么理夏尔、卢塞、斯塔洛宾斯基、米勒等就可以称为第三代的日内瓦学派批评家。

让-皮埃尔•理夏尔，生于1922年，他的主要批评著作有《文学与感觉》（1954）、《诗与深度》（1958）、《马拉美的想象世界》（1961）、《关于诗歌研究》（1964）。在作品本体论方面，理夏尔强调作品结构是批评家的首要工作，注意从结构出发去分析作品的语言组织和想象构成，并通过诗意的语言描述使人联想到一种有机体，而将文学作品体现为完整的意向性客体的总体。因此，他力求通过语言去表现通往世界之途的感觉和情感，并且在对对象进行分析时，充分激发批评家主体的情思，即通过外部世界和作品世界来探测意向性问题。就这—点而言，他受梅洛-庞蒂的影响是很深的。

从现象学层面来看艺术作品的存在，可以发现，作品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语言实体，而是一个“意向性客体”，在它的语言结构中，留下了作者意识的独特符号。因而，只有通过批评才能从作品中寻找出作者的独特意识。在理夏尔看来，现象学批评就是在文学结构中进行整合，这种整合是本质性的，其本质性表现与新批评截然相反。新批评总是要力求斩断作者情感的介入和接受批评情感的介入，而日内瓦学派却认为，意向性即作者与世界之间多种模式之间的相互介入，只有通过文本的内在分析，才可能将批评在作品中的丰富多样的意向性揭示出来。这样一来，揭示作品的意向性就成为理夏尔的主要工作。

日内瓦学派的另一著名人物让•卢塞，其主要著作有《法国巴洛克时期的文学》（1953）、《形式与意义》（L962）。卢塞强调，现象学批评具有一种批评的普遍性，即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学阐释学，它既要阐释形式，又要阐释主体，同时还要阐释结构。让•卢塞在《形式与意义》中认为，“模式与语言”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应该将作家的情感与其形式联系起来。风格的模式建立在言辞与思想的统一之上，如果选择得当，作品内在凝聚的作者情感中心就会显露出来，所有的细节在与整体的关系中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风格与灵魂是作品必不可少的两个前提，也是实质上被人为地分开的同一内在现象中的两个方面。

换言之，艺术家没有外在的风格，他就是他的风格。他只能谨慎地排除只为某一种现象所独有的东西，而达到一种普遍的“本质直观”。卢塞致力于对系统体验模式的描述，以从中寻求普遍的本质。他要发现在“形式和意义”这种体验模式中的总体系统，即通过自己的批评去贯穿作者全部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形式模式、结构模式和阐释模式，由此逼近作品的真实本质。

卢塞在解释自己的现象学方法时申明，探求作者整体创作中的共同本质和精神本质是其主要的工作。他在《法国巴洛克时期的文学》中说：“人物和场景中的流动性意味着一种关于间断和变动的心理学，本质只能在其表象的瞬间反应中被把握，并在其躲避隐蔽中呈现。”批评是参与一种结构和结构的阐释，是通过解放的思想而投入到精神生活的运动中。没有作品对象，批评意识将不能在此获得开端，不摆脱对象形式的束缚，意识也不可能感知到作品自身的意义。因此，形式的生命是导致意识生命的关键。

当然，仅仅满足于形式的意义生命是不行的，因为形式通过阐释而不断显现出它的精神痕迹。没有意识的结构化就没有结构，结构的意义体现在结构所呈现出的整体意识的意义中。理解一部作品就是理解作者是如何创作它，实现它所需要的那些过程，研究的客观性所能发现的东西也就是回归到意识这一主观性上。发现“主观的意识结构”，既是现象学批评的原则，又是现象学批评的结果。就此而言，从作品形式的客观性到作品意识体验的主观性，事实上是由批评家完成的。批评家不断地在自我意识中重新思考、重新体验原初的体验，进而弥合主观和客观的鸿沟。这也许就是卢塞所称之为“双重语调”的那种存在之物的“在场”。

卢塞的现象学批评，使我们得以看到作品是如何一段段地接近它的意义的终点，而这种终点不仅仅是无穷的“新理解行为”的开始。可以说，作品的意义总是指明在作品之外的那个更大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作品的意识。在现象学的思维中，作品是意义的起源，而非它的终结，它在自身创造过程中又一次次地不断地被创造，在批评中重新塑造着自己的未来。作品之所以是常新常青，关键在于作家、读者、批评家的批评精神。只有有了新的精神，才会使得死的形式和结构获得了某种再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性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推演，它随着作品的成形而获得—种精神性，并在作品的阐释中不断地扩散——意识批评与作品意识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让•斯塔洛宾斯基主要著作有《孟德斯鸠的自白》（1953）、《活的眼》（1961）、《自由的想象力》（1964）。他认为现象学批评不仅能够探讨浪漫主义和后期浪漫主义文学，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分析新古典主义文学。他将自己研究的重点凝聚在“主体间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意向性”领域，着重研究由理性和意志引起的形态学意识。因而，他又被称之为日内瓦学派中最具方法论特色的批评家。

斯塔洛宾斯基对后期胡塞尔非常熟悉，受胡塞尔影响，他强调批评是一种“凝视”。这种“凝视”是建立在对主体之间关系的把握上，是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不断地生发出新意义的前提。没有超越现实环境之外的所谓的客体和主体，而只有处于一种关系构架之中的主体，这个主体可能是独立的，同时又处于一种关系网络之中。他不断地“凝视”自我与世界，又不断地“度量”着他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同时，他还在“发现”自己与对象复杂的关系中，“领悟”到自己与对象的联系。他处在事物的核心，在其现实环境中参与对普遍混乱的分析。他既处在自身之外，又处在他人之外，只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被现实所排斥和疏离。在这种独特的“卡夫卡式的悲剧命运”中，人是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处境的，因此，只能在这种“尴尬状态”中去思想，或思想着自己的“尴尬”，同时以现象学之眼“凝视”着自己的处境。

斯塔洛宾斯基总是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即自身封闭的思想必须离开自身，尽可能找到—条不同对象之路。可是，精神是否有如此大的可能显示出自身无力触及这种对象呢？而且，这种对象是否真的就存在呢？它与我们生成的精神意识的共同点何在呢？它是否属于我们这个世界并能为我们的“凝视”呢？

面对这些根本性困惑，斯塔洛宾斯基呼吁要回到存在，回到世界，回到当下，去理解自身存在和世界的双重奥秘，通过意识和精神去触及存在得以完成的方式，并且透过精神本身去直面世界与自我。意识注定是对存在的纯粹的、外在的，甚至遥远的理解，意识不是存在之物，只是对存在之物的一种“凝视”。这样，文学批评成为人类的精神之眼和心灵之镜，因为批评家将任何对象化的鸿沟填平，而通过凝视存在，使它展现出来的世界图景和人生图景更为清晰。通过它的记录，使人的精神作用于对象，使人不再逃离精神，使作品不再背离意识，使意识寻找自己的本质。

然而，现象表象掩盖本质，观者和批评者很难把握本质，本质的捷径变成了对本质的背离和掩盖。这在斯塔洛宾斯基《透明与障碍》一书中被称为“澄澈的蛊惑”。作家正是在逐渐修饰得透明的宇宙中存在而享有自己的“透明”，同时也在这种人为的透明中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本质。批评家希望通过现象学的本质还原而使本质呈现为精神，在人“瞬间凝视”的本质直观中，使意识通过作品而获得新生，使得精神本真地感受到了宇宙之秘。但是，面对真实使“世界的末日”临近了，在谎言时代之后，将会到来真正的“人的悲剧时代”。

这就是斯塔洛宾斯基在《活的眼》一书中，对现象学“批评凝视”的本质直观。通过凝视，精神可能把握到自己；通过凝视，主体和客体终于合并为主体间性；通过凝视，精神终于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自主性。正是由于被凝视的对象的不透明性，凝视的主体才与凝视的对象相区别，并终于意识到，只有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人的内在性才得以形成，才开始真切意识到自身的本体存在。

强调批评的“凝视”，使得主体之间获得了意识的亲合性，因此，理解是一种逐步地接近完全的契合关系，是创作主体与批评主体的精神体验与意识参与。凝视是建立批评的距离，同时也是建立主体间的融合。可以说，批评成为了一种使本质和思想得以互相渗透的方式，并终止了一切排斥精神而执着于文学创作和批评形式的企图。

希里斯•米勒，早年是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后期则是“耶鲁四人帮”的主将。他的现象学批评阶段主要有三部著作，即《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1959）、《上帝的消隐》（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1963）、《现实的诗人》（Poets of Reality, 1965）。他是普莱的学生。他的观点是他导师的理论观点的回声，但是也有其独特之处，即他的现象学著作把日内瓦的批评实践在英美文学批评中广泛推行，并且为日内瓦学派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米勒的现象学批评坚决拒斥历史实证主义，而使批评有向精神史回归的趋势，从而体现了现象学批评的根本特点，即去发现意识所沉淀在人类共同意识之中的那种本质。他在《乔治•普莱的文学批评》
 一文中说，在任何时候，个体意识无论如何特殊，总参与了一般意识，其特殊性仅在于它对那个时代的共同思想的再现和组织中，而不在于它构想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闻所未闻的思想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意识构成一个封闭的统一体，一个非常像纯粹精神般的透明体。这样一个透明体能够为开拓—位作者心灵的意识所把握，并且在其结构的展开过程中，将被同一种辩证的路线所修改。

批评家个体意识的特殊性，在于描述和组织那个时代的特殊方式。因此，要探讨作家的特殊性，则必须洞悉这种特殊性的内在本质，因为这种形式体现了作者的创造精神的原初统一性。文学作品有—种“不可回复”的特殊性，在文学研究中，首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书页上的文字，它处于阅读行为这一独特性的不可重复的时间之中。当批评家拿一本书阅读时，就面对了这种物质性，并通过这种物质性还原为一种精神性。因此，“批评体验的性质将由意识自身的性质来决定”。
 尽管70、80年代时，米勒已经转变为一个解构主义者，但同样可以看出日内瓦批评对他的重要影响，那就是他重新强调了“阅读的责任”和“阅读的道德”，即细致耐心地用研究的态度阅读，在阅读中要做出基本的设想，如文本说了哪些人们不曾料想的东西，说了哪些人们想说的东西，其中关于文化、历史、语言或符号系统的物质基础表示什么意思等。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现象学的批评方法通过解释学理论而伸展到解构理论中。因此，把米勒看成是前后判若两人并非事实，我倒宁愿把他的现象学时期和解构时期看作是一个思想不断展开、扩充和发展转型的完整过程。

总体上看，无论是雷蒙、贝甘、理夏尔、卢塞、斯塔洛宾斯基、米勒或巴什拉，他们的批评都是一种意识认同和“在场”的批评，不管是意识批评也罢，深层精神的分析批评也罢，都强调文学作品是人类意识的集中的表现形式，而文学批评就是对这种意识的集中表现的批评形态。通过意识的揭示，显露意识背后的意识对象，从而使意识和对象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元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体蕴含关系。

雷蒙、贝甘、理夏尔、卢塞、斯塔洛宾斯基、米勒等人的现象学批评集中表现为对作品固有的意识活动的把握，注意通过对作品的意向性把握而揭示作者与批评意识活动的主体间性。我们有理由认为，日内瓦批评是一种“主体性批评”，其最终目的在于重建文学主体性，并通过批评式的阅读，使作品的感觉和思想被人感觉和思考，并通过这种感觉和思考，使得世界在作品中本真呈现出来。
 

第三节  阅读现象学

如果说，上述诸位批评家为现象学的批评作出了一些前导性或承接性工作的话，那么，乔治•普莱才是真正使日内瓦学派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的重要代表人物。

乔治•普莱是比利时人，生于1902年，其一生主要是强调对批评主体和创作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研究，对法国的“新批评派”有很大的影响。其代表作有《人类时间研究》
、《循环的变形》
、《普鲁斯特的空间》（1963）、《内在距离》
、《批评意识》（1971）、《爆炸的诗》（1980）等。其中以《批评意识》一书为其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作和宣言式的著作。 

日内瓦学派批评家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将其看作作者独特意识模式的形象化语言描述。在普莱看来，与作者自传式的自我相关而不相同的作者意识，渗透在一部作品之中，成为作品内容的主观对应物。文学作品的读者通过“悬搁”和“现象学还原”，从自己头脑中清除掉个人的预先印象（成见）和个人的先入为主性，使自己处于一种所谓纯粹中立地通过作品的呈现介入作者的内在意识的状态中，体验到作者的意识模式，然后在批评家自己的写作中再度投射这种意识模式。

在《阅读现象学》
中，普莱反复申说，书和雕像或花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纯精神性的产品。也就是说，书籍作为一个物质的客体，除了文字、油墨、纸张等符号以外，还充盈着大量的精神和思想，使这些符号载体不再是客体之物，而是有意识、有心灵的存在，是一种“意向性对象”。它是有思想、有形象的新存在，一种来自于读者自我内心的新存在。

一本书会向人们展现自身，书的意识超出自己的物性存在，使人存在于它们之中。书的特征是消除人与书之间的隔阂，人在书中，书在人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使普莱将书看作是被作者所创造、凝定了作者意识的“准主体”。他认为：每当我拿起书来读时，首先产生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我从手中的这个客体里获得了大量的思想，就意识到这件东西不再是客体，甚至也不仅是活动本身，它有心灵，有意识。书本的意识和我们在常人身上所见的意识性质上并无差异，不同的只是书本的意识向我开放，欢迎我深究它的话语，甚至以难以置信的大度容许我分享它的思想感情。
书本的文字、形象和思想，是在阅读过程中依赖阅读者的意识而存在的。这种从物质向精神性生产的转变，使形象、思想成为精神客体，成为主体化了的客体。由于每一个客体都借助语言与读者的心灵融为一体，主客体之间距离大大缩短以至于消失，从而使主体之间产生一种奇异的转化。就读者而言，他的阅读过程是一种现象学还原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生疏到熟悉，从外在到内在的过程，也就是从无意识的深处浮上意识层进而被意识到的过程。就书籍而言，它不仅是书本，而且保存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和精神信念，并使作者的精神性存在得以永恒保存。作为读者来说，就是通过对作品的阅读而使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成为了作者的鲜活生命与读者二度体验所进行的对话场。作者只能生活在作品中，而读者只能通过作品与作者进行交流。

读者一旦读书，书就不再成为物质实体对人产生作用，而是还原为一种思想和形象，而这种“新的存在”变成了“精神客体”，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自我的内心。反过来，一个人—旦中止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而进入书这一阅读经验世界之内，就告别了现实世界和相似的虚幻世界。虚构的事物充斥人的头脑，人成为语言的俘虏。语言构成幻景包围着他，它不可抗拒地占领了现实原有的地位。同时，这个语言构成的世界成为一种主观化的客体，从而大大缩短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普莱断言：文学的最大长处是它能使人信服地抛开平日那种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的不可调和之感。

那么，读者所读的意思与作者的意思具有一种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读者阅读出来的意思与作者原意互相叠合呢，还是面目全非？普莱认为：在阅读中，“我在想别人的思想”，作者思想透过作品向读者入侵，使读者能沿着别人的思路思考，从而成为他人思想的主体，自己的意识像一个外人的意识那样工作。甚至，书中的思想对每一个人说话，属于每一个人。就像货币在人们手中流通一样，思想在人们的心灵中流通。阅读就成为这样—个过程：由于我称作“我”的主体原则所经历的改变，我已无权把它看成我自身，我被借与一个在我内心思维、感受和行动的他者。而阅读的本质即：理解一部分文学作品就是要让作者通过我们自身向我们披露他自己。在阅读中，读者只能生活在作品中，并与作品融为一体。“我感到一种理性的存在，一种意识是另一个人的意识，我自然认为存在遇见的每个人的意识大同小异，在此种状况下，这个意识向我敞开，甚至赋予我前所未有的自由，去思其所思，去感其所感。”
 

从根本上说，批评家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在对一部作品进行批评时，应力求细读这位作家的其它主要作品，并通过现象学的“沉思”，泯灭自我的先入之见，借以排除“自然态度”，“而换一种纯粹态度去直观作品意义”，“暂时忘却作品的客观因素，使自我升华，进而领会一种无客体性的主体性”。
 文艺批评只能摇摆于下列两种可能性之间：其一是没有重复性的一致，其二是没有一致性的复杂。与作品的距离太近或太远都会妨碍“我”进行完全的批评活动，也就是说，会妨碍“我”探讨那种通过语言和阅读在“我”和作品之间形成的互相满足的神秘关系。只有这种纯粹中立态度，才能直观作家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主体意识，把握到作家的意识的意向性活动。

普莱在另一部著作《批评意识》
中，区分了文学作品的三类认识方式。其一为现象直观方式，在作品中有一种被恰当地称作精神的意识因素，它深深地融汇于客观形式中，同时，这种客观形式又在揭示并且吸收着它。普莱强调，批评家应使作者的体验在作品的认识中复活，并从主体出发穿过客体，再复归主体。其二为笛卡尔的认识论，文学作品中存在一种不同的、更高的层次：它抛弃了形式，意识通过超越反映模式而在其中显示意识自身。其三为类似于禅宗的直觉体认方式。然而，究其实质，第三种方式更为“空灵”，没有一个客体能够表达它，没有一种结构能确定它，它在自己的空灵飘忽之中，在自己的绝然不确定性之中展露自身。这种空灵的认识论，其实已超出作品认识的范围而难以确立，而前两种认识论仍然具有浓厚的现象学气息。不妨说，普莱的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现象学之维，使他的批评描述了一个自我与外界互相包容、浸透的生活世界。

意识批评与作品具有相通的情感，这种相通并非相同，而是意识到与作品的距离，总是在保持适当距离中去“审视”和“自审”，并与作品趋同。对批评家而言，就意味着从根本上经历同一体验，这—“体验是借助于文学或文本语言获得的。批评意识与作品的同一，在实现的具体化中离不开语言。与作品的距离太近或太远，都会妨碍批评者进行完整的批评活动，都会阻碍批评者探讨通过语言和阅读在其与作品之间的一种互补互涉关系。而对作品研究的“过分感性”和“过分理性”化，都将丧失客观性而变得不合法。理想的批评应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受梅洛-庞蒂的影响，普莱强调，批评不仅是阅读心灵，而且同等重要的是阅读身体，因为只有通过感性身体和理性精神的阅读批评，才会是丰满而客观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感性肉体的阅读”和“精神心灵的阅读”，主客体之间才会建立一种真正的相互联系的关系，作品的主体才能脱离周围一切而向我言说。于此，阅读现象学的根本意义显现出来，即作品总是通过自己不对言传和不可决定性来显露自己，同时主体在这种阅读中开拓并提升了自己的“主体性”。

那么，如何在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之间获得一种主体间性呢？如何在作品作家的体验中渗入我的体验而获得主体间性呢？普莱指出，文学是生动的，却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存在，缺少的恰恰是某种秩序。它要求阅读者或个体审美批评重新赋予它，总是要塞入某个读者个人赋予它的“他者意义”。也就是说，通过丰富的阅读，使自己将生命体验重新赋予作品，从而使我阅读的东西成为我自己先行塞入的东西。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批评者有什么权力在他人的思想上添加源于自己思想的形式呢？或者为什么批评者可以放弃任何属于自我的思想，而使其思想成为一种内在的虚空以留待他人的思想来填充呢？普莱认为，在文学的形式结构和语词后面，有一种具有空框形式的思想，希望有一种新的阅读来使语词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阅读和批评的意识就变成了一种精神之流，流入作者凝固在文本中的思想。据此，批评也就成为某种思想和感觉方式的无限延续。这种方式虽然产生自他人的思想，却可以在我希望的任何时候成为我自己的思想方式，以至从一种精神到另一种精神的过渡中，内心之流并没有中断，也没有从内到外的滑动。

于是，在批评式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思想反复地重新开始，可以目睹新思想的诞生，思想朝这个世界睁开眼睛，发现了他自己和这个世界。因此，阅读式的批评或者意识批评的阅读就是发现“我思”思想在自我身上流过，滋润着个体不断活跃着的思想，并使整个人焕然一新。从这时起，自我显露出来，世界也通过自我而显露出来。

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种思想行为的摹仿性重复，是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一位哲学家的“我思”，它总是将作家建立的精神秩序变为批评家观察到的那种精神秩序，并重新回溯到源头，在文学文本的一致性中，重新抓住批评文本的一致性。所以，文学批评作为意识行为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是自我意识的重审，它是通过自我意识面对世界意识。总之，谁以独特的方式透过作品感知到了自己，他就感知到了这个独特的世界。
 

对作品的思考，包容了一种自我对自我完整存在和世界面对自身完整存在的思考。一个人在思考和自审自己的时候，他就在赋予他的存在以一种新的形式。歪曲作者的思想，误读作者思想的危险性就在于，他将误解人类精神的导向和自身精神的地基。因为对作品的阅读就是对自我的检阅，就是“回忆”起原初的自我。

现象学批评从根本上说是—种“意识批评”，只有将这种意识加以本真的现象学还原，才能通过自我揭示他人、他者以及整个世界的思想。

第四节　理论特征

日内瓦学派人数众多，观点不一，其批评方式仅仅具有大致的意向性和大致相同的意旨，但是，他们也具有以下一些相似的特征：

首先，是对“意向性”的特殊关注。批评家特别强调作者的意向性和作品语言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意向性问题。他们借用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就是呈现作者独特的意识方式，而欣赏就是复制和再现作者富于意义的行为，阅读是对于作者体验模式的同构性表现。当然，作者的体验模式制约着欣赏者的体验模式，而欣赏者的体验模式又反作用于作者融注于作品中的体验模式。

体验模式提供了思想和意识批评的可能性。体验模式支撑了文学作品本身并通过现象学的研究展现出来，因而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表明体验总是特殊的、个体的、独特的、具有不可重复性。同时，体验又是通过自己不断的迭加、冲撞、对话、感应和汰变，形成了新的对话、新的体验和体验的共同体。在这一临界点上，它又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是两个主体体验的融合。在我看来，体验模式具有潜在性和拓展性，它从根本上是从两人的体验中推及他人、群体、社会和人与世界的关系。据此，美国文论家R•玛格欧纳认为，体验模式在人的意识中扮演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它们是人的统一性的真正原因。文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体验模式统一了想象的虚构的构建物与构建物的文学语言化，整体性体验在此意味着一种有机统—体，由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所构成。
 

其次，日内瓦学派具有独特的“批评方法论”。日内瓦学派以胡塞尔现象学所要求的方法的严格性，来使自己的批评禀有客观有效性。他们反对那种先入之见的主观精神，在阐释文学作品时，努力抛弃自己的偏见，而力求达到—种本质的直观，获取一种客观有效的中立性，使其具有一整套严整的方法论体系。尽管这一承诺并未完全兑现。

日内瓦学派将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方法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强调排除意识的先验因素，进而反对先验论。在解释文学时，努力排除个人世界观的成见，通过意向性描述意识。在他们看来，任何意识都是关于对象的意识，而对象总是意向性的对象。主体与对象相互包容，必须要以自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为前提。通过意向性的分析而探讨作家的意识模式。区分“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在实践上的差别，强调以一种“居中性”态度去进行描述作者意识经验的“内在”批评，从而“直观”到作者的意向性意识、潜在的经验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日内瓦学派批评从初期到晚期都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从早期拒斥历史主义批评，斩断文学与历史、环境的存在性关联，反对为某种文化中的文学精神寻找文化背景（诸如雷蒙、贝甘、普莱、卢塞皆是如此），到50年代，日内瓦学派这种独断态度有所变化，开始认为时代因素与个人意识有不可忽略的关系。这种向“精神史”回归的趋势，显示了本世纪以来现象学文学批评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一般而言，日内瓦学派批评的主要任务有：批评家通过细读作品，考察其提供的“世界”（人物、主题、情节）是否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给读者想象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乃至作品的表现情节与现实经验、生活方式是否相符，只有获得肯定的答案，作品的语言才会具有审美意义。其在上述基础上进—步描述作品的经验世界、发掘作者表现于作品的统一性。日内瓦批评家提倡“细察”或“直觉”文学作品，目的在于有意识地把握作品体验形式的结晶。因此可以说，日内瓦学派探索经验模式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文学作品意识方式的经验模式；（2）文学作品表现的意识内容的经验模式；（3）文学作品语言的经验模式。从这三个方面由浅入深，日内瓦批评分别进行文学方式的区分、内容范畴的分类和语言学的类型学研究。上述三种批评方法，基本上包括了日内瓦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

再次，日内瓦学派反对形而上学，而是尽可能通过一种还原性，去直观意向性意识和潜在地体验模式，以及文学作品的本质等。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强调“个人批评”中的“超个人批评”，因为所谓“个人批评”指的是描述现象学自我的批评实践，即出现于文本中被语言化了的意识，而“超个人批评”指的是不根据现象学自我来描述文本事件的批评实践。然而，麻烦在于，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批评实践本身就预设了自己潜在的困难，这种反形而上学的现象学还原本身也是形而上学的。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所谓个人批评与超个人批评及其形而上学的共同性是一致的。不管怎样批评与阐释，都要根据作者的思想去描述作者体现于语言中的事实，或者是通过作品语言去展现作者的原初意识，这样，原本、本源和真实性就成为明显的形而上学设定。

需要指出的是，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实践，确实将现象学理论原则贯穿于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而与“新批评”有了相当的差异。无论是他们强调现象学还原以把握那种原初的意向，还是强调通过批评阐释阅读与作者进行的全新对话，甚至强调透过对非本质的剥离而达到一种深层心灵的对话，都已经趋近于主体意识的主观性。

“意识批评家”强调通过意识模式、意识内容和体验模式、语言结构去发掘意象和语言之外的言外之意，甚于通过一个作品的整体对其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加以阐释，试图将批评的主体性和主体阐释的有效公正性确立起来，无疑都是大大加强了批评的力度，使得批评家的形象在二十世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同时也向传统的批评模式，即纯粹客观的、以作者原意为主导的批评模式做出了挑战。

不妨说，尽管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尚存在一些理论盲点，但是，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层面，为“内在批评”打开了一条新路，其创新之处，无疑对解释学理论、接受美学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都具有不可忽略的启示意义。 

第二编　解释学文论

第六章  狄尔泰：现代解释学

解释学是当代西方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它产生于德、法两国，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欧美各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传播，而且正在广泛地渗透到各人文学科乃至科学哲学研究中去。

解释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text）意义的理论或哲学。
 这里所说的“文本”，可以一般地解释为—切以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表达的人类语义交往的形式。而“意义”是一个抽象而难以明确统一定义的概念，它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对“文本”意义解释的范围大致包括：对文本作者、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读者接受文本等的理解和说明。解释学的核心是“理解”问题，它通过作者、文本和读者的意义关系的研究，考察解释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弄清历史传统对理解的影响，区分说与听以及写与读这两种对话模式，探讨作者心态对原文意义的涉入，释明理解原文意义以及读者自我理解的关系。

解释学不同于具体的注释学、训诂学，它是从总体上对理解和说明文本问题进行综合的理论研究。在当代社会，解释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综合哲学、文化哲学及文学批判理论出现的，它通过解释文本而寻求意义，进而成为人类全部意识形态的一种哲学反思，成为一种解释世界本体的世界观。现代解释学主要衍生自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语言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并突出表现出融合人文哲学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趋势。它作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新的可能性。

第一节  方法论解释学

解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Hermes）神之名。传说他是宙斯之子。宙斯委任他为神圣的信使之神，给诸神和人间传达宙斯的旨意。他不仅传达神谕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以解释而使其变得意义明晰。因此，解释学一词最初的含义是“解释”，即一方面确定词、句、篇的确切含义，另一方面使隐藏的意义显现出来，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明晰。亚里士多德认为，“解释”的目的在于排除歧义以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一致性。

到了中世纪后期，出于对《圣经》经文、法典内容的考证和意义阐发的需要，逐步形成有关圣经的法律条文的“释义学”（exegesis）和考证古典资料的“文献学”（philology），使古典解释学有了自己初步的专门学科性研究领域。然而，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解释学仍限于对不同类别的古典文献作一些技术性的诠释工作。

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F.Schleimacher, 1768-1834）将解释学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中，希冀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揭示某个文本的作者原意，从而使古典解释学成为—门有一定哲学理论基础、有系统的理论法则、适用于诠释各人文学科的学问。他所撰写的《解释学》一书，确定了解释学的基本范畴：对文本的“理解”和“说明”。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既继承了德国浪漫主义精神，又带有费希特哲学的印记。他坚持在人类文明中能动的“自我”（ego）这个绝对的精神主体的创造性，并强调文本的作者和解释者都用“自我”这个绝对的精神主体相关联。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具有—些普遍适用的理解规则，这种理解规则可以保证避免误解。他认为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以及对作者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的隔膜，使解释必然产生误解，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恢复文本产生的历史情境和揭示原作者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对文本的真正理解。他有两句格言，一句是：“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
 另一句是：“理解一位作者要像作者理解自己一样好，甚至比他对本人的理解还要好。”因此，可以说，在施莱尔马赫看来，避免误解和对文本的创造性解释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

施莱尔马赫从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两个方面将古典解释学系统化了。所谓语法的解释，就是暂时忘记作者根据某种文化上共通的语言特性来分析作者的语言特性，并通过个体性和整体性相互比较或对照，确定词的真正意义。对此，他建立了44条解释学法则，作为理解和说明一切历史文本的基本理解原则。其中头两条最为重要：（1）在—篇给定的文本中需要充分确定其含义的每一内容，必须根据文本作者及当时公众所处的语言情势来加以确定；（2）在给定段落中每个词的意义，必须参照其周围共存的其它词的意义来确定。这两条规则一是强调了理解的语言性，二是强调了个别与整体的解释学循环原则。这种语法的解释也被称为“客观的”解释，因为它涉及的是作者持有的语言特性，并显示出这种通过语言去理解的局限性所在。

所谓心理学的解释（又称“技术的解释”），即把语言当作作者表现个性的工具，忘记语言的共通性和中介性，通过读者与作者心理上的同质性，用直观方法从总体上把握作者的含义。施莱尔马赫更重视这种类型的解释。在他看来，文本的作者和解释者具有内在心灵的互通性，尽管人们因其禀性、品质、心理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人都因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性而能达到心灵互通和情感交流。这种普遍的人性，互相沟通，表现在成功的语义交往之中。这就是解释者可理解和说明历史文本的根据。文本的作者与解释者出于时空的分隔，对文本的意义的理解肯定存在着差异。但是，解释者如果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通过创造性的直觉重建作者的创造过程，也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因而，理解和说明文本，既有一定的普遍性法则，又富有个体创造性。

施莱尔马赫以其所建立的系统的古典解释学理论，在解释学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从语法学和心理学两方面为解释学设立的解释法则，给重建所解释的文本作者原初的创造过程这一解释学的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他作为古典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过渡的人物，已经开始注意分析理解的过程这一重要环节。他研究的重心不再是被理解的文本，而是转到理解这一活动本身。这使其解释学理论具有了认识论的倾向，并对现代解释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理论启示了狄尔泰，使其将解释学这—研究解释历史文本的学问，上升成为研究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的哲学方法论。法国现象学、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对此深刻指出：施莱尔马赫“这种使注释学与文献学的某些具体原则纳入—门有关理解的普遍研究，形成一次完全类似于康德哲学在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其他领域中所完成的革命。……即使施莱尔马赫自己没有意识到在释义学和文献学领域中所产生的类似康德在自然哲学方面所完成的那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但生活在19世纪新康德主义氛围中的狄尔泰对此却有充分的意识”。
 

方法论解释学的代表人物是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他不仅是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也是“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把握住了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中的认识论倾向，并将其进一步推进到方法论层次。这样，狄尔泰的解释学就成为其生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直接成为其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对后来解释学演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狄尔泰处在解释学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他进一步将解释学融进历史哲学，而反对仅仅对文本进行消极注释的做法。这样，解释学就成为对历史现实本身的探讨，而与历史哲学融为一体。狄尔泰从自己的“历史理性批判”纲领出发，试图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来重新解释历史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解释学的任务在于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文本出发，通过“体验”（Erlebnis）和“理解”（Verstehen），复原它们所表现的原初体验和所象征的原初的生活世界，使解释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理解使个体生命体验得以延续和扩展，使表达具有了普遍意义，使精神世界成为具有相关性与互通性的统—体，使历史在阐释中成为现实，使个体之人成为人类，使生命获得超越而臻达永恒。因为在地看来，文本是人的生命所留下的符号形式，是生命的外化和“表达”（Ausdruck），因此，作为人类伟大生活的记载，作为生命基本表现的历史，应当成为文本理解的最终对象。

狄尔泰的解释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客观主义的解释学，因此他将恢复原意的客观性提到了首位。他宣称：“解释学方法最终目标是：要比作者本人理解自己还要好地去理解这个作者。”
 狄尔泰竭力避免解释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企图超越认识者本身的历史特定的生活处境，而把握文本或历史事件的真实意义。这样，就使理解者成了可以超越自身历史时代的绝对认识者，从而必然陷入“解释学的循环”的困惑之中。
 

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是解释学的重大革命。这一革命的先驱人物是海德格尔，而集大成者是伽达默尔。

在我看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一般解释学”对古代解释学革命的意义殊为重大，但是，他们的认识论取向和对客观性的标榜，使得这—问题在其理论中硬结成一个不可避免同时又不可解决的问题。尽管狄尔泰比施氏进了一步，没有把文本所说的“东西”而是把文本所说的“人”看作是解释的终极目的，并使解释学的对象不断地从文本，从文本的意义和指谓转到文本所表达的生命体验上来。但狄尔泰仍在自己的研究中遇到了潜在的冲突，即生命哲学与意义哲学的冲突。

第二节　“精神科学”理论

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美学家威廉•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是本世纪哲学界、美学界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他著述极丰，其美学和文论思想十分丰富。他上承施莱尔马赫、叔本华，下启海德格尔，在思想史和文论史等领域有不少开创性的建树。当代西方出现的“狄尔泰复兴”现象，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狄尔泰时代所苦恼、所追寻的人的哲学问题，人的生命价值、艺术体验和价值取向问题，在当代哲学和美学中仍未能解决，相反，有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尖锐和令人困惑。因而，通过狄尔泰的生命美学观和艺术阐释学理论的研究，将艺术问题与人生问题以及人的现实历史境遇问题联系起来，会使我们重新解开艺术本体之谜和人类生命价值之谜，从而更好地体验生命和理解世界。

狄尔泰的哲学深受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要进行“历史理性批判”。他遵循的道路是“认识论之途”，而非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之途”。也就是说，他要以认识论来证明人文科学特殊的方法论特征，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划界”。如果说，康德通过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可靠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的话，那么，狄尔泰也想通过他的“历史理性批判”使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关于人类历史的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成为可能。

狄尔泰的一生为建立真正的精神科学也做了不懈的努力。青年时代的狄尔泰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讲演”中明确表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沿着康德的批判道路前进，但是，是从其它领域的研究上加入到这条退路去：必须奠定一门人类科学的经验科学，必须去认识那些支配着社会现象、理智现象、道德现象的法则。对这种法则的知识是人的一切力量的源泉。”
 可以说，狄尔泰看到建立一门人类的精神科学的重要性，循此出发，他将精神科学的研究设定在自己“历史理性批判”的总体系中，并转此而追问：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他人？如何认识人自身所创造的人类文化？如何认识由人本身的生存所构成的人类历史？如何认识人自身的再创造？甚至还要追问：精神科学的知识如何可能？这种认识的基础和条件何在？这种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如何？

狄尔泰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原则诸如诉诸经验、推崇科学、追求知识的客观性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实证主义无视人的心灵的创造活动，对生命加以机械解释，对历史的僵化死板的看法则是狄尔泰所不能同意的。同时，狄尔泰认为，历史主义给了他诸多有益的启示，但历史相对主义又会使人文科学知识失去确定性与可靠性。那种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和人类历史的作法是可疑的。因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在狄尔泰看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理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是一个内在的宏观世界，是人类生命和精神生活的纯粹世界，它与处于人类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物理世界中，人们是通过对物体（对象）的精确观察和测量来获取对于物理世界的知识的。因此，人们往往注意对外在事物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满足其功利目的。而在精神世界中，充满了主体的人的情感、想象、意志以及人类活动的观念、价值、目的等，是无法加以精确观察测量的。因此，狄尔泰把历史与哲学、研究人类经验与研究人类心灵的学科结合起来，试图以此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来重新解释人类生命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生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主宰，才是精神科学真正的研究对象。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的根本旨归，是要研究“总体的人”（ganzen Menschen），即“根据人是有意志、有情感、有想象的存在物这种能力来阐明认识及其概念”。
 在这总体的人中，“知、情、意只是真实的生活过程（realer Lebensprozeß）的不同方面。”
 是“血管中流着真正的血”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认识主体”
。这样，强调科学认识中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认识主体的有血有肉的知情意活生生统一与无生命的“主体”的区别，使人文科学的独特性、人的“主体性”问题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只有将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分开，只有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开，才能使精神世界确立自己独立的统一领地，使精神科学有自己的地盘，才能够卓有成效地探索人类精神生活和生命意识的底蕴，才能对何为精神世界统一性的基础、何谓人类生命的意义、什么是人的内在本质等问题加以回答。这样，狄尔泰就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问题”推到了哲学前台，并成为整个体系核心部分。狄尔泰认为：我们不能只是把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直接移植到我们人文科学的领域中来，这丝毫也不表明我们已然成为大科学家的真正门人。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知识适应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本性，只有以此为基点，才是科学家们对待他们的研究对象的方式。”精神科学的标志在于，所有这一类科学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同一个大事实”，这就是人的历史（das Menschengeschlichte），更确切地说是“人－社会－历史的实在”，而无论如何，只有活生生的人才是“精神科学分析的起点和终点”。
 狄尔泰在科学大潮中将人的科学推到潮头，并强调要研究“人这一整体”事实，澄清了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混为一谈的谬误，突出了二者的根本差异性，从而使人们凝视在自然物质上的目光在更高层面上转换成凝视自己，反思人自身，将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廊柱上镌刻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变成了有一整套严密方法的具体实践。

既然狄尔泰认为自然和生命构成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根本区别，而且，狄尔泰也提出生命是一种处于盲目而又有秩序的、不断流变之中的、不可抑制的永恒冲动，那么，他为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立下的“划界标准”是什么呢？狄尔泰在晚年明确提出了这个“划界标准”：“只有当体验、表达和理解的网络随处成为一种特有的方法时，我们面前的‘人’才成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对象。”
 一门科学，只有当我们可以通过生活（Leben）、表达和理解的网络关系去研究它的对象时，才属于精神科学。
 

狄尔泰的时代，人的历史境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体系无法解决人的生活世界问题，狄尔泰呼吁，让人类努力把握现代生命哲学的本质，从生活体验出发来对生命的意义做出解释，因为对于生命，人们只能依赖于个人内在的体验和感觉来把握。人类对生命冲动的内在体验的外在表达形式表征为文学、艺术、宗教等形式的精神科学。精神科学不可能以逻辑的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它只能以个体与群体的具体生活体验为旨归。这就是狄尔泰的全新的精神科学方法论。狄尔泰正是从人的全部身心发展、从人的心灵的内宇宙出发去发展作为主体的人是怎样感受世界、体验生活世界、表达自我意识、理解人类历史，从而追问人是如何获得自己潜能的全面伸张，最终成为“整体的人”的。因此，“体验－表达－理解”是狄尔泰精神科学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也是他全部体系的核心范畴。

狄尔泰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划界”的意义在于：区分了自然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并进一步确立了与生命本体论相适应的认识论，指出认识人自身——生命本体，只能通过体验、表达和理解。对狄尔泰这几个范畴的分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美学和文学观念的轨迹，也可以循此把握他那诗人哲学家的魂灵。

第三节  体验和理解

面对人类宏大的精神世界，狄尔泰感到，要真正把握这一世界的奥秘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技术时代即将来临的时代，理想主义的激情已失却其鼓舞人心的魅力，而科技思维模式已经浸渍了哲学、文学以及人们的日常感觉方式，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以人生哲学解决自然实在问题的趋向，如今变为了以自然实在模式来解决人生哲学和审美方式问题。狄尔泰痛心地指出：现在，我们得追问：对个体或群体而言，其活动的终极目的何在？贯穿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矛盾来临了。我们对事物的本原，对我们生存的价值，以及我们行为的根本价值茫然无知，如进入扑朔迷离的雾阵一般。
 

可以说，人的生命价值、人生的超越性意义问题被哲学遗忘了，而诗和艺术在哲学忘却了自己的使命时，挺身出来承担了反思人生痛苦的天命。当哲学家躲进形而上学体系中玩弄概念的游戏时，诗人艺术家却严肃地解生命之谜、解人生之谜。于是狄尔泰认为，诗人与哲学家交换位置是技术时代降临的必然产痛。他在《论德国诗歌和音乐》中说：“诗是将人与人互相维系在其存在的最高要素中的共同精神的表达，诗倾诉出伟大心灵的颤动。”正是诗（艺术）给处于世界已达夜半的人以温爱和柔情，给人生迷茫中的心灵提供了—个生存的支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才在《体验与诗》中断言：“诗向我们揭示了人生之谜。”

艺术与人生是密不可分的。狄尔泰认为，对人生的体认不能诉诸理性，而只能是“体验”（Erlebnis），只有体验才能将活生生的生命意义和本质穷尽，只有通过体验，人才能真切而内在地置身于自身生命之流中，并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而那种仅仅为我们所感觉到、意识到的对象，则是一种外部体验（außere Erfahrung）。

经验与体验在狄尔泰的理论体系中有根本区别。在对外物的经验中，主体（人）与客体（对象）处于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外在关系中，是将对象作为一个东西、一个“物”来对待，这种单纯认识关系，是传统认识论主客关系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要害所在。而“体验”则截然相反，是一种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体验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主体全身心地进入客体之中，客体也以全新的意义与主体构成新的关系。此时，无客体也无所谓主体，主客体的这种活生生的关系成为体验的关键，对象对主体的意义不在于它（或他）是可认识的物，而在于在对象上面凝聚了主体的客观化了的生活和精神。对象的重要正在于它（他）对主体有意义，这就使主客体关系化成了“每个个体自己的世界”。

可以认为，在狄尔泰那里，体验关涉人的有限生命的超越和生活价值的反思。体验打开了人与我、我与世界的障碍，使人的当下存在与人类历史相遇。在体验中，我绝非一个超然物外、面对客体的纯粹“主体”，同样，对象也非外在于我的纯然“客体”。处在体验之中的人所体验到的是：我在世界中，世界亦在我之中。体验表明了有限生命生活关联中的处身性，从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狄尔泰将“生活体验”看作人类真正的“生活地基”（Untergrund des Lebens）。
 在他看来，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物理世界中，而且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生活在由生活体验构成的境界，一个只对有灵魂的人才敞开的“生活世界”中。只有这种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das Leben）。通过体验，人从物理世界走向“生活世界”，走向艺术世界。因为，诗的问题就是生命（生活）的问题，就是通过体验生活而获得生命价值超越的问题。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关联域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本体论问题就是生命之谜的问题。而生命即生活，生活即生命，其核心关联是体验。人体验自己的历史境遇，因为人是自己的历史；人表现自己的情感，因为人就是情感体验本身。

体验关乎人的生活方式，即人生诗意化问题，深层体验总是关乎人本体属性的命运、死亡和爱憎。体验就是感性个体本身的规定性，就是要使人直面人生之真去解人生之谜，使人的生命达到一种透明性。因此，狄尔泰说：“诗揭示出生活的本质”，通过艺术体验去把捉生命的价值，通过艺术活动去穿透生活晦暗不明的现象，揭示生命的超越性意义。艺术体验与生命诗化的问题在狄尔泰那里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说：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通过诗的媒介，从意志的关联中提取出机缘，从而在这一现象世界中，诗意的表达成为生活本质的表达。诗扩大了对人的解放效果，以及人的生活体验的视界，因为它满足了人的内在渴求：当命运以及它自己的选择仍然将他束缚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上时，他的想象使他去过他永不能实现的生活。诗开启了一个更高更强大的世界，展示出新的远景。狄尔泰在《哲学的本质》中认为，诗（艺术）是关于生命本体的，是生命本体艺术化的中介。质而言之，诗就是体验的外化形式。当艺术家将自身内在的孤独、痛苦、渴望、希冀凝定为艺术的形式时，读者就可以通过“再度体验”去同诗人的灵魂相沟通，并“悟出一些诗人似未说出、却确已通过他说出的内容而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东西。……因此，诗的结构将人的行为置于命运的裁决之下，这种方式向读者暴露了生活的一个侧面。读者将自己与诗中的内容联系起夫，就像联系生活本身一样。”

艺术与生命相关联，但艺术不等于生命和生活本身；艺术源出生活关联，却又因其呈现出生活的意义而又高于生活关联。艺术是诗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创造出来的，是从生活世界与我们的意志与旨趣的关联中拈出来的。狄尔泰说：我们看到，史诗以及戏剧诗对于读者、听众和观众是如此地表现了一个事件，致使这个事件的意义所在被他们所把握。因为，只要一个事件向我们披露了生活本质的某些侧面，这个事件便被理解成有意义的。诗是理解生活的感官，诗人是明察生活意义的目击者。在这里，读者的理解已与诗人的创造不谋而合。因为这个创造，是对体察过的经验之生硬、粗糙、不成形式的原矿加以熔炼的神秘过程。正是诗，使人在世界中通过体验而重新审视自我生命的价值，同样也使人感领了神秘的生命启示。因此，真正的诗把一种特殊的体验突出到对其意义之反思的高度。通过艺术的体验，—切真正意义上的诗都与诗人在他本身、在别人、在各种人生事件的记录中所发现者密切相关。因此，生活体验是关于这些事件的意义之诗的知识所流出的活的源泉。诗的灵魂是呈现出生活的意义，意义的给出是诗人通过体验和反思而超越自身狭窄境地的结果。诗的意义的呈现使诗获得—种超越性，它开始传达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同时这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绝非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激情充盈的。这就是真正的艺术——诗意的凝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坚持认为，生命即体验，体验即突破自身生活的晦暗性；生活体验即—种指向意义的生活，艺术体验即—种给出意义的艺术。

狄尔泰强调艺术体验的深拓性、超越性和普遍性，认为诗人的创造活动的基础包括：a．个人自己的体验；b．对他人体验的领悟；c．由观念推导和深化的体验。而这不同的体验均需以自己内在灵性为基点，从自己的命运境遇出发去感受和领会—切世象事物，这样，生活才会展示出自身的本真性，而艺术才成为人的本真生存的歌唱，事情本身的言说。艺术的意义的给出才使人混沌存在转化为明朗的价值存在。

体验具有意向性。正是这种意向性结构使人的体验成为一种“意向性”体验，成为一种赋予意义、指向意义、寻求意义的体验活动。体验的意向性使艺术世界的意义构成成为可能。体验就是创造生命的意义，使自己达到—种审美的自由之境。只有通过体验，才能使自己成为真实的自己，让生活成为自身的命运，而不至于使自己在日常生活的惯性中麻痹和萎缩，失掉其内在灵性。作为狄尔泰精神科学基石的体验，是对人生之谜的解答。狄尔泰在《生存哲学》中说：诗与生活的关系是这样的：“个体从对自己的生存、对象世界和自然的关系的体验出发，把它转化为诗的创作的内在核心。于是，生活的普遍精神状态就可溯源于总括出生活关系引起的体验的需要。但所有这一切体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自己对生活意义的反思。”

狄尔泰的“体验”论，在其哲学和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犹如解开狄尔泰美学思想的钥匙，是打开狄氏文艺和美学思想库的前提条件。但要真正把握狄尔泰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全貌，则必得进一步弄懂他的“表达”论和“理解”论。

第四节  生命的表达

当狄尔泰在为精神科学立下“体验”这块基石时，他却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内心世界，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那么这种“体验”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吗？我们又怎样去客观有效地把握和认识这种“生活体验”？

狄尔泰谨慎地使自己免于滑向心理主义，认为体验必须外化为一种“生活的客观性”，因为“生活的客观性是与体验的主观性相对立的”。
 这样，主观色彩很浓的体验可以把自己固定化在一个客观的、物理的表达（Ausdruck）上，也即是说人的心灵内涵的体验，是通过“表达”（不管语言、姿态、文字或艺术符号、科学符号、行为符号等）来使人们得到“理解”的。在表达符号上，人们不仅注意这一表达，而且超越这符号本身，而进入一种符号的内层面，直接感受它所“意味着”的、所“代表指称”的东西（本体）。
 这一“表达”符号系统既与一般物质现象不同（如油画这种艺术符号，不能说这幅画是画布加油彩的物质构成），同时也与一般的心理现象有别（心乃现象只体验，而符号是不仅要向内体验，而且要向外“表达”），它只能是一种传达心理世界的符号化过程。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定义实际上已经由研究“生活体验”更进一层地化为研究“表达”，亦即“生活的客观化”了。“质言之，精神科学把生活的客观化作为它的包罗万象的题材。这样，精神科学的疆域就是由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客观化所规定的。”
 

值得重视的是，狄尔泰从人学的角度规定了人是社会的人，因此，对自我的认识必须通过对他人的认识才能达到，然而对他人的认识又不可能直接洞见他的“体验”，而只能根据他的“生活的客观化”即他的各种“表达”才能把握。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他人的手势、声音和行动与我们感官的接触，我们才能大体意识到，他人的内心生活。”
 这一命题意味着：自我认识的真理性在于人际交流的可能性和客观性。正是通过表达，人类内在精神体验才以外在物质符号方式保存下来；正是“表达”，使个人的内在“言语”转换成现存世界文化的“语言”而得以保存和交流，积淀为“文化财”；正是“表达”，使空间绵亘万里、时间远愈千载之人能够“对话”（如面对庄子之文、屈原之赋、范宽之画，都能恍然身历其世、面接其人）；正是“表达”，使过去与现在接通，过去的意义即在于通过现在去对生活主动地揭示；正是借助于“表达”，人与人的交流维度大大拓展，不仅在空间之维展开，更在时间之维内互相关联。在表达中，个体的“体验世界”终于获得普遍形式而融于无限的人类和历史的“表达世界”之中，这个“表达世界”，毋宁说就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历史地平线。使得“历史的产品被织入这感官世界之中，我们每时每刻都被这些历史的产品所围绕”。在表达中，过去就是现在。

狄尔泰借助于“表达”这一客观化范畴使个人的非理性体验超出了狭窄的心理流程，而进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之中，同时使人不仅生活在现在，而且在现在中把握过去和未来，以至于在表达中，使过去、现在、未来瞬间整合为一体。个体的深邃“体验世界”与人类历史的广袤“表达世界”豁然贯通，使个体溶入人类大全。正是“表达世界”赋予人类生活以“历史性”的本质和深度。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才极力强调“人是什么，只有历史才能告诉他”，
 “人能理解历史，正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存在物。”
 

狄尔泰有一句名言：“我们说明自然，但我们理解内心生活。”
 “表达”，使人不仅能认识自己，更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人类的文化历史。“表达”不仅使“社会人”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使“历史人”成为可能。

在狄尔泰看来，一个对象如能被理解，那么，这个对象一定是认识主体本身创造出来的。而人之所以能理解自己、理解他人，进而理解自己族类的文化历史，就在于人能通过对象的表达而对其进行同化。也就是说，释义的理解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在解释各个人生活中没有的可能性领域。任何个人的生活体验都是有限的、但人的文化与时间有限性造成的人类存在的种种局限，却可以为扩大历史研究所克服，因为这种研究揭示了生活的整体统—。我们与过去的他人都是人，作为人，当然有无限的可能性，历史上他人的现实情况，对同样作为人的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可能性。通过研究过去，人文科学家认识或激起了他潜在的可能性。“每一种人类的东西对我们都成了一种表现我们存在的无穷可能性之一的文件。”
 每—个人都可说是一般人的缩影，人们之间的个别差异只是程度问题；每个人在他人生的过程中发展的某些精神特征，潜在地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因此，在理解过去时，理解他人加强了对自己的理解。重新体验所得到的知识，是一个积极地再创造他人经验从而给认识者的精神留下深刻印象的过程。文化历史丰富了我们在思想与感情成长方面的经验，体验式的身历其境地参与不同的经验扩大了人自身的眼界。

毋庸讳言，在狄尔泰那里，“表达”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是把人生活于其中的可见的、具体的文化世界，看作是—种内在力量——有意识的生命的产物。整个具体的文化世界，好比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或精神表达自己的文本。生命在流逝，只是留下了许多物质物体——“文本”，它们表达了运动着的人类经验。这些文本的意义可以被理解。

在狄尔泰看来，音乐、诗歌、宗教、历史都表达了精神世界的内容，因而，它们本身就是这世界意义的表达。正是通过这种表达，人类生活才成为可以认识的对象。同时，狄尔泰还将生命表达分为三种类型，即：（1）语言的表达，这属于概念、哲学判断和逻辑思维的抽象体系。狄尔泰认为这些都属于纯粹理性，因为它们同经验没有直接关系，只要抽象而清晰，这些纯粹理性的表达式就可以完全确定地加以理解。（2）行为的表达。行为总是朝向一个目的，但并不总是向别人传达一种意向。然而，它们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由一种意向推动的。它只是行为者生活的—个象征，研究者不仅得知道行为，还得知道环境、目的、方法和产生它的背景，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能理解他研究的这个行为。（3）经验的表达。这类表达式属于精神的对象化——人类行为可见的产物，像宗教和哲学体系，艺术作品、纪念物和各种风俗制度。这种表达式能包含的东西比它们的创造者所认识到的还多。因为，“他把（它们）从（生活的）深奥之处提取出来，而这些深奥之处是意识无法说明的。”
 

表达的创造性、完备性和有效性是表达的重要特点。所谓表达的创造性即指其能以自身表达出自身以外的信息；所谓表达的完备性即指其表达是尽可能的充分的；所谓的表达有效性即指这种表达能为人们所接受。在狄尔泰看来，诗的表达这三个特点最为明显。狄尔泰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诗、歌德的诗、荷尔德林的诗以及浪漫派的诗。因为诗的表达是对世界意义和生命之谜最神秘的显现和展示，而且诗的表达历史地揭示出人们体验和领会生活意义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人性与世界关系的真实价值。

狄尔泰的“表达”使“体验”超出个体心理境界进入人类历史的大潮，但这又给人设定了一个新的疑问：作为必须站在历史之中来认识历史本身的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历史吗？他本身是历史之中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能把握住把他包卷在其中的整体吗？作为历史的主体，我们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并永远也无法跳出这整体。于是刚刚使体验的主观性染上“表达”的客观有效性的我们，又进入一个更深不可测的“阐释的循环”这一大谜之中。

第五节　解释的循环

寻求意义的形而上学冲动，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质素。“意义”使生活充盈着一种形而上学的神秘光彩，“表达”只是生活的一个媒介，因为表达的价值正在于它所表达的意义。狄尔泰认为，通过表达而对意义的把握需要—种特殊而复杂的精神活动——理解。

精神科学的根本方法是“理解”的方法。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意表达不能借助于逻辑思维，而只能由一个生命进入另—个生命之中，使生命之流融合在—起。一切与人的生命相关的科学现象（社会文化）和艺术现象，都是用符号、语言固定下来的生命的表现。因此，理解这些符号的传达也就是理解生命，为了达到这种深层理解，只有通过符号和语言中介而感领其所表现的生命本体。

那么，什么是理解？而且，理解究竟何以成为可能呢？

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研究人和人的生活的意义。人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有着自己的历史。理解乃是进入人类精神生活世界的过程，历史也只有通过理解才能成为人的现实。如果没有理解，便不能构成人类历史，精神世界便是荒芜的，便谈不上生命的可能性，表达和意义都不复存在。因此，理解使个体生命体验得以延续和扩展，使表达具有了普遍意义，使精神世界成为具有相关性和互通性的统一体，使历史在人的阐释中成为现实，使个体之人成为人类，使生命获得超越而臻达永恒。所以理解活动是人类活动的质的规定性。

所谓“理解”即是“我们理解体现在一个物质符号中的精神现象的话动”，或者“在外部世界的物质符号基础上”理解“内在的东西”的活动，其结果是以自身体验在使对象感悟，在“你”之中发现了“我”。理解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包括一个人对自我的理解）的交流过程。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开放，便是向他说的话开放。因此，理解就是一种对话的形式。过去的世界是一个他人的世界，一个独立的他人在各种事物中表达他们的世界。他们用象征来揭示自己的意向、感情、心绪、洞见与欲望。而解释者则希望在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眼界，获得对自己有益的异己世界的知识。

理解的本质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理智的交流，它就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方式。它带动着我的意识和我的原始活力中的全部无意识去追逐新的生命。在每一个瞬息，我都不再是我，但也不止是我的“你”，而是我与你、我与人类相交融。因此，解释的理解，就是个人与普遍历史知识的融合，即个人的普遍化。

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有着共同的心灵结构，人类的心灵能够理解它所创造的东西；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人的体验内容不同，蕴含的意义不同，但人类体验的形式是相同的，因而能通过表达而理解，进而再度体验到表达中的意义，从“你”中发现同一个“我”。

艺术作品集中体现了人类理解的本质。艺术品真实地呈现出人灵魂的巅峰体验和深渊体验，真实地揭示了生命和生活历史的意义。艺术品自足地存在着，它能够完全独立于它的创造者与研究者而存在。艺术品是“理解生活的工具”，显示历史的真理，因其保存了主体的灵魂和生命体的复杂意义和信息，而具有本真的意义。真正的艺术家避免为生存而斗争，他真切地体验灵魂的痛苦而从不欺骗和作假。艺术家是“未来生活意义的预言者”。

狄尔泰说：“生命包含着在意义表现中超越自身的力量。”生命解释着自身，它有一种解释学结构。生命只有通过意义单元的媒介作用才能把握生命，这些意义单元是超出历史长河之上的。艺术作品凝定着主体的生命，因而，艺术品更像主体而非客体。它们是意义的独立源泉，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向人说话。它揭示出一种意义，表达了生活。对于狄尔泰来说，最真实的文本不是写下的能抄写或更改的东西，而是坚固的独特的物体——雕塑、绘画或建筑，它们通过象征向研究者——历史学家传达真理。

狄尔泰的“理解”的根本意义在于，任何一种作品“文本”一经理解，其文化产物就失去了它陌生与不可思议的特点，它开始有意义，而我们则发展了同它的关系。它成为一个“你”，而不是一个“它”。当我们与它保持距离时，每—个文化对象都是一个异己的“它”——只是一个对象，当我们试图要真正理解一个异己的文化产物，异己的它就成了一个“你”。潜在的“你”并不仅仅在我们自己传统中存在，它们也存在于其它文明与它们的过去中。当我们转向它们时，就可以把它们认出来，它们也会向我们说话。当我们不去理解或解释它们的时候，它们只是作为个纯粹的客体存在于那里。一旦我们去理解或解释它们时，我们就同它们建立起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

人是有目的的，人就是目的。人与他的精神外化产品——艺术、文学、宗教，得“从里面来理解”。通过理解和解释，我们可以发现过去文化或现在的异己文化对于实在的认识相对于真理的表达，或者说，这些文化在向我们诉说它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正是在“理解”中，人类文化产物给人以新的意义，“理解”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涉入，而是对象作为另一个人（你）同我的对话过程，一个自我揭示的行为和价值生成过程。于此，人通过理解，投入到历史文化的进程之中，并以自身的理解重新构成一种新的“文本”。

然而，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理解和解释的有效性与客观性问题仍未能解决。因为，我们在理解文本时，作为一个解释者，是自己时代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自己也是这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我们的精神是由个人经验与文化经验整合而形成的。我们何以能超越历史去进行超越的研究？如果我们在理解和解释中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和经验色彩，那么这种解释怎么可以说是揭示过去艺术家的生活？狄尔泰面对的艺术解释的难题陷入了“阐释的循环”的困境。

“阐释的循环”这个概念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一，人的现实有限存在与认识历史的关系；二，传统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三，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

狄尔泰首先面对的是“历史之谜”。人是历史的存在，是以“历史性”为本质的主体。历史意识拯救了人的灵魂的—致性。人们渴望理解，其深刻的哲学本源在于，人对自我的认识必须通过对他人的认识才能达到，而理解他人却极不容易，舍斯托夫在《开端与终结》的“结语”中说：“俯身于别人灵魂之上，你们将什么也看不见，在那巨大而又幽暗的深渊中，结果只体验了晕眩。我们只能据外部情况推断内心体验，从眼泪推断痛苦，由苍白推断惊惧，由微笑推断喜悦。然而，他人的灵魂仍终不可见，只能领悟而已……只能以自己同样深不可测的陌生的眸子去推测深渊。”对他人的理解只能通过他的“生活表达”才能领会。而只有将我与他人相比较，并且意识到我与别人不同，我才能经验到自身的个性。如果说认识自我、只有认识他人才有可能，那么，认识自我，同样必须先认识历史。狄尔泰说：“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若人们把过去置诸脑后，以便重新开始生活，就会完全徒劳无益。人们无法摆脱过去之神，因为这些神已经变成了一群游荡的幽灵。我们生活的音调是取决并伴随着过去的声音的。”
 因此，解释的循环的历史之谜在于：人在认识之前，先置自身于历史之中，他绝无可能跳出这个大圆圈（Zirkel），他必须处身于历史之中去认识历史本身。他是历史整体的一部分，但这“部分”能把握住把他包卷在其中的整体吗？

“历史之谜”的谜底是人。“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存在物。探索历史与创作历史是同一个人”。
 “在我们成为历史的观察者以前，我们首先已经是历史的存在物，而且只因为我们是历史的存在物，我们才成为历史的观察者。”
 可以说，历史之谜的起源在人自身，在于人的有限性，而不在有意义的客体或生活。客体或生活本身都不是谜，它们表现得并不神秘，它们没有任何动作，它们就是它们所是的，是我们自己在面对它们时感到困惑不解。因此，作为有意志、有目的的人面对自己的历史，如他在过去与现在建立的社会世界，他的艺术作品、文学、科学和宗教，得通过“体验”来理解，正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与“生活”之中，所以我们就已经理解了它。我们之所以能理解，是因为历史与个体在根本上是具有同质性和可互通性的。

解释的循环在狄尔泰《创造者的选择》中表述为：“整体在它那个部分的术语中应当是明白的，个别部分在整体的术语中也应当是明白的。为了理解一部作品，我们应当去求教于作者和与他相近的作品。这种比较程序可使我们对每个个别的句子的真正理解比过去深刻一些。因此，对整体和它的个别部分的理解是互相依赖的。”也就是说，狄尔泰理解的“循环”同谢林的门徒F·阿斯特所说的“个别只有通过整体，反过来整体只有通过个别才能够被理解”的“循环”是本质上相通的。

就文艺作品而言，阐释的循环包括互相依赖的三种关系：单个词与作品整体之间的关系；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关系；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与类型的关系。狄尔泰在《创造者的选择》中写道：“我们遇到了各种解释的—个共同困难：整个句子应当根据个别的词及其组合来理解，而充分理解个别部分又必须以对整体的理解为前提。”在文学作品研究中，他把词与句子、句子与全篇看作部分与整体相互作用关系，把意义视为出于这个相互作用而理解到的东西。个别部分的意义保证对整体意义的理解，整体也改变着句子在表述和思维图示中词的含糊不清之处，并使之得到明确。—言以蔽之，整体的意义是由个别部分的意义构成的，部分的已知的东西必须同更大的未知的背景联系起来，正是整体这个大背景关系给予已知（部分）的东西以意义。

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不容忽视。解释者看到的东西，都是他的经验准备让他看到的东西，解释者总是根据自身体验来理解和解释作品，总是将作品与自身经验联系起来，因而对同一部作品，深者不觉其浅，浅者不觉其深的情况到处可见。作品意义不会一成不变，因为解释者每次都对它进行多种多样的具体化。
 狄尔泰指出，作品意义在解释者个人的活生生的体验中，它是内在的。文本只等待着解释者，只是一个共同感受和体验的条件和源泉。与此同时，理解过程本身的任务则因主体心灵的复杂而不断地复杂化，甚至渐趋主观化。这是因为，人们用眼睛外在地观察自然现象世界，而人们用心灵的眼睛去理解反思人类本体世界。

解释者与其说在理解文本，不如说在体验自身。因此，“阐释的循环”框架中进行的理解，这本身“总是相对的，远不可能完成”。解释是对象意义生成与自我意义生成的统一。 

第七章  伽达默尔：文学解释学

如果说，从古典解释学向一般解释学的转变，使文献考据问题从属于基本方法论问题，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从一般解释学向本体解释学的转向，“使方法论问题从属于基本本体论”问题，则是“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转变是由青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开始的。

第一节　理解与解释

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的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理解不再被看作一种认识的方法，而是看作“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海德格尔指出：“理解的循环，并非一个由随意的认识方式活动于其中的圆圈，这个词表达的乃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的先行结构。”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不可能具有所谓的客观有效性，理解不仅是主观的，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决定它的所谓“前理解”。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在先的理解，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可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也就是说，理解的结构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前提。海德格尔将理解看成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因而，理解就不是去把握一个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理解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解释我们存身其间的世界，于是，理解构成在世的呈现方式，而知识则成为“此在”存在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的真正问题，不是存在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被理解，而是理解是在什么方式下存在的。因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
 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解即在自我解蔽中敞开此在之在的最深潜能，理解文本不再是找出文本中的内在意义，而是在超越中返回的去蔽活动，并敞开指示出文本所表征的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海德格尔—再强调：“决定性的东西不是摆脱解释的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融入这一循环。”
 然而，海德格尔并未一劳永逸地解除解释学这一中心困境。甚至，海德格尔所力求在存在之在世结构中用生成的可能性抹杀在场的先验论痕迹的企图，在难以完全摆脱此在前理解结构的内在性束缚中，也部分地落空了。海德格尔的转向仅仅是开始，他后期逐渐转向语言问题，而“言谈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存在方式”
，已预示着海德格尔向后期哲学的过渡。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注重此在的分析，而直接从语言上的表现力入手，集中探讨两大问题：其一、追寻希腊语源和希腊式思维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个哲学思想和世界的本源，重新解释西方哲学史；其二、找出“抵达存在之真理”的路途，转向在与思的诗化。

然而，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已显示出解释学的危机，即解释学所要解释的却是不可解释的。海德格尔对狄尔泰“解释的循环”困境似乎并未能完全解决，相反，利科尔认为：“这个难题未被解决，而仅仅是被转移到别处，甚至因而变得倍加难解。”
 可以认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诗化，从生存之“畏”转向“诗意的栖居”，不过是“无”的不可理解的理解，亦或是不可解释的解释罢了。后期海德格尔抛弃了解释学的概念，抛弃了此在的释义结构中的解释的循环。因为，在他看来，理解循环中“前理解”是此在难以摆脱的先验图式。它体现为既与的语言构成我们理解的边界，成为我们存在的有限性。甚至可以说，语言只要对存在意义加以解释，就必得滞留于时间维度中，既摆脱不掉“前理解”这一先验自明性，又摆脱不掉“理解循环”这一内在性。因此，将语言的诗化本质同存在的“缺席”联系起来，是海德格尔语言诗化的明显标志。海德格尔深谙语言的幽妙之处在于，它显示了语言自身的深不可测的无意识域。诗不是“在”本身，而是在的“缺席”，同时也是在的“吁求”。这样，通过诗与言的思之本体拓展，实现更内在的意识与无意识、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转换与意义生成。

总体上说，海德格尔强调人的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注重人理解的普遍性。他不是在旧解释学的意义上将“解释的循环”看作整体和部分的循环，而是从本体论角度，认为这一循环揭示了存在和认识的根本条件，是此在的本体论属性之一。从此，解释学走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不仅是文本（text），而且整个世界和人生，以及存在和世界的一般关系，都成为解释学的对象。当然，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他夸大了理解对于生活和存在的重要性，没有看到理解活动是随着人的实践发展而展开的这一事实，因而其解释观具有不确定论色彩。

海德格尔已为解释学朝存在本体论转向提供了一般的理论原则，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系统地建立了作为存在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

第二节　走向解释学之路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是当代解释学著名的代表人物。

伽达默尔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德国慕尼黑学习。经历了一战的伤痛，伽达默尔感到人类虽然拥有知识和文化，却对人自身仍然一无所知。这种“知者无知”的状态，使人类一直停留在生活和生命的表层，—直未能对人生这有如广漠间的十字路口的境况加以领悟。世界历史都被误解了，真实对人来说都等于虚无。但伽达默尔并不悲观，他深信荷尔德林所说的：人只有被迫离家漂泊，沉沦于无家可归之境，才能真正体认自己的本真故乡。人类失落自己，然而也必将重返故里。要重新认识自己，要重返家园，就必须重新解释历史、文化和人生。

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期间，伽达默尔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为康德的宏伟思想宫殿和“无可挑剔的精美语言”所迷醉，而希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和能力，服从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师去艰苦而勇敢地探索”；他也曾为费希特那犀利的言词和警彻的思想所打动；为“谢林能把枯燥的书本知识和充满活力的深刻思想相融合为颇具魅力的艺术”而惊叹。

然而，这位带有诗人气质的思想者，终于感到进入哲学领域学习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语言、概念、范畴，已使自己不堪重负，并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伽达默尔再次逃向荷尔德林、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格奥尔格的诗章中，并从这些诗哲的隽永深邃的诗章中，感到诗的活动使自身精神产生了诗的追问，并透彻地领悟到，诗哲的天命在于把陷入历史迷误中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把可见之物转换成不可见的灵性凸现，使短暂的生存浸透到富有深奥意味的存在中去。伽达默尔甚至认为，正是诗人哲学家用全新的语言创造了自我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因而，在哲学领域中，除了诗的语言外并没有其它东西，也从未有过其他东西。

慕尼黑大学学习结束后，伽达默尔进入马堡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马堡大学是新康德主义的根据地，伽达默尔在这里深深地浸染了新康德主义思想。但是，战争使新康德主义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伽达默尔也逐渐从新康德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中摆脱出来，这期间，他研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这部书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伽达默尔看到，19世纪人们树立的对于“理性”和“进步”的普遍信念，在一战后已经遭到致命的摧毁，—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和自由时代骄傲的文化意识、进步信仰产生了空前的怀疑，德国思想和文化传统处于解体之中。新康德主义这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崩塌，人们急切地寻找精神的立足点和栖身地，思想者不停地谈论时代的危机，探讨摆脱危机的出路和方法。

伽达默尔一边参加讨论，一边如饥似渴地读莱辛的《欧洲和亚洲》、托马斯•曼的《追求非政治》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伽达默尔看来，斯宾格勒的著作，创造了一种文化历史哲学观，一种关于文化或历史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至此，历史不再成为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考察的历史，而成为一种人类精神发展史。而新哲学的使命，就在于从这个历史的世界着眼，去重新深刻地审视世界的形式、运动及其最终意义。一种历史现象不仅是—种可供理解的事实，同时也是—种精神表现；不仅是一个事件，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所有这一切，从哲学上看都具有全新的意义，这表明历史作为一种主体意识已经变得愈来愈清晰，历史进入了哲学本体论。人们开始寻求对自我、社会、世界的重新解释和理解，并通过这种全新的历史哲学视界重新审视历史，以寻找自己研究的思想根基。

1922年伽达默尔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导下，以其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当时，伽达默尔同其他很多青年学者一样，坚信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会给德国哲学界带来新的希望。来到弗莱堡大学以后，伽达默尔见到了在那里任教的胡塞尔，并对现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以直观思维为特征，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现象学作为反思的直观思维，是思维意识本身，从而将人的思想转向纯粹意识领域。现象学反对笛卡尔的“我思”、康德哲学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先验存在物，认为这一切无法证明而只能加以悬搁，存而不论。现象学通过还原而使思维和目光有可能反思性地转向意识本身，并把握住意识流中固定不变的本质因素，达到对对象的本真认识。

伽达默尔感到，现象学的基本立场，是破除旧的形而上学而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然而又最终回到先验的基础，仍然蒙有德国唯心主义的阴影。伽达默尔赞同胡塞尔让对象直接呈现在人的意识中，通过内心体验使研究对象在人的意识中直接呈现的思想，但不同意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观点。这时，他更多地倾心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就已经在课堂上向伽达默尔这些青年学生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对“此在”的分析中揭示了存在的时间性，彻底破除了旧的形而上学，一举改变了时代的哲学意识，这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伽达默尔经常拜望海德格尔，受到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伽达默尔晚年回忆说：“当时我们期待着一种全新的哲学方向，这种哲学方向尤其是与现象学这充满魅力的词连在一起的，但是胡塞尔……仍停留在具有新康德主义印记的先验唯心主义上，正是海德格尔给我们带来了哲学思维的全新帮助。”
 

1929年，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教授备选资格考试。这段时期，伽达默尔对柏拉图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先后出版了《柏拉图的辨证伦理学》（1931年）、《柏拉图与诗人》（1934年）。以后就开始了他在德国各大学教授哲学的生涯，1937年受聘到马堡大学，1939年到莱比锡大学，并于1946年至1947年到莱比锡大学执教，1947至1949年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其间出版了《歌德与哲学》（1949）一书，赢得广泛的好评。1949年，年近50岁的伽达默尔结束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职，去海德堡大学任教授，从此告别了自己的“前解释学时期”，迈向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哲学解释学时期。1960年，伽达默尔发表大部头代表作《真理和方法》从而成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哲学家。

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他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所显露出的解释学的危机看作一个“谜”，他没有在这个谜前止步，而是沿着海德格尔反心理学和反方法论的哲学方向，进一步推进了本体论解释学，并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解释学体系。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困惑和驻足的地方伸展下去。他说：我在批判作为认识论时代特征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主义中找到了第一个出发点。特别是海德格尔把理解的概念扩展到存在性（existential），即此在（Dasein）的一个基本限定，这标志着我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在他的推动下，我才超出了同方法论批判有关的问题争论，把解释学问题扩大到科学范围之外，连美学经验和历史经验也归并进去。

伽达默尔要求解释学的普遍性。在他看来，理解的能力是人的一项基本限定，人正是凭借彼此的理解才能生活在一起。这种限定首先在言语和对话的共同性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人们的说、写和交往，甚至潜意识活动和内心独白，都是寻求理解或自我理解。因为，渗透于对话中的语言和理解，总是超越对话中的任何—方理解而扩展着已表达的和未表达的无限可能的关联域。解释的普遍性从某种特殊经验开始，就美学经验而言，人们发现“它自身永远不能由概念所确定形式而彻底终结”，在时间之维中，它永远敞开着期待你的期待；就历史经验而言，我们处在历史的变化之中，不知目前发生些什么，只是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这就是历史永远要被每一个新的现在重写的缘故。

然而，理解毕竟不是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语言对存在所进行的理解。伽达默尔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言语的理解基础也构成一种不可克服的疑难。德国浪漫主义第一个揭示了其形而上的限度，这个限度可以用“个体性不可言喻”加以表达。这意味着语言永远达不到个人的最高奥妙，因而也无法解除这个奥秘。

所谓解释学循环，其实是转向世界的存在自身结构，即转向主客体分裂的扬弃。而主客体分裂则是海德格尔提出的有关存在的先验分析的基础。伽达默尔在《解释学的挑战》中写道：“海德格尔随后又完全抛弃了解释学的概念，因为他看到这个概念不能使他走出先验四辨所限定的范围。这样，他的哲学本来试图通过他所谓的转向来回避先验的概念，便越来越陷入表达方面的困难之中，以致众多读者认为他的哲学中诗意多于哲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于是我的—个想法就是开辟可以介绍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不是现存的存在——的说法的道路。这使我深究传统解释学的历史，并在我的批判中努力突出它所隐涵的创新因素。”

在“理解的循环”这一难题面前，海德格尔靠语言的唤神的诗意本质和多义的原始生动性向本身趋近。然而，在的不可描述性造成了生存和理解的两难处境，海德格尔终于没能走出困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解释学面临着自身的冲突或断裂呢？伽达默尔在面临解释学的危机之时，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他不愿追随海德格尔从时间性转向空间性，而是坚持沿着历史性（时间）的道路去建立自己的哲学解释学，从而趋达哲学解释学的顶点。伽达默尔在《解释学的挑战》中说：“我完全理解，对于后期海德格尔来说，我确实没有抛弃胡塞尔用众所周知的力量所坚持的现象学的内在范围，这个范围也是我早期带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哲学研究基础。我同样理解，人们为我对解释学循环的依恋中可以识别这种‘内在性’，而事实上，要打破这个循环在我看来是一项无法实现的要求。甚至可以说，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违背意义本身的。因为这种内在只不过是对理解是何物的一种描述而已。”

然而，稍稍深究一下，即可看出伽达默尔确乎有打破这种“内在”的想法，尽管他标举“游戏原则”和“对话逻辑”，希冀通过对话的无穷回答显示出永恒变化，并试图阐明言语的对话特征，把一切锚定在主体的主观性上，以疏远主体的“主观性”，但似乎未见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不管怎么样，海德格尔的“生命－理解－语言”的解释学循环，毕竟开创了一代“语言中心主义”，它标示出理解与存在的关系，已然成为现代解释学得以展开的轴心。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念”与“现实”相对立二元论，扬弃了人为的“主体－客体”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说：“这项贡献（语言中心主义）在我看来，仍是决定性的。”

《真理与方法》的出版，标志着哲学解释学正式登上当代思想论坛。同时，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为伽达默尔带来很大的声誉。在《真理与方法》中，海德格尔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在基本解释学的框架内如何能说明一般‘批判’的问题”——变成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中心问题。伽达默尔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对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说明，而是要揭示所有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并进而说明，理解从来不是对于某种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对事物对象的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换言之，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
 解释学并非是—个方法论问题，它并不追求“—般解释学”所标举的那种科学方法的“客观性”，相反，哲学解释学的中心，是关注人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最基本状态，关注人类理解活动这一人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去发现一切理解模式的共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说：“我认为，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理解不只是主体的诸多可能行为之一，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中的‘解释学’一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表示此在基本运动中的存在，这种存在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从而包括了此在对世界的总体经验。”
 

不妨说，“解释学现象基本上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其实意在强调哲学解释学研究的是本体论问题。《真理与方法》这一书名本身，就包含了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和狄尔泰的方法概念的对立， 其含义实际上是个二难推理：要真理，就不能要方法；要方法就不能有“真理”。任何方法都不能与真理划等号，要追求真理必须深入到方法论背后的本体论上去。

哲学解释学关涉到一个远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真理的问题。传统认识论将真理看作那种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这种以求知为目的的真理观在认识论领域内有其合法性，但推到极点，那种以认识对象为唯一标准，作为实践的工具（方法）的真理，则可能与人的存在隔膜，甚至成为—种与人怎样立身处世这一生命意义无关的真理，使真理丧失了本体论意义。伽达默尔赞同海德格尔的看法，坚决抛弃这种异化真理观，确信真理就是存在的敞亮，即展露自身随之揭示他者的澄明过程。质言之，真理就是去蔽，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本真阐明。
 可以说，伽达默尔标举真理论，反对狄尔泰的方法论，因为在他看来，狄尔泰想用自然科学方法原则要求人文科学，企图站在对象之外，用外在于对象的—套“方法”去认识对象，不仅不能“去蔽”，而且只能歪曲对象的“真实”本性。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学方法控制范畴的真理的经验，这种关于人生意义的真理，是用科学手段所无法证实或证伪的。

从自己的真理观出发，伽达默尔强调艺术、历史、语言中的“真理”的经验，进而将解释学分成三个领域，即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艺术、历史、语言中的“真理”的经验，包含着比单纯的“方法”更多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伽达默尔因此将这些丰富而生动的意义内容，纳入了一条逻辑道路，并展开其著名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原则。

哲学解释学的出发点，是反对—般解释学和以贝蒂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理论”学派所坚持的客观主义立场。伽达默尔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是历史的存在，因而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对象，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历史性的。

理解的历史性包含三方面因素：其—，是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其二，理解对象的构成；其三，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我们的偏见（Vorurteil）。所谓偏见即在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观”理解。伽达默尔声称：“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
 问题并不在于抛弃偏见，而是将促进理解的正确偏见（合法的偏见）和歪曲理解的错误偏见加以区别，因为合法的偏见是进行理解的前提和出发点，为解释者提供视界，使过去和现在交织融合。

显然，伽达默尔的偏见观源于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观点。这表明没有“偏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传统是先于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传统总是在历史变化中有选择地存在，因此，我们与传统有一种无法割裂的关系，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之中，而且传统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没有超出传统之外的理解者，也没有与传统无涉的文本，人与文本部处在世界之中，处在传统之中。就此而言，“理解是把自身置身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
 然而，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同时在理解的过程中，又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偏见，也就是说，不仅传统决定我们，同时，我们也决定传统。

偏见构成了解释者的特殊视界，而“视界属于视力范围，它包括从—个特殊的观点到能见到的一切。”
 视界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视界具有敞开运动的特点，人的前判断产生了变化，视界也会产生变化，反之亦然。“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如下事实，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所谓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是我们悠游其间而又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
 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对象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亦称“初始的视界”），而去对这文本进行理解的人，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亦称“现今的视界”）。蕴含于文本中的作者原初的视界，与对文本进行解读的理解者“现今的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这个更高、更优越的新视界，既包含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任何视界都是流动生成的，任何理解都是敞开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参与相对自我视界的超越。

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历史称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
 理解意味着对自己不熟悉之物的理解，即通过解释活动去消除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陌生性和疏远性，克服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造成的差距。

但是，理解始终是在历史之内进行的，历史是由我们来经验的，在理解中我们始终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伽达默尔既不同意历史客观主义看法，即所谓把历史看作可供解释者重新复制的东西，也不同意历史主观主义看法。而是认为，历史既非客观的对象，也非绝对精神或生命的体验。相反，历史绝不重复过去的东西，它是可能性与现实性、过去与现在的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历史的内部结构不仅要求具有解释者理解的解释学情境和自身独特的视界，以对传统开放，而且重视理解者与文本间的复杂对话关系。解释学经验具有—个对话模式，理解就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敞开，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对话具有一种问答逻辑形式。“传统不仅仅是我的学习认识和体验把握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它像一个‘你’—样表达自己。这个‘你’不是一个客体，而是处在同我们的关系之中。” 
 文本是一个“准主体”，只有破除那种生硬的主客体关系，代之以我与你（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问答关系，我们才能倾听他者向我们说的话。这样，文本好像不断向理解者提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为了理解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文本业已回答的那些问题。通过这种互相问答过程，理解者不断超越自己的视界。伽达默尔说：“理解一个问题意味着问这个问题，理解一个观点就是把它理解为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问与答的对话过程中，文本向理解者敞开，它向我们言说，而为了理解他人和理解自己，又必须使文本说话，问题问得越多，文本也说得越多，一个答案意味着又一个新问题的产生，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解过去意味着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人类通过与文本的“解释学相遇”来达到理解的真实。而效果历史代表了进行积极和创新理解的可能性。解释者在效果历史中发现自身的情境，他必须在这种情境中凭藉承传统而来的偏见去理解和追问传统，因为“预期一个答案就假定了问问题的人是传统的一部分，并将自己看作是它的听众，这就是效果历史的真理”。
 也就是说，对历史现象的任何认识是以效果历史的结果为指导的，因为效果史先在决定了什么是值得去认识的。毋庸讳言，人类在不断理解中不断超越自身，在不断更新着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始终不断地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对自己和文化进行反思的批判。

对语言的重视，使伽达默尔从解释对话的问答逻辑中，更深一步地发现了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家不只是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是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伽达默尔对此深为赞同，他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中，着重阐述了语言在理解活动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哲学解释学的“对话”逻辑是不同于科学的“独白”逻辑和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辩证”逻辑的，解释学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是过去与现在实际互渗的介质。理解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艺术文本或其他文本形式的解释都是语言的解释。
人只有借助语言来理解存在，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只是工具或表意符号系统，而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它揭示着我的世界。“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也就是说，只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内在关系，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给予人一种对于世界持有态度或世界观。“人类世界经验的无限完满性意味着，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更为扩大的方面，一种世界观。”
 更进一步说，因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的，理解的界限也就是语言的界限。“不仅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是‘世界’，而且语言也只有在世界中得以表现这一事实才有它真正的在，因此，语言本原的属人性质，同时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的语言性。”
 伽达默尔重视语言对世界的揭示作用，是基于这样—种认识，即语言是“我”与世界的交接点。语言把“我”与世界连在一起，不可分割，不可离弃。

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然而，我们掌握语言，我们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伽达默尔强调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力图打通语言本体到世界的道路，使解释学获得在“对话”逻辑和“语言游戏”中扬弃“主－客”即又包含“主－客”于自身的事实性。伽达默尔在其语言理论中仍注意其解释学理解的历史性，使存在的意义直接从语言“背后”产生出来。
 

伽达默尔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游戏”说，这一点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相近。
 他认为，对话就犹如在游戏之中一样，呈现出游戏般的“没有主体的、自行呈现的、自行更新的结构”。游戏者不是主体，游戏的真正主体显然不是在其它所从事的活动中也能存在的主体性，而是游戏本身。文本或艺术品正像游戏一样生存于其呈现作用中，作为游戏的艺术对话，其字词的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境，每次艺术品的解释就是一次新的未知的探险，因为，在与艺术品的对话的每一瞬间，说话人聚集了已言说之意，并同时向对方传达多样尚未言说之意。艺术阐释者正是要参与这多样未说意义之中，这就使得每次艺术对话都包蕴了一种内在的无限性。因而艺术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在理解的言谈中处于一个不断生成、不断产生新意义的过程，文本的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对艺术文本意义的探究，也是没有止境的。

以“游戏”来表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无疑，伽达默尔看到了语言的任意原则和社会约定性。正是语言的这种由随意偶然的规定向逻辑必然的无限转换，才使得语言空间超出实在世界，从而把现实世界的或然性提升到意向设定的必然性。语言揭示事物的意义，其实质在于要让事物自身通过语言表现自己。解释学事件就是使事物自己成为语言并被理解。当然，进入语言的东西不等于语言本身，但语言的本性却恰恰在于，词在它的指涉对象中消隐，另—方面，通过进入不同的对话的语言世界，我们能不断被每一相继出现的视界所更新，从而借语言之思沉入更深广的意义和价值世界。

第三节　审美理解与艺术真理

在《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中，伽达默尔对艺术真理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推出了他的艺术经验本体论和解释学美学原则。尔后，他在1964年发表的《美学与解释学》中，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美学思想，而1967年出版的《短篇论著集》第二卷，几乎全是论述解释学美学和文论的文章。1977年出版《美的现实性》，更全面地讨论审美理解和艺术真理问题。显然，伽达默尔对艺术和美学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他在其哲学解释学根基上建立起自己解释学美学大厦，因为，解释学的反思对美学的解释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艺术同哲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艺术和哲学的终极目的都是“在”，其任务都是追问“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说，美学是解释学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解释学应当在作为包括艺术的全部领域和问题的复杂性这样一种理解意义上被认识。”因而，“解释学必须被决定为一个判断艺术经验的整体。”
 审美就是解释学的一个时刻，就是人被艺术品所吸引的那一时刻。而这一审美时刻又由那种去获得理解和自我理解的解释学任务加以完成。

从解释学美学出发，伽达默尔强调审美理解的本体论地位。同时也明确指出，自己所坚持的美学原则是论证艺术的真理，并重新使艺术取得真理性。

审美理解是人类整个世界经验中的重要部分，而审美理解对象是存在的敞露，是我们所直面的一个世界。“艺术最直接地对我们说话，它同我们具有一种神秘的亲近，能把握我们整个存在。似乎我们同艺术之间融合无间，每次同它相遇都成为同我们自己照面。”
 人们在艺术中所看到的正是自身的存在状况。对每个人而言，艺术文本都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因而对艺术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是一个不断开放和不断生成的过程。“对一文本或艺术品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仅新的误解被不断克服，而使真义得从遮蔽它的那些事件中敞亮，而且新的理解也不断涌现，并揭示出新的意义。”
 艺术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起处于不断生成之中。

审美理解是在传统的偏见中进行的，伽达默尔不同意胡塞尔现象学本质直观中对传统和成见加以悬搁、存而不论的做法，相反，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审美理解的意义，认为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理解的历史性因素。正因为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特定的时代氛围，具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独特的境况，所以每个人对艺术文本的理解都会打上自己的个性和存在的烙印。正如前面所述那样，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历史性同时也构成了理解者的主观偏见，而主观偏见又构成了解释者的特殊的视界。因而理解者的视界与对象内容所包蕴的过去视界在理解中达到“视界融合”，使得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了原来的视界，达到—个崭新的视界。要消除历史性和主观性，无偏见无主观性地“理解”根本不可能。因为，艺术解释活动就是主体参加的理解和体验活动，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对艺术作品文本加以理解不可缺少的“前结构”，正由于有这个“前结构”所蕴含的主观性，作为解释活动的结果的“意义”，就不能是纯然客观的，而成为主体创造性理解，也就是说在理解活动中，作品产生了新的意义。

诞生于艺术作品理解阐释活动的新的意义说明了理解是生成的，理解便是主体的选择、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和先行掌握决定了理解的目的性。理解绝不是理解与对象的绝对吻合，相反，理解是人存在的个体性活动。理解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在理解者主观前见中去照亮作品文本，在对作品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这种对作品意义的寻求活动本身就是人精神生命的实现和拓展，是人在世的基本模式。

不仅要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文本去理解，而且艺术作品的意义是不能脱离接受者的，是依赖于理解者的理解传导的。伽达默尔认为：“作品和它当前的观赏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同时代性。……艺术品是由人和为了人而创造的，它们对我们而诉说。”
 正是对理解者或接受者的重视，正是对作品意义的寻求中强调理解者与作品的“视界融合”，正是把读者的体验和理解看成是对艺术作品本真意义的揭示，伽达默尔才格外注重“效果历史”这一重要范畴。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经验着艺术作品的人都整个地把这种经验纳入自身中，即纳入到他整个的自我理解中。艺术作品在这自我理解中才对他来说意味着某种东西。……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某个所给定‘对象’的主体行为，即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可以认为，伽达默尔所理解的“效果历史”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历程。这表明艺术品是超越产生它的时代的。它在不同时代中被重新理解，产生新的意义。因此，“文学对每个现代而言都是当代的”，
 “艺术品的创造者可以投其所处时代的公众之好，但他的作品的真正存在却在于它自身所言说的东西，作品存在超越叙述的历史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品是一种永恒的现在”。
 艺术文本的真义必须通过审美理解的历史性得到呈现，而同一艺术文本的无限多样的意义也只能在审美理解的嬗变过程中得到确证。究极而言，审美理解并不需要对作品原意加以复原，也无法复原，而需要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态度。

通过对审美理解的分析，伽达默尔重新审理了艺术真理问题，认为，康德美学将艺术与真理问题分离开来，艺术的任务不是提供对象的知识，因而它也没有真理。而康德以后的美学家一方面高扬主体性，一方面仍然贬低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艺术作品成了对现实的逃避，成了个人喜好的审美判断问题。伽达默尔感到必须复兴艺术真理。他强调：“艺术经验是一种独特的知识模式。……它仍是知识，即真理的传达，美学的任务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事实提供基础吗？”
 艺术的经验本身为真理的认识进行辩护，这是伽达默尔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是他的美学基本价值取向。

就今日美学和文论而言，其弊端在于主观主义倾向。伽达默尔既不满意那种艺术创作中的天才崇拜倾向，又不满意过分突出“体验美学”。因为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美学中的天才崇拜观，将天才的创造看作一种无意识的创造，过分夸大艺术家的作用，却无视艺术真理以及作品本真意义之所在。同样，体验美学尽管认为在其体验的生命结构上同审美特性的存在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合关系，但因过分强调“体验”概念，而无法更深入地说明艺术真理。因为艺术真理存在于意义的连续性中，这种连续性既超出创作者的体验，也超出欣赏者的体验，从而代表着一般体验的本质方式，而蕴含着—个无限整体的经验。而将美学建立在体验上会导致绝对的非连续性，仅仅成为个人一时的个别经验，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真正的艺术是连续不断被理解接受的艺术，作品只有在被理解和感知的过程中，其意义才会得到实现。因而，艺术真理问题，既不孤立地存在于作品上，也不孤立在作为审美意识的主体上，而在特定具体的审美理解活动中。把握艺术真理，既不可仅仅从作品出发，也不能仅仅从审美意识出发，而必须从解释学美学角度出发去对艺术真理加以把握。对此，美国学者戴维•霍伊评论说：“为重建一个方法以讨论真理，不仅是解释的真理而且也是普遍诗歌与艺术的真理，伽达默尔必须批判占正统地位的哲学美学。这种美学主要源于康德，使艺术主体化，把艺术转变为一种超功利的纯粹感官的审美意识。历史的相应审美化必须由一种对艺术的历史性的强调所反对和取代。伽达默尔写道：‘美学不得不转化为解释学。’”
 

显然，伽达默尔通过艺术经验本体论的探讨，转变了美学的视界，使艺术真理得以复兴。他把审美经验看作是对审美对象存在方式的确认，改变了传统美学单纯寻找作品原义的倾向，要求人们从人的历史现实性上去看待艺术和美，强调艺术经验所具有的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主体性因素及其与伦理观念的联系，都从全新的角度重新理清了审美理解与艺术真理的本体论关系。

第四节　艺术作品的结构

在论证了审美理解和艺术真理以后，伽达默尔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作品本体论。艺术作品本体论问题是当代美学最为重要的维度。伽达默尔把他的美学称为“艺术本体论”，绝非偶然，说明他在艺术问题的解决上是诉诸本体论的。

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说表现出艺术的危机。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的看法已经得到了证实，因为艺术哲学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历史。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终究不能离开自己特有的感性形象性和感性享受性，这就决定了艺术尚不是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也就决定了艺术不是至极之境，它必得向更高的形式和阶段转化。艺术终结（解体），说明艺术虽能体现真理，但已不再是表现真理的最高形式，不再是真理的最高实存，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也不再能完成其精神超越的最高职能。艺术成了问题，不再是自明的，它的终结意味着它作为真理最高表现形式的终结。艺术的解体，表明艺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自己越出自己，转化为宗教和哲学（美学）。这一转化，同时意味着艺术在宗教和哲学中得到扬弃和获得新的存在形式。

艺术史上的历史继承性与现实创造性的冲突永远不会止息。新的艺术总是同过去的艺术传统产生偏离和进行挑战，并以新的姿态在哲学法庭前重申“艺术的合法性”问题，以确立自己存在的权力。然而，伽达默尔并不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艺术的过去性看法，他试图将艺术的过去性看作艺术的同时性。他认为，艺术作品具有其“本身”，它的同时性是对它的自身的时间性的解释。一部作品在其创作时代以及随时代环境变迁中的境况存在相当差距，但不管怎样，“作品本身在其自身变迁的方面显然并不将自己分离开来，以致竟会失却其同一性。情况恰好相反，作品存在于自身变迁的各方面。这所有方面都属于它，都是与它同时的。这就提出了对艺术作品作时间性解释的课题”。
 在伽达默尔看来，必须将同时性与时间连续性联系起来考察，二者具有辩证的关系。作品本身永恒地处在不同时代的人的理解和解释中，这一过程是连续的没有终止的。同时，对每一时代的观赏者而言，艺术品始终有其自身的现时性，“就每一特定的现在而言，艺术品是绝对的现在，同时它又准备为每—个将来而言说”。
 因此，艺术不会消亡，它将在每一时代的新的理解中，成为“永恒的现在”。

伽达默尔用“游戏”这一概念来表述他的艺术的同时性观点，并认为，艺术的本质即在于，艺术是—种游戏，而游戏即艺术品本身的存在方式。游戏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主体的自我表现性特征，游戏者并非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达到的表现。游戏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往返重复进行的，是一种本身的来回运动。其二，游戏具有无目的性和自动性特征，它是一种不束缚于目的的过程，是—种不谋求外在目的自我生命力的过剩表现。其三，游戏具有自律性和同一性。游戏能巧妙地超越自己所设立的目的而回归自身，而被看作绝对自身等同的重复现象。在游戏的情境中，“我”对待自己像一位旁观者，或者“游戏本身则是由游戏者和观者所组成的整体。的确，游戏最根本地是由观者去感受的”。
 游戏者始终需要观者，反过来，正因为观者在场作为参与者而成为游戏本身的组成部分，游戏才进行着。

“游戏”概念强调处身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及其特征、游戏的来回运动是首位的，这就为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提供了基础，并从中引申出解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游戏与旁观者、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参的、彼此相关的，没有超然的、无偏见的静观对象的所谓旁观者。相反，只存在解释学的“对话”，在审美过程中一种往复无穷的来回运动，我们以全部生命意识参与文本，从而获得一种视界融合。质言之，一件艺术品要求一个解释者，艺术品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物，它本身并不会实现自己，只有进入审美理解中，文本才会变成活生生的意象，产生富有生命力的意义。

伽达默尔以解释学的眼光，在游戏与艺术的类似中，看到了“游戏具有作品的特质”，并称“游戏为一种创造物”。他声称，游戏作为创造物，其真实性超越了现实的真实，而预设可能性于未来视野之中。同时，游戏是一个意义整体，其内涵是流动变化的。它不断在与每一个现在相遇的瞬间产生出新的意义。

从“游戏”出发，伽达默尔进入了艺术本体论的另一维——象征的探究。他说：“总之，歌德的话‘一切都是象征’是解释学观念最全面的阐述，它意味着每一事物都指向别一事物，这种‘每一事物’不是一个关于它的存在是什么的论断，而是一个关于这是如何与人的理解力遭际的论断。在他看来，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歌德的象征思想，一方面表明了一览无余地观察所有关系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表明个别对于体现全体的代表象征功能。作为解释学的普遍性，只有艺术的象征才能臻达。“因为艺术语言的区分是个别艺术品在自身中积聚了象征特性并使之呈现出来，这种象征在解释学看来是属于一切存在之物的。”
 

象征，不是一种以一物说明另一物的比喻。象征物在一种个别而具体的东西中显示出一种对应的整体希望，甚至这为了整体而寻觅作为它的生命的另一部分。艺术作品是一种对可能恢复的永恒秩序的呼唤。他不同意黑格尔那种将作品看作绝对理念的承担者和传达信息的媒介的看法，而是坚持艺术品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一个将转瞬而过的瞬间感受铸成永恒深沉的“在”。因而，作品是建立在它所是之物上，它不仅传达某种隐含的意义，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唯一的、不可替代存在的拓展和流变。

艺术象征的本质在于，它的意义永驻在象征本身。艺术作品作为象征，形成巨大的“解释学空间”，几乎具有无限收摄的能力，它向情思绵邈、思想深邃的理解者发出呼唤，去沉浸在与存在本身觌面的欣喜之中，从而，重新体认那流逝之物中固存的东西。这是一切艺术语言的象征及象征含义的要义之所在。在伽达默尔的艺术本体论中，时间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如果说在艺术中游戏构造形式，象征体现意义，那么“节日”则表征一种独特的时间——共同性。“对节日庆典活动的时间经验，其实是庆祝，是一种特殊的此刻。”“节日共同性，而且是共同性本身在其完满形式中的体现。”
 

节日庆祝，意味着这种庆祝是某种多次性的活动，类似于艺术的意向活动，人们在某种事情上聚集起来庆祝，这一点十分明显地关涉到艺术经验。

节日的时间结构同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有内在的一致性。节日的时间性质是“被巡视遍”的，而不是分解为彼此脱节的时刻的前后连续。一般而言，人类存在着关于时间的两种基本经验，一种是按钟表分割的时间，人们或是用繁忙的空虚，或是用无聊的空虚去填满这种时间结构。时间造就了人，也成为人的樊笼，有些人蝇营狗苟，一任沉浮，只认钟表的时间，生命建筑在这所谓忙碌的“标尺”上，活了一生而却不知何为生。时间在这里是作为必须“排遣掉的”或已排遣掉的东西而被经验到的，而不是作为真正的时间来体验的。真正的时间是实现了的时间或特有的时间，它既与节日又同艺术有着最深刻的亲缘关系。因为，节日的每个瞬间都是实现了，时间是节日般进行的，即通过它自己的庆典而预付时间，因而使时间停滞和延搁——这就是庆祝。在这个可事先预料和筹划的特性中，人们一如既往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说，在节日庆典时，时间处于静止状态。

诚如海德格尔所说，真正的时间，不是以现成的现在为核心的过去、现在、将来逐次继替的线性流逝过程，而是在这静止凝定的瞬间，让时间之光烛照真正的人生，向我们澄明生的真谛。这种实现了的时间往往具有一种“庄严的沉默”，这种沉默能自行扩散蔓延，使人被一种绝对庄严的沉默所攫住。这种无声却震撼人的沉默犹如“寂静的钟声”（海德格尔语），在一片死寂中唤醒对存在的思考，透过日常生活时间那浮沉飘荡、无聊空虚，而闪现出诗性的光辉，并陶冶出一种不畏迷误走向真理的生存态度。

正是这“停滞而延搁”的节日时间，使我们在瞬间之中领悟了它所积淀的巨大历史生命力；正是节日这种“使人们从日常有限事物的压迫中松弛一下的偶然机会”，把一切人联系起来融成一个整体。因此，“庆祝是仅仅为参加庆祝的人而存在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必须带有一切自觉性来进行的出席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在《美的现实性与其它论文集》中声称：“从这种被激活的生命时间经验向艺术品的过程是显而易见的……一件艺术品事实上是类似于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的，一个自身中被结构起来的统一体。这即指，艺术品也有它的特有时间。”

伽达默尔对作为节日的艺术的时间性问题的重视，是围绕观者对艺术作品审美特性的参与这—中心的。他认为，与艺术感受相关的是要学会在艺术品上作一种特殊的逗留（Verweilen），人们参与艺术品上的逗留愈多，艺术品就愈显得生动丰富。艺术品这种时间体验本质就是学会停留（Weilen），而感悟瞬间永恒的意味。

通过游戏－象征－节日与艺术经验的同时性的考察，伽达默尔从本体论上阐述了自己的艺术作品理论，其中，观者对作品的参与和生成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于是，艺术上的历史继承性与现实创造性的冲突和争论，终于在“在艺术解释面前人人平等”中，得到了颇具启示性的解决。

70年代中期，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其思想渗入各种人类知识领域的时期。他一方面继续写大量文章阐发《真理与方法》中的基本思想，同时，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中心，从而开始了他的实践哲学时期。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思想是其哲学解释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曾说过，自己之所以在晚年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实践哲学方面，其原因在于60年代后期受到哈贝马斯的批判而导致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伽达默尔发现仅仅在理论形态中进行解释学的反思，并不能真正破坏并超越虚假意识的解释，因为人毕竟是社会文化的人，人的理解受其社会因素的制约。伽达默尔日益步入实践哲学领域，把意义的来源从语言行为转向了实践哲学活动。他说：“我的研究发展导致的另一个方向，乃是社会科学和实践哲学问题。”
 

这期间，伽达默尔采用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立场，对社会、文化、政治、教育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在他看来，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一样，都是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和反思应考虑如何应用于实践的领域”。
 一切玄思妙想的哲学思想最终都要归结到社会和人生的主题之中。正唯此，他这段时期所写的大量文章涉及范围之广，包括社会科学真理、思想意识批判、社会管理学智力问题、文化问题、理性、科学、语言问题，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位哲学家渊博的学识。他著作中所具有的那种古代的、现代的对人的认识和解释的反思传统，与反文化的还原论及科学分析的思想模式截然不同。1985年，伽达默尔写了《自我批判的尝试》，他直面自己的灵魂，对其研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批判。他希望人类能恢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生活模式，以正确的理论指导良善的实践生活，而努力摆脱战争、能源危机、人口问题的种种危机。他呼吁，以理性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准绳，以艺术不断陶冶人们的大智大勇、大慈大悲的情怀，使人日益挣脱本能而跃上理想的属人的新生活境界。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理论在当代自成流派，影响日深。他用哲学解释学观点研究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思想史、语言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的解释学美学思想成了当代接受美学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

但是，哲学解释学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诸如对审美理解重要性过分强调，将主体的理解和解释作用夸大，将其看作赋予文本意义、决定文本价值的决定因素，使得解释学具有极浓的主观色彩。这一点，遭到了法国哲学家利科尔、美国文论家赫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等的尖锐批评，形成解释学的另一文化论争景观。 

第八章  利科尔：文本理论

现代法国思想家利科尔（Paul Ricoeur，1913-2005）所关注的解释学问题与其现象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他不仅面对了现象学的“意义”问题，同时也面对了解释学的“语言和意义”、“解释与主体性”等重大问题。他不仅对现象学解释学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对语言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问题都有独到的研究。对语言问题的深入考察，使他成为现代解释学对话和现代性思考的哲学家，同时，作为胡塞尔（观念）一书的翻译者和注释者，使他在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声望。

作为现代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利科尔的主要代表著作有：《雅斯贝尔斯与存在哲学》（1947）、《意志哲学》（1950）、《真理与历史》（1955）、《论解释：对弗洛伊德的评论》（1965）、《胡塞尔：对其现象学的分析》（1967）、《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1969）、《生动的隐喻》（1975）、《解释理论：话语与剩余意义》
（1976），《利科尔的哲学》
（1978），《哲学的主潮》
（1979）等。其中不少著作已译成英文。

利科尔的现象学之路是从他的《意志哲学》开始的。他通过现象学的描述方式直观人类的行为和动机、需要和愿望、快乐和痛苦、有限和罪恶的本质。第一部为《自由和自然》（Freedom and Nature），第二部为《有限与罪恶》，其又分为二卷，一卷是《易犯错误的人类》，另一卷是《恶的象征》（The Symbolism of Evil, 1967）。这部书通过人类存在的隐性罪恶的可能性和存在的负面性，以及文化符号背后暴露出来的一些基本东西，去看符号所产生的关键性思想。

解释学是通向哲学四辨之路，而四辨存在着各种“解释学冲突”。可以说，利科尔的现象学思想和解释学思想是紧密相连的，他对意志哲学的研究，对精神分析的再分析，对结构主义的考察，使得他得以通过现象学而推进到解释学领域。他在《意志哲学》第一部《自由与自然》中说：“对于我们来说，哲学是对‘是’的沉思，而不是对‘否’的无休止的争论，自由并不打算成为别人逃避之物，却要成为自然的成就。”这一自白，足见其思想的冷峻和明晰。

第一节　现象学景观

利科尔对现象学，尤其是对胡塞尔最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有精深的研究，使他相当注重现象学的对事物的“显现方式”。他认为，现象学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分析方式，将存在问题放到了括号里，关注事物概念、价值和人的显现方式。利科尔严格地恪守现象学的程序，强调只有走向“事物本身”，重视意识的全部复杂维度，才可以真正从事现象学研究。

利科尔区分出三种现象学研究维度：一是描述分析的维度：其主要职能是对现象加以说明，即对现象的各方面，以及它们意义、意向和意识现象的活动结构加以描述；二是超验的构成的维度。这种超验的构成主要体现他“意志现象学”方面的写作中，但他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观念却兴趣不大；三是本体论现象学或意识本体论的维度。区分出三种现象学研究的维度，说明利科尔坚信现象学是能够达到完满哲学的方法，因为“现象学还原”可以将注意力凝聚在事物的显现方式上，使人有可能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就此而言，现象学是哲学的开端，却非哲学的终结。

利科尔的“意志现象学”集中体现在他的《意志哲学》一书中，他为自己提出的现象学描述的任务是：“描述人的有意部分与无意部分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理解。”对有意行为的描述，有三个不同阶段，即做决定的阶段，行动的阶段和回答的阶段。三者紧密相关，构成一个有机的、纯粹描述的现象学视域。当然，《意志哲学》的第二卷已具有明显的现象学向解释学的转折倾向，即充分关注人类受骗和失败这些模糊的负面意义问题，考察人类的意志状况，分析恶在其非纯粹形式即罪恶和罪行中的现实性。同时揭示出财产、权力和价值的原本欲望，是处于有限的快乐和无限的幸福之间，分析人类承受的无止境追求是一种自我危机和现代化陷阱。这样，利科尔在阐明人类生存中隐藏的恶的方面的研究，使他的所谓哲学解释学，超越了纯粹描述的现象学，而成为其从现象学向解释学转向的重要标志。

在由现象学向解释学转向之后，利科尔出版了多部解释学著作：《解释的冲突》，《论解释：对弗洛伊德的评论》等，其后就转向了文字、对话、日常语言、科学语言、诗学语言的“话语研究”中。可以认为，利科尔解释学式的现象学转折，即不再将现象学看作是对意识现象的描述，而是将“象征”和“隐喻”的解释、诗歌和科学中的“话语”的“文本解释”，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语言学转向使得他的研究中的现象学成分与解释学成分达到了一种新的比例，以至于他不得不在1974年德国现象学研究会上发表论述《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纲领性的著作中，就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成分加以说明：现象学是解释学的必然前提条件，而解释学则是现象学的必然前提条件。这种互为前提条件的说法，使得利科尔的现象学被人称为“解释学的现象学”，当然也有人称他的解释学为“现象学的解释学”，这一点，学界尚未完全达成共识。

第二节  解释学理论

利科尔在实现了哲学的根本转向，即由现象学向解释学方面发展以后，—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将结构主义的思想与解释学的思想整合在一起，提出一门“批评的解释学”。他面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主观解释学立场和本体论解释学，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进而强调应恢复到某种程度的客观性立场，并只能由认识论解释学，进入本体论解释学。

在面对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与伽达默尔的“解释的循环”的解释学思想论战中，利科尔没有投入那种枯燥的辩论，而是追求一种真正的学术建设。他不仅对这次论战进行了深入的思想辨析，而且以自己的现象学解释学为解释学的当代发展，做出了具有创见性的“对话”。大体上说，利科尔的观点是倾向于哈贝马斯的，他坚持不能再像伽达默尔所主张的那样，仅仅将解释学看作本体论的，而将方法论问题看作第二位的派生的。解释学不仅是本体论，同时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因而应关注如何补救当代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迷失”，努力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解释学作为哲学本身，为现代西方哲学提供一个新方向。

作为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利科尔致力于寻找一条认识现象学和解释学亲和关系的道路，
 在他看来，解释学和现象学既有共同的视域，即将“意义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又有共同的论题，即“意义的本源先于语言”，同时还因为现象学是解释存在的哲学，现象学方法不可避免地将成为解释学方法的重要参照。

主张将解释学“嫁接在现象学”上，并非是利科尔的专利。海德格尔很早就迈出了这一步，提出了“解释学的现象学”。但在利科尔看来，海德格尔走的是一条“捷径”（the short route）。因为海德格尔本体论解释学根本不讨论具体方法，而是直接达到本体论层次。事实上，理解的本体论只有通过方法论的探讨，经过认识论的层面才能最终抵达。理解的本体论和解释的方法论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加以统一的。利科尔抛弃了海德格尔的“捷径”，采用“远道”迂回曲折的方式，走上了一条折衷融合的“第三条道路”，以开辟当代解释学的新景观。
总体上看，利科尔的解释学理论分为三个层面：1.文本理论，2. 适用性与疏离性，3.据为己有与反思性。三个层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一  文本理论

文本理论是利科尔研究的中心问题。解释学首先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一种“关于与文本相联系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在利科尔看来，文本既是一种符号体系，也是“语义上凝结的生活表现”，或生活意义的客观化。他吸取日常语义学派奥古斯汀等人的语言行为论，认为语言是生活行为的形式。人们理解文本，不只是从心理上重建原作者理智的理性活动，而且是超越作者原意的创造性活动，并最终通达一种“可能的存在”。

文本是以文字、语言形式固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文本的自律性”，文本意义有着自我生成能力。写和说都是实现言语的合理形式，但是通过写而实现的言语具有一系列特征，使得写的语言完全不同于说的言语。

首先，在“说”的言语或文本中，说话者的意向和说出的话的意义常常是重叠的、同一的；而在“写”的言语或文本中，说话者的当下性不复存在，只有文本自身的意义，文本成为独立存在之物。

其次，在说的言语或文本中，听者是预先由对话的语境关系所决定的；而写的言语是面向求知的读者，潜在地面向任何能阅读的人。因此，文本同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无关，人们对它可以有无限多样的阅读方式。然而，文本与它的读者又并非完全脱离，文本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从文本与它的读者的辩证关系中派生出来的。

再次，文本不受直接指称的限制，因为文本没有口语指称那样明晰确定，它不指称一种既定的事实，而指称一种在解释过程中展开的可能性，使人可以从一个“既定世界”进入一个“可能世界”——文本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科尔将解释学和“文本理论”联系起来，是有目的地限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予以解释学的那种广阔性和普遍性，从而达到把本体论的解释学与方法论、认识论的解释学融合为一的目的。这样，“回到文本”就是重返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基点，关注由文字固定下来的生命表达形式——文本。当然，利科尔也没有忘记伽达默尔对理解的历史性的重视，强调文本对人类存在历史性而言，是—个不断产生新意义的形式结构。文本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然而，通过文本的解释使我们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开始自我反思、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解释学与作为本体论的解释学有可能统一起来。

利科尔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的“文本是什么”一章中说：写与读的关系并非是言谈与应答的特殊情况，也不是简单的话语关系或对话状况。阅读通过作品与作者进行一种“对话”，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完全准确的。其实，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关系。“对话”是“问与答”的交换，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存在这种交换，作者并不向读者做出反应。作者在写作之时，读者是不存在的，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作者也是不存在的。利科尔甚至说，阅读并非是与作者所谓的“对话”，因为读一本书就是将其作者看作是“已经死了”，是此后发表的书。因此，当“作者死了”的时候，读者对书的关系就变成了完全的或是完整的了，因为作者不再应答或强求原意的把握，只剩下读者去阅读著作本身的活动。

显然，利科尔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晚于写作的阅读，仅仅与作者具有一种松散的关系，而并非一对一的对等交谈的关系。同样，对于言谈的书写，也可能表现出作者真正的内在精神。换言之，书写是一种可以与谈话平行的现实，甚至是一种中断了谈话的思想交锋，所以书写最终就是一种说话意象的话语，一种说话所直接形成符号的标记。利科尔像德里达一样，反对“语言是第一性而书写是第二性”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论，不将书写看成言谈的衍生物，而是强调书写的自律性和书写自身独待价值。他坚持，书写禁忌的解除就是真正文本的诞生。因为说到底，语言不管是说以来的，还是写出来的，都是人在说话，所以，当作者完成作品之后，作品或文本就成为一个自主的本体存在，可以单独地与读者进行对话，而它与其背后的作者关系已经不再重要了。

文本的根本特性在于，其书写保存了话语形式，成为—个有利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文化档案”。进一步说，文本从口语情境中挣脱出来以后，已然具有了语言和各种相关的主观性的关系，包括作者的关系和读者的关系的真正变动、文本的不确定状态等，使它似乎处在语境之外，又似乎处在语境之中。正因为消隐了语境关系，所以每一文本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到与其它文本的复杂网络关系中。这样，文本对其它文本的关系和语境的消除，就产生了文本和文学的“准语境”。这无疑影响到话语本身的变化，即当指称向着显示行为的运动被文本中断的时候，词语开始在事物面前消退，书面词语成为“自为的词语”。也就是说，当抹平了一个人所谈到的现实世界之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就产生出文本的“准世界”或虚构的“文学世界”来。

利科尔在《隐喻与解释学的中心问题》中强调：“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可能的世界。”文学不仅是在依顺或满足一个现实世界，而且，它可能是在限制日常真实世界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话语世界。一篇作品并不仅仅是其时代的“镜子”，它还敞开了一个孕育在自身之内的“新世界”。就本质而言，文本的意义并非是作者的确定的意向性或者是他以往的体验，文本是对于那些不断从它当中获取新的信息、新的体验的人的新意义之源。文本努力把我们拖进这个意义网络之中，使我们处在一种阐释学的意义结构中，即走向文本意义解释之路，从而将文本的阐释行为看作是一个意义解释的无尽过程。

二　适用性与疏离性

利科尔既不同意回到狄尔泰的完全的、纯客观的阐释立场上，也不同意回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谓阐释的循环性（circularity）的圆圈上去，当然也反对停留在结构主义方法的直线性（linearity）上，而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的“弧线”（arc）理论。要求在解释的趋近与疏离、主观与客观之间，保持—种中立的辩证态度。

那么，如何保持呢？利科尔强调其解释学的“适用性”（application），即对文本进行严格的解释，又避免心理主义的专断性的解释学策略。但这种结构主义方法和本体论解释学所产生的“解释的冲突”，为利科尔设立了难以绕开的困难。利科尔认为，自己的“解释学之弧”是依据“适用性”原则而得以展开的，因为适用性原则包含着解释者与文化和历史距离间的斗争。正是通过当前的阐释的相关性，才有可能克服这种阐释的时空距离。质言之，通过这种挪用式阐释，既非完全回到一种纯客观的结构主义上去，也非回到本体论解释学的主观性上去，而是在这之间形成既非直线，也非圆圈的一个解释学“弧线”，从而使得世界与主体相关联之时，逃离主观性陷阱而具有相应的客观有效性。在此意义上不妨说，“适用性”成为“解释的目的”，是解释学之弧的终点。

一切解释的目的都是要克服文本所属的过去的文化和时代与解释者本人之间的疏离和距离，使自我和文本具有同代性，从而可以同化文本的意义，即使它成为向自己敞开的意义。解释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去追求深入理解自我的途径。所以，利科尔主张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即理解事物现象的条件同人的主观性结构密不可分。理解和解释不在于要把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加在文本上，而是向文本敞开自己，从中接受一个舒展了的自我。当文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再次成为读者的一个话语事件时，解释活动方能完成。

当然，在我看来，利科尔力求在解释的直线与曲线之间达到某种中立，愿望是好的，然而事实上却是很难达到的。利科尔的解释学之弧始于客观的解释，又属于解释的具有主体性的挪用，当解释学之弧突破客观主义的时候，当它不断随着读者的阐释、心理和情境的变化时，“理解”也就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语境和情境也必然随之变化。所以，这种解释学“弧线”仍然在背离“直线”的客观性，而日益趋向于阐释的循环的“曲线”。如果说，“适用性”主要是解读者解释的主观性影响了客观性，即它不断地在阅读中挪用部分意思，并叠加上自我的意思，那么，疏离性（distantiation）就与适用性有相当的差异了。

疏离性是这样一种解释的态度，它使得人文科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客观化解释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疏离性的冷峻客观的态度，又破坏了人们参与到历史现实中的那种原始的亲和关系。这种主体客体之间的疏离性，必然会为自己的客观性付出代价。在逃离疏离性与参与疏离性之间的选择，其主要困难就在于文本的困难，因为，文本更像主体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展示了人类经验的历史性和真实性特征，即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在一种疏离感中进行交流，它不可能完全达到亲和统一，而只有通过这种距离达到相对客观的对话。就此而言，利科尔的“疏离性”表现为四种形态：1. 通过所说的意思达到对所说事件的超越；2. 涉及到铭写的表达与原说话者间的复杂关系；3. 注重铭写所表达的与听者间存在的意义的差异；4. 文本从表面“指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进一步看，利科尔还围绕几个重要主题来深入解释这些问题，即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话语的语言实现问题、结构性话语的实现问题、在话语中和在作品中说与写的关系问题、语境的影射话语的作品问题、作为自我理解中介的话语和话语的作品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及其理论特点并置在一起，就铸成了恪守文本的标准。

不难看到，在作品中，语言的客观化、疏离化构成了作品中话语的先决条件，即文学是由书面词语组成的，作品是客观的、第一位的。但是，话语、作品、书写这三者的合一，仍然使我们看到了解释学问题的一种意义中心。为了逃离那种主观的阐释立场，也逃离纯客观的立场，利科尔在适用性和疏离性之间力臻达到一种平衡，把客观化和理解放在了自我理解的中心位置。而在所有这些分析的层次上，疏离性是理解的前提条件，没有这种距离感，理解就会造成近视性偏差而走向主观体验性。也许，这就是利科尔“解释学之弧”理论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三　据为己有与反思性
利科尔注意到，有一种支配解释方法论的关键的理念，关系到一个文本向某一个人说话的方式，同时还关系到阅读的顶点或阅读的终结的意义问题。这一理念就是具体的读者将文本的意义“据为己有”（appropriation）。在利科尔那里，疏离性与据为己有都关涉文本对某个人说话的方式，在这—方式中，意义的客观化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必要的中介。作为中介，它又要寻找一种更具有存在特性的补充性活动，在利科尔看来，这只能是意义的“据为己有”。

“据为己有”是德文词（Aneignung）的翻译，其意为使先前异己之物成为自我之物或为我之物。这使解释学的目标不再是还原历史，而在于同文化的距离和历史的疏离作用作斗争。解释学促成了历史之物的当代阐释性和意义领会性，通过解释把不同时代的文本放置一处，使它们向解读者展开。只有当解释为了目前的读者的意义具体化，这一目标才能达到。“据为己有”是通过主体的解释对文本加以“具体化”，它代替了对话情景中的原意应答，就像“揭示”或“去蔽”代替了对话情境中的原本所指一样。只有当阅读把文本解释为一种事件，一种话语的当下现实境况，解释才是有效的。“据为己有”使解释本身变成了一个意义揭示的“事件”。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中，利科尔认为，这一事件是“由具有一种反历史特性的文学批评或文本批评提示的时间疏离性的对等物”。“据为己有”说明阐释总是对对象一种占有活动，所以，解释理论不仅要求一开始就不考虑“指谓”关系，而且把主体性搁置一旁。

主体和客体必须从属于“隐喻”关系。在解释理论中，主体，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主体，只是在文本中扮演某种角色，因此，在解释之初可以将主体性置之不顾，而在解释过程中，直至最后一刻才返回到“自我”，即从那种扮演角色的“他者”中回到自我，理解才成为自我的理解。利科尔借用伽达默尔的“游戏论”来作为据为己有的存在的模式分析的支点、并分别讨论了“作为游戏的启发性虚构”，“游戏形象的作者”和“游戏形象的读者”等问题。他指出，不管是谁，只要其参与游戏也就成为游戏之人，游戏的规则把他改变成为游戏者，规定了来回运动的原则并划出了游戏事物的边界。游戏终于瓦解了日常性功利目的的严肃性，使主体忘掉了自己身之所处，仿佛成为了另一个人。而—旦回到严肃的现实性中，主体性又重新获得。这对解释学的理解问题而言，已然说明一部著作对世界的展现是一种游戏性展现，在游戏的摹仿中，世界被以另一种方式呈示出来。

日常现实被搁置起来，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他自己，并在其游戏中表现出最为深刻的本质。艺术与此极为相像，艺术废除了未变形的现实，使虚构之境反倒成为真实本质的呈现。这就是为什么趋向本质的诗，比保留着故事的历史更具有哲学性和真理性的真实原因之所在。

放弃自我并在文本中寻找自己，重新发现一个新我，是据为己有的最根本的“一瞬”，这使它同其它任何形式的据为己有相区别。阅读既是将意义据为己有，又是对文本对象的一种意义剥夺。据为己有与揭示意义之间的连接是解释学的基础，它改变着对象也改变着自我。据为己有并不包含有一个心灵与另一个心灵之间的直接一致性，因为没有什么比与一个文本打交道更少主体之间的对话的意味了。利科尔以此来批判了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论，认为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文本的观念性仍然只具有中介成份。

据为己有是一个过程，通过它对新的存在模式的揭示，为主体提供了新的自我反思能力和视点。文本的“所指”是一个意义世界的投射，读者从文本中接受一个新的存在模式，扩大了自我反思的能力。

解释最终在只能在言语事件中完成，这意味着“解释的冲突”是不可克服又无从逃避的。人只能通过据为己有的方式去阐释对象，在阐释对象中阐释自我与世界。尽管文本解释的手段是方法论的，但它的目的却是本体论的。语言的本质就是要抛弃符号的基本意向，超越符号形式自身，而在意指之物中抑制自己。

可以说，解释学通过对语言符号进行语义分析，对“隐喻”（metaphor）和意义进行“反思”（reflection），从而超验地理解世界本体和“自我”（ego）存在。利科尔据此指出：在语义学层和本体论层之间，还有一个“反思层”，反思是理解文本符号和自我理解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自我理解则是解释学的最终目的。利科尔之所以用“反思”来沟通语言与存在，因为在他看来，反思是一种批判，即“我思”只有通过阐释生命记录的曲折道路，才能获得对生命意义的揭示。个体事先无法认识自我，自我只是作为解释的结果而被发现。

反思是自我反思，又是具体的反思。它必须从解释一个特定的传统文化产品开始，这使反思成为社会历史学科的重要审理方法。“反思必须成为解释，因为除了散布于世界上的符号，我无法掌握存在的行为。”
 只有走出自我，才能获得自我，只有通过对对象和行为、象征和符号的理解解释，反思才抵达真正的自我。“反思哲学”是要在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上来体认自我和把握自我。这种反思性存在成为自我意义生成的基础。

利科尔的反思，既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意识内在因素的反思，也不同于梅洛-庞蒂的在直接知觉中所呈现的现象领域的反思，而是一种对文本意义的反思。在他看来，阅读的功效在于它有能力把文本的“他在性”变成—个为我的话语事件，而文本在阅读中的实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阅读的可能性在于文本本身，读者是由文本的行动形成的，意义不是产生于读者的行动，而是产生于文本的行动；2．阅读联结了作为话语的文本和作为新的话语的阅读，通过阅读，读者与文本融为一体，产生出新的理解视界；3. 阅读是一种游戏的形式。阅读中想象的变形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将自我送往一个更深的自我，在这“游戏”过程中，文本揭示了比日常世界更为真实的人类存在世界——一个可能的世界，亦即自我理解的境界。

利科尔的解释学在经过语义学层次和反思层次后，最后进入本体论层次。在这里，语言问题和反思主体问题最终都导向“存在问题”。但利科尔理解的本体论不是像海德格尔那样是一个既定事实，而只是一个趋近的目标。他的本体论没有脱离解释，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中。

尽管这样，利科尔也避免不了各种解释学之间的“内部冲突”。各种解释的本体论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非同一种本体论结构，但这种在的统一形态只存在于各种解释的辩证关系中。这样，一个—以贯之的、统计表式的本体论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之乡。“存在”只有随着各种解释的过程才得以揭示，这表明解释学方法论的多样性和本体论的多元性，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又表征出存在的无限丰富性。把方法论与本体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坚持它们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原则，就使得解释学始终对存在保持开放。而这，正是解释学普遍性的先决条件，也是利科尔现象学解释学的独到新颖之处。
 

第三节　隐喻与象征

从“文本理论”出发，利科尔非常关注“隐喻”问题。在此问题的研究上，他不仅有专著《隐喻的规则》和论文《语言的隐喻使用》，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即《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在这篇文章中，利科尔提出了有关“隐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利科尔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弄清人类两种主要语言即“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互相转换的问题，进而揭示二者互斥互补的话语功效。

介于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之间的是“日常语言”，它既不像科学语言那么严密，又不像诗歌语言那么抒情，而是二者之间的中介，同时也是二者的一个现实参照系。现实中的语言往往具有一词多义性，而一词多义性并不是语言的陷阱，相反是语言的张力。一词多义往往具有一种功能结构，它的含义越多，它所潜在的“意义螺旋体”就越大。

一词多义所具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在人类交流中具有一种直捷性的特点，人们可以在现实中，根据上下文选择出多义中与一定的论题相一致的含义，这样，可以调节语义并正确地把握文本的真实意义。然而，—词多义又具有很大的麻烦，它带来言语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危险。歧义性使得“误解”、“误读”成为意义交流中挣脱不开的阴影。

为解除日常生活中这种歧义的—词多义的困境，利科尔提供了两种解决办法，—是科学语言，它可以定义为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科学话语策略；一是诗歌语言，它从相反的角度出发，保留歧义性以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待的、非公众性的体验。这种利用歧义而不去消除它，反而是去推崇它的做法，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和人文话语策略。它不仅保留并创造了歧义的程序，而且在艺术系统个生成新的语义连接网络。

在诗歌中，语言被看作待加工的材料。换言之，词语在诗歌中所意指的与它们在散文中所意指的完全不同，—种熠熠的光辉萦绕在它们周遭，使它们具有一种独特的品质的美学原则——“隐喻”。意义在隐喻中已经被置换被转移了，现实中每个隐喻都是一首小诗，而—首诗则是一个大型的连续持久的隐喻。隐喻往往造成一种话语操作式的意义交错，如“时间是一个乞丐”一句中，“时间”和“乞丐”这个词，都经历了将它们并置一起的论断性操作所产生的意义交叠，而使语境超出了日常语言范围。

在诗歌的上下文语境中，每个词都发现了更多的附加的新意义，使得它与其他词一道构成一组全新的意味。就此而言，诗歌文体的目的就在于，把摧毁形式的荒谬转化为超意志的荒谬。正是读者才可能从阅读中选择并保证这些词语作为一种新意义的统一体，而形成一种完美的“隐喻”。在利科尔看来，诗歌是这样一种语言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人类词语的一词多义，而不在于去筛除或消隐它，在于保留其歧义的张力，而不在于拒斥和禁止它。

诗歌语言并非仅有单纯的意义系统，而是横跨或建构几套意义系统。由此可以推导到同一首诗的几种不同的阐释的可能性。“隐喻”只是在出现语义冲突时才出现或才存在，其网络以一种持久的方式，使诗歌成为一个连续持久的隐喻。利科尔把这种隐喻网络的一致原则称之为“诗的象征”，这—象征具有双重意义的表达方式。

探讨隐喻和诗的关系，并非利科尔的目的，利科尔要审理的是，通过这种探讨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种歧义的策略和歧义话语只有怎样的形态？通过诗歌的言说，人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阐释意义生成？人类在科技时代借助诗歌究竟想怎样拓展自身的话语系统？利科尔的回答是惊世骇俗的——诗歌没有溢出任何东西，它取消世界。诗歌将现实话语悬搁起来，并不教给人们任何关于现实的词与物的对照法。只有科学的陈述，才有现实的对应性和经验上可证实的意义。相反，诗歌是不可证实的。

利科尔进一步指认，每首诗、每—件文字作品都禀有一个世界，都呈示一个世界——作品的世界。这是我们能居住其中的“可能的世界”。要去理解这种世界的不寻常的意义，我们必须恢复充分的想象力。每首诗、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展开了—个世界神话的新假设，提出一个新世界的构图。诗歌表达人类最为本质的感情，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性质，凭借本真的感情，我们才能以新的生活态度人性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诗歌把世界当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审视，它以不同的方式构造并重铸出我们的生命态度。诗歌谈论真理，但真理在此不再意味着可证实的，而是不断生成展开的。诗歌维护了真理的理想状态。人类需要科学，更需要诗歌语言。正如利科尔所说，哲学家并不去冒充诗人，他分析、创造、理解生命。在文学中，诗意的创造和理解将我们引向了诗歌的门槛，一旦登堂入室，哲学家就向欢迎他的诗人致意，然后就沉默不语而悠然意远。也许，这就是利科尔向我们阐释的关于他的诗性哲学和哲性诗学的意义之所在。

总体上说，利科尔的解释学显示出这样—种认识：人类有限的本体论仍然具有哲学四辨的视野。解释学作为当代哲学的重要形态是真正向文本意义和人性理解开放的。利科尔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他的思想不受某种正统观念或某个已经出现的学科领域限制。他的著作包含着诸多人类思维传统的积极成果，从解释学、现象学到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这些积极成果被融进了他那富于创见的、独特的见解中。他将人文科学的诸多方法和研究成果引进解释学这一努力已经表明，作为一种文化的解释学本身有着宽广的发展前景。 

第九章  赫希：解释的有效性

在现代解释学理论中，如果说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尔等主要是哲学家，其理论建树主要是哲学解释学或普通解释学的话，那么，美国的文艺理论家赫希可以说是一位文学解释学批评家。他以自己的著述对建立文学解释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一节　意义与意味

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风靡一时之际，哈贝马斯、利科尔和赫希均做出了自己批评性的反应。然而，三者的观点却有着相当的差异。利科尔从现象学角度补充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是一种较温和的批评；而哈贝马斯则主要在逻辑和历史层面论争，从某个方面对哲学解释学做出一种回应；独有赫希从自己的客观论角度和立场展开了对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批判，其主要任务是“重建作者原意说”，坚持寻找“作品客观存在的意义”。与伽达默尔形成对照的是，赫希并不完全同意所谓阐释是对作品意义的一种补充、扩展或填空，它具有“前理解”，是作者的视界与阐释的“视界融合”的说法。与此相反，赫希认为，作品的意义是自明的，是需要不断阐释、发掘，才可以获得原意的。意义是可以客观获得的，关键是对主客体之间的差异加以正确的把握。

这使我想到，在中国的传统解释学中，也存在“以意逆志”、“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说。看来，对作者原意的把握，和阐释者所认为的真正的意义之间，有了些很微妙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解释学的鸿沟。赫希坚持阐释不是随心所欲的，也并不因为主客体之间存在社会、文化、历史的差距，就可以使阐释的有效性变得可疑起来。他要重申阐释的正确合法性，其唯一的标准就是“客观的度”。

文艺解释学的困难就在于，文本是多义的，既包含了作者的原意，又包括了在历史的发展嬗变中不向阐释者所叠加的意义。那么，如何去阐明一种或其中几种最合适、最确切的意义，就成了时代的难题。赫希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伽达默尔过分强调阐释者的“填空意义”，而又忽略作者原意的倾向，认为这将导致作者的作品在后世的阐释中，逐渐淹没了作者的本意，而使作品成为言人人殊或随意阐释的相对意义的产物。因此，他将正确性、有效性看作是文学批评家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从而在相对主义和批评家决定作品意义的时代，甚至在“作者已死”（罗兰•巴特）的时代，试图重新恢复作者作为本文意义决定者的地位。因而被人称之为当代客观解释学的代表人物。

赫希说：“我们应该尊重原意，将它视为最好的意义，即最合理的解释标准。”
 他还认为，“一篇文本的重要特点在于，可以从它分析出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各不相同的复杂的意义，而其中只有作者的意义才具有这种禀有统领一切意味的确切资格。”
 也就是说，只有作者的原意才是决定理解文本是否正确的关键，只有寻找到这种客观的、已经存在着的作者原意、阐释才是充分有效的，否则其意义将是不合法的。

在区分作者原意和阐释意义的时候，赫希用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meaning”，他称之为“意义”，即作者的原意，或者是等同于作品的字面意义；另一个是“significance”，即“意味”，是作者字面不变的确切意义和其它阐释意义的叠加。他指出：“意义是一个文本所表达的意思，它是作者在一个特定的符号序列中，通过他所使用的符号表达的意思。意味则是指意义与人之间的联系，或一种印象、一种情境、一种任何想象中的东西。”
 他又将此同两个德文词相对比，认为前者等同于“Sinn”，后者等同于“Bedeutung”，  也就是说，前者是“意义”，后者是“意味”。“意味”是随着时代历史、批评家世界观和主观条件甚至是趣味的变化而变化的，而“meaning”这个“原意”则是不变的。

第二节  意义理论

赫希在“意义”和“意味”上作出的区分，受弗雷格（Frege）思想影响很大，同时也在胡塞尔思想中吸收了大量理论资源。为了对这一命题进行论证，他从弗雷格理论的借鉴入手，认为弗雷格区分意义和意味，其意义相当深刻。

在赫希看来，弗雷格考虑到不同的意义具有同一种意味的情形，那么反过来可以说，同一种意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具有不同的意味。它会在作者原来的意义上叠加上一些解释的因素，从而填平作者和解释之间的鸿沟。当然在其中，占首要地位的仍然应该是作者的“原意”。

事实上，赫希已经发现了解释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意义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在解释对象、解释者、解释的目的和解释的语境中，去把握解释主体的“客观有效性”。因为，如果主体（即原作作者的意义和解释者的意义主体）之间是完全隔膜的话，那么，意义和意味就根本互不相关。如果它们完全相同，那么意义与意味的区分就毫无意义。

宽泛地说，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人文科学的发展，关键在于对“意义的寻求”，以及对意义真实层面的把握。在这一语境中，赫希一方面要逃离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纯客观主义意识，同时也要逃离存在主义式的或人本解释学的相对论色彩，而建立一种具有合法有效性的客观解释学理论。这一意向使他的理论具有了一种跨学科的性质，即不仅涉及到哲学、文学、语义学、逻辑学、符号学、语用学等，而且还涉及到诸多人文哲学流派，涉及到逻辑实证主义先驱对“专名”的分析，以及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

就西方“意义哲学”而言，“意义”问题在霍布斯、洛克的理论之后，已经变得日益重要。弗雷格区分了意义和指谓，并把这一思想扩大到语句的分析上去，认为语句所表达的思想是语句的意义，语句的真正价值是语句的指称，这一意义论思想相当重要。其后，罗素受其影响，严格区分了摹状词和专名。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进—步强调意义和指谓的区别。当然，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维特根斯坦的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即认为词的名称不是词的意义，词的意义在语言的用法中。同样，卡尔纳普也认为，命题的意义在于命题的实证方法，换言之，即单个的词没有所谓的意义，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它们才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文艺理论界，自从美国的奥格登和瑞恰兹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gn of Meaning,1923）一书出版以后，理论家大多从文学艺术、诗的语言来研究语义学，强调思想是以符号即词代表的所指客体或事件，而语词能够激发人的灵思，使词和对象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关系。没有所指的抽象词是无意义的，容易引起语言思维的混乱。人的思维、语词和所指的对象三者只有在健全的语言中，其相互间的关系才是有效的、完整的。所以，应该在一个语词句子中，找出所指的语义分析方法。无疑，普通语义学对赫希的意义解释学理论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赫希还进一步用胡塞尔的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本依据，并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吸收了相当的观点以支持其客观解释理论。他认为，胡塞尔区分了“意向性活动”和“被意指客体”，强调语言的意义因其为一种意向性客体，因而是不变的，意义最终是由说话人的意识特性所决定的。
 赫希抓住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因此，他将“意义”看成作者或说话人的语词中所蕴含的意向性，并以此作为解释的开端。

但是，赫希的问题恰恰在于，胡塞尔并没有强调意义是在意向性客体里，意义也并非是一个纯意向性客体。胡塞尔强调的是：意义总是一种意向性行为，即作者在指定一种所指即意义的行为，或者是读者通过意向性客体或文本的媒介而复制作者意义的行为。因此，在我看来，尽管胡塞尔的意向性是作为“纯粹科学的哲学”的基础，但是他的意向性仍然是一种带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在胡塞尔那里，所谓意向性就是说意识总是一种关于某种对象的意识，意识的规定就是对于某种事件的趋向，它构成纯意识的唯一本质性结构。

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意味着对意识中真实和非真实内容的区别，而这种真实是处于活动状态中的行为，也叫意向性行为，而意识中的非真实性恰好被认为是意向性的对象，因此，真实的不是那种不变的对象，真实的是通过还原的、纯粹的自我意识。这种“纯自我”保持了意识的同一性，使得意识的意向性对象反而是经过多样性的意向性活动以后，形成的同一性的结果。

这样看来，赫希的纯客观解释理论，与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胡塞尔思想，显然具有不小的差距和错位。赫希在《客观阐释》一章中认为，意义是一种意向性客体，应该在“指涉意义”（the referring meaning）与“主体事件”（the subject matter）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
 但是，赫希仍然强调，意义的根本倾向在于作品的不变中，阐释者面对作为文本的意向性客体，但是意义不在这个所谓的对象客体中，而在阐释的行为中。
 

可以看出，赫希对胡塞尔的引用，实际上已经向他的纯客观的角度引申了一步。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意向性同时指“意向客体”和“意向活动”，而意识本身被定为“意向性经验”。胡塞尔对内在于思维活动中的感觉材料、意向性行为和意向性客体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区分。感觉材料是为意向性行为提供情感，但不是行为也不是客体，因为“属于意向性经验的真正结构的内在性意义是非意向性的，它们构成行为，提供使意向成为可能的必要的支撑点，但是不是被意指的本身，不是展现于行为中的客体”
 。相反，意向性行为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情感交流体，使它们指向了同一个客体，而意向性的客体超越了意向性的行为。胡塞尔说：“在每一行为中，一个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表现为确定的，而它们可以成为判断的、情感的和希望的等各种意向的目标。它们都声称展示着同一个客体，在这所有之中，我们意指的客体是一致的，但是，在每一个之中，我们的意识又是不同的，每一种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意指客体。”
 

在胡塞尔那里，所谓“意义”（meaning）是一种语言符号及其内部所展现的思想。而语言表达的是—种内在的功能，它是要展示说话者的思想，因为“说话把这种行为呈现给听者，或者试图通过其意义与之交流，那个首先使心灵交流成为可能，并使连贯的语言成为话语的东西，在于那种受言语物质因素影响的、交流的、相对应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赫希看来，胡塞尔的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他的理论支点，在于胡塞尔有可能是这样表述其意义的，即说话者的意图可以被人“分享”，那么，听者就应该去复制它，即通过自己心中蕴含的一种意义，按读者所表达的方式去思考，这样，作者的意思就变成了读者阐释有效性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某个客观的表述可能在许多方面意义含糊，它可能介入与几个意义的固定联系中，因而它取决于由它引起和意指的意义的心理学背景，或听者对说话者及其所处的具体情境的一种把握。然而，问题在于，听者是有—定语境的，在一种特殊的上下文语境中，听者应力求与说话者的意思保持—致吗？是否能够完全达到一致呢？怎样达到一致呢？这一系列问题正好是赫希所要解答的。

赫希的“意义哲学”或“意义解释学”，是把意义看作是由文本构成的意向性客体，它对意向性客体或主体内容（subject-matter）与意向性活动或意义加以区别，进而强调，意义的非作者原意论是错误的，因为文本展示与实际阐释具有相对应的意义。
 赫希批评说，如果意义是不可确定的，那么也就是不可知和不可分享的。这种阐释的“相对性”是赫希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一个文本的意义或此或彼的相对性，毋宁是违背作者“原意”的。否定了语言意义的自我相对性，就是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特殊性。

因此，赫希要展开自己的解释学批判，他的锋芒必然指向本体论解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

第三节　理论特征

赫希在确定了自己的理论依据以后，进一步将解释的客观性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他声称，只有当意义本身是不变的时候，才会具有客观性。
 就此，他拉开了反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激进“历史循环论阐释论”的序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要达到客观性，赫希存在一个潜在的困难，即“阐释的循环”。他必得面对作者和理解者之间的阐释的循环，字词和句子、句子和章之间的阐释的循环，以及此一文本与所有其它文本之间的阐释的循环。要突破这个阐释的循环的本体论的框架是不容易的。赫希的意图就在于，尽量打破这种阐释的循环，并以他的理论为文本的阐释找到一种客观中立的基础。

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可以随时间的前后和解释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演变，但是作品隐含的意义却是不变的。文本的意义是作者所表达的意义，因而是与自我同一的，可以再现的，具有有效性确定性的。在阐释中，要把握这一明确的、可以再现的意义，而不受阐释者自己的体验或对作品解释的文化语境所左右，就只有排除自己的个体相对主义阐释因素，才能可谈得上“解释的有效性”。

据此出发，赫希详细地区分了“意义和意味”、“理解与解释”、“判断与批评”的含义。在他看来，作者想说的话即文字的“意义”，而阐释者对意义的构成是“理解”，对于这种理解的解释就是“释义”，对意味的分析和把握则是“判断与批评”。也就是说，理解与解释的对象是“意义”（meaning），而判断与批判的对象是意味（significance）。意义和意味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这一差别在于，理解是默然无声的，而解释是话语膨胀的；理解是内化的，而释义则是外在而不断添加的。赫希不同意伽达默尔所说的阐释是一种读者与作者的“对话”，是一种不断叠加新的意味的行为。相反，他认为“只能按文字意义本身的方式去进行理解，而超出这个之外，就变成了相对主义的,甚至是怀疑主义的观点”。
 他进而指出，“倘若我们并不是用文本自己的方式去分析文本的话，我们便根本没有触及到文本本身，根本就理解不了任何一个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加以改变的东西”。
 

在我看来，分歧的关键在于作品的“原意”究竟是否就是语言本身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作品的“原意”是否可以具有实际有效把握的可能性？尤其是当作者托名或者当作者去世后，甚至当作者对自己的原意加以反复无常的阐释之时，所谓“作品原意”究竟是什么？对此，赫希争辩说，确实存在所谓“作品原意”，而且具有两个突出的特性，即“再现性”和“确定性”。“再现性”是使解释成为可能的文字意义的特征。假如意义不能再现，那么它就不可能被另—个人加以解读，因而也就不可能被他人理解或进行新的阐释。同样，“确定性”使文本有某方面意义的特征，它是可以“共享意义”的一个必要前提。与此相反，“不确定性”不具有普遍共享意义。当一个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时，便没有了自己的框架，不可能自我同一，因而也就与别人所理解的意义不再具有同一性。
 

其实，这一命题在追求确定性的时候，它的前提却变得非常可疑。如果我们认为一种意义存在，那么它实际就会存在，因此，人的阐释的决定性反过来倒成了文本本身意义的根源，这意味着这种解释的客观性其实已经具有了很浓厚的主观性色彩。用赫希的话来自我作注，就是：“我们一旦承认了意义是可以改变的，那就无法在竞争阐释中找到灰姑娘，没有一只可以用来检验的可靠的水晶鞋，因为，那只水晶鞋对于新的灰姑娘已经不适用了，因为对于解释者来说，这种稳定的规则缺乏与意义的不确定相当的内涵。”
 就是说，赫希要寻找的可靠性的依据只能是作者的原意，而作者的原意又需要阐释者在阐释过程中去寻找。这种“解释学循环”，使赫希的客观性同样难逃阐释的“怪圈”。

赫希为解除这种“怪圈”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在《解释的有效性》一书的第二章，他在反复强调意义和意味的区别后，进一步讨论了“确定性”词意和类型化问题、无意识意义和意向性意义问题、意义和对象问题，最后认为，传达作者意向性类型的可能性取决于以往解释者对这一意向类型的体验，否则解释者就没有办法揭示意义的根源，因为，他无从知道哪些意味构成了意义，哪些意味没有构成意义。为了使精神传达得以发生，意向性类型必须是一个被分解的、进行不同理解的类型。由此，意向性存在于自明的惯例中，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共享性。

无疑，赫希将其研究的重点，即区分“意义”和“意味”的重点放到了“作者的意向性”上，其主要目标就是对于词意的确定性的把握。之所以要将确定性建立在作者的意向性上，是因为意向性是确定性的重要前提。词意的共享性，具有重要的客观化效用。意义的确定性使得意义是可以被复制的，可以被阐释者正确地理解而具有普遍性。从对作者原意和文字意义的研究，即对意义和意味的研究进一步往下推，应是解释者对“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加以理性的反省，即“判断”和“批评”。赫希批评和判断的对象是“意味”。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即对意义和意味的区分，对理解、解释和批评的区分。这种区分对文学的批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探讨这种区分，进而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判断和批评实践中去，将使所有文本的阐释都具有可共享性、普遍性和规则性。只有如此，才可能抵达“理解的客观性”的彼岸。

然而，人们在阅读实践中又经常感受到文本意义的不断增生，感受到个体解释差异性的真实存在。这种解释的差异性呈现出文本意义的不同维度，解释有助于达到理解，而理解得越多，所阐释的内涵就越多，而这正是批评的前提。面对解释的客观性“危机”，赫希仍然坚持理解在实践上先于解释，是从解释中分辨出来的，对文本作出解释的解释者都会意识到这一问题，只是其为了传达自己的理解，将采取一些备有差异的方式。这一传达依赖于他对文本的理解和他所面临的解释，他只接受了某一部分，而另—部分却在他那里隐没不彰。所以，任何解释只能部分地还原作者的原意，却在这种还原中叠加了某些方面的自我理解。这样一来，赫希的客观性实际上已不再那么“纯”了。

解释的“差异性”说明了既具有差异的理解，又具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理解。这样，赫希就将作者的原意、作品的语言意义和读者的理解和解释区分开来：原意和语言总是存在的客观普遍有效性，是理解的潜在的基本要求，而理解和解释却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赫希强调解释确实具有客观性、有效性，但也具有差异性。它只能通过这种客观有效性去“重建作者原意”，并“保卫作者原本的意义”。

当然，赫希所探讨的真正的客观性并不仅仅限于此，他想说明的是，人们以怎样的方式理解某些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何以能就他理解的东西做出判断和批评性考察。在我看来，问题在于断定读者所做出的理解是否正确，最终也就是解释的正确性问题，因为，任何人的解释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个性的印痕而具有自我意味。面对这一难题，赫希只能说，解释过程中具有解释者个性特征并不重要，而最终的解释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才是问题的关键。

换言之，任何一个读者群都具有不同的解释方法，一切解释都具有历史性，所有的解释者都只能看到历史所给定他的东西。他的语言、他的兴趣、他的语境因时代而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本的意义也因时代而嬗变。某个具备理解意义所需条件的人，以其以与前体验作品不同的方式理解作品意义，却有可能获得原意。每一个阐释者都对文学作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阐释，在解释中既没有任何绝对正确的方法存在，也没有任何一种独一无二的可使用的范畴存在。当理解传达某种意义给某个特定的读者群时，人们总是采用那些有针对性的接受阐释法。赫希似乎并不在意有多少阅读意义的途径和方法，认为批评家作为解释者，其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阅读那种文本的真实意味。基于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他在对解释与批评、意义与意味作了区分后，使这一区分超出了“注释”文本域的状况，而力求获得“普遍解释学”的意义。

就解释学论战而言，赫希严格地将“意义”和“意味”加以区分，同时又将意味、意义与理解、解释、批评的概念加以厘定，其目的是为了阐释在文本的注释中建立某个普遍学科，以导向解释学的普遍认识之维，进而通过“理解”这个概念达到对作者原意的把握。

“理解”包含着认识，“意义”的把握同样属于认识。词意和意义之间存在的区别表明，严格界定意义和意味的区别，是分析的前提。赫希强调，当我们去揭示某作品意向性意义时，我们在阅读行动上就必然受他人制约，只要他所表述的意义是我们的兴趣之所在，那我们就势必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受制于他人的意志。因为，表述的意义就是作者意向性传达的意义，就是我们努力放弃自我而揭示出原意的那个意义。一旦我们阐释的目标是去获得正确的、客观有效的意义，我们就不再是充分的自由的了。

赫希申辩说，人们如果是可以从作者原意中解放出来的话，也只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广泛的制约，但是人们仍然不可能完全抛弃作者的原意，因为作者的原意是始终与他的意向性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的意向所决定的。人们所阐释和理解出的作者立场是什么样，取决于人们进入他的深度和客观性立场，如果人们不把作者的看法转化为自我的看法，就无法揭示作者的原意，或者无法在不断的意识活动中将其意义准确揭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正确的批评必须从这种双重角度出发，即从作者的原意和我们正确地去阐释作者意义的角度出发方能臻达。

“理解”是解释和批评的前提，任何判断都包含着判断对象或文本的意义，判断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权衡活动。“意义”这个概念就像包括价值判断一样，也包括事实的判断。人们对文本所作的阐释论述都可以视之为广义的批评。批评和意味互相依存，“批评”指向意味、涉及意味、描述意味。“意味”在给某个给定的情形中像意义一样，是确定和实在的，甚至有时比意义还重要，因为意味是读者通过客观阐释去充分揭示作者原意的有效途径。

批评比单纯的解释更有价值，尤其是当批评包含着解释之时，就更显示其批评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揭示文本的意义，而且还准确地把握和传达出其中的价值含义。真正的批评是指将作者的意向性和行为加以对比，而不是将二者混淆起来，虚假的批评对解释的文本来说有害无益，因为这种批评经常忽视独一无二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性。正确的批评取决于正确的解释，而解释应该具有某个确定的认识客体，即作者意向性的词意。没有这种对正确性、有效性的验证，也就没有一个解释能够得到证实。对文本批评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然而对该文本意味的基本判断则是保持不变的。
 理解、解释、判断和批评，是文本实际批评中的四大功能，缺—不可。

赫希在区别了上述两对概念以后，进入了实质性的分析，即反对新批评那种“反意图性”的批评，而坚持“作者意图”论。他认为，新批评那种斩断作者的意图谬误的说法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事实上将文本看成了一个语言文体，而只允许对语言进行结构式的语言结构分析，这样，对文学的“文学性”批评就成了所谓的真正批评。然而，这就将其整个文学产生的背景：宗教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历史的、口语的，甚至是人的文化语境统统隔离于语言之外，以追求文学的文学性结构为名，而排斥了文学的特殊性和独特文化语境，使得追求作者作品原意变得非常艰难。从某种意义上将文学的意识、意义分析、价值分析变成了一种修辞学、语言学的分析，一种结构的分析，这无疑导致了批评思想的混乱。因为说到底，什么是文学的独特本质，什么是文学的特殊结构，很难达到统一的认识。

同样，赫希还对伽达默尔的“解释的怀疑主义”和“意义的相对主义”加以批评，认为在现代的学院中，一种意义的怀疑和迷惘状况，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无关紧要的理论，这样一来，作品的意义变成了一种阅读行为，作者在读者的阅读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有“作者消亡”的可能性。读者不在乎作者的原意，而是强调自己的全新的阐释和体验，他成了文本意义的解读者，成了再创新的新作者。人们在某个词语、句子或文本中注了某种新的意义的时候，渐渐离开了原作者，而变成了一种自我语言的游戏。于是，读者取代了原来的作者，他先在地排除了作者意义的存在，这将导致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混乱。

如果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读者决定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读者和一种阐释能够说出文本的真实意义，因为文本根本上丧失了可供确定的意义。一个理论家，如果要“拯救正确性”，“保卫作者的合法利益”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同时“拯救作者”
。也就是说，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指明，排斥作者的所谓论据是如何丧失了合法性的。

可以看出，赫希对作者原意的追求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确定不同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解释标准时，解释者却拿不出任何一条证据来证明是作者原意，所以他只能自己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他只能面对这样一个悖论：解释者的解释才是作者意向性的原意。赫希就完成了这样一个逻辑怪圈，即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必与作者所意向到的意义一致，而你怎样能够证明你所把握的作者意识是如此呢？意义的客观有效性就仍然是一个悬搁的问题。

这表明，反怀疑论对相对主义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纠偏，然而赫希的新的意图论即作者意图论问题仍然很多。这有可能潜在地导致解释者坚信自己对文本的看法的“唯一”正确性，而在某种意义上排斥其它看法，而其中也许有一种或多种看法是作者或接近作者的原意。如此一来，所谓解释者阐释的客观有效性，就在这种顽固的、坚持己见的看法中，离正确的客观意义越来越远了。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追求这种客观性，而将自己的解释转换成作者的原意，有可能严重歪曲文学作品的意义，从而阻止作品意义在不同时代发出新的声音。

第四节　理论反思

赫希的客观解释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对解释的循环、解释的相对性和怀疑主义具有某种纠偏效用，但是他自己仍然难以逃离“解释的循环”的怪圈，仍然使其客观有效性变成了以他的所谓的阐释者意识和直觉到的那种意义为其原意，这样的原意论和新意图论当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原理引论》中认为，“赫希的基本观点‘文学的意义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完全可以逃避历史的嬗变’的看法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他的理论像胡塞尔一样是先于语言的，意义是作者主观生成的某种东西，它是一种幽灵般的精神行为，这种行为一直被确定在一套物质符码中，这种试图确定某人头脑中在想什么，然后声称这是一篇作品的意义的想法，显然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在赫希理论中，以为作者的意义属于自己，读者似乎不应该去攫为己有或加以侵犯，文本意义不应社会化而成为读者的公共文化财产，它仅仅属于作者个人，在他去世很长—段时间内，仍保留着独一无二的意义解释权。

不难看到，赫希的这一观点事实上是相当武断的，几乎无客观有效性可言。他保护作者的意义很像保护那些持有不动产的头衔，就此，伊格尔顿反问道：“批评家可以获得作者的意图，就可能要靠他把文学文本置于一个确定的意义之中吗？”
 事实上，意义并不像赫希所想象的那样稳定和明确，即使作者作品的意义也是这样，也会不断变化，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意味模糊的。作者的意图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它像其它的文本一样可以争论、阐释、理解和做出不同的批评的，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根本不变的所谓的作者原意，文本只能在文本阐释中生发出的新的意义。

同样，美国客观主义批评家P•D•却尔在《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一书中，也对赫希做出了批评。他认为，在文学理论上，如何确定一部作品的意义是当代重要的哲学和美学问题，而对此的回答大致有这样几种：其一是读者感受决定论，即读者的意图决定一部作品的意义，其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享格尔•兰德；其二是批评家的个人兴趣决定论，其代表人物是卡勒•L•史蒂文森；其三是美学判断决定论，其代表人物是西奥多•雷德帕斯；其四是语言结构决定论，其代表人物是克瑞斯和卡普兰；其五是历史视野融合决定论，代表人物是伽达默尔；其六是作品语言规则决定论，代表人物是门罗•C•比尔兹利；最后是文学作品意义的作者意图决定论，代表人物是赫希。
 

却尔在七种观点中倒是赞同赫希的观点，因为他作为绝对客观主义者要维护这种客观解释论观点。他认为赫希的《解释的有效性》和《解释的目的》，对文学作品意义的阐述和对作者意图的阐述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论述是有见解的。然而，却尔又对赫希的观点深感不满，因为赫希认为作品“意味”和作者“意义”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甚至说应该把作者的意图当作判断作品意义的标准。却尔认为，文学作品“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因为一部作品在逻辑上不可能具有相互矛盾的众多的意义，而且，在原则上是可以确定一部作品的正确解释的。这样，他就已经在客观性的道路上比赫希走得更远了。却尔指出，赫希认为的作者的意图才是真正鉴别标准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为了追求客观性有可能完全背离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他认为，赫希提出的意义和意味之间的区别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文学作品解释中的众多的分歧，因为这一区别是以作品的意义是作者的意图这一假定出发的，这导致了人们争论不休。加之，赫希以保卫作者的意图为出发点，而不是对表达—部作品的概念加以分析，因此，其论述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在我看来，却尔的客观主义立场具有更多的盲点，忘掉了解释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他在阐释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解释学方面，已经达到了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相对性的反面。

我想说的是，赫希在自己的理论中，对阐释的确定性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尽管他的客观主义立场使得他的论敌和自己的友人都分别对其加以批判，而他自己也遭遇到各种困惑而难以解答，然而，他终是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上，以其理论的困惑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解释学问题的“路标”，即解释的客观有效性自身的限度边界问题，以及其理论自身的有效性问题。同样，他还从反面证明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确实在倡导“视界融合”，倡导人文阐释的“解释学循环”是其本体论的根据这一点上的诸多合理性。

当然，赫希的理论对我们如何逃避那种绝对的怀疑主义和相对论，以解释者自己的意义完全去取代作者的意义而出现的“歪曲式解读”，甚至是解构主义式的“误读”的纠偏，确实尚有其自身的意义。可以说，这种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解释学的论战，成为当代文学解释学的一道景观，同时，也成为文学解释学中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十章　解释学文论话语

当代解释学文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无疑是伽达默尔的理论。然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诞生以后，在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的同时，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进行挑战的，除了前面论及的利科尔和赫希以外，另主要有三位当代哲学家，一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之秀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第二位是法国解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第三位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 ）

第一节　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

哈贝马斯在同伽达默尔的论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批判的解释学”，标示出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哲学的转向。

哈贝马斯是一位有创见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其早期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自己的理论探索。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理论与现实危机的紧密联系，他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看到其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因此，哈贝马斯到了6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强调向科学哲学靠拢，吸收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理论资源，通过解释学将批判理论同分析哲学结合起来，并称自己的这种“综合性”理论为“交往合理化”理论。

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哈贝马斯不再关注解释是否可发现作品原意这类解释学问题，而是要求解释学培养批判的敏锐性。在解释作品过程中超越作品，批判地评价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哈贝马斯注意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传统，深刻地批判了近代欧洲思想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纠正了历史主义的偏颇，指出了理解的历史性和有限性，在诸多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头。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的最大贡献是把解释学同“运用”或一般的实践联系起来。但伽达默尔重视本体问题，而忽略了重新探讨人文科学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伽达默尔的理论缺乏对传统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因而容易导致政治保守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因此，哈贝马斯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基本目标，即重新思考批判的概念和批判理论，从而更新批判理论原初的关于解放的意向。因为，在他看来，批判和反思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步骤和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种认识，哈贝马斯在接受伽达默尔的一些正确观点时，也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对伽达默尔进行了批判，并希望通过将分析性的科学与解释学的辩证结合，而形成一种新的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在1967年发表了《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书中批评了伽达默尔的一些基本观点，由此揭开了他同伽达默尔争论的序幕。这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对传统本身能不能加以反思相批判？反思能将它自己从它的历史条件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基本看法是：“解释学的洞见肯定是正确的，即理解——无论可以怎样被控制——都不能越过解释者与传统的关系。但是，从理解在结构上是通过同化进一步发展的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不能得出传统的中介无法被科学的反思深刻地改变。……虽然它从传统出发并要回到传统，但在把握传统的发生时，它动摇了生活实践的独断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在其哲学解释学中，过分注重传统的重要性，把传统看作一切理解活动的先决条件，使可以判断真伪的理性屈从了传统的权威之下，在传统中消融了真伪的区别，进而将全部社会意识形态都看成是真实合理的，最终陷入“相对唯心主义”
的泥淖。哈贝马斯反伽达默尔之道而行，坚持理性同传统的对立。他认为，“历史影响的因素，在一切对传统的理解中都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传统的合理性和权威，把解释学探究同传统的延续简单地等同起来，是片面强调了参与和对话而忽视了疏远化和批判。当然，批判和反思并不是拒绝任何传统的主张。实际上，在批判的反思中，我们既拒绝又接受传统的有效性主张。哈贝马斯承认传统和成见是理解和解释不可避免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者对制约他理解和解释的传统无所作为，全盘接受，而不能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虽然这种反思和批判不能取消它们，却能影响和改变它们。

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地前定的东西的实在在反思中被接受时，并不是不受影响的，已经明了成见的结构不再能作为一个成见起作用……但这恰恰是伽达默尔似乎意指的。伽达默尔用传统来证明成见的权力这种成见，否定了反思的力量。然而，后者在能拒绝传统的主张中证明了自己……权威和认识并不集于一处。当然，知识植根于真实的传统，它仍受偶然条件的束缚。但反思并非无所作为地在传下来的规范的事实性上消磨自己。它必须依从事实，但在回顾时它发展成一种反思的力量。”
 

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语言传统是否绝然真实这一关键问题上，哈贝马斯尖锐地批判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语言理论，指出伽达默尔把语言和传统从本体论上加以绝对化，认为一切理解都通过语言发生，进而提出解释学能普遍适用于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的主张。按照这种理论，语言被看成是以它自身之外的东西为基础的。哈贝马斯拒绝这种主张，并强调，伽达默尔的语言理论，实际上认为语言是某种前语言实在的反映，然而这种反映却是一种歪曲的反映，因为由于社会统治力量的强制性作用，人们的语言交往、解释意识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往会被扭曲，达不到那种理想的“真实的理解”。
 语言不是中立的，它必然会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因而，语言是意识形态的，必须对它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指出：“可以说解释学是从内部碰到了传统构架的墙。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一切社会体制依赖的无体制是很有见地的；因为社会活动只有在日常语言交往中构成。但这种作为传统的语言的体制，显然反过来又依赖于无法用规范制约的社会进程。语言也是支配社会权力的媒介，它用来使有组织的力量关系合法化。只要这种合法化没有说明它们使之可能的力量关系，只要这些关系只在这种合法化中得到表达，语言也就是意识形态的。这里不是语言中的欺骗的问题，而是用语言本身来欺骗。正视这种符号构架对于现实条件的领会性的解释学经验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研究方法将语言、意义同社会现实相剥离，因而它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研究归结为单一的寻求意义，并在设定文化传统是“包容一切”的基础上，将社会进程完全简化为文化传统，把社会学简化为对于传下来的意义的解释。

对此，利科尔在《道德与文化》一文中指出，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哲学分歧可以归结为两人解释学上取向的差异。伽达默尔的哲学，因总是强调语言及其意义，而无视语言、意义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劳动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因此，对作为“前理解”的结构，只单方面地肯定传统对“前理解”的制约，结果是伽达默尔无法辨识出语言是在劳动与经济发展之间作为交流的媒介。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存在的认可，只停滞在语言的层面上，造成了语言的本体论化。当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痛心哲学已将存在问题遗忘，要力挽狂澜地扭转哲学的趋势，重新认识人与存在的意义关系时，哈贝马斯却同时向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发出警告，他们的哲学也在语言的本体化中把更根本的人类与存在的关系遗忘了。补救的办法是解释不只以传统为背景，而要以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它对人类存在的制约作用去理解传统，这样，“传统将不再是处于未决状态的某种理解的东西，而是我们能在它与社会存在的整体的其它成分的联系中把握确定传统，以便展现传统以外的那些经验的条件。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理解与行动的超验的法则发生着变化”。利科尔将伽达默尔这种强调传统决定个人理解视界的哲学视为“上溯”（ascending）的哲学，而对哈贝马斯的注重社会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和意识形态，必须联系经济、政治条件展开批判，以剥离其伪装，发现历史过程的真实意义的哲学，喻为“下降”（descending）的哲学。
 

从“下降”的哲学观点出发，
 哈贝马斯认为解释学只有同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才具有普遍有效性。当然，意识形态批判对传统的反思必须要有一个传统之外的参照系，一个由于系统地说明了传统变化发展的经验条件而使传统非绝对化的参照系。因此，解释学又必须结合对于社会制度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正是这种对社会缺席的分析，这种通过运用因果关系的人本主义的理解来形成的意识形态批判，才使人逐渐从支配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去实现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

总之，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认为，那种一味对传统开放的哲学解释学态度是不足取的，相反应在对历史的敞开中对传统加以置疑。不仅要看到语言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语言因袭传统的重负，而对人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理论不能单纯地从对文本的理解出发，而要把理解上升到人和社会的意义。人既为意识形态的理性所支配，又为无意识所支配。因此人的理解受社会的制约，批判地重建个人和社会过程比对文本的意义进行解释更重要。这就是说，仅有解释学是不够的，还要对理解的条件进行社会分析。

批判的解释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了争论，德国哲学家阿夫雷德•劳伦塞（Alfred Lorenzer）和桑特库勒（Hans Jorg Sandkuhler）批评哈贝马斯并未摆脱“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因而，必须真正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学”。  

同时，伽达默尔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提出了反批评。认为哈贝马斯否认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一味标举超出历史视界和处身的传统去进行反思批判，带有唯心唯理论色彩。因而伽达默尔重申，反思仍是基于历史基础上的反思，反思的力量并不能改变反思者从属于历史。哈贝马斯简单地将传统与反思抽象地对立起来，然而殊不知，反思批判的主体不可能超出历史之外，他运用的概念、范畴、原则必然是植根于历史之中的，而且他处身于历史之中不可能对一切都提出疑问。因此，伽达默尔断言，批判必然是部分的，必然是从某一特定视界出发的。如果批判的观点本身要加以反思，那么这必然要从另一个观点出发，也就是要建立在别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预设基础上。反思总是处于是某种特定历史处境中的反思，它无法摆脱这个处境。在向文化遗产挑战时，人们已经预设并延续了。

伽达默尔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语言观”也提出置疑，他不同意哈贝马斯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生活诸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得在一个包括社会劳动和权力关系的更普遍的构架中相对化的观点。伽达默尔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像哈贝马斯归罪于我的，所谓语言表达的意识决定实践生活物质的在”。
 相反，自己从来认为语言不能脱离世界，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语言并不反映思想，或以某种方式先于世界；语言和世界同时出现，世界改变了，语言也必得改变。

纵观哈贝马所的批判的解释学，可以看到，他企图使科学同批判理论沟通起来，即“用解释学和语言分析的概念作为消除批判理论不足之处的方法”。在哈贝马斯看来，解释学之所以能使科学与批判理论沟通，主要因为解释具有以下四个功能：1．解释学以理解的历史性和创造性摧毁了传统社会科学自以为是的客观性；2．解释学提醒社会科学注意到他们的理论概念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3．解释学可以使自然科学理论更具有理论特点；4．解释学可以把有成果的科学信息转变为社会生活世界的语言。正是解释学具有的这一将科技知识转变为具有交往能力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功能，或解释学正是具有的通过对话式的语言进行沟通的功能，解释学便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使人们能够将自己的普遍的人类生活经验以及科学经验都包括在一起。

哈贝马斯终于通过解释学完成了他对科学与批判理论的调合，实现了二者的“沟通”。他的批判的解释学理论使解释学避免了重新走入“玄学”的危险，从而使解释学扭转方向，而走向实践。哈贝马斯以自己的批判解释学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扭曲和荒谬的根源，他的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扭曲性、包含着合理的批判成份。

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塞的激进主张：当代人的解放以改造社会科技结构为前提，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改造扭曲的社会语言交往结构，即凭借思想家的力量，通过解释学的“对话”方式，通过改造意识形态，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变革而达到人类解放的理论相去甚远，并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第二节　德里达与伽达默尔

如果说，哈贝马斯和利科尔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尚属于建设性的批评的话，那么，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对伽达默尔的抨击，就可说是颠覆性的了。这场德法思想家之间的关于解释学与解构学之间的论争，影响遍及哲学、美学、诗学等各个领域。

德里达与伽达默尔之间的论争和互相批判，是“新文本主义”和“新解释学”之间论争的集中表现。

与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的语言的本质是逻辑，或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语法不同，伽达默尔坚持海德格尔的看法：“语言的本质是诗。”语言不是工具，不是思想内容的形式外壳，人不可能到语言背后去寻找什么，而只能在语言中去发现创造。语言的诗化本质所禀有的穿透力和创造力，使存在者之间的交流直接成为生命意义的表达，使解释成为理解的往返运动。

进而言之，以后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一方面要求一个完善的诗化作品理论，这使其坚决反对传统美学作品意义自足论，坚持作品是一个开放性体系，艺术(诗）的语言显示出语言之为语言的特质，并使语言成为语言，使存在寄寓于这种原则性的语言之中，这意味着意义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没有客观不变的意义。另一方面要求一个富有活力的读者解释理论，这使其反对作者原意说和客观解释论，张扬理解的历史性和解释的普遍性。

这样，解释只与作品发生关系，而与作者无涉，“真理”只存在于读者对艺术的参与性体验之中。换言之，与作者“原意”相符并不意味着把握了艺术真理，相反，真理是由作品实现的，并被参与其中的读者所接受、所影响了的现实的指涉。在其中，时间或历史并非旧解释学所说的是一段在抵达作者原初意义上的无法消弭的障碍，而是构成这—理解的“前结构”和中介桥梁。正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意义呈现出不同往昔的形态，使人在追忆过去的时代相关性中，感领到作品的新意义在向未来敞开。

然而，在德里达看来，伽达默尔与后期海德格尔的差异恰恰在于，加氏强调“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之时，没有注意到海德格尔的另—层意思，即：说话的是语言而不是人。海德格尔之所以成为解构主义的理论来源之—，除了其重视差异性反对同一性的思想指向之外，就在于他坚持认为：人不是语言的主人，不是产生语言的主体，因为“语言就是语言”，“言语说话”。
 语言以敞亮的遮蔽的方式呈现世界，并以其说（Sagen）呼唤物，使物物化，在天、地、人、神四重根中形成为世界，使物从遮蔽状态走入澄明。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说的词语具有命名的力量，使各个在者呈现出来，是其所是。而词语本身不是物，无名可循。词语存在，它只给予着。人说话，乃是因语言说话。

语言说话，意味着人必须听到语言之说，得到语言的允诺和鼓励然后才能说。人永远只能跟在语言后面说，我们之所以能俯身倾听语言，因为我们属于语言之说，人的本质就在于这Logos（说、聚集），人是对语言之说的说者。人不可能逃离语言的边界，人不是处于语言之外，也不是高于语言之上，因为，人的生活意义是由语言的创生性所激活的。人一直参与着语言的本质，因为这种参与，我们才能让语言对我们说话，才能应答语言并说出语言。人的本质与在场和在场有的差异性之间的关系是语言，人只能在语言涉及我们的存在之域中直观到语言的本质。诗性语言与无聊闲扯的日常语言完全不同，它为一切提供道路（Weg），它是原初的“道”。一言以蔽之，只有诗与思才是人之说的本真方式。

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对语言作本体论的研究，认为“语言是我们存在世界起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
 。他将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相融合，认为语言是“生活的形式”，人在理解中使用语言，使“传统”不断演进，亦即从一种“语言游戏”演进为另一种新的“语言游戏”。然而，伽达默尔仍未逃脱德里达的批判。

在德里达看来，伽达默尔的新解释学，仍然归属于中心性、整体性形而上学观。而且，如利科尔指出的那样，他低估了言语与写作二者差异的重要性。这种分歧又尖锐地体现在新解释学和解构主义的新文本观对作品或文本的看法上。新解释学和解构主义都对传统作品观不满而加以批判，然而解构主义更为激进。它在否定传统作品观的同时，连带新解释学的作品文本论也否定了，于是，由新解释学文本论到解构主义文本论就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性转折：

在作品本体存在形式方面，传统作品观认为，作品是书籍表征出来的实体，是自足的系统，是自我相关的；新解释学文本观认为，文本是体验和理解的对象，文本在读者的理解中复活，作品具有被编织而成和与他者编织在一起的特点；而解构主义新文本观则认为，文本是语言活动的领域，文本之外别无它物，文本是一个自我指涉的体系，文本与其他文本交织，文本间性使终极意义不复存在。

在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方面，传统作品观把作者与作品看作是父子关系；新解释学文本观认为，作者是作品之父，读者则是作品的再生之父；而在解构主义文本观那里，文本与作者无涉，是无关的网状关系。

在写作与阅读的关系上，传统作品观指出，写作与阅读是相互分离的，作品是严肃的呕心沥血的创作结果，阅读同样是严肃的事情；新解释学文本观主张，写作与阅读通过文本而联结，阅读即创造；文本是作者与读者达到心灵对话而消除误解的中介桥梁，作品具有真诚性；解构主义新文本观则认为，写作即阅读，阅读即误读。文本就是一切，文本是语言游戏，是令人欢欣的。

在作品是否表达真理问题上，传统作品观认为，作品总是为表达某种东西（观念、真理、欲望、情感）；在新解释学文本观看来，文本说话并呈现意义，它使解读者达到视界融合并超出原有的视界；解构主义新文本观认为，文本以能指为中心，只重视言说行为本身，至于表达什么是无所谓的。

在作品存在的价值问题上，传统作品观主张，作品是作者思想的外壳，是储存思想的容器；新解释学文本观认为，文本在言说，总在揭示某种现实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解构主义文本观认为，文本无意将词与事物一一对等起来，语言无法掌握现实，语言是存在的牢笼。

可以看出，新解释学的文本论同传统作品观强调作者的主导地位不同，新解释学张扬读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新文本理论则固持“人的终结”这一信条，而坚持“文本”性。这种根本的差异，使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不断发生论战，于1981年4月23日和24日在巴黎歌德研究所举行的“文本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上，两位哲学大师发生了正面交锋。

伽达默尔首先宣称，自己的解释学“文本与解释”观，是基于一种人文科学的浪漫主义传统，正是在理解是永无尽期的过程这一质点上，才能正确把握“语言是被理解的存在”的命题。他明确指出，他对德里达的语言是交流的障碍，解读是误读，语言是存在的牢笼的观点不能苟同，相反，语言是达到互相了解和对话的中介。“文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理解文本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达到沟通而增加共识才是目的。

伽达默尔进一步强调文本不是“一切”，因为文本有多种类型，作为反讽的反文本和行为非本真的伪文本，并不必然地表现其文本的意义，因此，这类含有言外之意的文本，往往是对言中之意的反动。而前文本（pretext）往往将真实意图隐没不彰，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去表现出来，或由心理分析家对这类梦呓般矛盾迭出的语言加以阐释方能了解。这样，理解文本就不是一种走向误读的路径，而是剥离其虚妄之意而抵达本真之意的过程。那种将扭曲的可理解性当作理解文本的标准，是行不通的。同样，那种借助词语的多义性或双关性（如德里达的分延、播撒、踪迹、替补），来说明意义的非确定性、语言的非中心性、意识理性的遮蔽性、语言的不透明性和非超越性的作法，除了使语义含混和阻断交流以外，似乎并不说明什么。伽达默尔断然反对这种含混的双关词和使用隐喻以及隐含隐喻的话语。

伽达默尔将以德里达为首的法国解构主义思潮称作是对自己的“真正挑战”，并声称德里达一再将新解释学置之于形而上学领域是一个错误，因为，哲学解释学并不必然依赖于任何“在场”的形而上学。因为，言说是为了寻求理解，理解者从来未打算去歪曲别人的言说的意义，相反，理解者总是怀着“良好的理解愿望”去理解他人的交流动机。他希望与德里达通过对话达到互相理解，以取得某种“共识”。

德里达在题为《善良的权力意愿》的回答中，向伽达默尔提出三个问题：首先，对理解者依然怀有“善良的意愿以及对达到理解中一致的意愿绝对承诺”表示怀疑，因为，这表明伽达默尔预先设定人人都怀有理解的意愿，而诸如意志、在场、意义的表达的必然性，均居于“形而上学时代”。其次，对伽达默尔所提出的理解的普遍性和历史性表示怀疑。在德里达看来，伽达默尔把解释的语境描述为活的对话中的“一种体验”，一种与“生活联系”的语境，即在活的对话中的活的经验，是相当成问题的。因为理解并不是可以预先设定的，相反，理解总是一种对先验设定的突破，一种对语境乃至语境概念本身完全重构。再次，德里达对伽达默尔的理解模式提出质疑。德里达坚持认为，那种理解的终点是达到“赞同和一致”的看法，仅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而已。其实，理解的终点绝非是达成一致，而是多义误解。理解的前提也不是和谐关系的延续，相反，是在对抗中形成的和谐关系的中断。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规定某种对文本理解的方式是唯一的，相反，对文本思考和理解方式是无限的，因此要获得所谓一致的终极意义是不可能的。

对德里达的挑战，伽达默尔以《重申：良好的权力意愿》作为回答。伽氏首先拒绝承认自己努力达到理解的一致与“形而上学时代”有什么关联，同时重申获求理解的“善良意志”仅仅是“希望被人理解”。因为，理解中的一致是人类得到共识、消除误会的前提。伽达默尔承认，那种达到理解绝对—致的设想，必然遭遇到理解之中断裂的“裂口”，任何以书写形式出现的字词总还是一种裂口，它要求人们中断其经验的习惯过程及其期待视野。然而，正因为有“裂口”，才需要不间断地理解，“正是在这种词与词、问与答的交换形式中，真正的相互理解才能产生”。
 伽达默尔争辩道：自己并不想说，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成为对话伙伴的那些一致因素，总足以使人们达到理解和相互之间的完全—致。就是在两人之间，也只能要求一种永无完结的对话，这同样适用于灵魂与其自身的内部对话。当然，人们会不断受到种种限制，人们各说各的，互不相干，甚至处于与自己的矛盾误解之中。人们只有共同进行长时间多方面的对话，才能达到某种共识。伽达默尔强调，每一种寻求理解的阅读都只是在一条永无尽头的道路迈出的—步。走上这条道路的人知道，他或她将永远不会完全支配文本，文本的意义在于不断的对话式的求索之中，在于自我体验的对象化认识中。

这次思想交锋，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相反，展示出作为当代显学的新解释学和解构主义，在诸多立场上的迥然有别和思想上的交织缠绕。德里达与伽达默尔的对话紧紧围绕文本观与解释观展开，并在理解与非理解、内在与外在、连续与中断、真理与非真理等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现代思想史上最新的观点。

这次著名的论争，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方面。它不仅提出文本的理解和人的真正的交流是否可能的问题，而且相当清晰地展示出解释（求同）与解构（求异）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新解释学将理解、认同、意义及其表达作为根基，认为意义优先于表达的“主要部分”（即语言和符号），也优先于历史性、死亡观。因此，伽达默尔重新确立逻各斯和最接近逻各斯的一切——人类的声音，以及伴随着它的理解中逻各斯在场的方式。

德里达在文本观和解释观等方面同伽达默尔解释学所形成的冲突，是基于德里达这样一种认识，即西方形而上学的总体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为确立中心结构而进行的努力，这个中心结构作为形而上学史的篇名可以是理念、上帝、先验意识、等级秩序等。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因为，在德里达看来，伽达默尔秉承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理论，一以贯之地维护中心结构，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历史的人本的世界观，这是德里达所不能接受的。德里达以其分延概念，力图解拆中心结构，颠倒逻各斯中心主义，坚持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符号结构论，进而提出与伽达默尔迥异其趣的文本理论和意义理论。这样，解释学和解构学的差别，导致了当今世界著名的后现代文本意义论战。

正是在理解的历史性和普遍性这一命题上，伽达默尔受到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强烈批评。解构哲学所要消解的根本目标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在场是中心、实体，整体的根基，是以确定的时间方式——现时呈现的本体性实体。德里达认为，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在内的解释学，仍然置身于形而上学羽翼之下，通过“在场”的设置把语言和历史置放在同一个现时的关系中，这样，人的思想为这种现时的“在场”所支配，它作为实体直接沟通主体走向实在的路径，而具有在场的特权。正是在场使实在的本质呈现给主体，并为主体所直观。于是在场和缺席产生了人类堕落和赎罪的神话，历史则成为这些神话的世俗画卷。

伽达默尔的新解释学，以现实为中心去理解过去和把握未来的理解的历史性，以及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准确地呈现思想，达到实体世界的客观真理的理解的普通性，代表了人类的一种终极价值认同感，表达了一种返回始源，本真地直面真理的愿望。而这在德里达看来只是代表着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已。德里达以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挑战者的姿态，向真理、明晰性、理性、确定性、理解的历史性和普遍性掷出自己的否定性判词。

德里达指认，新解释学通过人与世界的最根本状态的分析，去发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仍带有不可磨蚀的德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烙印，即将现时的“在场”作为解释学的统一性的核心并最终指向一个中心。这样，新解释学的理解和解释所立足于现在、历史、传统、文本都归汇到现时之中，理解就是让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文本和人物在现时中“复活”，并通过与现时世界人生的对话而生成活生生的意义。这样，语言作为“在场”的统一构成，就成为解释学问题的开端与终结，并通过“在场”的理解，将世界包孕在语言世界中而排斥了将世界作为语言的对象的看法，实现了语言作为人与世界的原初统一的观念。这一结论显示出这样一个明显事实：解释接受理论的立足点是理解、对话、意义和表达和意义的在场，其所持存的仍然是一种归汇中心（理解中心），寻找新的确定性以保证语言中心论的优先地位，这是德里达绝对不能苟同的。

透过解构之镜，德里达看到伽达默尔仍然陷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德里达提出自己的关于解释的差异原则，将文本的寻求看作“关于差异的永无止境的游戏”，看作通过模糊不清、多义杂糅的意义把握去对中心性、同一性加以瓦解的尝试。解构主义对抗任何向心式辐射意义的理解，反对文本的清晰、单一意义的把握，并以其解构的实践对解释－接受理论的根本思想进行颠覆。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代表了一种更彻底的后现代精神，他在揭露形而上学的危害性时，所找到的超形而上学的语码却对自己的理论同样造成颠覆的危险。他为了文本而放逐历史，进而寻找没有始源的超越于主体和真理之上的“游戏解释学”，其可行性仍值得怀疑。他在对形而上学的抵达“本真”的梦想断然行使否决权时，又不得不在使用多种语言的双关语、玩弄文学游戏和故意含混不清的语言操作中，表达出另一类“真理”。

伽达默尔的理解方式是对话，是文本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授与受，还有差别的不断交换过程。不过，这些差别建立在必然性、上下文，甚于系统的相应性或统一性之上。质言之，伽达默尔保持的是中心之地，其做法仅仅是延伸关联的纽带以及与此相应的形而上学的包含的一切含义。解构哲学强调不清楚的、非确定的以及意义与表达之关系的非关联的特点，并且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独立存在的，非先天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这样就能把语言、符号和文本从逻各斯的声音中解放出来。解构运动远离中心之地，要摆脱形而上学的运动，然而却每每被形而上学施加于解放思想的威力拖了回去。

解释与解构代表了两种文本观和解释观，其一是试图辨认或把握意义和符号的真理和本源，却又对这种辨认和把握加以逃避，并将解释的必要性作为一种放逐状态的真理或本源。其二是不再转向本源，而只肯定活动本身、并试图超越人和人本主义，超越那种作为在者之名称的人的名字，这个在者存在于全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历史之中。换言之，在人自身的全部历史中一直梦想着完全当下的在场，梦想着保障活动的基础、本源和终站。这两种文本解释观表明交流与理解在后现代来临之时，遇到了双重困境。在解释学那里，虽然坚信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总是存在共同之处，从而试图重设“活的对话”的逻各斯和意义的在场，便却终将无法彻底实践这一“善良愿望”。在解构学那里，固守反中心、反整体和寻求差异的立场，人求超越于形而上学之上，但在具体的解读实践中，却又感到超越形而上学殊为不易。

不论怎样，这样两种相交相悖的因素，共同组成文本解释的新的理论景观。不是这种求同一与求差异的矛盾冲突，造就了一副当代文化的悖论性格，并使这一扭结交缠的内在冲突，在不断出现的意义重释和意义消解策略中重现。

第二节  罗蒂：新解释学

伽达默尔在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批评、利科尔现象学解释学和德里达解构学的批评中，却欣慰地听到来自美国新解释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呼应，罗蒂是从英美分析哲学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思想家。罗蒂注意到当代哲学在6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方面，欧陆哲学在新解释学与解构哲学之间展开的德法论争，影响到美国思想界，并使解释学和解构学都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主的分析哲学日益显出颓势。分析哲学似乎已经在现代主义时代领尽风骚，而在进入后现代思想舞台时，遭到了来自其自身内部的反正统力量（科学哲学中反唯科学论和语言哲学内部的反传统意义论）的冲击。

在新解释学与解构哲学声势夺人的今天，再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再抱持在人类生活、思想和艺术实践和存在着一种“第一原理”的看法，已显得陈旧过时；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似乎就有些冥顽不化了。罗蒂坚持说，当务之急是转换视界，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科学、政治、诗歌、哲学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狂妄，对—切合法性的根基加以质疑，摧毁哲学中源远流长的对“心”的信任，使人们广泛丧失对镜喻哲学本质的信心，从而转向与非历史性的永恒模式相反的历史主义的文化思考，并逐渐臻达“后哲学文化”之境。

罗蒂将哲学分为启迪性哲学（新解释学）和体系性哲学（传统哲学），其目的在于，一方面继续摧毁人类镜式本质论，摧毁一切营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可能性，另—方面，标举新解释学，提倡通过理解和解释，走向生命的真理，走向生活的启迪，走向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因此，罗蒂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无镜的哲学”，是由对传统知识论扬弃而出现的新解释学，是人类在对话中达到理解并增进共识的哲学。哲学不在九霄之上，它就在我与你的对话之中；哲学不是一个又一个体系的罗列，哲学是一种心灵的启迪和对人类精神境界的不断超越。
 

然而，罗蒂深感2000多年来，哲学的本质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哲学一步步远离人生内在性，越来越变成智力的玄学推演和体系的交替转换。这种玄而又玄的哲学，使柏拉图主义者、康德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形成这样不变的哲学标准：人具有一个恒定的本质，他必须去发现各种事物的本质。宇宙是由极简单的、可明晰认知的事物构成的，而对于其本质的知识，则提供了可使—切话语的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得以成立的主要语汇。

对于这种知识论，罗蒂坚决加以反对，并指出从知识论到解释学，是当代哲学的必由之路。因为“解释学是这样一种希望的表达，即由知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被填充，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成为这样一种状况，在其中不再感受到对限制和对照的要求”。
 而且，解释学把种种话语之间的关系看作某一可能的谈话中各线索的关系，这种谈话不以统一着诸说者的约束性模式为前提，只要谈话持续下去，在谈话中彼此达成一致的希望就不会消失。这并不是一种发现在先存在的共同基础的希望，而只是达成一致的希望。

形而上学认识论往往将哲学家所发挥的两种作用相混淆：第一种是博学的爱好者，广泛涉猎者和各种话语间的苏格拉底式调解者的作用，以使各学科和话语中的分歧通过谈话而被调和或解决；第二种是文化监督者的作用，他知晓人人共同依据的基础，知晓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最终的环境和现实条件（形式、心、语言）。在罗蒂看来，第一种作用适合于解释学，第二种作用适合于知识论。

解释学和知识论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价值取向。知识论以中心性为其旨归，解释学以“解释学循环”为基础，而这种区别因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的给出一道分界线。界线的两边，一为“正常话语”，一为“反常话语”。按库恩的说法，“正常”科学是在有关被认为是对某现象的好的说明和解决问题纳实践。相反，“革命的”科学是引入一种新的说明“范式”，因此也就引入了一套新的问题。据此，罗蒂认为，正常话语在一组被公认的规约内运行，这组规约涉及什么是适当的话语组成部分，什么是对一个问题的质疑，什么是对谈问题回答的合适证明或批评。反常话语就是当某人加入该话语，但他对这些规约或一无所知，或加以排除时所产生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反常话语既是冒险，又是创新。

从“正常话语”角度看，解释学似乎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反形而上学理论，它当然不屑于蛰伏在正常话语的阵营，而只能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新范式，一种创造性的“反常话语”的学科。这是因为，获解释学的出现是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文本交流的阻隔和失效，人们因龟缩在自我之中而难以同他人交流，进而陷入个体的孤独和盲目崇拜形而上学（灵魂、大全、终极真理）之中。
 在这个层面上，罗蒂认为，后哲学文化之所以推举解释学，乃因为“解释学只在不可通约的话语中才为人需要，因为人需要说话，而物则不需要。区别的产生并不在话语与沉默之间，而是在不可通约的话语与可通约的话语之间”。
 换言之，在罗蒂眼中，解释学不是“另一种认知方式”，即作为与（预测性）“说明”对立的“理解”，而是一种言说世界的方式。

在《机缘、反语与协同性》（1989）中，罗蒂进一步指出：世界并不言说，只有我们才言说。一旦我们自身拥有了语言，世界便促使我们拥有了思想。但是，世界无法为我们提供言说的语言，只有他人才能提供这样的语言。世界无法指点我们进行某种语言的游戏，我们必须直面我们使用的语言机缘的愿望。没有语言也就没有真理，语言和真理是人类的创造。对语言机缘的认识导致对良心机缘的认识，这两种认识促成了这样一幅图景：知识与道德的进步成为事物隐喻的发展史，而不是加深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历史。

新解释学与传统知识论的对立，表现在启迪性哲学和体系性哲学的对立。新解释学与启迪性的话语，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取代了作为思想目标的“知识”概念。伽氏认为当我们读得更多、谈得更多和写得更多时，我们就成为不同的人，我们就“改造”了我们的内质。与知识论相反，解释学认为，谈论事物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自我与他人的交流启迪活动，实质上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和某种异国文化或历史时期之间的理解活动，或在我们本行学科和其它似乎在以不可通约的词汇，去追求共识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的解释学活动。这种解释学的“启迪”性话语与那种成为“营构”体系的正常哲学话语不同，是反常的，它借助异常的力量使我们脱离自我而成为新人。这样—种除了“自身之外别无目标”的启迪哲学，是对智慧的一种爱的方式。它放弃追求绝对真理和终极本质的要求，只是追求一种人生价值。启迪哲学家以其警彻的语言和对人生深切的关注，向与人生无涉而只顾营构体系的哲学挑战，并为诗人哲学家敞开其本真的人生境况，在不断创新着、生成着的语言之中，阻断将生命“对话”蜕化为概念演绎的可能性。真理不再是高悬的终极绝对，真理成为人自身不断完善的心灵明灯和践行过程。

总体上看，作为启迪性哲学的新解释学，在当今美国哲学论坛上仍是居于边缘地位，尽管它不断向哲学的中心话语挑战，但仍未占据绝对优势，仍是一种“外围”哲学。而“主流哲学”则是那些热衷于“营建体系”的哲学。这样，两种哲学的冲突和交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作为启迪哲学的新解释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即坚持差异性、相对性原则，重反常话语，重解构，重人类的对话理解，重哲学的真理追问性。启迪哲学家始终抱持着历史主义的意识，认为一个世纪的“迷信”，不过是上一世纪的理性胜利。同时，他们也保持着相对主义的意识，认为借助最新科学成就的时髦词汇，并不能表达本质的特殊表象，因为世界是永远发展的，它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中不断生成的，它永远不可能受制于任何一种单一的体系或论断。

新解释学哲学家尽管处于边缘哲学的位置，但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视界、新的可能性。他没有去定义哲学，而是在躬行一种哲学；他没有套用给定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在创造性地提出另一套解释学话语；他因违反了正统哲学的元规则（metarule），而永远只能在“反常性”中放逐自己，在“对话性”重新解释中不断向中心权力话语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启迪哲学家永远也不能使哲学终结，而且他们能有助于防止哲学走上僵化之路”。

新解释学彻底地抛弃了无蔽的自然之镜的观念，使心灵不再成为一面透镜。同时，新解释学放弃了那种认为哲学必须指出一切可能的话语，并自然地会聚为一种共识的天真想法。在新解释学看来，文化的最终冻结或许就是人类的非人化。因此，新解释学哲学家的选择是，无限地追求真理，而非“全部真理”。对新解释学家来说，禀有“全部真理”这个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柏拉图的唯心论真理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它的荒谬性在于，在虚设一种“神性”的玄乎其玄的终极真理的同时，放逐了人与人通过对话、理解而相互增进共识的可能性。

于是，新解释学的目的变得清晰可辨：它不以发现绝对的终极真理为目的，因为这种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消除了世界上还有新事物和新解释产生的可能，消除了诗意的而非仅仅只是思考人类生活的可能。新解释学的目的在于不断地进行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把智慧看作对话得以进行的保证，把解释看作产生新解释新描述的催生者，将理解看作达到共识走向真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永无尽期。

罗蒂并不认为体系哲学的危机使哲学有“日暮途穷”之虞，因为，宗教未因启蒙精神而终结，绘画也并不终止于印象主义。真正的思想永远不会因时过境迁而成为明日黄花，哲学的睿智光辉将照耀和鼓励人的前行。在罗蒂看来，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种企图为全部文化提供第一原理并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合法性加以仲裁的“元哲学”已经日薄西山，而倡导对话、寻求理解、达成共识的新解释学哲学、美学、文论时代已现出晨曦。  

附：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的启迪

当我们对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文化哲学语境和文论构成进行匆匆巡礼以后。我们确乎能感到，现象学与解释学在文艺观念的突破上的确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一重要的理论思潮，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确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就现象学而言，其对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大转型的意义，如日内瓦学派、文艺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都吸收了现象学的精神和方法资源，都是在现象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现象学在现象学解释学（海德格尔、利科尔）、现象学接受学（伊塞尔）、现象学存在主义（梅洛-庞蒂、萨特）、现象学解构主义（德里达）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并已经超越德法两国而迅速弥漫于欧美和世界各国。可以说，除了本书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以外，还需进一步考察伊塞尔、艾柯、霍兰德、布鲁姆以及费什的现象学解释学文艺理论思想，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当代文艺现象学的轨迹发展。

总体上说，文艺现象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深入到文学艺研究和文艺批评领域的各方面，它的—些重要美学范畴和术语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各类艺术研究中，诸如音乐现象学 、绘画现象学、电影现象学 等新兴学科已经出现，并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

文艺现象学的意义在于，它不将研究范围设定在作家和作品的单维上，而是将作品看作是作家创作意向性客体，而这一客体必须通过读者的解读具体化方能实现其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这样，就突出了艺术过程的主体性，并将作家－作品－读者看作一个“主体间性”的过程。这—过程以作品本体论为支点，连接了作者和读者的主体精神，使作品的展开直接成为“现象学追问”和“解释学问答”的进程。艺术的中心不是客体，不是作品，而是人即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艺术作品只是—个“图式化框架”，读者在对其进行“填空”的活动中，领悟到的不仅是作品的含义，而且是自身呈现的存在意义。阅读成为人性深度的揭示，成为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

现象学美学和文论所标举的作品本体论和审美体验本体论，作为艺术奥秘的透视，是文学理论的当代拓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标举的“精神性”在西方美学领域正在成为变革人的审美感性的重要力量。因为，哲人们坚信：“审美超越性”是消解“生存危机”的重要维度，只有坚持本真和本源性精神，才能“使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从严重的困境造成的废墟中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不死的。” 

解释学文论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起到了革故鼎新、拓展视界的作用。它将文学研究的重心从作者和作品上移到了读者对作品审美理解和阐释的研究上，从而使文学研究跳出了狭隘的研究范围，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理解和阐释的创造性导致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都既与他人相似，又绝不雷同。理解的差异导致解释的差异。解释者在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独特理解中改变和重新解释对象，从而使文本中的艺术形象能够按解释者所理解的情状，注入新的意义，形成同过去解释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如通过对《金瓶梅》这部书的理解和解释，可以看出人们文学阐释观的流变和意义探究的曲折轨迹。《金瓶梅》自诞生之日起，因其在书中赤裸裸地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的性活动，而被此书的第一位读者董思白视为“淫书”，认为“决当焚之”。这一对书主旨的理解和解释，随《金瓶梅》的流传而流传。而明清的文学家如袁中道、沈德符、李日华、袁照等人皆顺应了这一传统解释，指斥《金瓶梅》为“坏人心术”、“不堪入目”之作。张竹坡从新的视界出发重新解释《金瓶梅》，不同意“淫书”论，而标举“惩劝”说，认为《金瓶梅》之意不在诲淫而在展示淫之恶果，以惩戒淫者，警醒世人，甚至认为，淫书之说，仅仅是“淫者目见其为淫耳”。近现代《金瓶梅》研究者大多将该书看作一部暴露封建社会丑恶的现实主义杰作，但却对其中的性描写尽情删去，或以此对西门庆、潘金莲的丑恶形象加以揭露批判。现代荒诞川剧的作者魏明伦，一反过去的解释学框架，大胆地对潘金莲这一形象进行全新的理解和创作，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始而不幸、终而沉沦”的悲剧人物，作者对传统的形成定论的淫妇形象加以逆转，赋予潘金莲以新的意义，将其看作是与武大郎不般配的婚姻受害者和不甘任人摆布、追求自由幸福而遭受迫害的善良妇女形象。这种完全超出过去对潘金莲有效解释范围，打破惯常理解标准的唱反调式的阐释，在社会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进一步激发了文本重新解释的兴趣。

可见，解释不是一种文字技术上的归纳和知识的把握，解释是人对处身世界意义的一种选择，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断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 解释同理解一样，不是以人云亦云的结论作为自己解释的结果，而是用自己的生命结构和存在方式显露出对象的真理，探究出独立不倚的合乎对象及其问题基本情状的新解释结论。那种鹦鹉学舌的理解和解释是解释的异化，而为自己的生存寻找真理的光明，为个体对世界的领悟和理解所进行的全新解释，标明个体在解释过程中所达到的精神自由境界。

一般而言，文学文本的解释存在两个极点：一是文本一极，一是解释者—极。于是有人把文本奉若神明，作为解释学中心，这种“文本解释”（作品本体解释学）以客观主义态度注重追求文本的原意，而忽视理解的历史性；而“主体解释”（本体存在解释学）标举个体主观的阐释活动，不注重文本原意，讲求理解的创见。在这客观解释学和主观解释学之间，还有若干中间状态的阐释观点。因此，大体上说，与在先的解释相比，现时的解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解释的符合论。解释者的解释尽可能地与原文本意或原解释结论相符或趋近，并且重复过去的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这种解释不给被理解的文本或解释增添任何新的意义，解释者仅在于解说文本外显的意义或别人早已得出的解释结论，因此，这种对文本原义和原解释结论的符合或趋近，是一种“无创造性的解释”，并不能使对象的意义增殖，因而其自身的价值非常有限。

解释的衍生论。即解释者用新的解释叠加在原解释上，使对象产生意义增殖。这种解释或对文本作有限的发展，或在赞同原解释的基础上加以新的补充，在对原解释重合之外略为溢出原解释意义，如旧红学对《红楼梦》加以探幽索隐，寻找小说中“隐”去的“本事”或“微义”。王梦阮、沈瓶庵认为贾宝玉是顺治皇帝，黛玉是董鄂妃；蔡元培则认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宝钗影射高江村；邓狂言认为宝玉指顺治和乾隆，林黛玉指乾隆的后妃蔡氏等；秦鹏飞认为《红楼梦》影射雍正夺嫡，林、薛二人争宝玉，乃因宝玉象征国玺，指太子允礽，袭人指袭取帝位；潘重规认为宝玉影射传国玉玺，林黛玉喻明朝，宝钗喻清朝，实喻明、清之争；杜士杰认为宝玉影射顺治皇帝，黛玉影射董小宛；赵同的《红楼梦猜》更是随心所欲地将书中人物及其曹氏家族同诸皇子加以附会。这些解释其虚妄姑且不论，但从王梦阮到赵同，其解释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基本上是一种原地徘徊式的修补。而新红学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对原解释的重复或修补，而略作发展。如胡适《红楼梦考证》将宝玉与曹雪芹对应起来，而俞平伯《红楼梦辨》则认为“《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这样，新红学的考据上的历史主义比旧红学的索隐多一些创造性，使自己的解释结论与原解释结论相比发生了衍生义，尽管仍未脱窠案臼，但仍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意义增殖。

解释的创生论。即解释者的解释对原文加以创造并对原解释进行更具主观色彩的发挥性阐释。一般而言，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令人们不断地加以理解和解释，永远不能穷尽其意蕴。如《红楼梦》，除了旧红学、新红学的研究外，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为开端的真正“红”学研究，从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角度，理解《红楼梦》的伦理价值、悲剧价值、美学价值，打开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学空间。到了当代，夏志清进一步将《红楼梦》中“徘徊在怀念红尘和决心解脱红尘的痛苦间”的形而上意义揭示出来； 余英时也指出《红楼梦》创造出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乌托邦世界和观念的世界，并在这理想世界兴起、发展和幻灭中看到人世间“最大的悲剧”。 胡菊人采用新批评的“细读法”，通过一香（群芳髓）、一茶（千红一窟[哭]）、一酒（万艳同杯[悲]）的字义隐意分析，以及“冷香丸”（香消玉损，人冷香完）和水（时间、洁净、女性）、石（玉、高洁）、泥（污浊、男性）的象征意解析，指出这些语词中所深蕴的微言大义，构成一个象征之网：通过青春的短暂、生命的迁谢、人生的无常多变、时光的无情，揭示出一个永恒的人生观、枯荣观和宇宙观，这正是《红楼梦》之眼所在。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 中，以一种深切的悲情将曹雪芹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加以比较，从他们那完全不同的选择：走出劫难的世界与返回苦难的深渊之中，从他们那互相有别的性灵：曹雪芹的空灵之情、陀氏的“俄国式基督”的爱心的对比中，进行了一场个体生命与永恒生命法则之间的争辩，在灵魂的拷问中，直视心灵情怀的深处。并由此叩发出一种全新人性观和价值观，对《红楼梦》加以现象学追问，在解释学的“问答逻辑”中，超越或消解了原来的某些解释，得出全新的解释学结论。

解释的逆转论。解释者完全超出对象的有效解释范围，以—种对立的唱反调的方式对原解释加以逆转。如前面所谈魏明伦《潘金莲》对传统解释的逆转和唱反调就属此列。而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解释也有这类情况出现。如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十分反感，作出了完全对立的理解和解释；莎剧不仅不能称为天才的杰作，而且是很糟的作品；李尔王没有理由退位和认不出肯特，艾德伽领着父亲去跳崖令人难以相信；公元前八百年的李尔王却在中世纪登场，既不真实也唤不起人们的兴趣。因此，托翁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抄袭的、表面的、人为地零碎拼凑而成，乘兴杜撰出来的文字，与艺术和诗歌毫无共同之处。” 

同样，对哈姆雷特复仇的“延宕”的解释也出现完全对立的解释。托马斯•汉莫爵士在1736年最早提出哈姆雷特为何不立即杀死克劳狄斯的问题，并解释说如果王子杀死他，全剧则不能往下演，所以必须避免。 许金认为延宕是因为王子的自我谴责的内向性格造成，因为哈姆雷特不是一个行动者，而是一个思想家。基托反对“延宕”的悲剧说，认为这是一个希腊式的宗教剧，其结构上之所以拖延，正是说明罪恶一旦蔓延开来，便将好人坏人一块搞垮，这种“扩散性的毁灭”，表明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欧•琼斯则认为，哈姆雷特之所以仇恨克劳狄斯，是因为后者杀死王子之父而娶王子之母，而这正是王子潜意识里想做的（杀父娶母）。他的“延宕”是因为自己受着“犯罪心理”限制而又无力反对对手克劳狄斯，同时，如果杀死对手就等于自杀，因为对手的所作所为代表了王子所希望做而又难以做到的一切。在一种恋母情结的压抑禁忌中，哈姆雷特行动一再延宕，“这种僵局的出现，绝非来自于生理上或道德上的恐惧，而是来自智力上的怯懦，这与不敢探查自己的灵魂深处有关”。而在60年代，西方按某些导演理解而上演的《哈姆雷特》剧中，徘徊于舞台上苦苦思索的丹麦王子，口中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警句，手中捧的竟然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这种对《哈姆雷特》进行存在哲学式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王子形象的新阐释，因为王子道出了人类命运的两难处境，提出存在价值的重大问题而具有不朽的魅力。可以说，在对哈姆雷特复仇的“延宕”的解释上所出现的互相对立或冲突的解释表明，解释的逆转—方面表现出解释的主观性，能打破原解释的格局，以其反常规的越界行动令人瞩目，并形成一种不小的冲击力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是，这类做翻案式文章的逆转式解释，如果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创新的力度，其自身的价值则微乎其微。而如果有全新的视界和登高望远的气度，一扫过去解释的陈腐，而出之以更新颖、更深刻、更恰适的解释，则会取到鼎新革故、开风气之先的功效。而这是需要深厚的学养与功底的。

进一步说，解释学除了强调理解的普遍性、历史性和创造性本体特征以外，还将理解、解释与运用（Applikation）结合起来。

与理解和解释紧密相联的重要范畴是“运用”。伽达默尔认为，“一切解释学的主要难题”即关于“对文本的运用”这个难题的讨论。而这一难题在现代解释学中遭到了忽视。从历史上看，古典解释学将“对文本的理解”、“对文本的解释”以及“对文本的运用”看作理解的三个要素，甚至更着重突出“运用”这—要素，将其看作理解和解释的目标和旨归。然而，浪漫派将理解和解释融合起来，重视理解和解释在解释学中的作用，而文本的运用则已经变得无关宏旨了。伽达默尔并不打算重新回到理解、解释、运用三要素绝然分开的基点上去，相反，他坚持三要素的辩证联系和互相依存。

事实上运用是一切理解的组成部分，犹如理解总是释义—样，“理解始终已经是运用”。文学文本或剧作都产生于理解者之前，而且一般都有前人为文本所作的阐释，但是由于理解者现在的情境绝不会同以前阐释的情境相同，他就得重新阐释这一文本，不仅要弄清包括解释者在内的传统、前阐释的历史积淀以及当代科学水平及其运用目的等，这样，解释者的解释绝不会单纯重复先前的阐释，而为了今天的运用，他不得不用现在条件下新的因素的术语重新解释文本。

“运用”在哲学解释学中增加了自身的重要性，这—重要性表明理解是由具体的、历史暂存的情境所构成的，是以它为基础的。“运用”并不是说阐释者在文本中仅仅读到自己的意义，或者他只是把文本的含义向他的理解靠拢，相反，阐释可以文本自身企图解答的问题的重建为目标。但是，如果文本无法使阐释者将自己的问题硬加进文本里去，那么，文本即是其答案的那个问题将同样会为阐释者本人形成进一步的问题。因此，如果文学阐释者希望理解文本的文学意义，他就不能将自己严格限制在只对史料本意和前人的理解的历史发掘上，他必须重新加以理解和解释，而在这理解之中也就蕴涵着“文本的运用”。

当然，包含在理解之中的“运用”，并非是包含在传统认识论里的那种实践的具体运用，而是一种在理解过程中业已展开的运用，文本的运用不仅涉及到理解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处于视界融合之中的理解的目的。就此而言，运用是连接理解与实践的中介，也是防止错误的成见和误解的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意义构成了人与世界的绝对中介和根基。人类寻求意义的冲动，表现出人的一种内在的形而上冲动：一步步由确定（文本或事件）走向不确定（意义多元性），又一步步由不确定走向确定（文本或事件的解释学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在变化中获得新生，一切都在理解中获得意义的生成。人理解文本、人也被文本所解释；文本有待解释，而解释者的自我也是一篇有待解释的文本。正是理解、解释、运用，使文本和解释者互相阐释和理解。在这理解文本和自我解释是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的意义追寻过程中，人不断敞开处身的世界的奥秘，同时也展示自己的本质的新维度。这或许就是解释学文论对我们的启示。

解释学文论突破了传统文艺学价值观，揭示出艺术作品具有永恒魅力和价值的奥秘，并不在于文本的高不可攀和无法超越，而在于后人对它永无止境的解释。莎士比亚的价值不在于创造出了一个不可比拟的“范本”，而在于歌德所说的：尽管人们对莎翁说了很多，但仍然没有说尽，而且永远也说不尽。真正的艺术杰作，使得人们面对它时会身不由己地为其所吸引，而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情怀襟抱投入作品的“召唤结构”中去“填空白”，时间愈长，作品被解释的次数愈多，被解说对象的艺术价值就愈高。反之，人们面对一言即可说尽、一眼即可看穿的说教作品，会扭身而去，冷落、淡忘，因为文本的无意义使得自身关闭了理解和解释的大门。

解释学文论没有消解价值判断，相反，它是将传统的统一模式的价值判断演化为多元取向的意义解释，在这意义寻求和解释中，蕴涵着主体鲜明的审美价值判断。甚至可以说，理解、解释和运用已成为当代文论的一种新的价值尺度。

解释学文论通过展开理解、解释、运用这解释学三维，而拓展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空间。文艺解释学方法注重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从社会与人的内在联系中文探究文本意义，把艺术文本看成是一个不断地处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点上的事件，把解释者看作一个先在地属于历史并具有独特视界的个体，强调艺术文本意蕴的无限性和意义解释的无止境性，为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和艺术价值评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批评角度。

解释学文论触及到了传统文论所忽略的审美理解主体与文本意义的内在联系问题，以及对艺术文本的解释中历史视界与现实视界的融合问题，为当代文艺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解释学方法。这一新方法表明：审美解释三维（理解、解释、运用）不仅构成艺术文本流动生成的意义，而且在对文本的解释中包含着解释学循环，文本意义在循环的最完满阶段呈现出来。在审美理解中，解释者的视界与文本视界相融合而各自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视界融合”，使审美解释成为历史性与现实性、间距性与参与性的有机统一。在对文本这一开放结构的解释中，解释学文论主张用“效果历史”原则理解文本意义的无穷尽性和审美存在的永恒性，并强调审美理解中“偏见”的合法性以及审美理解的历史性，直接启示了接受美学，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解释学文论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诸如对审美理解重要性过分强调，将其看作赋予文本意义、决定文本价值的决定因素，使得解释学文论具有主观性色彩。但平心而论，这类缺点和偏向是瑕不掩瑜的。

总之，现象学与解释学方法在艺术本体论、艺术经验论、艺术真理论、审美理解方法论方面独树一帜的建树，大大地推进了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并为揭示艺术本体与人本体的互相蕴涵的奥秘，设定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支点和远景。 

第三编  后殖民主义文论

第十一章　后殖民主义语境

后殖民主义文论是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对其研究必须深入到后殖民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后殖民文论与20世纪权力话语的微妙关系，并进而把握后殖民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话语分析意向。 

第一节  后殖民主义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多元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

后殖民主义并非本世纪中叶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本世纪初叶，一大批理论家就已经开始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得面对的问题。

在这一层面，本世纪初期的两位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其后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

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一种新意识和新理论。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出版为标志。在赛义德之后，最重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其后，英格兰希雷德福大学博士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以其《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1985)，开始了对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从多维文化权力层面，分析揭示出文化殖民主义的内蕴及其历史走向。

另外，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里•格里菲斯（Gov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的著作《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强调所谓“混成”(hybridization)，即本土传统通过这一形式与帝国残存相结合，以一种语言创设出—种新的后殖民表述方式，即与帝国输送的“大写英语”（English）不同的、变异的“小写英语”(english)。

近年来，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关注并汇入后殖民批评思潮中，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尤其是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为后殖民批评注入了活力。他近年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表明他的视点始终集中在全球文化后现代与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上。他试图在第—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以—种“他者”(或他者的“他者”)的文化身份进行一种特异的文化发言，以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权力话语。

此外，文化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在罗伯特•扬(Robert Young)的《白色神话：写作与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特里的《妇女、本土、他者》（Women, Native, Other）、莫汉蒂等编的《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以及丹尼斯•李(Dennis Lee)、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的研究中，都作出了自己的独到阐释，使后殖民主义理论具有了更全面的理论形态。同时，非洲、印度、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都有—大批从事文化、文学、哲学研究的学者在探讨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
第二节  葛兰西的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l-1937)“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的不幸者》，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同样有着重要的开创作用。

葛兰西是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他在20世纪初叶，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他将西方国家机器描绘成一条外围的壕堑，其身后具有一个由堡垒和“阵地”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控制着本国的工人和其他从属的阶级，而且还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这种“专制统治”不仅使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和特权地位成为自明的，而且现实社会形态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社会习惯到价值标准，都已然成为专制统治的基础。
 

在葛兰西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苦难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的方式，剥夺其他阶级、民族和群体生活的可能性，剥夺他们生活的权力和实在历史中的合法地位，同时，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出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存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的霸权局面，甚至形成一种“总体国家”的神话。葛兰西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一方面体现为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利益服务的习惯性意义体系，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如何从他们所设定的普遍事物的合法性背后认清这种专制统治的真面目，并加以抵制与揭露，进而用—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理想来取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葛兰西思考的中心问题。

“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统治”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并非表征为暴力的形态。

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在某种意识形态中。强化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如果它没有发展包括全部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充分的、具有坚实地基的市民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完整的国家。“领导权”始终是在历史联合体中诞生的，它显现出对本阶级的完整的领导话语权方式。如果未能形成这种完整的领导权，那么，其统治将是不能持久的，它迟早要被一种更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领导权所取代。

在统治的直接形式逐渐转换为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的过程，事实上已经表明，权力不断由军事和政治冲突，转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磨擦，进而实现着现代权力关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揭示了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异族或异端思想和其他阶层、阶级加以控制的新形式，即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领导权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致，对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然趋于瓦解，因此，社会的解体始终是因领导权的得失而出现。当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从整体上处于虚弱状态时，其文化领导权的瓦解将指日可待。

领导权除了上述的“知识”、“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以外，还包括“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思想意识领导权主要通过知识和道德的领导，使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在各种权力的束缚中，从思想意识方面使它成为统治者的附庸，被统治者所把握。而政治领导权则表明，加强政治，社会集团联合体的文化和道德的控制和制约，使其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而成为另一统治集团的附庸，达到对其控制和瓦解分化的目的。

葛兰西认为，在西欧，要想取得革命运动的成功，就必须通过长期复杂的阵地战，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这种阵地战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领导权机构来取代旧的领导权机构，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取代中发挥着使文化合法化，使个体更容易接近和理解文化，并使其统治普遍化的独特政治功能。所以，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结构的动力，他们通过文化，即书籍、杂志、教堂、讲坛和现代传媒中反复制作和推出的思想价值准则或信仰，通过现代的传播渠道，通过控制和操纵普遍接受的词语、符号和情感，在被压迫的一方即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牢固地确立起对生活的批判态度。真正的劳动人民则需要产生并反映这种客观需要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总体上看，葛兰西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几种不同形态，即暴力性的统治方式和较温和的关于领导权的方式，而其“领导权”又可以分为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通过这种权力话语的分析，葛兰西为现代殖民主义及其“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分析，确定了一种分析的模式和基本的思维向度。

当然，进一步从事殖民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分析的理论先驱，是著名思想家法农。

第三节　法农的思想
法农作为一个诗人、人道主义者和现代思想家，不仅对近现代殖民主义造成的黑人的心灵创伤以及社会破裂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分析，而且对所有遭受西方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而默默无言的受害者加以支持。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殖民主义是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掠夺的掩盖下出现的，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压迫模式。
 

法农在其重要著作《黑皮肤，白面具》
中认为，黑人具有自觉和半自觉地面对现代社会种族歧视的心理痛苦和自我意识，因此，黑人男女切身地感受和体验到了种族歧视及其罪恶。殖民主义无疑助长了这种种族歧视，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殖民地由白人移民和贸易公司进行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开发，它不断地从政治和精神方面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控制，并不断毁环其本土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使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可排解的自卑情结扣劣等民族的痛苦，从而使得被扭曲的黑人心灵再叠加上更大的灾难，即使其大量生育而保证奴隶资源永不枯竭，使黑人成为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主和民族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

这种殖民权力合理化，掩盖了黑人存在的合法性，使其在—层温情脉脉的资本渗透的面纱下，加深着种族歧视的鸿沟，增强了殖民制度的法规和结构。通过严格的社会分化制度，将黑人和白人分成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并将“宗主国”理想化。不仅奴役、买卖和控制黑人，还使黑人接受其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心灵的置换术，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殖民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形，在心灵上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做了“文化殖民”的铺垫。

在这种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方式下，黑人无疑变成了劣等民族，变成了自我羞辱和灵魂痛苦挣扎的一群，他们为获得白人的另眼相看，挣脱自己劣等民族的枷锁而挤入上等社会，抹去自己与生俱来的黑色身份的耻辱，就在无意中对自己的肤色面貌产生憎恨，从而在灵与肉上都处于一种自卑和自毁的可悲处境。

由于身患白血病，法农36岁时即英年早逝。在去世前不久，他写出了重要的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
。在此书中，他对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剥削非洲民族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成为寄生的阶级，加以尖锐地批判，并对殖民主义和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这些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组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政治派别，其开始是爱国的进步力量，但很快就蜕变为黑人贵族行使领导权的工具。所以，民族主义政党是坚持改良主义的，而且是懦弱的，因此必须把他们从资产阶级中争取过来。也就是说，他强调了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黑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觉醒，才可能发现自己不幸的命运，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才可能使自己真正获得命运转折的契机。

法农强调，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西方无产阶级，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民族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殖民主义时期享受着高工资待遇和一定的特权，因而他们都依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在“第三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贫苦农民”，他们才是“地球上承受苦难的人”，所以，革命应从这里寻求突破口，依靠农民的主体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斗争。那些无家可归的赤贫的农民，那些流氓无产者一旦觉醒，其革命行动会迅速地深入到城市中去，并且将以这种爱国主义的行动净化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国家。

第三世界的革命暴力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暴力，只有那些由人民所运用，并且由一些人民的领导者组织和宣传的暴力，才会使得群众理解社会真理，并给他们以理解真理的钥匙。”
 因为，只有考虑到暴力成为一种净化、解放和革命的必要手段，才可能使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在心理和物质上的脆弱性彻底解除，才可以通过暴力的对抗斗争使集体的精神净化。只有“使用暴力”，才可能使革命者团结成真正的行动者的共同体，才可能使非洲的黑人摆脱其自卑情结，摆脱其失望和无能的散沙状态，从而使非洲黑人文化传统获得某种民族自豪感，并在强硬的殖民制度中去治疗自我的精神创伤。

当然，每一个新的国家，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去建立，而不是在感情上陷入“文化的神话”。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具有坚定不移的思想的明确性、组织的严密性和斗争的持续性，这样才有可能使穷苦人拯救他们自身。

法农认为，“欧洲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
 殖民者所写的历史并非其所掠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宗主国对臣属国的掠夺、侵犯和使他国人民受冻挨饿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剥夺当地人做人的权力，同时又使西方文化显得日益合法化。“因此，欧洲人不断地大谈人类，他们宣称自己最关心人类的福利，事实上，我们知道为他们的所谓胜利，人类遭受了数不清的苦难。”
 

可以认为，法农的研究，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使其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主义的文化具有相当的警惕性。他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争取民族解放，但他仍然没有说清，在这种民族解放之后，“文化”将怎样获得自己的自主地位和独立精神，以及在这种反抗西方传统的斗争中，如何获取自己真正的力量。所以，法农的研究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为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创了新视域，但是，面对帝国主义庞然大物的、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如何找到自己新的文化美学个性，如何创造自己的一代新人，如何在反抗西方的同时，又学习西方，并超越西方，显然，这是法农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不妨说，法农的意义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了这些现代问题。

总体上看，葛兰西“文化理论”建设已经提出对殖民主义抱有警惕性及其“文化领导权”的几个层面，即军事控制、经济控制、思想政治控制和文化理论控制，从而为反抗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思想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点，而法农则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进行反抗斗争的可行性，而对殖民主义的压迫结构加以淋漓尽致地揭露，并提出反抗这种殖民统治的主体是贫苦的“农民”，是处于边缘的“黑人”，只有斗争和塑造新的文化，才可能使第三世界文化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而获得自己的新生。这一点，对其后的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和文论反思，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或思想起点。

当然，除了葛兰西和法农理论对后殖民主义有重要奠基作用以外，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分析话语更是成为其当代思想资源，并对后殖民理论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十二章　福柯：权力话语

福柯当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但是他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不弄清福柯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后殖民理论。因此，我们必得重视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

大体上说，20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思想进程，著名的如萨特、加缪、梅洛-庞蒂、福柯、拉康、罗兰•巴特、德里达、德勒兹、雷蒙•阿隆、利奥塔、利科尔等。这些思想家以创造思想、更新观念为己任。他们对国家民族问题、个体身份问题，以及人类未来前途等问题，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关注，从而使他们的言述具有了独特的思想魅力。他们的著作往往以其思想的深刻性、经历的独特性和体验的真切性，清晰地呈现出思想诞生、学术论战和心性的内在冲突状态，以及因对信仰追求而遭致的心灵和肉体磨难。

真正的思想者，其思想往往变化多端，观点惊世骇俗，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其人其思想的神秘多变，以及他们向思想高峰挺进的艰难进程，通过阅读福柯，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福柯之所以成为一种边缘思想的尺度，而且可以了解20世纪真正知识者的价值诉求，那就是具有一种广阔的知识话语网络和求知的无限自由。不妨说，具有了自由而不求真，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思想者，同样，在思想着而又不履行思想者的公正，那就丧失了思想者的良知，而得到的将是一种致命的误读。如何在自由、公正、良知和创新等几方面达到和谐统一，成为一个思想者对跨国经济文化时代的人生把握的准绳。

第一节　福柯的理论

无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一位“反权威的权威”，但是在当代解构理论走红时，却有可能将这个反权威的权威送上“权威的祭坛”。他是—个否弃任何神话的理论家，但是90年代，对福柯的理论和为人的评说却出现了日益神话化的倾向。甚至连他的同性恋、艾滋病，以及他对—些边缘生活方式的嗜好，都成为值得吹嘘的长处。这无疑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充分注意福柯理论本身的提示——反对一切神话和反对权威造神的企图。唯此才有可能真正进入福柯的思想之中。

福柯理论充满挑战性。福柯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人文科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需要进行清晰而深刻的阐释。

福柯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大多译成英语，主要有：《疯癫与文明》
（1961），《词与物》
（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
（1969），《监禁与惩罚》
（1975），以及《性史》
（1976-1984）等。

这些主要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正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来获得改变。他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灵魂与肉体的互介过程角度，甚至从人类的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福柯确信真理的存在，但假设有多种多样的真理，并对真理加以不同形式的表述。

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柯关注这样—些实质性问题：精神病人是如何被确认被隔离被社会权力抛弃、监禁和治疗的？他们的精神病是通过怎样的制度审查而被确定？依据什么现实标准什么方式讲行医治和惩罚？也就是说，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因此，福柯的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疯狂，而且是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即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而非纯理论的科学抽象话语或仅仅是文学话语。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研究方法。这样，研究者不仅可以确定每一个内在的考古学，还可以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值得描述的同—性、类比性和差异性，这种知识型在理论文本和经验文本中萌芽，在实践和机构的整体权力中形成。

福柯的一系列著作使他得以通过不同社会权力即“硬权力”和“软权力”的侧面，对整个现代文化的进程加以独特的探讨。他尤其关注通过构成社会制度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谱系化”的不断总体化的图景，而要把历史打散、拆开，使它与现在、过去、未来相隔离，从而使我们意识到历史的异己性、疏离性。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解构，发现历史中人的疏离的、非总体性的性格，使“现代合法性”遭到真正质疑，进而挖掘出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而使一种谱系学中的反常规性升上历史地平线，使非常数、非本质、非等级秩序等，成为人文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考古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第二节　话语理论

福柯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于是，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成为福柯的主要工作。
 

就权力与知识而言，“权力”问题是福柯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权力是如何实施的，权力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在社会中运行，又受到怎样的制约等。福柯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而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网络关系。他要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权力无所不在、除了硬性权力以外，软性权力同样值得研究。

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一种微妙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然而，人文科学是伴随权力机制而产生的，知识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现代人生存的手段。知识与权力融和在一起，禀有—层现代面具，而使得统治的结构获得合法性。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知识与权力具有一种微妙关系，所以，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甚至大众传媒等都与权力相关联。可以说，权力是与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在它们中有可能引申出一种关系的网络体系。

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出了“知识型”问题，即知识和话语的形态，强调要写出—部知识型的历史，以此弄清在话语领域的一系列转型，即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类的话语而不用那一类的话语？从这个层次、角度、维度去看问题，而不从那个层面和那个维度去看问题？甚至每个人为何都在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断裂性，而放弃总体性同一性？如何发现“话语”的基本机构和话语运行中的权力参与的各种机制。即从一个平凡的、不起眼的普通个案，把握各种权力交织的作用机制，成为福柯研究的重要维度。

对话语形成和知识谱系进行分析不应该根据意识的种类、感知的方式和思想的形态来进行，而应该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角度出发，在福柯看来，对一种压抑的知识的分析，可以从“谱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即对斗争以及冲突的原始记忆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只有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体系的特权地位，才可以建立这种话语的谱系学。“谱系”这个词表征为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现代人能够在当代建立有关权力斗争的历史话语，并策略性地利用这—权力话语。一般地说，谱系学的真实任务是要关心局部的、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的、同一性的理论。整体性理论以真正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知识进行筛选、分级和权力运作，而谱系学则反其道而行之，注重知识话语的逆反性。当然，这种颠覆性谱系学并不剥离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疏离那种中心化、同一化的权力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权力后果与现代社会中科学秩序话语和权力功能密切相关。谱系学反对的是被看作科学话语权力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谱系学具有—种把历史知识从权力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倾向，是使历史知识能够对抗抽象理论的、同一的、科学的话语的新力量。它建立在局部知识的反抗之上，是以一种局部的微小话语分析反抗科学整体性的、知识等级性的知识，这种无秩序和片断性的谱系学，旨在通过建立在对局部话语的描述基础之上的权力策略，使受压制的话语得以释放出来。

可见，谱系学总是尽力避免理论性的抽象总体把握，而力求进行局部的、软权力的话语分析。因而，福柯总是不断地追问：权力的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权力的不同策略具有什么形态？权力的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经济中推导出来吗？事实上，权力总是具体的权力，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的部分或总体的转让，使政治权力或主权得以确立。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吗？它注定要去实现、强化、维持和再生产与经济相吻合的关系吗？是为我们所占有、获得或转让的吗?福柯坚持，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的，而是在行动也仅仅在行动中才得以实施的。或许可以说，政治权力的决策不断通过各种战争来重写这种关系，这种重写表征在社会制度中、经济的不平衡中、语言的压抑中，甚至话语的操作中。

这样，福柯就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权力如何运作的分析上，并进而给自己设定了一整套方法：

首先，权力分析并不将处于中心位置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作为关注焦点，相反，却注重权力的极端状态，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维系管道。也就是说，关注权力的局部形式与微型机构，在权力的极端状况下揭示权力的非合法形态。

其次，权力分析不仅关心权力的自觉意向和决策层面，关注如谁拥有权力、权力者的目标是谁之类的问题，而且要在权力完全投入到真实有效实践中的区域去研究权力运作，即研究权力的外在形象，研究权力与其对象目的和应用领域的直接关系。或者说，不去看统治权占有权力的那种显现层面，而是去发现统治是怎样通过多重权力机构、势力、欲望、思想，逐渐具体地构成的隐在层面。

再次，权力并不仅仅表征为是某个人对他人或某一阶级对他人的权力支配现象，也并不仅仅表征为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权力差异。权力在循环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结构，通过网状的组织运行和实施，使个人处在权力网络中或处在实施权力的状态中，个人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而非权力实施的对象。

最后，从权力由中心向基层的渗透程度，考察它怎样在社会最微小的元素层面对自己进行再生产，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以及权力怎样从无限小的基质开始，这些权力基质怎样被不断一般化的基质和不断普遍化的支配投入殖民化，以及被利用、转移、扩展等状况。进一步说，权力的主要机制确实有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生产，但从根本上说，它既超越意识形态，又逃逸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有效的工具理性生产，为的是形成登记的控制术、调查研究的程序和控制的权力机器。这就意味着，当权力通过这些微妙的机制得以实施之时，就在进行发现、组织和传播知识权力的工作。

人文科学话语处在两种权力话语类型之间，—方面是支持统治权的权力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实施强制性的、反统治性的权力倾向。也就是说，人文科学话语有可能既是—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又是一种自由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反拨和对强权的消解。在这种统治与反统治、规范与反规范、制约与反制约之间，人文科学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或者说，人文科学从知识效力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同时，也为现代化中人的行为话语、欲望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总结福柯的“权力分析法”，不妨说，这种权力分析，并非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属性、国家机器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向支配民众和具体权力的操作者，指向臣服的形式和在局部系统运作的“权力机器”。这种避开统治权和国家机器领域，将权力分析建立在支配技术的微型权力的分析上，正是福柯谱系学和话语分析的关键处。这一点无疑也为当今的后殖民主义通过边缘话语的分析，去揭露宗主国文化政治霸权的实质开辟了新的思路。

第三节　权力与文学批评

权力分析方法还进一步深入到关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学写作和批评实践中。福柯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同既往的看法，他很难认同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的所谓“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知识分子无论是思考、写作，还是言谈、分析时事，都是—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在福柯看来，这种知识分子自身值得清理的问题很多，因为在一种真理话语的膨胀中，在一种虚构的思想理念中，在一种看似辉煌的理想城堡中，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思想的牢狱里。福柯强调，不仅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塑，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塑，改变自己的意识，也改变别人的意识，才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与萨特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介入型”的知识分子不同，福柯强调的是一种“话语分析型”知识分子，他们注重对自我的塑形，注重内在的改造，同时在知识和权力的话语分析中，使自己通过专业领域的分析，对设定的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形态，消解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的秩序”，重新审查现行制度和规则，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政治意向性的形成之中。这样，知识分子就不再是声称掌握了真理的人，而是努力靠近真理的人。如果一个权力体系声称它掌握了真理，那是最危险的，而知识分子在这种权力话语前，只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沉默的对峙，从而在沉默中通过自己对权力话语的剖析使那种权力及其权力网络归于失效。

这样，福柯就接触到了“真理与权力”这一重要的话题。
 因为真理也处于权力网络中，不应该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追寻，而应追问在现代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我们是如何把自身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

权力与真理的问题、权力与政治的问题、权力与个人行为的问题，构成了权力的三个领域，使得权力只能在相互联系中被理解，而不能割裂开来。其实，所谓令人无限崇敬而制约人的真理权力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种现实的话语权力。话语生产是由某些权力程序控制、选择的重新分配，其程序是消除其所具有的超权力危险，控制其导致的偶然事件后果。
 

在消解了那种唯一的、中心性的所谓真理以后，福柯着重阐释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他认为话语正是在这些关系内部被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的，这样，他的话语分析就由话语领域转向了机构范围，由话语秩序转向了话语实践。他关于司法、监狱、疯狂、话语等的理论，旨在努力揭示“权力和真理”的内在关系，并进一步想拆解权力体系，敞开权力运作的内在历史语境。从政治压抑和文化压抑的角度、福柯反复强调了—个简洁的公式，即“权力来自下面”，也就是说，权力并非从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在权力关系上，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作为普遍模式的二元对立，相反，权力在家庭、受限的团体和各类机构中形成并运作，具有多重关系，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之中。

当然，福柯过于把自己封闭在“权力分析”模式中，甚至把性、写作、政治、文学批评等等的分析都置于权力分析的框架之中，这无疑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导致了其内在的理论危机。

在文学创作方面，福柯所强调的“作者之死”，表征出这样一种写作观：当代写作已经使自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自身。在写作中，仅只创造一个可供写作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作品不再使作者达到不朽，相反，它成为作者的“谋杀犯”。写作与死亡的关系表现在写作主体的个性特征的消隐里。写作主体利用他在自己所写东西的所有冲突和差异，隐藏了他独特的个性标记。作家的标志降低到不过是他独一无的不在场，他必须在书写的游戏中充当一个死者的角色。
 

把“写作与虚构”联系起来，使得福柯认为：写作是—种虚构，自己写的一切都是虚构。虚构话语可能产生真理的效果，真实可以产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潜在话语，并对它加以先行虚构。人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也在历史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当然，这种虚构带有浓厚的对未来的设定与未来权力话语操作的某种制衡。

“人之死”是福柯理论中最引人误解的说法，即认为“主体的死亡”，可以揭示“人”的概念如何在“知识”中发生作用？人以什么方式并根据什么原则形成和发生作用？于是，在“人之死”、“作者之死”的问题上，福柯进—步消解了“写作”的经天纬地、功名不朽的重大意义，而是将“写作”仅仅看作是人们在书写某种东西而已，仅仅是由于他们思考这些事情，同时也是为了不再思考它们，因为写完一本书就意味着能不再思考和看到它。写作成了“作者的终结”和读者“阅读的开始”，而阅读也仅仅是对作者逝去远景的踪迹的解读而已。

关于批评话语，福柯同样发表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在他看来，“批评”无论是文化批评还是文学批评，不是要指出对象是否按某种正确方向发展，而是指明其主体行为实践是怎样被设定和在怎样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思想存在于话语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为日常的行为提供动力。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可以除去习焉不察的思想尘埃并改变其结构，进而表明事物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自明，而是看到不言自明东西之下隐藏的东西。于是，批评实践使写作重新变得陌生化和具有差异性。

任何思想转型或话语转型都与真正的“批评”密切相关。一种转型如果只是在同一种思想模式之中发生，或仅仅将同一种思想调整得与现实更为贴近，那么这种转型就违背了批评的本真精神，而变为一种表面游戏。因此，只有在不断为批评所激励的自由气氛中，在真理的求索和彰显中，深刻的转型才能完成。在此意义上，“批评”是行使一种思想的权力，一种心理权力关系的介入。

在批评中洞悉事物和制度的权力网络，使福柯力求辨认权力的裂缝、无声的震惊和机能的失常。他使批评赋予这种现代权力关系以新的功能，表明了他并不是把历史的全部重负压在自己的笔上，而是把不可企及的理想尽可能划为自己所能把握和操作的范围内，从而剥离它那神圣的光环，还其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

文学批评、文学写作甚至当代文学，在福柯的视野中只是其观察的对象，而非分析的对象。他强调应对人文话语的类型(文学话语、哲学话语)赋予一种独特的功能，于是他的问题就成为：构成小说、诗歌、故事在社会中流通的目的是什么？在所有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其中一部分被加以神圣化？它们同原本并不相容的机构(如大学)发生着怎样的关系？福柯敏锐地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大多由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阅读，先锋文学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

在强调写作者死亡、沉默和消隐的同时，福柯还指出“文学的不及物性”，即摆脱文学是所有思想交汇点的观点，将文学仅仅看成是现实权力的微型分析结构而已。他不同意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文学具有解放和颠覆的审美功能的说法，而是将文学“非神圣化”，坚持文学并不是真理的言谈或真理的化身，仅赋予文学以非常有限的话语功能。他想弄清楚在文学话语之外的“非文学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两个领域交互时发生了些什么碰撞?什么东西被扬弃消解?某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时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这种修改之后的话语为何被认为是文学性的？

福柯所向往的“文学批评”，不是去进行价值的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带来阐释性生命。批评激活存在的符号并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将其从程序编码的秩序中唤醒。批评可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产生新的思想。批评家不仅要与作者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要对匮乏时代的“过剩话语”和各种“文化命题”的边缘问题加以梳理，要排斥那些时尚的泡沫和文化制度的权力赘物，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走向真理的批评者。

无论如何，当代文化或文学批评正在告别那种所谓“总体性”话语，走向批评的局部化和零散化。它不是折衷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其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既定思想体制权力话语的首肯。所以，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关键不再是理论而是实践，不再是知识而是现实本身，不再是书籍而是权力的压制和权力的分析揭露。“批评”日益告别了失效的整体神话，而在逃离纯文学话语的“非神圣化”道路，甚至是在精神的最世俗的层面上，提供了新的话语参照系。

第四节　后殖民主义问题

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中，福柯表现出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关注。可以说，作为他著作的一种补充，其在这方面谈论的问题同样成为了当代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理论资源。福柯在这方面的重要论域有：权力的压迫、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央监视点及其权力空间化的问题、权力的凝视和被看等，这些都成为了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化分析的重要思想依据。

理论的迂回范围和权力的分析可以被解化在一些简单的形式中，现实世界随处可见的是压迫性的暴力、专横、封闭、控制、隔离和排斥。所以，当现代政治文化分析的最底层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无疑能看到—个关键范式，即“权力－知识－权力”。这一知识权力模式的分析，不仅可以从文学方面、文化方面分析，而且也可以从国际政治和政治权力方面分析。

福柯借用了—个著名的比喻：圆形监狱的“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指明了一个系统原则，即解决了监禁问题的权力监视方面的技术。可以说，“观看系统”是一种创新，因为可视性为权力简单有效的实施提供了方便。中心权力只有很弱的解决能力，无法对社会机体进行个人化的详尽分析，但是，当这种中心权力话语通过一种凝视(gaze)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彻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所以，权力在统治各种不同的人和民族时，也可以像对一个人那样起着直接的作用。于是，文化身份、个体身份的问题突显出来。在这种“全景”权力技术构成现代社会的监视体系观念以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监视者，每个民族也变成监视者和自我监视者。

对时间的重视逐渐转换为对空间的重视，想象的文化监视和凝视空间要求建立的透明度和可视性，不断兴起的看与被看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日益现代的监视操作模式。权力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模式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被凝视。现代权力形式如果主要由“看”与“被看”构成，那么就不能容忍它的盲区的存在，而是尽可能设定一种渗透诸多领域的方式，即通过透明的达成权力的方式和各种细微权力监视方式，来实现权力的控制和压抑。这种圆形监狱的监视方式延伸出清晰的视觉系统，启示了现代传媒，使之同样具有将一切隐私和秘密完全暴露出来加以清晰地看与被看的可能性。因此，“凝视”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

文化监视体系和监禁体系一样，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甚至只需一种注视的目光和信息的通道就足矣。每个人在监视目光的压抑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行“自我监禁”。所以，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凝视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将这种微型的权力程序扩张到全社会中，扩张到东西方的权力话语分析中，那么，全社会甚至东西方的权力范围内的权力控制问题，就会得到一种新的阐释。

这种新的权力技巧可以确保权力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直到社会最小的组织部分，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大权力体系得以巩固。权力不再是某个人凭借其出身就可以拥有和施行的东西，权力与个人的能力日益分离，这就是“今日权力”的图景。

今日权力体系具有金字塔式的结构，有—个至高点和一个总体性原则，在此之下逐渐呈网络化地向下分部，它们在不同机制的权力中互相交缠扭结，相互运作、相互指涉、相互划界，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特定模式，从而构成当代权力的超结构观念。可以说，在“监禁与惩罚”的论述中，福柯不仅对现实的空间化权力效应加以描述，而且也提到了城市的想象的“地理政治”。他的这一圆形监狱形象甚至提供了对国家机器进行总体描述的某种可能性，它具有一种权力模型的缩影，即微观权力的播撒和网络机器的分析，而又看不到一种中心或焦点对异质的技术或制度的横向统摄。所以，当把握了全部复杂的权力运作方式以后，就可以对区域性的、国家机器的、甚至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进行分析。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和分析可能会涉及更多的问题，穿越更细微的管道，而成为传播更广泛权力的复杂工具。
 

于是，“国家民族话语”和“个人身份”问题逐渐在福柯的研究中被提到。因为在他看来，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在局部身份和国家身份冲突问题方面，同样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和领域。对权力话语的知识谱系学分析，通过战略和战术对领土的移置、分裂、分配、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加以实行，这样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因此，福柯打算将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故在研究要塞、战役、运动、殖民地、领土等历史问题上，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进—步扩大，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权力的分析中。然而，英年早逝使他终未能完成这一工作。

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跨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其实这—点在福柯的头脑中也有自己的考虑。1977年福柯在与费纳斯(Lucette Finas)谈话时指出，在—定社会内的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政治是一种普遍的战略，可以用来调节和指引这些关系。如果政治化意味着回到现成的选择和制度，那么为揭示势力关系和权力机制的分析努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面对着巨大的与跨国经济和官僚国家相关联的权力技术，必须反对以新形式出现的政治化。

总体上看，对国家民族的解析，个人身份的辨析，权力凝视监视的剖析，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和跨国经济的分析，使得福柯的理论已不再是—种书斋式的话语，而成为现实且具体的权力话语分析框架，并直接成为后殖民文化分析的重要理论模式。

当然，福柯并不想使自己的理论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话语并不构成对他人话语权力的制约，相反，误读和误解倒是自己著作逃不掉的命运。他对“误读”有冷静的认识：现实中的读者大多只是借助别人的阅读来阅读你，使你不断受到歪曲，你的著作成为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福柯甚至设想自己有使用假名和匿名的自由，这样人们就可以关心著作本身而少—些误读。

福柯说了很多，也沉默了很久。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并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作者”，而只是一个“写书的人”。他的写作为世纪末的后殖民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基点，然而，我们不应在福柯止步的地方终止，更不能神化和重新权威化他的理论。我们仅仅是为了延伸思想而阅读福柯曾经思想过的思想，如此而已。

不妨说，福柯理论使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问题研究获得—个更广阔的知识框架：他的权力话语分析的方法，使当代文化和文论研究总是要力求透过国际社会秩序去看文化权力的运作，尤其是运用“知识型”和“谱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任何单一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都将使当代文论研究失效。他关于文学理论中写作和批评问题所提出的新看法，关于“作者之死”所强调的纯精神主体的消亡和读者解释的重要性，以及批评的转型(与现实权力相疏离，剥离任何神圣化的光环)所激发的新思想，对当代文学理论有着新的启发意义。他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关于“凝视”、“看”与“被看”、微型权力分析模式、文化身份问题的见解，同样是引人深思的。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世纪末的迅速发展，除了其后冷战局势和整体国际文化氛围以外，福柯对权力分析的模式和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关注无疑也提供了重要的语境。

福柯的理论仍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然而，他提出的权力话语分析框架和文化身份确立问题，有可能使当代文艺理论走出纯理论的思辨，而走向更大的文化话语场和文艺活动实践中去，并有可能使人生超越知识的迷途而解答现代生命启蒙的价值问题。 同时，也可以从他的思想和生命镜像的阅读中，读出尚在寻找东方文化意义路途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对自我文化身份和权力话语形态的当代追问。

第十三章  赛义德：东方主义

本世纪后期，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其正确发展有待于—大批理论家的合作与努力。不过，我们可以从这杂色纷呈的后殖民理论家群落里，注意到几位重量级的理论家，他们是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对其理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更为准确的把握。

美国著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其复杂的身份、丰硕的著述、新颖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生于耶路撒冷，小时候在开罗上学，后随父母移居黎巴嫩，并在欧洲国家流浪，l951年到美国，他身处逆境，刻苦攻读，终于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4)，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这种独特的身世，使赛义德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看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以边缘话语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从切身的流亡处境去看后殖民文化境遇。这使他的写作总是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具体分析一切社会文本和文化文本。

关注世界人生和民族社会，使赛义德的写作超出了学院派的狭小天地，而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其主要著作有：《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1966)、《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巴勒斯坦问题与美国语境》(The Palestine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Context, 1979)、《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隐蔽的伊斯兰教》（Covering Islam, 1981）、《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音乐详述》(Musical Elaborations,1991)、《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等。其中，尤以《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三部书影响最大。

第一节　东方主义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强调历史，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在《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鲜明的体现。甚至可以说，这部“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代表作，标明赛义德从纯文学方向扩展出去，而走向广阔的“文学与社会”研究，并进入到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禁区”的研究之内。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的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东方主义概念的宽泛性，使其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充满误读。而误读者有以下几种：有持第一世界(西方)立场，制造“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权力操作者；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其日益强化东西方文化冲突论，并以此作为东方形象和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存在的理由；有既是第一世界文化圈中的白领或教授，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缘的“夹缝人”或“香蕉人”(外黄里白)。他们在东西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而赛义德所谓的消除误读的“正读”，是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

这种超越传统的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僵化对立模式的新路，正是赛义德要纠正东方主义权力话语的意图之所在。他并不是要人们走极端搞一个“西方主义”(东方人虚构的“西方”)，正如德里达解构“中心”的目的不是要使某“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并生一样。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具有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赛义德认为，这种东方主义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纯科学研究其实已经勾起了西方权力者的贪欲，这无异于成为了帝国主义帮凶。这种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的东方主义，已不再是纯学术而成为了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正如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起就在全世界拉开了西方对东方掠夺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样，19世纪初当几位德国的东方主义学者初次见到一尊奇妙的印度塑像时，他们对东方的欣赏情趣立即被占有欲所置换，因此，“东方主义”有可能在制造了西方攫取东方的好胃口的同时，又不惜通过编造神话的方式美化“东方”清白的受害者形象，制造出又一轮的“被看”方式。

“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后成为一位“灰姑娘”，她只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说话”。欧洲人赋予东方以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并以此作为东方对西方挑战的回报。西方人因为东方人在辉煌的昔日胜他们一筹而感到悲哀，而“现代”的胜利使西方终于得到心理满足，尽管向现代转型的东方对西人来说仍然暗含着“再度辉煌”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冲突的东方主义理论迎合了世界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紧张的意识形态冲突。尤其是在东方各国日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话语的夸张性无疑会使东西方处于新一轮对峙冷战状态。赛义德据此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东方主义者总是将改变东方的未来面目使其神秘化，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是为其所信仰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后按西方的趣味和利益重组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因此，这种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种形式，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创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方精神乌托邦。”
 

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编造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术，并规定了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历史、学术著作描写的东方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权力和控制形式的东方主义在内容上是有效的，这种有效在建立“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同时，使从事东方主义研究的知识分子陷入—种“主义”失败或“失败”主义情绪中：“东方主义的失败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东方主义站在与世界一个地区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认为这个地区同自己所在的地区不同，因此它没有看清人类的经验，没有将东方看成人类的经验”。
 也就是说，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增进人类的总体经验，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却通过对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着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赛义德要质疑这种文化研究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削弱这种唯心主义式的文化特权。因为对文化霸权的“抵抗”同权力运作一样，也是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

赛义德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组合起来，强调东方主义是一种话语结构，但他不同意福柯关于“主体死亡”的命题，而是强调恢复“人”的范畴，并承认个人经验在提供理论和政治基础方面具有其有效性。赛义德的思考延伸到这样一个层面：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

赛义德坚持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当然，这种“对抗”不是民族主义式的，而是超越东方或西方利益的人类主义的或世界主义的。

处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
 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和“东方”彼此对立的文化统治权力结构而寻绎消解这种中心－边缘的矛盾体。但是，在具体的文化分析和作家作品分析中，他却感到这一权力对立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每—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种族中心论者”。
 这样，西方对东方的曲解误读就成为常态的和根探蒂固的。这种误读不仅出现在西方人的语言模式中，而且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中。就此而言，通过个体经验选择境遇并非易事。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研究中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强调女性主义的性别解构性不同，也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突出其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性相异，而是相当注重种族分析和政治干预，肯定了文化政治与帝国主义利欲的内在一致性。东方主义者打入第一世界文化政治的高层，使“东方主义”对东方的整体误读出现了裂缝。同样，东方主义者的对抗，也意味着西方自己内部的混乱。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文化内部出现了多种声音，也表明西方主义曲解东方的企图日益落空。因为东方的崛起已经使全球总体性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方权力中心主义已面临即将到来的解体和世界文化政治的新格局。

《东方主义》一书，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领域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但也遭致各方面的误解和攻击。为此，赛义德在《东方主义》1995年在英国再版时，补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
，申说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赛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是一部宣传恐外仇外的、侵略性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书，而是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批判西方坚持东方主义立场的书。促使民族主义退烧，坚持东西方对话的超越性著作，是对东西方对立境况的批判，而不是对这一僵化误解境遇的肯定，是面对世界上的文化霸权去努力消解霸权本身，而不是要用一个话语霸权去取代或抗衡另一个话语霸权。他要使知识分子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超前性”地走出来，从东方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多元共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为此，他强调后殖民主义思潮在种族与性别问题上，对欧洲中心主义与父权中心主义的广泛深入批判的现实意义。尽管东方主义的误读使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和对峙仍然存在，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使人们意识到，这种不平等和对峙也许将在人类互相理解和达到的共识中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那种文化帝国霸权主义或东方主义的时代“已经临近终结”的论断或许将为历史所证实，而那种亨延顿式的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的“文明的冲突”论，也许将为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和共享文明资源并走向全球和平所取代。

在《东方主义》之后，1993年，赛义德又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进—步深化和拓展了后殖民主义论域，在历史地审视与逻辑地分析西方文化中，集中阐释文化控制与知识权力的关系，进而在分析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的侵略和统治中，直接涉及诸多政治问题，进而将文化殖民主义批判的锋芒指向美国。赛义德认为，“文化”和“帝国主义”是—个当代文化政治批评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并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累。
 而帝国主义在今天已不再热衷于从事领土征服和武装霸权地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殖民，甚至通过文化刊物、旅行考察和学术讲座的方式征服后殖民地人民。
 从而使东西方文化冲突成为一种文化互渗和对话的理解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赛义德并不赞同东方人误读或美化西方的“西方主义”对抗“东方主义”方式，也不赞同民族主义式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而仍然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文化的话语权力观，这是他思想批判的个体经验方式，当然也反映了处在美国知识界的第三世界学者思想上的尴尬境遇，和无可选择的“中庸”之道。

第二节　文化批评

对文本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解读是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其实，这一策略早在1975年出版的《起始：意图与方法》中就开始了。这部书标明赛义德对总体文学批评的独到贡献。在赛义德看来，作家身上具有一种渴望揭示本源的意图，这—意图涵摄并折射出社会的文化政治宗教力量，是—种使作家与其自身世界的诸种力量难以逃逸的网络。其具体方法则是将关注点集中在作为写作的文本上，而非作为阅读的文本上。他选择了弗洛伊德的《释梦》作为阐释文本，因为弗洛伊德以词语表述梦幻的难题展示了作者意图与形成的文本之间难以契合的关系。而这种对本源的解构式研究使赛义德在70年代就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理论家。

到了80年代，赛义德出版了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全面阐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在赛义德看来，文本的物质性和自足性是十分可疑的，文本的存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受到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因此文本存在于世界中而具有世界性(worldliness)。文本作为物质存在参与了世界，反过来，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氛围又会影响实际的文本。文本诞生以后就脱离作者而成为可以为世界利益而再生产的东西。作为世界上的—个存在，它属于每一位读者。

对文化产品的“文本”而言，世界性有着相当关键的意义。文本是一种生产，其不仅生产出无数的文本阐释，而且生产出新的意义网络。文本的世界具有世界性、随机性、特殊性、历史偶然性，通过语言与背景这一意指形式合并于文本之中，构成文本传达和产生意义的能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每一文本都有其“语境”，它规范着不同的解释者和他的解释活动。更进一步看，文本使话语具体化，赛义德运用福柯话语理论，强调写人生本身就是把控制者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表面上，文字只是写作的文字，好像看不到社会政治控制，其实，它与欲望和权力有着很深的联系。言语绝不仅仅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语词化，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斗争冲突的对象。文本中心主义、文本排他主义的观点都忽略了种族中心和人对权力的欲望，而这正是文本与世界联系的根本内容。

在阐释了文本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以后，赛义德着重讨论文本与批评的关系。他强调的是以批评家的文章为中心“位置”（place），并进而分析文本的介入时间和意识，文本的内在矛盾，文本的不可更改性，文本的偶然性，文本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义系。批评是社会话语的一种显现的存在，是一个正在表述着的现在。批评同样是一个事件，它更接近一个必定未完成的、无限趋于判断和评价的过程。批评家不仅创造判断的理解艺术的价值标准，而且，他们在写作中还体现出当下的那些过程和实际情况，因为正是依靠它们，艺术和写作才具有当代的意义。因此可以说，批评和批评家是世界性的、也是需要世界性的。在这种世界性的文化政治情境中，批评家更富有社会意义或意识创造性。更能发现和揭示隐匿在常规之下的事物。同样，也更能提供一个使文本在社会政治世界中不同于其它的策略方法。

赛义德不仅将文本与世界和批评家联系起来，而且将文学经验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推行文化政治批评，并坚持跨学科研究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无疑，赛义德的文学文本理论已经成为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在西方当代文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十四章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

英美大多数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关注点一直是非洲文学，赛义德的理论使其注意到了“东方”，而使后殖民主义研究真正关注印度次大陆的是美籍印度裔女学者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 )。她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1963年移居美国。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其主要著作有《在他者的世界里》（In Other World, 1988）、《后殖民批评家》（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ew York: Routledge， 1991），译著有德里达的《论书写学》（Of Grammatology, 1974）。另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移置作用与妇女的的话语》（ “Displacement and Discourse of Women”, 1983）、《阐释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s”, 1983）、《爱我及我影――她》（“Love Me, Love My Ombre, Elle”, 1984）、《独立的印度：妇女的印度》（“Independent India: Women’s India”）等。

斯皮瓦克并非是将自己局限于某一学科狭窄领域的专家，而是打破专业界限，横跨多学科、多流派的思想型学者。她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理论紧密相联，并将自己的“边缘”状态和“权力”分析的策略置于当代理论和批判领域。换言之，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东西方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成及其构成进行重新解读，以解除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

这位女性理论家并非是零散地挪用这些理论，而是将其批判性、颠覆性、边缘性精神同自己本民族受殖民主义压抑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从而使她在“历史话语”的剖析、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文化霸权话语的透视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几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她已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一员先锋。

第一节　文化身份

“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雨吹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斯皮瓦克作为一位在美国任教的东方女性学者，经历了三重压力，即面对西方时的“东方人”的压力，面对男权话语时的女性压力，面对“第一世界”中心话语时的“第三世界”边缘压力。她切身地感到自己受制于“他国国籍”特权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侵害”，但是，她并不想消隐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而是宣称自己作为身处西方世界的亚裔女学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并以此文化身份去重新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

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地打下了“臣属”(葛兰西语)的烙印。
 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凝视”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斯皮瓦克要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她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历史描述和将历史叙述虚构化的“策略”，而致力于建构第三世界自身历史的新叙述逻辑。

将种族、阶级、性别作为分析的代码，使斯皮瓦克能相当深入地对殖民地权力话语加以政治揭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进而为臣属的文化重新“命名”。
 然而，斯皮瓦克同时感到这样做时的尴尬，因为，所谓与“第一世界相对应的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带有帝国霸权主义色彩的能指，它很容易将这一对峙的后殖民问题转化成“民族主义”甚至简单的“反西化主义”思潮。同时，臣属阶级的学者打入第一世界学术圈以后，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他们能相当完备地运用“西学”武库中的最新武器，并用这种最新理论去反映自己处身的尴尬——她处身于高层学术圈中，必然要求自己“应该有”的“特权地位”。于是，她被整合进统治阶级的营垒，消隐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她在追求“主体同质性”的西方精英身份的同时，忘记了“主体异质性”的边缘文化身份。当她作为边缘化的“从属臣民”时她没有话语权，当她挤进中心话语圈分享其话语权时，她却只能说统一世界的“话语”。她似乎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自我民族精神的沉默的“大音”。

这种阐述“臣属”处境而又不使自己完全进入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西方批评理论体系性中去的“文化焦虑”，使斯皮瓦克意识到学术权威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作用。因为，学术界权威话语和大学教学，就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和历史视角进行全新的“构造”。也许，摆脱尴尬处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勇毅地抛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在理论上建立其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同时并非简单地创造出反历史反霸权的激进话语，而是就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论战和观念的全新调整，以此方式修正“臣属”的历史记忆。换言之，既要揭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失根的怀乡病，则必须具有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档案，尤其是女性被压抑的档案。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殖民霸权主义的批判起第一世界读者的关注，并由文化领域扩展到读解政治领域，并使“东方”或“西方”的问题，成为“人类”必得关注的“共同问题”。

在抹去“臣属”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如何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呢？在斯皮瓦克看来，首先要以解构主义的消解中心方法，
 解析宗主国文化对殖民地文化所造成的内在伤害，揭露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种种伪装现象，并将文化研究与经济、法律、政治研究打通，从而恢复历史记忆的真实性。

其次，从历史叙事入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揭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历史的歪曲和虚构，建立与之相悖的反叙述，使颠倒以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这种使宗主国与臣属国两个对立物发生颠倒错位的当下语境，使得真正的文化批评成为可能。

再次，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人文话语领域是所有后殖民理论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文学则是其最具有范型意义的“文本”。
 因为其他种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总是趋于求得有关某一处境的终极真理，而文学尽管属于人类话语域，但却呈现出有关人类境遇的真理正在于其无法发现这一所谓的终极真理状况。一般人文话语都包含某种答案的寻绎，而在文学话语中，贯穿始终并得到充分呈现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文学文本中的话语是普遍的文本性构架的组成部分，它提出的结论是，使—种统一或同质的意识形态或接受一种统一的答案成为不可能。因为文学的人文话语是后殖民主义中最具有解构力量的话语，它总是将最内在的矛盾以最为触目惊心的方式揭示出来。

最后，强调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而这在斯皮瓦克看来，是自己工作的主要方面，也是其最为得心应手的学术领域。

第二节　妇女话语

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之下。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
 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
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中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东方妇女在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

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事实上更尖锐地体现在第三世界妇女群体身上。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不自觉地复制出帝国主义式的主观臆断不满，主张分析有关重新构建第三世界的文化历史叙述，因为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已经打下了父权化、殖民化过程的标记，变成经西方女权主义者重组以后的自恋型、虚构型的“他者”（Other）。换言之，必须产生一种异质文化复原的方式，即承认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种具有性别的和民族差异性的主体，是具有个体“个性”和“多样性”的主体。
 

相对于第三世界男性而言，妇女更是遭受着殖民文化的压抑。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她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对此，斯皮瓦克指出，只有文学批评家才可能通过文学的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去发现那被压仰着的精神和肉体的“沉默”，寻绎到那“能指”背后的历史意义的“所指”，从而有可能阐释一种新的历史认知体系，确立女性主体的历史坐标，使消隐在历史地平线之下的妇女上升到历史地平线。

在人文话语三维关系的“语言、世界、意识”中，斯皮瓦克受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和福柯“沉默的他者”的启示，强调“语言”和“写作”之维，并透过这一维度看“世界”和“意识”如何通过语言“表征”出来，并藉此追问第三世界妇女“从属者无权说话”的“失语”状态是如何形成的。斯皮瓦克强调，世界和意识是由语言组成的，但我们不能占有这些语言，因为我们同样被那些语言所操纵。语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并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

无疑，第三世界妇女正是因为失语而反证了自身的缺席和处于世界与意识形态的“边缘”。不妨说，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需要发掘的不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历史或其真凭实证，而且还要探讨殖民地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怎样借助欧洲理论产生出来的。

长期以来，美国女权主义者将“历史”看作—种贬低理论的实证经验，因而对其自身的历史视而不见，却以第—世界霸权式的知识实践指定“第三世界”作为美国女权主义的研究对象。这无疑表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比学者个人意识的局限要严重得多。因此，当务之急是重新重视被霸权主义压制的边缘话语的声音，将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与意识形态发展联系起来，从不同国别的女权主义文本中读解出其背后的生产支配作用、剩余价值实现和政治策略。只有禀有一种世界历史意识去关注“谁失语和怎样失语”，只有将历史和政治引入心理分析的女性问题，只有将经济文本引入当代话语权力运作分析中，才能回到对殖民主义心理分析的起点，才会发现新帝国主义的权力操作机制。

作为边缘者的女性丧失了言说的权力。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权力是失落于“历史档案”与本土父权制的夹缝中，并且又被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女权主义所隔绝。“女性”这个符号之所以成为“空白”和“不确定”的，是因为它触及到有关所有权的文本暴政，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于是，在男性权力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成为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

解决的办法并不是第一世界的标准给予第三世界妇女以政治和性别地位，因为，将所谓世界女权主义价值观的殖民话语嵌入第三世界妇女概念中，意味着西方女权主义者行所确定的行为准则，也可以被用来压迫东方妇女阶层。真正可行的途径是，在第一世界文学作品日益变成文字游戏和本能欲望书写的今天，第三世界妇女健康清新的文学经验中那种人的意识、主体性、发言权斗争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西方社会的纵欲享乐的虚无人生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为第三世界文学自身的非殖民化过程提供了内在的力量。

这个世界并非以西方为唯—尺度，相反，东方妇女在世纪之交已日益走出失语的沉默而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种不能再听而不闻的“新的声音”。据此，斯皮瓦克认为，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应该向正在走向“语言、世界和自我意识”的第三世界女性学习，为她们讲话；必须尊重女性话语域内出现的多元化趋向，抛弃那种作为第一世界妇女的优越感，清除主流文化所带有的种族偏见；不仅要追问“我是谁”这一个体存在本体问题，而且更要问“其他的女性是谁”这一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不仅要清楚“我如何去命名她们”这一主客体问题，而且更要清楚“她们如何命名我”这一主体间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消弭东西方女性之间的理解“距离”，才能解构殖民化网络，而达到第三世界妇女的重新“命名”的新历史阶段。

第三世界妇女的“命名”和“发言”对于未来世界的和谐发展关系重大。“西方”想了解“东方”决定了“西化的东方人”想要了解自己的世界，或者东西方两大对立面的反转和换位，从而消解霸权主义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第一世界女权主义在文化批评中应充分认识第三世界并扩展不同民族和地域的读者群，必须重视这一领域巨大的多相性研究，真正学会放弃做第一世界女性的所谓优越感，并以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有深度的批判以引起第一世界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以扩展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领域。

斯皮瓦克作为一位美籍亚裔女学者，以其独到的理论框架、横跨多学科的视野、富有批判性的批评实践，对“臣属”的历史记忆加以清理，对殖民主义的压抑模式加以揭示，对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漠视加以质疑，从而以富于创造性和敢于打破常规的方式对殖民主义加以解构，并重新创造和建构了东方女性话语，为第三世界妇女的“无言”状态“发言”，为其“无名”状态而重新“命名”。尽管在具体策略上和方法操作上，斯皮瓦克显得激进而失之于浮躁，但其文化政治理论框架和妇女文学批评实践的意向和锐气却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也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理论图景。

第十五章　霍米•巴巴与莫汉蒂

在后殖民理论中，除了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的理论建树以外，霍米•巴巴、莫汉蒂、亨廷顿、杰姆逊等人的观点，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讨论了国家民族、种族、性别、文化差异、文明冲突等问题，值得关注和分析。

第一节　文化定位

霍米•巴巴(Homi Bhabha)是印度成长起来的波斯人后裔，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客座教授，英国色萨斯大学英文系教授，主编《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其论文集《文化定位》
 (1994)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位重要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家。

霍米•巴巴近年致力于编辑《法农读本》(The Fanon Reader)。他强调，法农对“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分析，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存在差异和文化殖民的权力运作方式所进行的深入分析，以及通过精神分析强调文化“含混”的做法，为当代的文化研究做出新的开拓。即超越过去简单的比喻、象征、形式、内容、叙事分析以及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而找到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差异，使得殖民话语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语言的不确定性等，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后殖民话语(postcolonial discourse)是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殖民地文化和语言进行的播撒和渗透，这使得被殖民地的土著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而在自己的黑色皮肤上带上白色人的面具。这样，在一种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完成了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从而，使被压迫与压迫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化为文化的渗透与认同关系。这可以说是被殖民者将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内在的自觉性，从而抹平所谓的文化差异，而追逐宗主国的文化价值标准，使得文化殖民成为可能。

霍米•巴巴自己的文化身份就十分尴尬，他既非印度人，但是却成长在对西方人仰其鼻息的印度，并得以跻身于中产阶级之列，但同时他又是被一般印度人所看不起的波斯人。这种杂糅的文化、阶级和经济的身份，使他永远难以将自己整合为一个单纯而统一的个体，而时时处于自我身份的怀疑之中。无疑，这构成了霍米•巴巴对文化殖民、文化霸权质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前提。

霍米•巴巴很善于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角度，对外在的强迫的权力如何通过心理因素扭曲人性加以描述。在他看来，这种心理扭曲的接受者，往往是由被动到主动，由压迫感、屈辱感到逐渐适应，甚至以此作为标准或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自己很大部分的研究内容，是从殖民地出来的学者对自己的历史身份开始提出理论反省这一点开始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这种理论强调了文化的差异性，强调了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权力之下，保持自身合法性的正当要求，同时，又关注“普遍的文化相对论”有可能使得“差异性”的文化变得不再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这样一种普遍性的文化相对论中，那种不断地强化第一世界文化的宽泛性和普遍性，并通过一些学术机构或基金会的经费补助，教育的性别差异，种族的歧视，弱势人权的失落等问题，而不断形成新的社会契约，从而使现实社会空间中的种族、国家、性别、社群、法律、歧视等问题，成为后殖民主义者—再协调或重新评价的问题。

因此，当代学者如何对第一世界霸权的企图和文化殖民的扩张保持警惕，如何对第三世界甚至被殖民的土著由一种对立的冲突变为积极的加入和改写身份，同样加以警惕，甚至如何在所谓普遍性的“大历史”中，去书写各自差异性的“小历史”，使在第一世界单—的声音中出现一种第三世界多音杂糅的“多种声音”，实在是十分重要的。

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永远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阶级民族的立场甚至性别为何？自己究竟是属于什么样的群体?是以怎样的方式去认同自我？并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声音？因为说到底，差异性是很难抹平的，任何要想通过语言达到完全彻底的思想“对译”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因为在通过各种话语的交流中，恰好是看似无意义的、抹平差异的说法，隐藏了一种话语暴力、意义误读和更大的文化危机与文化矛盾。只有承认这种危机和矛盾，只有将这种危机和矛盾刺破和挑明，才可能真正促使双方达到真诚的理解和对话的可能性，否则，对话仅仅是掩盖了差异的文化霸权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霍米•巴巴所谓“文化定位”，既不是定位在后殖民宗主国的文化的普遍性意义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抹平差异的所谓多元话语的问题上，而是定位在“处于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的文化疆界上。这使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研究的过程，是一个永远不封闭的、未完成的文化构成物。这种文化构成物除了是一种话语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方式，它试图通过文化权力的运作，引申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行动中。因为，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是异质文化之间得以沟通和转化的过程，因此，文化的定位既非完全是要使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没，也不是弱势要变成—个新的强势文化，而是通过互相的对话、交谈和商讨，使文化权力在双方之中达到—种均衡的发展和认同，并对双方加以制约和协调。

在我看来，在这个崇尚普遍性的世纪中，霍米•巴巴标举“少数话语”的立场，也就是边缘的文化立场，是相当有眼光的。他认为，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而这种改写不仅是话语权力或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批判方面的，所以，这种改写也许是第三世界文化获取自己的合法性，使自己的边缘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不至于过分恶化的重要前提。

当然，霍米•巴巴也强调，在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进行改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它所具有的边界，即必须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等，
 从而使后殖民的文化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是—种文本领域中的话语革命。

这种强调差异性、边缘性、少数人话语的文化研究方式，对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当代文化理论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和理论反思、学术反思，在文艺理论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反馈。也许可以说，这种重视文本、人物形象、艺术特性和民族差异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基本立场，使霍米•巴巴的理论对文艺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

霍米•巴巴的意义也许在于，他一方面勾画出心理分析中的文化心理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划出了所谓“跨文化比较”中的边界，因为一切忽视文化差异的结果，一切抹平少数话语的立场的做法，其最终结果都可能是复制老牌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丧失差异而变成一种平面的模块，那将是人类文化的末日。

第二节　女权主义与后殖民话语

如果说霍米•巴巴揭示了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身份的问题的话，那么，莫汉蒂(Mohanty)则对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是从另—个维度推进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研究。

在其《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权主义政治》
 (1991)一书中，莫汉蒂讨论了关于殖民化的问题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问题，认为妇女在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事实上成为男性施暴的牺牲品。她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都处于男权社会的附庸地位。妇女作为权力主体的对象，已经丧失了自己言说的能力。更严重的是，第三世界妇女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性存在，被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因此，对妇女的一种漠视、忽略和侵犯，强化了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特性，使得殖民化倾向在女性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殖民化”的定义，主要是一种散漫的、通过一种特殊的分析范畴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话语方式加以规约的定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在知识上和政治上的基本任务在于，对自居统治地位的西方女权主义的内部批判、以及对自足的、有地理、历史、文化根基的女权主义所关注的一些战略进行系统地分析。因此，在讨论女权主义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殖民化”的问题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殖民化”可以用来描述从大部分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统治集团，到有关所谓第三世界特殊文化的论著的每件事情的特性。而且“殖民化”的阐释框架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尖锐性，总是伴随着对某种中心统治与被统治的暴力结构关系。
 

在今天，西方女权主义要寻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要弄清这种暴力的结构，以及暴力的起源和它造成的恶果。这种由特定文化造成的专断权力关系，已经触目惊心地使妇女的文化、经济、政治地位受到了侵犯。尤其是第三世界妇女在物质和精神，以及在历史的意志性方面，已经被“无边地殖民化”了，而产生出一种身份混合杂糅的即所谓受歧视的第三世界妇女。这种第三世界妇女的边缘化地位，是家长制和男性统治的跨文化所出现的性别歧视造成的。

正是由于第三世界差异的产生，西方女权主义者才利用了表现这些国家妇女生活特点所构成的复杂性，并使之殖民化。正是在第三世界妇女的受压迫的系统化过程中，多数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话语才行使了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在今天需要重新定义和命名。

在这个世界上，妇女没有历史，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她们通过阶级、文化、宗教及其意识形态的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而力求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她们不是单独的、基于特定经济制度和政治等级之上的群体。那种简单的“跨文化比较”，导致了日常生活特点和妇女所代表的复杂政治利益的殖民化，这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论述过了。妇女性别差异与女性从属地化相连，其权力和权力的丧失，使得男性与女性处于二元对立之中。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公式简化了深层权力压迫的模式，但也折射出妇女受压迫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表征出全球性的殖民处境中的严重状况。

阶级、种族、宗教、第三世界妇女等问题，其实已经造成了全球妇女之间的利益斗争和所受压迫共同感的虚假感觉。莫汉蒂认为，所谓的“女性共同体”是不存在的，女性的背后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如何从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论述中，发现其妇女话语的政治效果，并对第三世界的妇女所遭致的殖民文化现象加以考察，进而发现宗教家庭、法律制度、性别分工、教育和政治对抗等尖锐问题，是当代女权主义勘测到当代女性处境备忘录的一个重要工作。

对于这种殖民化的权力结构关系的分析，使得所谓那种超越阶级和文化而确立起来的第三世界妇女反对压迫的斗争获得了一种一致性。因为权力关系是根据单方面的和无差别的权力来源，以及对权力的积累建立起来的。对立是作为权力的反映而产生的普遍现象，而权力是由特定的人群所拥有的，因此，不仅妇女受到的殖民歧视是全球性的，而且第三世界妇女在第一世界也就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眼中，仍然是更深的受到权力制约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是软弱无力而又和谐—致的。

无论如何，无视妇女的当代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性别等身份书写或重新书写的合法性，都是把第三世界妇女放在社会阶级和种族框架内加以殖民化，利用这种局限化，将剥夺她们的历史和政治作用，在性别上受压迫的妇女，尤以第三世界妇女为烈，因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权力转换之间没有联系，所以，这种压迫实际上是被强化了，同时还因为第三世界还没有发展到西方已经达到的女权主义的程度，因而性别歧视堂而皇之地存在着。

在后殖民语境中的女权主义，需要通过第一世界去分析第三世界国家妇女群体经验，同时，使其反抗那种习以为常的权力运作的模式。权力运作中总是要揭露某种内在的东西，而反抗正是权力运作的一种新的逆转。只有通过反抗，第三世界的妇女才可能挣脱所有对她们的权力“凝视”和“歧视”；只有在妇女和东方被说成不同概念的限度内，西方的男性或人本主义才把他们自己描述成中心。莫汉蒂坚持，决定边缘的不是中心，但边缘却因此密切联系决定着中心。边缘与中心的对峙，使女权主义者讨论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性之时，同样需要注意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战略。
  

    不妨说，正是因为莫汉蒂注意到女性所遭致的权力疏离，丧失了说话的权力和自我思想命名的权力，并在与男性的所谓“性战争”中，不断地变成—种简单地生产与再生产的性别符号，而失落了叙说自己历史和未来的话语权，莫汉蒂才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妇女比第一世界妇女更缺乏反抗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权力，面对她们时，一方面要注意到女权主义的权力运作，同时更需要注意的是后殖民的民族之间、国别之间和文化身份不同书写之间的重新厘定。只有这样，第三世界的妇女才可能真正书写自己的历史，从而获得与第一世界女权主义进行对话的可能性。

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莫汉蒂的思想不仅促进了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运动，而且也失去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觉醒。这一切都不断地显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同时，也作为理论的结晶沉淀于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艺理论中，使得女权主义式的后殖民主义文艺理论，不再单纯是从事作家作品和人物语言的分析，而是重视文本中所体现的阶级、民族、国家、文化身份和性别差异的分析，从一些不起眼的地方，撕破这种现代文化所抹平的所谓“普遍的无差异性”，而把这种差异性的惊心场面揭示出来。甚至通过文学文本和艺术创作，揭示出妇女是世界上受苦人的女权主义的结论，从而通过现有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等级方面，来揭露并质疑整个社会中的不合理性，为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妇女行使自己的正确权力创造一个合法性的生存空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合法性途径。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妇女形象、妇女的价值存在，提供了理论话语和实践的参照点。

可以说，除了霍米•巴巴的含混交织的后殖民理论，强调要为沉默的—群发出自己的号召，以及莫汉蒂的女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为第三世界妇女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摇旗呐喊以外，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加勒比海出身的赫尔(Stuart Hall)、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等，也都对后殖民主义理论问题、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以及“文明冲突”问题提出了非常尖锐的看法。

无疑，这些看法对当代文化理论、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和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影响，使得今天谈论文学、文学理论再也不可能从狭隘的一般性语言和文本角度去谈，而必得联系到更广泛的权力话语、阶级、阶层、民族国家，甚至是女性身份、性别差异等角度去重新审视和分析。或许可以说，后殖民理论使得文艺理论具有了更大的文化视域和当代话语生命力。

第十六章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群落中，人们大多不将亨廷顿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加以论列，甚至往往将他看作是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文明冲突论”的代表。因为在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非中心的、东方主义的边缘性话语，其反主流文化的倾向和维护第三世界自身利益的倾向十分明显，故而可以称为东方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其代表人物是赛义德、斯皮瓦克等。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在于从西方中心论出发，维护西方中心话语和文化优势地位，并且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话语场”确立新的世界地图的坐标。

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相反的论点，说明他们恰好面对“同一个问题”，即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或“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后冷战”关系问题，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确立的关键点。所以，亨廷顿理论是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对应的重要部分，这种对应的两极，构成相反相成、互补互释的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参照系。离开这个参照系，仅仅谈论作为边缘话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将是不清晰和不全面的。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分析了当前纷纭复杂的国际风云和国际政治文化场景，却很少或未直接谈到关于后殖民主义文论的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对后殖民主义文论没有影响，恰恰相反，他打破了过去从政治、经济、霸权的角度谈论国际文化的旧格局旧思路，而将“文明”作为自己论点的核心范畴，来界定当今世界后冷战新格局，于是，文明、文化、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乃至于文学艺术，都成为国际政治和跨国文化影响一个民族思维、性格、精神禀赋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而且对后殖民主义文论研究有着重要的调整视野和扭转方向的作用，起码，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角度看问题。

第一节　文明的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 )，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 Weatherhead Ⅲ)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他是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的权威，同时兼任美国政府的政治、外交方面的顾问。其主要代表作有《士兵与国家》
(1957)、《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968)、《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美国政治：不谐调的允诺》(1981)、《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的民主化》
(199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996）等。

亨廷顿具有著名学者和重要政治谋士的双重身份，其思想论点影响相当广泛。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倡导的“新权威主义”和《文明的冲突》所强调的当今“世界秩序重建”问题，都受到了各国首脑、政府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关注，并以他的论点为导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1993年《外交》(夏季号)上，亨廷顿推出其“文明的冲突”
 的理论，其后又在《纽约时报》1993年6月16日专栏刊登其中心观点，并接受了《新闻点季刊》的采访，大肆宣传自己的“文明冲突论”。其后，在《外交》(11-12月合期)上又发表《如果不是文明，又是什么？》
的文章，回答各方面对他的批评和质疑。于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世界各国政界和知识界引起的巨大反响，成为近年来后殖民主义文化冲突理论论战中非常突出的文化景观。

亨廷顿的中心论旨是：世界政治在冷战局势结束后近入了“后冷战”的新阶段，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这使解释和观察世界政治的理论模式需要重新拟定。也就是说，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要，不同的国家展开了新的对抗和协调方式，人们需要从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现代世界的文化和政治现象。于是，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模式”取代了过去的“冷战模式”，因为他坚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行，这使得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文化认同”对多数人来说成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所谓文化认同，其最重要的层面是文明的认同。文明之间那种势均力敌的僵持状态正在发生松动，其表现为西方的影响在逐渐降低，而亚洲文明正在扩展其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人口爆炸，非西方文明正要重新肯定和设立自己新的文化价值，所以，以“文明”为基础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在亨廷顿看来，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明之间的交往是有限而间断的，进入现代时期，全球政治才开始出现了—种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互相影响和竞争。到了20世纪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成了三个世界。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了历史。

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里，人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们的国家民族身份和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在种族集团、宗教社群、民族身份，以及在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认同文明。在这种新的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和普遍的冲突，不再是社会和阶级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强国和弱国之间以经济划分的层面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于是，文化既成了分裂的力量，又成了统一的力量。这种文化的力量表现为哲学观念、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和民族风俗等生活观念的重大差异，也表现为文化的共性和文化的差异性影响着不同国家的利益，影响着他们之间的抵抗和联合的某种抉择。换言之，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不再因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其他模式的不同而相区别，而是因文明的不同而相区别。国际议题中的关键性争论问题，包含在文明之间的差异已然表明，权力正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种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明”呢？文明的含义是什么呢？在亨廷顿看来，对文明的看法历来就存在着多种分歧，有不同的文明观念。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不同的民族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或走向现代化。文明和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泛范围。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持久而不断地变化，它是动态衍生的，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地汰变，并改变自己的性格，保存自己的精华。

文明不是政治实体而是文化实体，它们并不维持秩序、进行战争、谈判条约等，但是，文化文明的差异可能会使世界的差异变得更大，不同的文明因其历史、语言、宗教、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截然不同，使得他们对于生命、国家、权力、自由、平等的认识也不断发生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使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变得怵目惊心。正是这些文明的差异造成了文明的冲突，形成了多少世纪以来漫长而残酷的文化观念碰撞。

文明的冲突不仅在历史上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而且还将决定后冷战时期以后的整个世界的走向。世界政治全球化与地区化，增加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随着现代传媒和通讯网络的日益发达，人们可以通过多方面多渠道的联系，使相互之间的实际距离变小，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由于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宗教传统难以弥合的鸿沟，其心理距离反而加大了，文化分歧和敌对情绪与日俱增，于是宗教起而填补这种精神饥渴的空白，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猖獗的当代局面。

可以说，文化的认同性日益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于是，文化的共同特征成为经济—体化的前提条件。而随着文明意识的增强，非同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裂痕日益明显，出现的摩擦也日益增多。

在西方中心权力话语逐渐滑坡的情况下，其它“非西方”民族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价值的重新确立，其挑战情绪正在不断滋长。而其文化精英也渐次褪掉了西化色彩，打上了更多的本土化烙印。所以，文明的重大差异造成了现代冲突的前提，甚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的形式。

在此意义上，语言和宗教是权力转移的文化表征。尽管“英语”已成为世界之间进行知识交流的共通语，但这种通用语言只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非消灭了差异本身。英语不但没有使其它民族去掉自己的文化，且因为有这种通用语，而使其保存了自己的文化的完整性。使用英语进行知识交流，恰好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有限文化认同。而且“语言与权力”紧密相关，在中世纪是拉丁语热，现代是英语热，亨廷顿认为今后或许汉语也会“热”起来。同样，宗教在20世纪末也出现了全球性复兴，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西方宗教并没有成为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多元信仰中的一元而已。如今，文明已经替代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三个世界、冷战模式和历史终结模式，成为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新思维。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亨廷顿那里，用“文明”作为核心范式取代了其他的分析世界格局的政治术语以后，他怎样看待西方与东方？怎样看待世界多种文明间的互动关系？怎样看待后殖民主义文化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而这些看法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第二节　西方与非西方

当东方主义者强调东西方文明的时候，亨廷顿并没有将东西方文化简单地对立，而是用西方与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作为观察问题的基点，将非西方作为西方的一种对立面(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在他看来，分析当前国际的诸多重要现象时，用过去的“民族国家”来解释当今世界事物的方法已经过时，所以，他设想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制图学”来为其规划一张新的世界地图。他也称其为冷战后的新“范式”（paradigm），因为这种新范式和化约的地图，对于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来说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运用它来指导各国的国家政治行为。

一般而言，当代世界图景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范式：

“一个世界的范式”，即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命题。
 福山认为，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归于消失，人类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已然结束，全球冲突已经终结。亨廷顿不同意福山的“历史终结”而只存在一个世界(西方世界)的看法，认为这不仅忽视了世界发展中人的非理性因素问题，而且是一种对当代世界复杂现象的误读。
 

“两个世界的范式”，总是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甚至是根据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来进行分类，把世界分成两相对立的文化霸权模式。这种东西方的二分法，事实上是由西方制造出的一种权力神话，而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缺陷。亨廷顿代替“东方”与“西方”对立的是“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提法。
 

“三个世界的范式”，即第一世界是占有霸权地位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还有一些新的提法，如美国的世界政治理论学者罗森诺提出了“两个世界”和“后国际政治”的概念，他消解了强调世界政治中那种“国家”概念，认为过去用“国家”来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注重“国家”所具有的主权和国家所确定的边界及人口的主要行为体，通过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利用“文化”活动(而非国家活动)达到扩大影响和保护主权的目的，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行为模式。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中，文化的一元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多元民族国家和世界性的移民浪潮，使得文化的多极成份越来越重。所以，有些学者就以新的跨国组织形式，以文化和经济力量高度集中的世界大城市和地区为新的分析框架，强调除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继续拥有其功能以外，一个新的力量即由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非国家机构等行为体构成的多中心国家已经崛起。从这一角度看，罗森诺提出的所谓“全球文化”的概念，使得一部分人更将目光放到了文化差异、民族冲突和国家矛盾三者的交错问题上。

“国家论范式”，强调民族国家(nation-state)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既可与同文明国家对抗，也可与不同文明的国家结盟。国家与文明并不必然对立，国家集团事实上是由文化、宗教、历史、语言、制度等凝聚起来的，文明也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组成的。这里的国家与文明的关系相当复杂。

“软权力”(soft power)理论范式，约瑟夫•纳伊提出并强调，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的主权斗争的新领域，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软权力”问题，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关系中的新举措，并可能出现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因为现存的所有文明集团都在为竞相争夺经济权力、国际组织的控制权力，并为推行自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价值观，扩大自己的文化权力和影响而努力。

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范式，以取代过去的两极霸权模式、三个世界模式以及富国穷国模式的对立，而构成当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对峙冲突的新格局。当然，细加分析，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仍然存在。

“西方与非西方”的范式或模式，使亨廷顿没有将全世界的文化化约为—个、两个或散漫地看成一百八十多个，而是将其集中划分为“八大文明”，认为可以通过这种化约，形成一个易于理解的框架来把握世界。这八个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人们在世界的文明划分问题上已然达成某种共识，即人类历史至少曾经出现过l2个主要文明，但其中已有七个文明不复存在，这七个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所谓“西方”文明包括欧陆和北美，加上其它一些欧洲人所居住的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所以，亨廷顿认为西方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当然，在亨廷顿那里，与西方相对的并不是“东方”，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种族中心化的，因为问题在于，相对于什么而言来谈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站在什么位置。因而，他划掉了“东方”以后，就将西方以外的所有文明统称为“非西方”。

20世纪的“西方”处于—种权力的巅峰状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具有无可抗衡的力量，然而，进入90年代后新的情况出现了，即西方的扩张正走向终结，对西方的反抗开始广泛出现，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它文明而言出现了下降、中断甚至逆转的趋势，国际体系不再是以西方为绝对核心的霸权地位，西方在90年代成为“有限的西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亨廷顿认识到，未来世界的轴心将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不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

随着“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崛起、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宗教势力的抬头，他们面对西方的霸权抱有几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闭关锁国式的自我孤立，坚决拒斥西方的渗透，甚至是对西方提出明确的挑战；第二种是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接受其制度和文明观念，渴望通过现代化及西化的链条加入富国俱乐部；第三种是设法与西方保持平衡，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与其它非西方国家合作共同对付西方，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制度观念，强调其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而非西方化。这一切无疑为西方文明的优势化敲响了警钟，因为，今天的西方与非西方除了在争夺经济、军事与政治的权力斗争方面构成冲突以外，在文化价值以及人权等方面也已形成了相当大的冲突。甚至可以说，人权、自由主义这些西方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在非西方中却变得最不重要。

西方曾想通过文化整合使全世界都逐渐西化，变成西方文化制度的全球翻版，在20世纪末期遭到了全面抵制。事实上，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因其在文化上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特色，以及内在的摩擦和冲突，使他们力图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以此同西方展开竞赛，并建立自己的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中，在信息的高度发展中，从西方先进国家获得了一些新技术、新知识、新能源和新武器，整个综合国力不断地接近西方，而其价值观念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价值和利益观念，与西方存在着根本区别。这造成了政治经济综合国力上升，而文明差异加大的冲突的潜在威胁性。

对此，亨廷顿以一个学者和谋士的双重身份，指出了使西方面临“挑战”的挑战对象。

首先，是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之间绵延了几个世纪的军事冲突，在20世纪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激烈，并在“海湾战争”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次，是儒家文明的挑战。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主要是大中华文化共荣圈，冷战后若干儒家文明圈中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等也包括其中，中国大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对其它华人社会有其向心力。中国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在世界事物中的立场和方式显得充满活力，其它几个华人实体如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也在不断地推进和发展。亨廷顿强调，大中华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成一个政治的现实，如“亚洲四小龙”有三小龙属于华人社会。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这样，冷战后儒家文明圈内的国家已经在积极扩充自己的力量，并使儒家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共同文化资源和文明的向心力。

然而，这种中国威胁论的观点遭到了中国学者的坚决批评。因为，亨廷顿将儒家文明圈作为向西方文明的挑战者，指责中国向中东国家输出高技术和武器，并支持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相对抗，在近十年大量增加军费以推进武装力量现代化，使得儒家与伊斯兰教的军事联系成为西方的潜在威胁。在很多海内外华人学者看来，亨廷顿预测中国可能向西方对抗，提醒西方警惕中国，完全是耸人听闻地设想假想敌。至于中国经过了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是否是儒家文明也都还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今天中国文化现状究竟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或人文价值关怀的弱化，还是儒家文明思想的整合和秩序，也同样是一个问题。

笔者看来，大中华圈的文化并不是一种好战的文化，而是一种容忍的和平的柔性文化，它今天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自身现代化而不是向西方进行挑战。亨廷顿的这种寻找挑战国的做法，有可能刺激大中华文化圈中的许多基本力量，而将其整合到民族主义基本立场上去，甚至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迅速增加，走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一条非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其它国家乃至世界都可能起着某种示范作用。因此，强调儒家文化对抗基督教文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冲突，提出中国威胁论，这确实是出于对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上地位的上升而出现的担忧。但是问题在于，包括儒家国家、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在内的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固然会有矛盾和摩擦，然而，是否一定会变成世界的主要冲突，甚至形成世界性的战争呢？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既有裂变又有对话，单方面地强调冲突，就有可能使一些局部的小的矛盾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这种冲突论反而不利于国际和人类大同。亨廷顿过分强调今日世界几大文明的冲突必定大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空前突出了精神信仰和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坚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宿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虽有其识见，但其将西方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绝然对立，则可能因文化的差异而导致更大的文化冲突。

再次，是处于夹缝中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深受殖民主义的侵害，与西方的疏离感是明显的，但力量悬殊，并不能真正构成对西方的威胁。

这就说明，亨廷顿强调构成西方未来社会的非西方的挑战国主要是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他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对未来的发展和整个世界格局忧心忡忡，并表示要提出控制未来世界的对策，限制潜在的敌对文明即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扼制其军事势力的扩张，削弱其文化影响力，力求将其整合在西方的价值观念之内，使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的冲突归于失效。

未来社会中的现代化和西化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多样化的职业结构，是整个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知识文化场。现代社会中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都区别于传统社会，西方首先获得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但是否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都必然走向西化呢？尤其是现代化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西化或全盘西化呢？

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亨廷顿指出，日本、新加坡等即是现代化的繁荣社会，但它们显然是非西方的。那种认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的看法，是一种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远在现代化以前就是西方了，使西方区别于其它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而这些特征就是古典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还包括天主教新教、欧洲语言、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西方的扩张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有不同的“挑战”和“回应”，如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改良主义等。总体上看，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关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众多的合理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某种进展。

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例下降而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发展着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均势，加强了本土文化的信心。换言之，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而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振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其社会集团中的人们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本土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精神价值的认同危机。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并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体制和实践，而是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冷战后的“西方化”确实是不可能的，西方单—文明的绝对胜利只是一种心造的幻影。相反，现代化加强了各种文明和文化的自信心，并减弱了西方文化的威慑力，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各种文明以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现代化，而不一定去西化自己。亨廷顿这—看法是清醒的。他对西方国家那种一枝独秀的“西方中心论”的冷静反省是深刻的。当然，他过分强调文明的冲突必然导致未来世界的冲突，甚至成为世界大战的危险因素，确实有些危言耸听，但他看到了很多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冲突，仍然值得人们关注。

从现代化与西化更深一层目的角度来看全球现代化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亨廷顿发出这样的疑问：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它是否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而且这个大混乱的世纪，许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崩溃，国家管理不利，无政府主义日益蔓延，跨国犯罪集团猖獗，吸毒现象泛滥，信任感和社会凝聚力下降，在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民族宗教和文明间的暴力活动及其武装统治盛行，以致人们已然意识到全球性的政治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正在降临人类。在这个正在来临的时代中，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可以看到，亨廷顿已经从他的新权威主义，甚至他前些年的关于美国国力和西方世界独霸的“乐观主义”走向了深刻的“悲观主义”。因此，关键性问题在于价值冲突、文化差异、文明冲突的当今时代，作为未来世界的一种总体看法，究竟应该是一种本土化即文明冲突论，还是全球化即文明融合论？

第三节　本土化与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冲突已经退到了文化冲突的背后，因此，各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政治研究者都必得思考一系列关于后殖民时期的战略问题，即冷战后的世界大趋势是冲突还是缓和？文明的冲突和经济政治的冲突孰重孰轻？是分裂还是整合？未来的主要动荡和冲突将发生在怎样的文化断裂线上？在这里，“冲突论”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和本土化，以及相互的矛盾、分歧与不可通约，而“融合论”强调的是文化的相容和全球化。“本土化”(indigenization)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问题，成为当前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般而言，许多非西方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时，确实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应战模式的回应，出现了文化差异性缩小的情况。但随着实力的全面提高，其用于抵挡西方文明的压力，维护自己文化精神价值的主要方式是本土化，从此构成了自身文明本源的认同和文化回归的景观。因此，非西方文化面对强权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其策略往往是在面对挑战的同时，又学习西方文化。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呼声日益升高。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的文化霸权思想，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走向西方式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重要步骤的想法，已然遭到质疑。人们开始阐发亚洲文明的复兴问题，设想亚洲的价值观最终超越西方的价值观，以此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及影响。可以说，人类正在超越“地缘经济时代”而进入“地缘信息时代”，强调冲突论的亨廷顿，与强调融合论和全球化的其它理论家产生了相当深刻的裂痕，并爆发持续不断的论争。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就会了解到近现代以来，国际间的关系一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民族国家阶段”，其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入“跨国关系阶段”，出现了超国家主体，构成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注重国际谐调和国际机制的互补互利；到了后冷战时期，进入了“全球化阶段”，民族国家的职能逐渐下降，而类似世界政府的国际机构逐步产生，国际机构决定各国一些重要的决策决议和战略。

今天，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全球化”。何谓全球化呢？对此不妨稍加论列。

希利斯•米勒认为，整个世界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一直都在“全球化”，90年代，这种大大加速的全球化过程有三个特征，即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并走向新的政治组合形式，即乔•卡茨所认为的“后政治”(postpolitics)的兴起和数控国家（Digital Nation)的诞生。在米勒看来，新的全球化文化中的文学，其文化社会功能越来越小。人们信奉大众传媒文化，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大众文化之外而想训诫他们的人。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转换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为研究者提供了—种即刻性记忆，改变了过去的文学作品对学者和批评家的存在方式。伴随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衰落，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所取代，全球化的“文化研究”迅速兴起。它成为女性主义、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的(post-theoretical)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非西方”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媒体、性别、阶级、种族、自我、道德、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女权主义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关键词。

由此看来，全球化同本土化—样，的确是一种不容否定或忽略的现实存在。“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后殖民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和趋势。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是彼此依存的，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的。同时，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所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是具有普遍性的，单独抽出任何—维作为未来世界图景来阐释其发展轨迹，无疑都是有其盲点的。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文明所拥有的文化强权在文化的“全球化”扩张中不知不觉地形成“文化霸权”话语，以及横向“文化扩张”的企图。同时，我们在注重“冲突论”之时，又不能过分地单一强调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灾难性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仅仅是由于文明的因素，而非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笔者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自身民族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大同、人类世界的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互动。

亨廷顿无疑是强调“本土化”的，而本土化与全球化是—对矛盾，彼此纠缠，互相联系，需要认真清理。亨廷顿所否定的文化普世主义自然不会出现，而文化的自绝也仍然是一种过分的忧虑。我们强调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自强、自立和自觉。多种多元文化将通过对话的方式达到相互的深切理解，而在未来世界中感受到文明的光辉。

如果说，亨廷顿的理论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提供了另一层面的理论参照，那么，我们在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和文论研究时，必得面对这种网络状态的复杂文化现象，弄清楚它的前提、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在研究这种跨国资本主义和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时，必须深切地了解这一事实：文明冲突语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当代文论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论问题。文化冲突理论，有可能使我们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摆脱一种不正常的文化心理状态，而是真切地把握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我们应具有一种更正常的文化心态和更全面的文化方式去看待文化多元化，而尽可能地避免文化冲突。
 

无论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或者是亨廷顿引发论战的“文明冲突论”，都使人们超越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多极的世界。在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仅仅存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民族文化的差异整合性将取代西化式的现代化的普遍文化理论。

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格局下，在精英文化和大众传媒中，如何使“第三世界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如何使东方文化不成为“博物馆文化”，如何使当代中国文学不成为跟着西方在“现代性陷阱”中徘徊的游戏文学，确实需要中国的思想者和作家批评家深加反思。而杰姆逊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也许可为中国学者的思考提供一幅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景。

第十七章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第三世界

从“整体叙事”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与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相对应的后工业社会结构变化，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文化理论的一大特点。注意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并通过后现代文化风格、文化逻辑的把握去展示其艺术审美轨迹，是杰姆逊的基本思维向度。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

杰姆逊的理论既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色，又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痕迹。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经济、政治进行权力和意识形态分析，并关注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间的内在权力张力，以及攻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阐释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等重要问题。

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分析可以看成是后殖民主义分析的—个前提和生长点。当然，这或许也造成了杰姆逊观点的庞杂，其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的观点，又有拉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以及巴赫金的“对话语言学”的观点，从而使其不断在各种理论之间游移滑动，力求用一种宏观的“元批评”话语，将众多的时髦理论整合在自己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分析框架中。

对福柯仅仅强调权力话语分析的做法，杰姆逊并不认同，而是强调后现代文化霸权理论最终应落实为经济问题的分析，也就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和殖民化策略。因而，他从一种统一性的观点出发，将具有各种差异性的后现代理论整合起来，形成整体叙事的方式，去透视跨国资本主义、跨时代理论家的斑斓色彩，剖析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作品、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作品的叙事性所呈现的社会和“政治无意识”。
 因此，“叙事”在杰姆逊那里实在是非常关键的术语。

在他看来，寻找一种真正的叙事，将各种零散偶然的没有内在联系的文化现象，整合成—种可供考察的总体结构形态，以观察其中多重矛盾和权力运作元素的交织，从而使阐释问题从文本转向了历史文化的深层面，并从—般的文化模型研究，上升到探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的某种新问题模式的研究。正是把握了这种多角度、多层面分析资本主义历史构成的宏观视角，使得揭示政治无意识、发现资本主义权力运作的内在规律、厘定后现代的正负面效应，以及第三世界的出路等问题，成为杰姆逊的重要研究对象。
 

受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和“症候阅读法”的影响，杰姆逊往往将文本看作是多层次结构，即：—、字面的描述性的表层结构；二、字内意的政治性的诠释语码层面；三、文化性社会性的内在结构层面；四、深层次的形而上或总体性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规律层面。通过这种不断向深层延展的结构，杰姆逊在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时期，引申出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对后现代主义的“物化”、文化的“商品化”、“平面化”语境加以描述。他感到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难以准确地分类，而只能提供一个后现代消费符码模式的分析框架，从中透视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科技、文化全球化运作中的真实意图，即后殖民的全球化意识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问题。

“全球化”问题是杰姆逊近年来关注的重要对象。一般而言，全球化包括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但在文化是否全球化问题上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即出现了本土化(冲突论)和全球化(融合论)之争。全球化以跨国公司和国际网络为其显著标志。跨国公司在全球不同国家有自身的机构，并拥有全世界的投资者。跨国公司的激增是国家政权衰落的—个表征：一方面当代跨国贸易组织体现了跨国经济全球化垄断的特点，另一方面电子通讯技术的全球化，使电子信箱、互联网络在人类生活中构成了重要的范式转变，即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全球化造成当代人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生产出一种新的感性存在的后现代生活方式。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和人类感性延伸，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存在状态。后现代传媒和高科技网络，将整个世界逐渐整合在同一频率和文化神经元上，时间空间的彻底转换使得后现代人的心性价值发生了根本的改型。

在后殖民时代，“国家民族”并没有消亡，杰姆逊对亨廷顿所提出的国家民族业已消亡，而代之以文明冲突的说法加以拒斥，认为不同的思想社团和团体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使各种不同文化圈层间的对话、融合和冲突也日益多样化，没有任何—种话语可以完全取代国家民族所隐含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话语。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具有国家民族的意识，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对现实持有批判态度。所以，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叙事及其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成为杰姆逊关注当代问题的聚焦点。因为处于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的人们是无法逃离“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的。而作为一个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要据此而构造并组织自己经验的基本性架，为这个破碎的、日益多极、多元化的世界提供一种总体理论分析模式，—个历史把握的基本方法。
 所以，他认为自己倡导的“全球叙事”比自由主义叙事、市场叙事或其它的政治叙事，更具有当代有效性。

在对后现代后殖民世界进行分析时，杰姆逊注意从对象本身出发，即从实践出发去把握事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进而在理论升华之中，去发现现象中具有本质属性的东西。他对消费符号、国家民族和第三世界的关注，使得他对“解放神学”十分推崇。他在这个据说已被解构主义将“宏伟叙事”彻底消解后的今天，仍然偏爱“乌托邦”观念，仍然按照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和未来远景去组织自己的整体叙事和构成世界的认识范式。杰姆逊重申，在这后现代、后殖民时期，人类生活已经被压缩分割为理性化、技术化和市场化的多类事物，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急剧转型和主体消亡萎缩的时代，强调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并坚持这一正当而合法的要求，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总体上看，杰姆逊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是从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现实中具有急迫性问题出发，去进行文化和文学文本的分析，在历史与现实、社会和文化、政治与美学方面，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有机结合，并使其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分析，在当今世界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研究

什么是后现代社会？它的特征是什么？它与以前的社会形态的关系是什么？它的前景是什么？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认为，后现代社会，包括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传播媒介社会、信息社会等等，这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产生根本性逆变、美学范式不同往昔的社会。

在进行文化分析时，杰姆逊将社会发展形态与文化范式相对应。他借用德勒兹和居塔里《反俄底浦斯》
 一书的“叙述”模式，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原始社会)称为“规范形成”时期(coding)，第二个时期(封建社会)称为“过量规范形成”时期(overcoding)，第三时期(早期资本主义)是“规范解体”时期(decoding)，即摧毁一切神圣的残余，把世界从错误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科学说明、衡量，挣脱了一切旧式的、神秘的、神圣的价值的客体。它包括了科学革命，“非神圣化”(韦伯语)以及“对自然异化”(法兰克福学派语)。人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忍受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灰色的世界里，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诗意的散文世界里，生活在这样一个规范解体的、被剥光了的宇宙里，于是先锋艺术家们开始寻找—种新的领地，以恢复那一小片神奇的、圣洁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主体色彩的世界。于是他们力图重建那古老的规范，从而达到“规范重建”时期(recoding)。然而，还有更激进的解决办法，一些先锋艺术家采取一种极端的反叛形式，即不仅抨击那个死亡的、具体化了的、规范解体的宇宙，而且抨击规范本身，抨击所有合理的规范，否定一切，反叛—切社会形态，以恢复一切规范和科学产生之前的那个原始流的时代，就是精神分裂型的“消除规范”时期。杰姆逊将这一分期理论与文学分期对应起来，认为规范解体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规范重建的时代是现代主义，而患精神分裂症(即消除规范)要求问归到原始流时代的理想，正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新特点。

按这种三阶段模式划分，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是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是现代主义，而晚期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出现的是后现代主义。这三个社会阶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主体对世界的体验和自我的体验。而与之对应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亦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小型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

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而新的流行文化艺术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诸如拼贴的流行艺术，照相现实主义，新表现主义，偶然音乐，新潮摇滚乐，当代实验性电影和商业影片，法国新小说，以及后现代文学批评等不断登场，使得当代文化成为一个观念和形式的实验场。在这里，一切都被重新评估重新改写，—切都以自我化的欲望表演为旨归，一切都以摧毁经典为能事。后现代主义确乎实现了时间空间的根本性转化，并使得当代人拥有了一份不再沉重的时尚记忆。

后现代主义取消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将文化拼贴的文本(通俗作品、广告宣传、亚文学、幻想小说等)重新组合成—个新型欲望文本，并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文化风貌的新标识：新的肉身直接性成为当代城市文化标记，其延伸既表现在当代理论方面，也表现在—种全新的消费形象或影像文化方面。这种表面化的“时尚”，将人彻底还原为身体性的存在，这一文化策略所导致的表面性渗透到所有的艺术活动中。

与此相关，时间意识连续性已然中断，这既表现在个人与公众社会历史关系层面，也表现在个人瞬间性存在的形式层面，于是出现了生命意义的降解，即生命本能从所有的活动和意图中无差别平面化地释放出来。这种后现代主体人格的非完整性，导致深度情感的消逝，代之而起的是—种本能的欣快症。这种无情的泛情，不仅使现代主义的崇高主题消逝殆尽，也使得个人独特风格归于结束，而其与众不同的表现手法也随之终结，“戏仿”成为后现代的时髦。不妨说，这种消逝了意义的现实世界能指，终于在所指隐蔽不彰之时以一种压缩的强度表征出来，“能指”在相对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成为带有某种绝对主义意味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科技的高速发展紧密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今社会的技术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网络系统出现了“高技术偏执狂”特征，这使得“技术与人”的问题成为世纪末绕不开的话题。可以说，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

在后现代文化分析中，杰姆逊提出“认知绘图美学”范畴，即试图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对个人主义加以重新定位，以增强个体在全球体系中的自我身份意识和自我位置意识。这种具有政治文化色彩的认知绘图，重视当代世界中尤为复杂的辩证法和生命意义，并以新的方式去评价这种自我定位的努力。事实上，杰姆逊已经改造了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话语形式，他把在社会和空间规模上对全球认知绘图的文化解释和政治投影，作为后现代文化阐释的使命。

进入90年代，杰姆逊开始注重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问题，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从学术政治和社会问题角度入手研究的知识话语。

文化研究是针对其他学科的局限性而出现的，因而文化研究成为了所谓的“后学科”。它并不是一种专门性的知识域，而是通过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或交叉学科性质，它与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哲学、美学等有诸多联系。或许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一种讨论当代社会文化症候和意义方式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依据文化文本进行研究，也可以根据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其方法论强调杂糅性，对女权主义、黑人政治、后殖民主义、大众文化、当代传媒研究等有效方法，均来者不拒加以吸收，使得这一特殊空间注重混杂的“身份”以及各种新的复杂结构的分析。

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别在于，它并不注重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差异的削平，而是关注所有当代认会中的文化症候，无论是高雅文化的断片还是低俗文化的热潮，都进行文化意义上考古学式发掘。它研究各种事物的“合力关系”或“互动关系”，各种意识形态表征所出现的张力，进而在微型群体的多元景观上发现新的文化拓展的可能性。它不鼓吹以形象和媒体文化取代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斗争，而是强调各种关系在生产、分配、消费的社会综合过程中的彼此“连接”，并进而扩展到个体文化身份和群体文化身份追问，将后殖民主义理论关注的中心——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文化权力、个体身份等作为一种整体结构或“复合结构”加以考察。这—对象的宽泛性和考察的新策略，使其能避免各学科之短，而用其所长。

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处身氛围和存在方式。“文化”无疑与“权力”相关。福柯对文化权力问题和文化的本体性问题有自己的独特研究，但杰姆逊却认为这种“微型权力研究”断然取代了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并在权力分析中对“意识形态”加以排除，使其在应用范围上不具有真正的社会现实意义。从这里不难看出解构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意向上的差异性。

在文化研究对权力的研究问题上，杰姆逊认为，如果用权力来解释事物，就必须打破神秘化和理想化，抛弃美化事物的习惯。这样，文化研究的权力话语强调，只有从政治维度、社会维度和经济生产方式维度进行总体研究，才有可能杜绝肤浅的积习而深入到当代文化的中枢神经。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只有真正研究“他者”(Other)，即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性制度之中的官僚阶层或跨国公司形象时，方才有效。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不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中断，而是其研究的—种深化和权力话语的拓展。

无言的个人身体经验是孤立而难言传的。杰姆逊在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荣格“集体无意识”、拉康“语言无意识”理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无意识”理论。虽然其相对前人而言，减少了心理分析理论意味，增强了社会现实的政治属性，更具有当代学术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其意识形态的偏颇仍是十分明显的。“社会无意识”和“身体无意识”才是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在社会意识这一表面的症候下面存在着沸腾的社会无意识，在身体意识这一被西美尔称之为现代性表征的后面，存在着身体无意识(个体的、集体的、政治的、肉体的、欲望的等)。只有文化研究这一融会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前沿学科，才可能真正触及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才可能真正减少单—学科研究中的偏颇和盲点。

可以说，杰姆逊的文化研究论还处在一种对象式评价的位置上，尚未真正进入这—研究领域，尽管他的一些看法充满理论色彩和新意，但是仍能感到文化批评精神上的距离。他真正有深度的研究，仍然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使他在这一领域成为不可忽视的人物。

第三节　后现代文化逻辑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跨国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这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相区别，这区别表征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文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等几个方面。

平面感，又称浅表感，指作品审美意义深度的消失。后现代主义作品不再提供任何现代主义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意义。现代主义大师如普鲁斯特、里尔克或乔伊斯的作品要求读者深入其意义深渊之中，通过不断地阐释和发掘，获得审美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却拒绝解释，如品钦《万有引力之虹》是不可解释的。作品的意义不需要寻找，书的意义就是书的一部分，没有所谓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所谓深层意义。作品不可解释，只能体验。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在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无法在解释的意义上进行分析，书的意义在不断阅读的阐释中。

后现代的平面感作为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导源于解构主义对解释的深度模式的消解。解释即设立了现象与本质的二项对立。现象是虚假的，只有透过现象才能深入本质，探测到被表层遮蔽的作品的内在意义。后现代主义力打破这类深度模式。

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平面感所要打破或削平的是四种解释，或四种深层模式：第一种深度模式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这种内与外的对立，使人们的思维总是要由外向内深拓，现象被抛弃，内部深层才是目的。后现代主义与之相对，专门注意表面，只讨论作品文本，不涉及内层(象征、寓意)，不承认内外表面的对立，拒斥挖掘任何意义。第二种深度模式是弗洛伊德的表层－深层的心理分析模式，后现代主义彻底抛弃表层下面的深层压抑的说法；第三种深度模式是存在主义关于真实性与非真实性，异化与非异化的二顶对立。后现代主义坚决拒斥所谓可以从非真实性下面找到真实性的说法，并宣布“异化”这一概念值得怀疑；第四种深度模式是索绪尔的符号学所区分的能指与所指，后现代取消了这种对立的区分，从而也取消了深度。

后现代文化理论与后现代艺术逻辑一致，它已削平深度而回到—个浅表层上，获得一种无深度感；它只在浅表层玩弄能指、对立、文本等概念。它不再相信什么真理，只是不断地进行抨击批评，但抨击的对象已不再是思想，而是表述。在思想匮乏的时代，理论已不再批评思想的有无对错，而只批判文字和表述的错误，并立即用自己的文本取代别人的文本，这使得新理论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真理被搁置不顾，而整个世界成为一堆关于表述的文本。

削平深度模式，就是消除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非真实、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立，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深层走向表层、从真实走向非真实，从所指走向能指。这实际上是从真理走向文本，从为什么写走向只是不断地写，从思想走向表述，从意义的追寻走向文本的不断代替翻新。

深度模式消失的另一表现是历史意识的消失。这使后现代人告别了诸如传统、历史、连续性，而浮上表层，在非历史的当下时间中去感受断裂感。如果说现代主义注重现在，但却是将历史性熔铸在当下，将当下作为人生痛苦体验的瞬间并因此而感怅然若失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注重的现在，是以与历史性割裂联系为前提的。那种现代式的怀旧感在后现代中完全转变成一种新的永远是现在时的异常欣快和精神分裂的生活。一般而言，历史性可理解为个体对人类时间一种存在的意识或对过去历史上兴衰变革规律的意识。这两种历史意识，在后现代文化的普遍的平淡和浅薄中已经消失。

对历史的理解，标志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风尚和意识。过去的历史，不在于它已经过去，而在于怎样理解过去，因为，对人而言，过去不仅过去了，而且现在仍然存在。现时中存在着某种由近溯远的对时间的意识，过去的历史总是不断在纪念碑、博物馆、艺术品上表现出来。历史意识作为—种深沉的“根”，既表现在历史维度中，也表现在个体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体身上表现为记忆。现代主义的倾向是同时探讨关于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回忆)双元。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人们对历史的态度转变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上的过去消失了，历史上的未来和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后现代把历史理解为只存在纯粹的形象和幻影。历史事件转换成了照片、文件、档案，这些仅仅记录了早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后现代人已没有历史，只存在于现时当中，变成没有根的浮萍般漂来漂去的人。

对历史的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对时间的哲学观。历史感的消退意味着后现代拥有了一种“非连续性”的时间观。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时间特点是一种“精神分裂症”，或如拉康所说的“符号链条的断裂”。因为在精神分裂症者的头脑中，句法和时间的组织完全消失了，只剩下纯粹的指符，亦即在后现代人的头脑中只有纯粹的、孤立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已消散殆尽，只剩下永久的现在。后现代音乐除了失去意义深度以外，也失去了历史深度，只有—串串若明若暗的音流在时间中零碎地闪现。后现代小说(新小说)中，零散、片断的材料就是一切，它永远不会给出某种意义组合或最终“解决”，它只能在永久的现在的阅读经验中给人—种移动组合的感觉。如果说，现代主义力图在“破碎的意象堆积”后面重建某种理想和形式的整合，那么，后现代主义那种彻底的零碎意象堆积却反对任何形式的整合。因此，从有意识的组合(montage)到无意识偶然拼凑的大杂烩(collage)的过渡，成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表征。

后现代主义反对所有的二元并置，因此，它在驻足永久的现在的同时，就已经割裂了时间空间的辩证法，将时间转换成空间，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极的最一般的特征。这种后现代式的空间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材料结构的物质性空间形式，而是把思维、存在的体验和文化产品中的时间、历史因素彻底加以排斥，使时间永驻现时时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形式，切断了各种复杂的符号联系，排除了深层观念的文字纯表面之间的捉摸不定的关系，成为精神病状态的“当下”存在。

主体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然而，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而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我”这一概念，也仅仅成为语言所构成的影像而已。

后现代人对人的主体失落的透视，是借助于拉康、福柯的解构“目镜”的。语言及其社会性赋予人一个“自我”的概念，这一概念只是像镜子提供给人一个映像而已。另一方面，后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后，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这是—种非我的“耗尽”(burn-out)状态。这时，那种现代主义多余人的焦虑没有了立身之地，剩下的是后现代式的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和一个类似“吸毒”一般幻游者的“非我”。人没有了自己的存在，人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

随着主体的丧失，随着支配观点的意识的丧失，失去行为统一性或人物统一性的小说，变成了“无情节”的小说，—种感知的麻木。这是艺术非主体性的先兆。

主体零散成碎片以后，以人为中心的视点被打破，主观感性被消弭，主体意向性自身被悬搁，世界已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没有一星半点情感，也没有任何表现的热情。后现代画家沃霍尔的名言就是：“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像机器一样作画。”只有当艺术家变成机器时，作品才可能达到无情无思无识无语的纯客观程度。

杰姆逊注意到，纯客观的艺术观在雕塑上体现为以合成纤维制成的极度真实的人的形象，这种可以乱真的假人如果长久盯着看，转过身来就会怀疑周围的人的真实性。萨特以“解真实性”(derealiztion)命之，就像从里面将—个存在的人掏空了，外表依旧，但整个人成为—个空心人，就如同蜡像一样已被解真实化。现实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现代人曾经拥有的孤独、焦虑、畏惧的情感被掏空了，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被抽掉了，成为一种没有根、浮于表面的人。失去真实感，即失去赖以立身于世的根基，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这种极度逼真造成了—种令人恐怖的非真实感，标明后现代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他们在自己的心灵中放逐了自己。

不仅如此，现代主义名噪一时的先锋色彩和个人魅力不再成为关注的中心，那种标榜先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后现代艺术代表了主体性、自我、人格、风格的结束。后现代艺术不表现人的精神和个性，艺术风格不复有昔日的光彩，因为“主体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种主体的零散化，表面上看是人性的一种倒退，其实它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当代西方“个人”或“人格”的完全堕落，人们急于摒弃这沉沦的人格，这种激进的做法是对主体性堕落的抗议，是对主体性异化的反抗。

传统美学总是要求审美尺度具有一种距离感，诸如：典型论、移情说、距离说、陌生化等，无非说明艺术不同于生活，艺术不能等同于生活，艺术只有与人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才会给人以审美感受。后现代美学颠覆了传统美学观。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主题就是“复制”，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

复制，宣告所谓的“原作”已不复存在。电影作为—门复制的艺术，人们看到一部影片的任何一部拷贝都是相同的，谁也没有见到电影的“原作”是什么。原作消失了，独一无二性消失了，艺术成为“类像”(simulacrum)，即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类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徽章。形象、照片、摄影、电视、电影，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的生产，所有一切都是类像，这注定了当今世界已被本文和类像所包围，丧失了现实感，形成事物的非真实化，艺术作品的非真实化，以及形象、可复制的形象对社会和世界的非真实化。

复制导致距离感的消失。看电视时，出现在电视上的信息失去了“他性”，它进入了人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每个人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而录相时代，形象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广告、摄影)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电视使人所看到的与绘画使人看到的完全不同。人所看到的绘画作品不是现实，而人所看到的电视却是“现实”，但又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影像(物)。由物退到物的影像(非真实性)。这种状况不幸被法国解构理论家言中：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这一事物变成事物的形象的过程，使得事物仿佛不复存在，当指涉物退隐时，距离感也消失了。

从文化哲学层次上看，“复制”的核心在于“本源”的丧失，也就是没有—个导源出若干他物的本源，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唯一性、独一无二性和终极价值的可能性。一切都在一个平面上，没有深度，没有历史，没有主体，没有真理，甚至没有原本。所谓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纷纷失效。人终于被各种人造的类像包围起来，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的扩张使现实退隐，使主体丧失，世界成为了物的世界。

后现代文化氛围下的文艺与美学，无一不打上后现代的时代烙印。而后现代的艺术轨迹似乎并未给人以希望，相反，艺术感知模式的支离破碎，艺术感性魅力或本雅明的“气息”（aura）的丧失，先锋的革命性和艺术家的风格性的消逝，使艺术一步步成为非艺术和反艺术。艺术不再具有“超越性”，仅仅等同于生活，生活成为了后现代人的艺术棋盘。

第四节  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文化

在数码复制的时代，杰姆逊关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回答，他揭示出现代艺术向后现代艺术的转化，是以丧失时代艺术否定功能为代价的。后现代的大众化商品复制与形式上的平面模式，反映出跨国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内在危险逻辑：它使文化扩张并消弭了文化的精神特性；它迫使艺术放弃批判功能而顺应消费和科技型生产关系；它使文艺和美学遭遇到四个“削平”(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削平、主体性削平、价值削平)，使世界“物化”，加速了表征的紊乱。因而，在杰姆逊看来，将后现代文艺印证于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就可以从哲学高度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总危机，即理论话语界限消逝和语言表征规律失控。

从后现代主义基本立场上看，杰姆逊对丹尼尔•贝尔的新保守主义是坚决反对的，他反复说不能只看到后现代科技的来临，而成为给定事实的被动接受者，即应“避免像丹尼尔•贝尔那样，成为—个以技术官僚为本位的意识形态支持者，甚至成为新的社会系统本身的辩护者。”
 杰姆逊对哈贝马斯的观点相当重视，认为哈贝马斯对抗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及敏锐度，比利奥塔所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
 就内心而言，杰姆逊对哈贝马斯的基本理论框架，诸如重建新理性、建立交流模式、达到普遍共识、注重宏伟叙事、提出合法性危机，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但作为美国学者，他又看到德国思辨理性以及德法宿怨存在的问题，因而他在哈贝马斯的激进对抗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又有某种保留。对利奥塔的看法，杰姆逊表现出宽容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他承认利奥塔对后现代知识状态的分析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然而在结论上却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杰姆逊不同意全面授受后现代文化，坚持—种批判立场(可以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质疑态度，同时，对利奥塔开出的“药方”——“谬误推理”坚决反对。杰姆逊认为：“如果全球性的私人公司，垄断如此重要的信息系统以后，那么世界将沦入悲惨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谬误推理和‘怎么都行’之类的说法确乎无法再以轻松的心情去面对。究极而言，我们不能单纯期望信息垄断的局面会通过一种有善良愿望的科技精英分子的自觉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我们只有以政治上的行动本身，才能对那信息垄断的局面提出真正的挑战。”
 

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十分矛盾，他为后现代主义列出两个解释性范例，一是“美学范例”：后现代主义是对高级现代主义的反动；一是“社会经济范例”：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后期消费资本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 就前者而言，杰姆逊认为：“不仅乔伊斯、毕加索不再令人觉得古怪讨厌，而且一度被看作古怪的作品，都变成了经典之作。……当代艺术中最令人反感的形式，诸如庞克（punk）、摇滚（rock），或那种所谓的公开‘性’材料，都为社会逐渐接受，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当代艺术的遭际与那些高水平的老现代主义作品相比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中，即使当代艺术与老现代主义一样，有相似的形式特征，但其立足点还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如果仅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针现代主义的反动，那么其决定论的色彩太强，而且事实上二者之间还残存着承递关系。就后者而言，并不能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由“消费资本主义”导致的。何况杰姆逊还说过这样—段话：“我不认为当今所有的文化生产都是‘后现代’的。后现代其实就是一个力场，截然不同的文化冲动必须依照各自的方式发展。”
 

后现代主义在当今是一种时髦的文化风格，但它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境界，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环而已。人类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个缺乏深度的“平面”上。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文化风格取代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所奉行的消解游戏，必然对其自身也是有效的。

作为一位文化型论家，杰姆逊自80年代以来，主要的贡献除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以外，就是第三世界或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
 因为他敏锐地感到，目前，晚期资本主义以其“有活力的、有原创力的、全球性的科技扩张”，“正专门朝向被前资本主义所包围的第三世界农业及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渗透进攻”。他对处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抱有同情，对其文化特征尤感兴趣。他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表明他的视点集中在全球文化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上。他从一种“共时性”的基点出发，一方面看到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看到当今世界图景中不同文化系统的冲突和对抗性。他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

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亦处于非中心地位，因此，对于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必然有所借鉴乃至某种依赖。杰姆逊指出，后现代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后现代引进了供消费的新的文化节目(如外来的电视节目)，它完全忽视了电视对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反文化效应，以及文化价值观的混乱。第三世界对先进国家的文化依赖暴露出当今世界体系中潜存的某种意识形态冲突，如果放任下去，就会被动地招致后殖民主义文化垄断，从而失去本土文化的特色。

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使杰姆逊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因此，第三世界文化面对后现代、后殖民性文化，处于一种“拿来”、“疑虑”、“拒斥”、“应战”这十分矛盾的心态和处境中，如何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找到正确文化策略，是第三世界文化出路的关键所在。

行之有效的文化策略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来对抗这种文化侵略，但绝不是指那仇视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的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度。夹杂仇外敌外的情绪去排斥外来影响，是没有出息和没有前途的。正确的途径在于，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去思考某种文化产品为何要引进国内，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洞见，这样，就有可能在跟上国际文化大趋势的同时，使本土文化模式引起外国的兴趣和关注，使本土文化展现新貌并走向世界。

杰姆逊并不以后现代文化为尊，相反，他通过那些走马灯似的解构游戏看到了后殖民时期西方文化的病症和面临的困境。他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意方式，破除第一世界本文的中心性，进而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的风格。

当然，杰姆逊理论杂糅的成分较明显，挪用现成理论多而自己独到创造少，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大多仅停留在文化分析或一般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结构模式或生产方式上，因而也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其思维模式显得单一，既没有原创性理论，也没有站稳真正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在多种理论之间滑动、游移。这也许是现实的多元、多极景观，造成杰姆逊面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时采取一种过分灵活辩证的方式使然吧。

第十八章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

如何描述或评价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的历史轨迹？如何发掘这一历史转向中掩盖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层面的问题？如何使自己对文化横剖面的分析与历史发展势态相契合并能“先行见到”—些新的文化“症候”？这些问题恐怕是20世纪末思想者所难以回避的。

英格兰布雷德福大学博士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著《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1984)出版于80年代中期。该书定位在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进行分析，进而展示西方近20年来学者们彼此对立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涉及四层分析话语，即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这四个层面的分析揭示出文化殖民的内蕴以及历史走向和文化宿命。

第一节  文化帝国主义

自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广泛运用以来，本世纪下半叶有相当数量的人文社科著作都采用了这一方法。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正是运用了“话语”的形态分析手法，使其能以独到的视角切入当代世界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分析其基本走向和主要问题，并得出有一定深度的结论。

“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产生于60年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批判社会文化的术语。这一概念内容的非确定性和宽泛性，使人对它的把握往往言人人殊。汤林森力求避免下定义式地界定这一范畴，而是将其植入话语分析过程中，得出其基本框架，其具体方法是确立四个基本维度，讨论文化帝国主义这—主题。也就是说，在汤林森看来，后殖民主义具体体现在：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性”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作为现代性批判的话语。而这四个层面是互为表里的整体。

就作为“媒介帝国主义”话语而言，汤林森在分析了众多学者对此的论述以后指出，在当代西方文化圈中，媒介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文化帝国主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媒体中介的文化传播，将意识形态扩散到他国之中。但媒体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中心，人们的文化实体的经验，也不完全由媒介获得。相反，必须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当作是一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其间，媒介只是众多运作要素的一种。西方媒体扩散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活，这一变化过程是其整个现代化大格局中的一部分。

汤林森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使他否认利奥塔(Lyotard)、博德里亚(Baudrillard)和杰姆逊的后现代媒介批判理论，而固执地认为，媒介只是中性地、平等地传播而不是“强加意识形态”于第三世界。汤林森没有注意到，媒介在全盘进入文化域以后，已变成了后现代文化经验的原则，它(如电视、电影、多媒体、广播等)已经并正在以激烈而根本的方式，改变着不同的文化疆界，并使文化差异消失在信息的倾销中，从而使异于西方的文化失去“他性”，在不断组织化、有机化中产生意义，并“类型化”人们的生活经验。换言之，—种不断灌输的话语已不单是“语言”，而是一种“权力”的方式，一种置换意义、抹平差异的权力话语。

这种打上权力话语烙印的媒体，使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其丰富性为代价。人成为媒体的附属物，成为媒体的延伸。媒体将人内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听、如此想。媒体以超量的信息塞入接受者脑中，从而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合为同—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并进而形成相近相似的“集体记忆”。就这一点而言，不知汤林森是无意的忽视还是有意的遮掩。

就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而言，汤林森不同意文化帝国主义是某种固有的本土文化为外来文化“侵略”的说法，而宁愿用“影响”这一概念。并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文化)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以全球的、历史的眼光去看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然而作者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否定其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单方面强调其同一性、全球性，从而在忽略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制约”、“霸权”问题中，将资本主义“全球化”取代“本土化”的过程“解政治化”。

事实上，本土化与全球化、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直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就文化而言，其物质层面(科技)、制度层面(社会科学)基本上可以说应当或尽可能全球化，但在精神层(人文科学)和价值层(宗教)方面，却似难以完全丧失民族特性而归大同。如果，未来社会各种文化的差异完全消失：所有的餐厅都极像麦当劳或比萨屋，所有的音乐都是西方电子摇滚乐的变种，所有的城市都像米尔顿•肯恩那般坚实而靓丽，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温文雅致的国际化，世界上每一个购物中心都能看见成群相同的购物者，这幅图景难道是世界“大同”？或者仅仅是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无疑，这种抹杀民族性而张扬全球性的作法，或许能使欠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得到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在文化方面却恰恰导致巨大的文化表征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从而在西方“他者”经济文化双重压力下，产生“集体记忆”重写和“民族性丧失”的双重困境。

不仅如此，当汤林森热衷于将“本土化”与“西化”这一文化帝国主义的“地理范畴”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范畴”以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为自己反传统找到了话语转换机制，即将文化的民族性差异转换成时代的落后与现代的差异，并以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否定其他文化的“传统性”；二是将西方文化看作是“超民族性”的，是—种代表人类未来的世界性文化，从而忽略了西方文化本身的民族性，以及其自身仍然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

事实上，西方文化在科技方面高奏“科技理性”的凯歌之时，由于精神价值维度的丧失，使20世纪出现了人类最大的灾难：原子弹、艾滋病、生化细菌弹，这些高科技乌托邦的产品，正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存在。同样，在社会政治方面，由极力标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理性”，导致出现了20世纪纳粹法西斯主义以及种种独裁主义、专制主义的灾难。这些因各个不同的社会乌托邦图景导致的抹杀差异，否弃个性的法西斯独裁专制，使人们感到，不仅东方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同样，西方也面临“人文理性”消隐、精神颓败、价值虚无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冲突并不能以简单地打掉传统为出路，相反，正因人文传统的消隐，才使得现代病如此猖獗。东西文化之争已变成了古今之争，而传统价值的式微，精神生命的弱化是古今之争的问题焦点，是全球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可能逃离其外。因此，将西方文化看作代表人类未来的世界性文化，无疑只是不顾事实的心造幻影而已。

就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汤林森认为这是进行现代性分析的关键。无论是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过程，仅仅是前后连贯的说法，或是借助文化帝国主义的说法加以串连组织而已。汤林森在分别就文化帝国主义是否为资本主义的先锋、跨国资本主义与文化同质化问题、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和第三世界、西方消费文化、批判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脉络展开讨论，并对一些激进的批判意见加以“自由主义”立场的辩驳以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资本主义文化的重点是消费的总体化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消费文化引起人的兴味的原因之一，在于良知的批判并不容易。大多数(左派与右派的)文化评论都觉得专注而热情于消费文化是有问题的，但必须区分道德化与批判取向的差异。为什么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于消费文化的矛盾心态？或许原因是消费主义成长的环境，或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已征服的环境，是由现代性的其他发展所遗留下来的道德－文化空间。批判资本主义的扩散，必须处理资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消费)以外的议题。只有从传统转移到现代这样的事实出发，才能完整掌握消费文化的重要性。

汤林森之所以为消费至上主义(consumerism)辩护，是因为它不仅刺激了西方现代化的迅速发展，而且使其迅速向第三世界扩张，然而，由此却忽视了消费主义的负面效应。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消费主义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自由思想，使“钱”和“消费”成为精神匮乏时代的“金钱乌托邦”。当消费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生命的唯一意义所在时，社会的混乱和价值的颠倒就不可避免。事实上，消费主义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整个现代文化向享乐主义文化偏航。这种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文化思潮对发展中国家为害尤烈，当人们沉浸在短期行为的消费热潮中，不仅丧失了物质再生产的可能性，而且也丧失了精神再生产的可能性，不仅突出激化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矛盾，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结构相当严重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呈现的传统价值的合法性危机。更严重的是，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所有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造成新的一轮话语沟通和制约的无效，鼓励文化渎神和理想消解。于是，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所说：“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扩充文化，反而正在造成文化的死亡。这—怪圈，消费主义恐不能辞其咎。

汤林森讨论文化帝国主义几个不同侧面的话语，即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的目的，是将这三者整合到对现代性批判的架构之下。因为媒体、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主要方式和因素，换言之，前三种话语都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性讨论的前提之上，因此，讨论“现代性、发展与文化宿命”，成为汤林森后殖民文化研究的重点。

第二节　现代文化命运

总体上说，“现代性”指涉的是全球发展过程中，文化衍变的社会制度结构性主轴。全球文化的同质性发展，其始源是某个特定的亦即“现代的”生活方式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决定这个特定生活方式的因素是多重的，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个以“技术－科学－理性”作为基础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世俗化“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一种组织社会空间及经验的特定方式、个体存在的认知模式。总之，作为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文化帝国主义隐含的批判对象，正是这些决定了全球文化发展的因素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

由于对现代性重要性的认识，使得汤林森不满现代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因此，在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柏曼、佩贝•安德森、卡思陀瑞狄思等思想者就“现代性”、“现代化”、“欠发展”、“启蒙”、“理性”、“发展”、“强势弱势”进行辩驳以后，汤林森指出，这些论述充满了前后对立不一，以及概念上的朦胧模糊，但其核心则是说现代性并不能合格地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即超越于物质富裕、政治解放之上的文化诉求。汤林森并不认为这是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所显示出的“现代性的失败”，而认为这只不过说明了现代性的多种文化形式而已。

但是，不断为文化帝国主义辩护并反击批判现代性思潮的汤林森，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科技与经济方面强而有力，但在文化方面却薄弱不堪。可以说文化的薄弱彰显了巨大的生产力，却无力引导自身走入坦途，其结果很明显地见于快速增长扩散的全球环境危机。各国政府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对这一现象束手无策，这显示出问题不仅在于科技层面的失败，而更是文化意志的失败，即欠缺的是长期的方向感。

这样，问题就由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当代西方道德正当性的危机在于西方文化当前对于“后现代”这个概念的执迷。后现代文化作为当代的“主控文化”，相较于19世纪末叶的“帝国主义高度发展”时代的现代文化已大不相同。后现代或“晚期现代性”状况，充满了不确定、矛盾、缺乏道德正当性，也无文化的方向感，与19世纪欧洲人到处殖民，胸怀壮志的文化信心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自后现代以来，“全球化”概念已经取代了“帝国主义”一词，而文化帝国主义似乎也变成了文化“全球化”。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差异之处在于已不过分注重政治经济的宏图，文化方面也有欠明晰。而只致力于从一个权势向外将某特定的社会体系扩散到全球。“全球化”指涉出全球各地域的相互关联与互相依赖，全球化的效果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是经济上的强势国家亦不能幸免。换言之，全球化过程是文化帝国主义鼎盛而又因全球化实现而自我消失的过程，是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霸权将终结的征兆。全球化的“文化经验”，延伸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仅第三世界国家，而且第—世界的欧洲人以及北美洲人，很有可能再也无法从他们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取得以往的文化安全感。所以，今天的主控文化生产的领域，不能与文化信心相契合，而文化帝国主义的参照语汇与标准只能跟着变异。

当现代性为后现代性所取代，当文化帝国主义为文化全球化所取代时，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呢？对此，汤林森似乎有些勉强地答道：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扎实地就界定与执行人类文化目标的方式再做结构性重组。这个原则所隐喻的是，晚期现代性已然自主化的全球机构与制度必须予以解构。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使命，因此在油然产生强烈的情绪中，倾向于认定晚期现代性的景况，是我们的“文化宿命”。人类世界的塑造，必须看作是随着文化意志而变化的。心里存有文化动因的想法，隐含在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或许应该将它看作一块可供反思的空间。

后现代景况是人类文化的宿命。汤林森经过艰难论辩得出的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当代意义，而且也表明了某种超越后现代性而葆有人类精神文化质素的意向性。但从总体上看，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评论显得较单薄，有深度的历史穿透性和犀利入微的分析尚嫌不多，罗列的现象(理论分歧)多而中肯的剖析少，思潮追溯多而问题意识少。他借用了80年代前后英美学院派对媒体帝国主义分析的成果，二战后民族国家形成的转折的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左派激进批判理论以及现代与后现代的论战等多方面理论资源，基本上说清了文化帝国主义几个层面的问题，可是未能就此进一步展开，未对其理论缺陷、现实处境、文化策略、语言变异、话语权力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在诸如启蒙、现代性、发展、全球化、民族性问题的梳理中失之粗糙，甚至有的地方因其西方中心立场而武断地否定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支配”，掩盖“文化殖民”“文化霸权”的问题实质，否定“民族性”而一味突出“全球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使人感到论者在反思工具理性时又回到工具理性中，批判历史理性时又重新拥抱历史理性，在吁求人文理性时又对人文理性信心不足。这些理论和逻辑上的欠缺，使汤林森理论的问题聚焦缺乏明晰性，当然也就缺乏高屋建瓴的气势。不过，就后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方面的思考而言，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继续思考讨论构的框架。

第十九章　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前导或理论地基，而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的进—步延伸。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与后殖民主义是当代世界时髦的文化思潮，对其性质、发展与价值观的评价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言人人殊。面对这种全球性的思潮，中国学者理应做出自己的理论阐释，同时，还应更深一层地考察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正负面效应，促使我们在后冷战时期、在后殖民语境中有可能在文化上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走向“建构的后现代主义”。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是—个历史社会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而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土壤，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

后现代思潮在世界文化意识领域掀起了一阵阵“话语转型”旋风。这一转型旋风，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仰上，造成了传统与现代话语(discourse)的断裂。而美学转型则波及整个艺术和批评领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话语紧张。据此出发，作为一个后现代哲人，必得注意现代社会阻碍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的事实，使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至此，没有任何一种现代性话语可以垄断思想探索和精神自由，也没有任何一种观念或学说可以定为一尊，而无视其他观念和学说。

后现代张杨一种“文化批评”精神，力图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整体性观念，而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哲学美学，这是一种禀有“后工业社会哲学精神”的新哲学美学，或者如德里达所说是“非哲学式的写哲学，从外边达到哲学。”后现代文化不再追求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也不贬斥历史的、变化的、偶然的因素，或把美学看作反映现实的镜子。相反，后现代重视解释学精神，通过对整体性的瓦解走向差异性。文化美学家不再是那种声称能解决或解释文化领域何以并如何对实在具有一种特殊联系的形而上学者，而是一些能理解各种事物相关方式的专家。

后现代主义者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指涉出一种存在状态的多元性和艺术审美的宽泛性。因此，后现代主义超越了语言艺术的界限，并对各类艺术的界限和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加以超越。这样—来，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对立统统消解了。后现代文学和美学走向价值空场的“反艺术”、“反美学”、“反文化”倾向，使其自身抵达平面游戏的边缘。

以解构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在语言上，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人不同于现代人的原因是，他赖以立身于世的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语言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语言，现代主义以重建宇宙秩序为己任，希冀艺术能做一切事情，甚至成为这个丧失了宗教的社会里的新宗教。

在后现代语言观看来，存在主义式的人说语言、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是语言的中心的看法业已失效。在后现代，并非人控制语言或人说语言，相反，人被语言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者”，而不是我。换言之，说话的主体并非把握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人从万物的中心终于退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把握的地步，其结果表观在艺术家那里，则是昔日那种写出“真理”、“终极意义”的冲动，退化为为今天的“无言”，以“无声”去表达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你都不能也无法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语是谎言”，剩下的只有“沉默”，不能言语，不可表达，只有缄默。这种“无言”可谓后现代语言表达的类型。

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潮由“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转型，标明了某种思想言说方式的内部转化。就中国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而言，我们在考虑接受语境时，不能不考虑语言学转向对于文学论域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转型问题是如何出来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态势下展开的？以及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因为，仅仅停留在描述转型上的研究是不够的。

在西风东渐以后，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被西方拖着走的。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整个国家的目标时，西方更成为一个模仿或“赶超”的“他者”。

在语言学转向的思潮中，中国当代文论由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社会政治批评，转向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语言批评。批评家不再谈世界、对象、真理、历史、社会、人物、情节，而只谈语言、符号、文本、语境、关系、结构、生成、转换、消解。这一转型具有先锋性。转向法国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大谈能指与所指、语言消解，在语言宣泄的“能指的滑动”中，表明语言其实是可以玩的东西，语言似乎是一种无思想的堆积物。

在中国的接受光谱上，后现代主义如今成为“语言转向”之后的最耀眼的“主义”。当然，俄国巴赫金的“语言狂欢”、“多音喧嚣”，以及后弗洛伊德、拉康的“镜像”理论和德勒兹的“欲望生产”说的碎片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语言理论后，语言转向在中国事实上是转向了后现代语言。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形态化，而力求保持自己的“平面化”、“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诗化倾向和升华净化之类的浪漫色彩，而向日常语言靠拢，一面反抗权力话语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力求保持自己的前卫性，而设法与大众流行的“伪艺术”相区别。正惟此，后现代文本并不是作者或批评家思想情感的模写，也不再具有内蕴的微言大义。相反，只使人感到语言与自身的剥离。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让无意识自然本能地流出，直接地呈现在文本中。这样，终于在语言操作中消解了意识、深度、所指。

“语言学转向”中转向的绝不仅仅是语言学，而是价值论、观念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转向使文化问题转化成一个意义重新阐释问题，但由于语言与意义的分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出现了“批评观转型”和“价值观转型”。

批评观转型，表现为80年代的政治社会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这使其逃离某些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对偏狭的作家中心批评和文本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从宣喻真理的浪漫激情转问冷静客观的文本精细分析；从中心话语批评模式撤出，而坚守其播撒性的、边缘性的批评话语立场。对旧叙事、旧观念、旧批评模式进行审查，坚持任何批评洞见本身就包含了排斥其他见解的“盲视”，强调任何批评结论都包含自我瓦解的危险。

价值观转型与80年代文学批评相比，90年代的后现代批评更少建构而更多解构，更加强调政治波普化(pop)的价值取向，更注重玩世主义的文化策略。这一切表明，后现代语言转向导致文学批评日益脱离纯文学或纯审美，而走向价值平面的“后乌托邦”文学和意义滑动、错位的困境。因此，文论界和批评界必得思考：语言转向之后批评将转向何处？是转向意识？文化？还是价值呢?

语言转向以后，批评界大为活跃，其正面价值表现为：注重文学批评的思维层面、角度的开阔多元，即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拓展到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批评、解构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的批评层面；注重倾听语言，突出语言，淡化背景，进一步扩大阐释空间，促进了意义的增殖，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实质上是话语的冲突。人类构筑的语言“通天塔”的“语言乌托邦”思想，在后现代日益为语言差异性和多元性所取代，因为强调这种差异并感受和玩味这种差异性使批评变得更为宽松、更能达成彼此的理解。

与其正面价值紧密相连的负面价值，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后现代文学的表征危机，显示出后现代文学语言是一种撕裂传统语言和逻辑的语言，当这种文化错位的多种话语碎片共存并进而拼凑成—张零碎无序的话语编织物时，语言的裂缝已再难填平，从而，误读成为后现代批评的正读。批评的“语言狂欢”表现为“语言自来水”效应，一些文学文本和批评文章，整篇都是—种“语言流”，读起来一泻千里，但不知所云，这主要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肌体”过剩而“骨架”萎缩，出现了话语膨胀(虚肿)而表征意义的危机，同时，还因整个理论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系时，只见废墟，而不见新体系的建立(只破不立)。语言危机完全是人文精神和价值情怀的危机。价值地基塌陷，后乌托邦时代的无信仰、反信仰状态使整个文化和文学在多元格局中充盈着低俗化体验和变态心境。“性”和“暴力”成了世纪末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唯—感兴趣并喋喋不休的“问题”。

语言转向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而是一种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语言转向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批判，否则“转向”只能成为一种偶然的随意的东西。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语言转向之“后”能做什么？是进一步怂恿语言的浅化和加深语言与意义的裂缝呢？还是转向对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思想意义和文化的思考？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问题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严格地说是在80年代后起步的。尽管80年代初已有零散的译介或评介文字，但大多作为现代主义之一脉去看待。一批学者在文化讨论中逐渐将视野从“五四”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转到世纪末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现代化与心性价值之争上。于是，后现代主义问题凸现出来，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并不断出现—些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学研究以及译介的文章。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的转型，一些学者开始潜心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论述当代文化的著作，其后，一些学者又推出他们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新著，使这一研究深入了一步。

可以认为，90年代中国确实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语境，并与80年代的文学批评状态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不同的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学术定位，有全力倡导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从传统角度或正统角度批判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者”，还有冷静客观分析后现代的“后现代研究者”。清晰地把握这种差异，可以使人窥见其当前态势和未来发展的意向。

不妨说，受西方后现代影响，中国文学80年代后期确实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因素的文学文本(text)，在语言、叙事结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语言错位、叙事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的倾向，颇类西方后现代文本，但总体上看，仍可以看到其模仿和拼接的缝隙。所以，这类文本被称之为“类后现代文本”，因其中往往还杂有某些非后现代因素。

出于作者的先锋性和复杂性，加之理论界和批评界在80年代后期缺乏相应的理论敏感性，在变化不定的作品面前，批评家将后现代性作为一个阐释代码往往顾此失彼，出现了批评错位和观念陈旧的尴尬。进入90年代，当理论家养精蓄锐，批评界也获得后现代的批评策略时，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却迅速崛起，以“世俗化”为武器将先锋作家们冲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批评家迅速与大众化联姻，在后现代式的当下操作中，玩着欢快的“平面游戏”。

中国的“后现代”批评只是世纪之交的一种文化景观，随着旧的话语体系和等级结构的消解，批评将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进行批评策略、话语方式的自我检视，重建更合理的文化批评形式，重铸更健康宽容的批评主体品格。

在世纪末的历史转换中，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文艺美学界将进一步检视90年代忽略“问题意识”这一问题，坚持文化批评的正当性和思想独立性，将理论与批评实践相结合，在瓦解旧话语、旧观念时，关注文化重建问题；在多元格局中，以更宽容的态度，建树起更广阔、更健康、更具独立精神的文学批评体系；坚持从群体意识形态话语退回到个人独立话语的势态，但不仅仅拘于个人独白，而是重新整合“主体间性”话语沟通系统，使后现代批评的解构精神成为中国人文价值重建中的前提条件。

世纪末的文化艺术，充满各种机遇也遭遇各种问题。笔者认为比较突出的问题似有两个，其一是感性话语膨胀的问题，其二是大众媒体负面效应的问题。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有一条轴线贯穿现代社会，即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言人人殊的阐释框架。

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这无疑具有其新的意义。

但是，当后现代主义极端张扬感性肉身，尤其是以人的肢体而非面部为其主要表现对象时，就已然削弱了精神对存在状态的内在表达。事实上，人的面部与精神相关，甚至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部是心性价值诸感情的谱系，是心性个性的象征，也是艺术最具有审美特性的对象。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自从现代人戴上了层层“人格面具”以后，现代艺术就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复制，进而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外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这在大众传媒中表现最为充分。也许，这一切是现代性的“代价”或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传媒和文化艺术那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是以现代人深刻的心理特征为其基础的。这种心理主义特点，可以说是由人与其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和人对时空的一种现代领悟而形成的，因此，后现代美学才具有自己最明显的感性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传媒只有当其具有最超然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平淡无奇的叙事，才可能使一些羸弱的、在高度敏感和无感觉之间骚动不安的神经兴奋起来。因此，后现代话语的游戏性，使其处身在自身解体的危险中，同时又使理性的尊严进一步受到挑战。而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漂泊不定的心性和瞬息万变的感受，使得傲慢、冷漠、矜持、孤独的当代人在艺术感性触摸的世俗温馨中，前所未有地体会到现代社会的冷落与孤寂、热闹与平庸。

大众传媒无疑有其现实土壤和阐释接受者。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媒体尤其是卫视，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因此，大众媒体在今日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全盘接受其所有负面效应，相反，作为反思理论者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追求，其超越性思维和批判性眼光是十分重要的。

对大众传媒绝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拥抱，批判的品格就在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完全合二为—，而是要保持相当距离，并进而改塑传媒的内容，使其尽可能地去掉媚俗一面而具有一些人文色彩。因为说到底，传媒的形式作为后现代的文化表征具有某方面的现实合法性，但是传媒的内容是由现代人塑形的。人是传媒的主体，而非传媒的权力客体，改塑内容成为思想不被拼贴的有效方法。

对大众传媒，在“同情的理解”和对其现实合法性加以肯定的前提下，应对其负面效应给予审理和批评。具体地说，必须对媒介的世俗化、银幕的肉身化、消费的权力化保持充分的警惕性。“媒介的暴力”意味着媒介就是一切，媒介整合、调节了人和整个社会，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权力的一元话语。而全球性的传媒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着在多元主义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而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消解理想弃置精神而嗜谈本能，出售现代消费观念和价值体系。

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媚态的、肉欲化的、“床”话语暴力，和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在跨国资本主义文化运作中，银幕的暴力往往是习焉不察的。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当人们把时间消磨在上面时，就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文化批评行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感性的诱感，才能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银屏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位、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和接受变形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价值认同。在这里，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异化状态消失了，不再有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不存在超越性和深度性，不再有舞台和镜像，只有网络和屏幕，只有操作的单向涉入与接受的被动性。现代传媒塑造了虚假的金钱神话和消费意识形态，并使金钱成为一切的尺度。在促进社会世俗化的同时，无疑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宜轻易忽略。

对大众传媒，疏离是无效的，我们只能对这一话语权力加以重新改写，在大众传媒中注入新的思想话语形式，这也许有可能使感性生命解放时不至于失落了精神价值。

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与语言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文化与语言”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能够使中国当代文化在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对香港、澳门文化的认识就可以检视后殖民理论的有效性和盲点。

香港和澳门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语言、宗教、文艺的特征都相当明显，值得认真研究。

一  香港文化的后现代后殖民景观

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是一座著名的国际性城市，也是一个跨国资本运作的重要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百年风雨，并已然形成自己的边缘文化气质。

1843年6月26日，当中国清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签定了《南京条约》后，香港从此便被割让给英国，开始了它长达—个半世纪痛苦的殖民化和后殖民性的历程。

在割让之初，英国政府即着手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控制，试图以香港作为西方文化打通中国大陆文化的渠道。因此，殖民者将西方文化、语言、宗教作为其主导文化价值，而将其香港华人群体的岭南文化和中国文化语境，置于殖民的边缘话语之列，尽管其后的“重新书写”历史，使得香港文化更具有现代后现代品格，然而，杂糅(pastiche)的文化习性已经熔铸进了香港的文化集体无意识之中。香港文化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文化色彩，值得深加分析。

首先，香港具有特殊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化身份。

总体上看，香港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中的殖民化侵蚀，使它具有了特殊的多重“文化身份”：

世俗化倾向。作为独特的中西文化杂糅的殖民地，占主导地位的世俗文化排斥精神性因素，而强调感官娱乐的现世性，极度张扬人的本能欲望，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在充分满足之下和刺激出更大的欲望时，进而认同这种欲望的机制和世俗狂欢的文化体制。尤其是本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性文化大规模进入香港以后，香港逐渐变成了金钱与欲望拼贴的冒险世界。

金钱化倾向。随着香港成为世界性的国际金融城市，金钱化的倾向日渐明显。其显著表征是：一切都要放到金钱的天平上加以衡量，精神、爱情、美善、青春等都可以金钱置换，金钱成了这个世界的“万能之手”和唯一标准。文化打上了金钱的烙印，成为金钱化的文化符码。

商品化倾向。香港文化又被人们称为“文化沙漠”，尽管这有可能失之公允，但却指明这样一个事实：香港文化的商品化色彩非常浓厚，以至一切都只有转化为商品才具有自身的价值，公众与私人、权力与民主、开放与自律的文化，都笼罩在浓厚的商业化氛围中。香港人与香港文化在自我身份(金钱的、社会的、文化的)寻求中，在自我的现实生存状态中，深切地感受到商品已经无所不在地为其总体文化氛围打上了烙印。因此，文化的反省变得非常艰难，因为在商品化的所谓后殖民时期，真正的主体将萎缩，主体的消解使得商品的逻辑侵蚀了文化、经济、政治和新闻的肌体。
城市化倾向。香港无疑缺少自然的风光，在那憋闷而拥挤的高楼大厦和水泥构造的楼群空间中，时间和空间被重新分割，人和大地相疏离并与自身的家园相隔膜。于是传统逐渐远去，人沉浮于现代大都市的喧哗中。受到后现代的空间挤压和时间转换，人的内在情思披抽空、本真心性被压抑，人在所谓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虚幻时空中，仅仅感受到虚幻的存在和虚幻的生命价值。所以，在香港的“怀古”和“西化”都是—种“奢望”，香港文化的先天缺陷，使一代又一代香港人成为无根的一代。在骚动不宁的文化地基上，他们难以建立自己真实的人生标难和价值尺度，只好成为流行文化的观赏者，成为别人痛苦幸福的旁观者或中西方文化的边缘者和多余人。于是，探测这个城市的奥秘、发掘城市的精髓、抗衡城市的偏颇，反省城市的局限、反思城市对人性的张扬和对人性压抑的二元悖论，成为香港文化人解不开的情结。

当然，香港文化中仍有—批相当优秀的文化人在这种处境艰难的氛围中，坚持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信念，出版了相当可观的纯文化纯文学读物，但从数量上看，仍然是局部的，或仅仅是文化沙漠中的难能可贵的几块绿洲而已。

其次，杂糅的现代东西方文化品格。

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杂糅文化现象，贯穿在百年历史的自我觉醒和殖民文化的缠绕之中。这种杂糅文化表现为三个维度，—是本土的旧文化，二是本土的新文化，三足香港的殖民和后殖民文化。这三重身份使得香港的百年文化史走了—条相当艰难曲折的道路。

一般认为，香港本土文学的起点应从1874年1月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算起。香港因实行殖民统治，从英国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利益着眼而对香港加以经济制约和政治控制，同时在文化上也推行殖民文化，即重视对英语和英国文化的教育。王韬创办了第一份中国人的报纸，逐渐为本土文化开辟了一块绿地。但由于当时的遗老遗少等一大批缺乏批判精神和能力的旧人物聚集香港，使香港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奇怪合流，给香港带来与大陆和海外完全不同的畸形文化品格。

上个世纪末，香港的旧文化势力非常强盛，以至于到了本世纪20年代后期，保守和国粹派文人力量仍然强大。甚至，在大陆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的清新空气，都没有能够吹进香港的弹丸之地。“五四”过去将近十年，中国新文化才真正传播到香港，通过30年代、40年代、60年代的发展，方才成为香港文化的热门话题，并进一步成为其文化的中坚力量。

尽管如此，香港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港人独特的生存文化氛围和条件，使他们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接受仍然十分艰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接受了形式即白话文，而在唤醒民众、精神自觉、文化反省和自身变革等深层方面，仍然是充满盲点的。可以说，这反映了中西文化杂糅状态下中国新文化自身生存的艰难性。同时，在那混乱和战争频仍的时期，香港又成了一个避难所，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前清遗老、革命志士和大陆的新派作家，都先后来到香港，使香港文化更充满了一种多元多极的杂糅味道。

当然，西方文化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具有唤醒中国青年的心灵、开发心智、拓展思维和开窗开门的功效，使中国人能够看到海外的新科技、新文化、新思想和各种五光十色的现代文化艺术。正是这种欧风美雨对香港的影响，使香港的殖民文化在某方面具有鼎新革故和重建自我民族精神的可能性。但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又使本来没有文化和人文精神根基的香港文化更加虚无化，成为一种“失根的文化”。于是，处于中国和西方的双重边缘线上，香港文化事实上经历了激烈的生存竞争，艰难的社会环境和混乱的价值取向，使一代又一代陷入生存和文化精神的困惑和迷醉之中的香港人，渴望建立真正的本土文化。

在这种物欲横流、精神萎靡、心胸狭窄的殖民文化畸型中，香港文化艺术不断遭遇到商界的冷漠逻辑，使艺术和诗的精神气质逐渐消解，而日益成为以通俗感性文化为主体的商品文化，因而其精神处于一种失神状态，价值处于—种飘零状态，心态处于一种失重状态，真正的艺术和文化被疏离和排斥在中国大陆文化中心和西方文化中心之外，香港成为文化匮乏的边缘地带。

进一层看，在现代城市中，香港的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之间的冲突，构成了香港文化的角色认同的困难。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现代化历程中，高速发展的科技和市场，为香港带来了高度繁荣。五光十色的超级市场，平地而起的金融大厦，都使人日益向往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不断改写着自己的人生准则。并置换着自己的文化要求。因此，香港的后殖民文化生产出一代代平面的、只有消费欲求而没有更多理想诉求的现代人，构成—种典型的后殖民文化格局。

再次，后现代与后殖民的文艺精神。

香港的文艺仍然遵循了—条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诗歌在香港非常艰难，这颗纯文学桂冠上的明珠，在物欲金钱至上的时代消费符号网络中，已黯然失色。香港大约有八家纯文学刊物，然而，其发表作品、阅读作品的范围都相当窄，而且很难维系自我生存，全凭其对纯文学的信念而苦苦支撑。诗歌大致有“老诗人群体”、“南来诗人群体”和“本土诗人群体”等，均对香港独特的文化氛围、地缘景观和文化心态，以及自我反常荒谬的生存状态，做出了各个不同的心灵折射。

与诗歌相反，散文尤其见诸于报端的小品文则相当发达，然而最壮观的莫过于小说。

纯文学的小说与诗歌一样，无论作家还是读者都处于颇为尴尬的地位，其佼佼者当以作家刘以鬯和梁秉钧为代表，但其光辉却每每被武侠小说所遮掩。香港的武侠小说相当发达，以至于风靡大江南北，使海内外的其他武侠小均为之逊色。其重要代友人物应数妙笔生花的金庸、梁羽生等。如今，武侠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并登堂入室成为众多博士生的论文主题，可见其影响之深之广。

当然，近年来亦舒、梁凤仪等人的“财经小说”亦各领风骚，使人只能慨叹在这经济称雄的时代，一切都是商品或—切都只有转化为商品才具有价值。不妨说，这类财经小说的众多读者在疯狂的阅读中，完成了自己心灵从天真向世故的转化和财经洗礼，并拥有了白日做梦的权力，幻想结识白马王或一夜暴富的种种可能性。前些年台湾琼瑶的纯情小说，三毛的异域风情，在香港的武侠和财经小说面前，都显得虚渺如空中楼阁，被港人置之于脑后。

在香港的文艺方面，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最强的当数大众传媒。其大众传媒的精神性已经被压低到最低程度，充斥银屏的大都是娱乐性的、挑逗性的、没有价值深度的搞笑，人处于无所谓痛苦无所谓欢乐的麻木存在状态，而这种状态中的娱乐使人既没有深度的心灵震撼，也没有全身心的沉醉，而是置身于一种近乎于搔痒文学和欲望文学的炒作中。可以说，香港文化在特定语境中造成的无使命感、追求商业化和大众传媒炒作化的东西，使香港文学在价值观念和手法上已经与大陆文学有了相当的区别。

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在香港的商业炒作中，在世俗化的喧嚣中，在人心的平面化的麻木中，被不断地消解。关注社会的忧国忧民、憧憬未来的美好理想、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批判的力度，都在金钱娱乐的汪洋大海中变得飘渺无形。然而，文化身份、价值观念和重建精神家园等问题，在世纪末终于又重浮上了香港文化人和文艺家的心灵，使其认识到对商业化的文化品格加以认真清理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后现代后殖民时代，反省与批判，重新把握自己的文化品格，重新清理自己的后殖民状态、重建自己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香港文化跨世纪的主题和共识，也是这颗“东方之珠”更加璀璨的前提。

二　澳门文化的后现代后殖民意味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中介，它以岭南文化、妈祖文化、葡萄牙文化、中国文化等多元文化为其文化特征，西方宗教是经澳门向中国大陆发展传播的。因此，澳门在中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到了20世纪，澳门文化获得了新的审视视角，即后现代文化审视的视角。因此，以多元模式、发展模式来看澳门，尤其是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文化澳门或澳门文化，是十分重要的。

澳门文化具有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性质，其中包括：—，中葡文化的多元共生与互补互立性。需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阐明中国文化是如何在澳门华人圈中继续发扬光大，而且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如何更新自己，同样，西方文化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与中国文化互补互立，并产生出新的一代。二，华人与葡人的和谐融合的思维观与价值观。东方和西方无论是思维观还是价值观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澳门这一文化视点上，华人和葡人是如何达到和而不同的多元融合，值得认真地审理。三，澳门文化的宏观语境与微观意义。从地理位置上看，澳门具有与香港相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地位，香港如今在世界上极受重视，而澳门文化的意义却被淹没不彰。在中国文化的宏观语境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宗教融合、中西文化互补方面，澳门文化无疑是先行了一步。同时它还具有一种微观的意义，也许21世纪的中国在古、今、中、西四元整合方面，澳门会显示出一种“文化考古学”与“文化现象学”的意义。因而，从现代或后现代的视角看澳门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对其经济发展和价值观生成的历史和当下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澳门文化的中西交汇性使得澳门文化在后现代时期对中国和西方都具有新的启迪。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使这一文化拥有了差异性、共同性、多向思维性及边缘性的特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澳门不乏双语精英。澳门人一般都既操汉语又操葡语，甚至也操英语，故而能在多种语言组合之下出现一些发散性思维。并且，在澳门的文学艺术中，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音乐、美术，都具有独特的跨文化特性，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

澳门文化具有某种后殖民文化的特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时，我们需要对澳门文化进行一种文化审视。首先，澳门在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上，出现了大三巴牌楼和葡京大酒店这两种想到对立的文化象征。大三巴牌楼带有非常典型的西方宗教意味，而葡京大酒店却是—座著名的赌城，这两个文化象征在灵魂与肉体两方面，在向上升华与向世俗复归方面形成一个强大的张力场，单以大三巴牌楼或葡京大酒店来象征澳门都不全面，正是这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文化阐释代码构成了澳门文化中灵与肉的特色。

其次，澳门文化中不仅包含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质，也残存着一些区域文化，因而显现出民族的微妙差异性与和谐性的统—，然而它的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单向灌注，所以在文化身份认同上有—个逐渐由西化走向多元化，再走向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特征。起码在当下，澳门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国边缘文化和中国主流文化多元并存的状态，而这多种文化并置互相阐释，互相融合。

再次，在文化审视中还需注意它的后现代状态。澳门文化典型地体现了后现代的某些特色，它在金钱与欲望、狂欢与冷静、富人神话与法制实施等方面得到—些整合。但它又具有文化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于，西方文化尤其是那种淘金文化使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获得充分的承认，在澳门的赌场上就呈现出一种狂欢的状态，而严格的法制又使狂欢与冷静相平衡。澳门是富人的天堂，在大众文化、法律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文化中独以商业文化为其特征，这就是它的消费主义的平面化的后现代状态。

澳门在后殖民语境和后现代状态中也出现了审美文化的倾向。在宗教上，无论是信仰佛教、基督教，还是信仰伊斯兰教以至其他各种宗教，都获得了合理性；在艺术上，澳门的一些画家，热衷于创作带有明显后现代意味的绘画；在文学上，则—方面具有后现代性，一方面也具有戏拟性、平面性、调侃性和双语杂糅性的市民文化的审美特征；在文化姿态上：具有文化的创造力，即在20世纪下半叶的时间和空间中，反对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而世纪末，这种反对霸权主义的文化政治姿态越来越明显。

可以说，澳门文化既是一种博物馆文化，其中残留了众多中西文化交流时的历史画卷和历史记忆，又是一种后殖民文化，有其知识考古学的价值，从西方传教士经澳门而入中国的种种遗迹，或许能够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

第四节　中国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问题，它意味看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所以，文化身份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以及在当今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

就中国而言，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西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五四”以降，中国—直在进行这种初级阶段的工作。这—工作的艰巨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真正的自我、自我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旧文化的魂随时都将重新附在新文化的肌体上。

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的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现代中国形象，当然不是那种长辫、纳妾、束胸、裹脚、抽大烟等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所津津乐道的形象，而是中国文化身份重新书写的新形象和新品格。如果今天仍以那种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

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者，也不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认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

这样，当我们从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亨廷顿、杰姆逊等人的后殖民话语理论的复杂网络中走出来，从当代中国语境看后现代策略与后殖民问题时，就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问题本身。后殖民主义在“中心／边缘”（或“宗主国”／“臣属国”）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将民族寓言、历史记忆、母语经验、种族／阶级／性别、文化政治批评、重新书写身份、第三世妇女等重要问题推到前台，从而使我们得以透视“问题”。尽管后殖民理论充满歧义和差异，但其实质无非是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对看”问题，不妨分而述之。

“东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西方人眼中的想象性“东方”。就“看”中国而言，有四重视界：一、西方人中心主义式地“凝视”中国，这已不是军事入侵和获取土地（殖地），而是文化霸权、文化渗透、文化凝视(殖民)，甚至构造出中国威胁论(亨廷顿)；二、东方边缘式地“被看”甚至“制造被看”，于是迎合西方口味，改写民族风情以获得青睐，电影界的“捧回一个大奖来”的策略与此相关；三、文化拒斥，如90年代中期大量出版的、充满民族主义气息的“说不”系列，均有将复杂问题情绪化的倾向；四、文化尴尬，即东方主义者进入第一世界学术圈后，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并以获取的西方理论去反映自己处境的尴尬。获得中心精英身份的同时，忘记了母语边缘文化身份，在分享中心话语权的同时，却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沉默”的话语。赛义德、斯皮瓦克等正处于这种尴尬中。

“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象性“西方”。就中国而言，也有四重视界：一、制造西方神话，追求全盘西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二、强调走出现代性，走向民族性或“中华圈”；三、对西方解魅化，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四、西方衰亡论，如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这种西方主义是东方知识分子在“挑战－应战”模式中的系列反应，值得认真分析。

笔者认为，任何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收。都将落入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盲点，同样，任何仇外、恐外的关门主义观念，也将使不同民族文化的正常交往中断，而走向狭隘民族主义。对此不可不察。

第五节　对话：中国与西方

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多元文化的取向，开始了在世纪之交与西方文化的全面对话。在我看来，西方后现代是在西方现代主义高度发展之后逐渐形成起来的，它的核心是反人文理性、历史理性，反神性，反人性中虚伪的东西，同时也部分地夸大并促成了人性中世俗化的一面，甚至兽性的—面，其正面和负面效应都非常明显。

现在，西方后现代的高科技（工具理性）走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对它的评价要相当谨慎。然而无论如何，走向后现代意味着人类将不断地超越自身、超越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之后将是所谓后后现代或新的现代。因此，中国后现代与西方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后现代具有类后现代性，即它因为经济地位落后的原因正在走向后现代，但其文化的超越性和精英们引进的急迫性，又使它具有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因此，经济的复苏、文化的振兴、传统的强盛，意识话语的权力，市民文化的崛起和乡村文化的落后，在这多元的差异的调色板上，中国后现代显得步履蹒跚，步凋也难以和谐，故而文化交锋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避免，所以跨世纪对话才尤有必要。而且，在对话时既不能采取民族或民粹主义而去搞封闭，也不能采取中心主义的态度去做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甚至认定自己天生就拥有判断事物优劣的恒定的权力；相反，应充分承认个体的差异，强调达到共识合理的具体步骤的合法性。在思维论上中国似乎更应走向多元多向思维，在价值论上，走向新个体性，强调个人的选择及对此选择负责。

中国的语境是很沉重的，从本世纪初的“尚力”原则，本世纪中的“极权”原则，本世纪后期的“无力”原则，到当前的知识话语“权力”原则，中国学术文化和文艺批评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权力阴影，使个体精神、个体素质得到空前的伸张。对此的确值得欣慰。但对灵肉之争，对升华与沉沦之争仍应充分关注。如果—味将大众文化神化，将其变为时代的新的中心，一个新的神话，就势必会造成新的一元。

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应有最高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向自我的极限挑战，达到新的高度。这样不断发展自己，不断超越的民放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种广博的世界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纪文化对话。 

第四编  新历史主义文论

第二十章　格林布拉特的理论

历史问题作为人类本体存在的时间维度是绕不开的。尽管形式主义风靡一时，但最终“主体与语境”、“历史与文学”仍会浮上历史地表。70年代以后，在文艺复兴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问题”旧话重提并引起广泛关注，说明了西方文论界对形式主义批评的厌倦，以及对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本质有了新的兴趣。当然，从“文艺复兴”研究入手提出自己的新文学批评主张，绝非是钻故纸堆。相反，正是通过—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些轶事趣闻、意外的插曲、奇异的话题，去修正、改写、打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文化代码(社会的、政治的、文艺的、心理的等)，以这种政治解码性、意识形态性和反主流性姿态，实现解中心(decentered)和重写文学史的新的权力角色认同，以及对文学史思想史的重新改写和阐释的目的。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语境

历史在人类的思维中可以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时空合一体，也是一种难以把握，既无起始又无终结的绵邈无尽的人类生活聚集物。人类为了把握历史，为了反思在历史中的自我形象，进行了长久的艰苦努力，于是，“历史与人”成了人把握自己的基本思维范式。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诞生以后，彻底颠覆了关于“历史与人”的—些古老的命题，而重新界定历史与人的生成、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权力、历史与知识形态、历史与文化霸权、历史与文化诗学等—系列思维模式、文本策略和叙事方法，这样，新历史主义就以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上受到了当代文化的关注。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其各人理论的差异性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不同维度，而其总体精神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说和历史终结说做出自己的否定判词上。因而，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否定历史的乌托邦而坚持历史的现实斗争，拒斥非历史决定论而张场主体的反抗颠覆论，成为其流派的标志。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性，使它终于告别了旧的历史方法，而成为一种具有文化策略意义的、开放社会的新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是在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的反拨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品格的。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还是英美新批评，都强调对文学的语言事实、文本的纯结构形式做封闭式的研究，即摒弃历史的语境，斩断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介入，在一种封闭的语言体中，进行—种支离破碎的互文性实验。这样，历史意义在语言的转向中变成了碎片，文化精神也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散落在文本分析的边缘地带。

然而，当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激进的文化姿态，高举意识形态和重新塑造新感性和新理性的旗帜，向旧文论和文化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当解构主义以消解中心论的话语权和重新质疑真理、理性和语言中心主义的谬误时，新历史主义的命名获得了自己潜在的形式。于是，语言操作和意义拆卸的大潮开始逐渐退潮，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意义、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史重新解读的可能性，甚至重提历史与文学的本质问题。这无疑使人们朝新的历史意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1982年，新历史主义作为—种新的流派，出现在当代文论的论坛。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林布拉特在一份集体宣言中正式宣布这一流派的成立，并将这一流派的工作重点放在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批评和历史主义批评的清算上。新历史主义进行了历史－文化“转轨”，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种综合性解读，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解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就其方法而言，它总是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关系中，通过文本与社会语境，文本与其它文本的“互文本”关系，构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

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文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历史化、历史的权力化和权力的解构化，是一种新的逻辑怪圈，他们将种种方法范式纳入当代文化批评视野中，强凋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个政治隐喻，是历时态和共时态统一的存在体。

历史不再是矢量的时间延伸，而是一个无穷的中断、交置、逆转和重新命名的断片。现在与过去、过去与未来、在文本意义上达到瞬间合一。历史的视野使文本成为一个不断被解释的意义增殖体。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反思空间，使历史先于文本，过程大于结果，断片重于延伸。在这样的文化解读和文本策略中，文本就将不确定性和转瞬即逝的飘逝存在加以形式凝定，将存在的意义转化为可领悟的话语符号，从而历史性地延伸了文本的意义维度，使文本的写作和解读成为一种当今的政治性解读。

新历史主义在度过了本世纪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以后，重新寻求自己的研究模式，它在后现代文化网络和商品化大潮中，在意识形态终结和历史终结的话语中，在文化霸权的物化结构、政治歧视的制度化结构以及日常语言的批判性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边缘批评立场。这样，它与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一样，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强调要从种族性别、阶级分析中，把握边缘话语的精神，揭露资本主义语言暴政和意识形态压抑，重新审视消费社会经济再生产与文化表征的互动，揭示出生产和消费对后现代领域的制约和再造功能，重视艺术生产交换的文化错位和日益严重的表征危机。

新历史主义借用福柯的权力分析法，强调权力不再是压抑现实社会中的不同声音，而是借着组织和引导这些反对的力量和声音进行权力运作。所以，权力并不是简单的压迫与反压迫、刺激与反刺激、控制与反控制的对立关系，而是积极的、具有创造力的、多角度多层面的复杂关系。权力之所以能够最终控制其对立面的力量，不在于它是否定了其对立面，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反对的声音，并将反对的声音重新纳入秩序之中，在打破权力的控制和再分配中延伸了权力，使其纳入现行的体制或商业化运作轨道，而导致对立面丧失其激进的锐气，失去其破坏和攻击能力。

因此，新历史主义就将这—权力观点置入其历史和文本的分析策略，揭示权力与文学、社会与文化、心灵与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谓伟大人物及宏伟叙事，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领袖人物)作为分析对象，看其人性的扭曲或人性的生长，看在权力和权威的历史网络中心人是以怎样的姿态去拆解正统学术，以怎样的怀疑否定眼光对现存社会秩序加以质疑，以怎样的文化策略在文本和语境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的课题，从“政治的批评”进入“批评的政治”，最后使主体的精神扭曲和精神虚无成为自我身份的历史确证。

可以说，正是在文本与语境、政治和权力的网络中，新历史主义寻绎到了自己的文化批评方法，即历史与文本互动的方法。

第二节  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 )，这位柏克利大学的教授，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见长。其主要著作有：《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罗利爵士及其作用》(Sir Walter Raleigh: The Renaissance Man and His Roles, 197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土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1980)、《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Representing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987)、《莎士比亚的商讨》(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 1988)、《向灾祸学习》(Learning to Curse, 1990)、《不可思议的领地》(Marvelous Possessions, 1991)等。

这位对6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左派运动抱有好感的教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和早期卢卡契“喜欢”的激进态度，使他左右不能逢源而遭到学生当堂质问，在令人难堪之中他只好改授“文化诗学”课。这位教授是一位“错位”式的人物：他这种“不得已求其次”的“文化诗学”，“与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的文学视角”，
 殊不知到了80年代却日益成为—种热门的政治文化批评；他在解构主义炙手可热的70年代，却—头扎进文艺复兴的“冷门”的研究中，在出版《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罗利爵士及其作用》后几乎无人注意，然而七年以后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则一鸣惊人，大有以新历史主义取代强弩之末的解构批评的趋势。那么，这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命名”者(准确地说是“挪用命名”者)，所强调的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的新历史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形态？其“新”在何处，又为何能引起批评界如此巨大的反响呢？它究竟指明了世纪末文学批评的怎样的走向呢？

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格林布拉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也是如此。他要在“反历史”的形式化潮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中重标历史的维度，要在“泛文化化”的文学批评中重申文学话语范式对历史话语的制约，要在后现代的“语言游戏风景”中，张扬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关系。

格氏研究文艺复兴“自我造型”的出发点在于他相信16世纪的英国不但产生了自我（self），而且这种自我(注意：不是“ego”)是能够塑造成型的意识。自我问题，历来是哲学上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有人将自我等同于柏拉图的灵魂(soul)概念，而笛卡尔《方法论》的“我”本质上是一个思维实体，休谟《人性论》的“我”是一种“心灵知觉”，而相当多的当代哲学家都回避这一问题，认为经验只能是血肉之躯的人的经验，格林布拉特的这一核心，显然受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的影响。在格林那里，“自我”常指自我意识，强调人能进行自我对象化和自我区分，在认识活动和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的作用。“自我”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在生命活动中力图塑造自我而实现真正的善。自我意识将自身和一定欲望相统一，就产生了行为的动机，而“动机是行为中的意志”。人之所以能有意志，就是因为人不满足现状，而必然进行自我塑造而趋向善。

据此，格林布拉特提出两条定义：

（1）自我是有关个人存在的感受，是个人藉此向世界言说的独特方式，是个人欲望被加以约束的一种结构，是对个性形成与发挥塑造作用的因素。

（2）文艺复兴时代的确生成了—种日益强大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它相应地把人类个性的素质塑造作为一种艺术升华性过程。
 在格氏看来，自我的塑造是在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合力”中形成的，主要表征为：自我约束，即个人意志权力；他人力量，即社会规约、精英思想、矫正心理、家庭国家权力；自我意识塑造过程，即自我形成(the forming of a self)“内在造型力”。而“造型”(fashioning)本身就是一种本质塑形、改变和变革。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塑造，也是人性的重塑和意欲在语言行为中的表征(representation)。

那么，去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众多为人所注目的人物内在心灵意识的变化，看人性改变、自我重塑和意识表现的目的，是不是要将人物放回到历史中去，将历史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以纠正形式主义斩断“感受谬见”和“意图谬见”做法的偏向呢？是否仅仅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物进行传记式研究，或文学史研究，或文学社会学研究，或文化史研究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格氏并不愿走旧历史主义的老路，即在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中获得对对象的所谓“客观真理性”把握。相反，格氏要做的是在文艺复兴研究中，揭示他自己现在所体验和意识到的人性奥秘，排除对象式的“单向”研究，而进入过去(16世纪)和现在(20世纪)“双向”辩证对话之中。在这种人性自我塑形的奥秘揭示中，在与对象对话的主体双向“流通”中，我们得以窥见格氏研究文艺复兴自我塑形的真实意图是：打破传统历史/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他者权力相激相荡的“作用力场”，是新与旧、传统势力和新生思想最先交锋的场所。在这种历史与文学整合的“力场”中，让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塑形的自我意识、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事件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并在社会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诉说他们自己的活动史和心灵史。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就这样提到格氏的“工作平台”上来了。这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二是文学人物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两个层面又是呈胶着状态的。文学与社会具有一种不可截然划分的关系，正是在这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个人自我性格的塑造，那种被外力强制改塑的经验，以及力求改塑他人性格的动机才真正体现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自我造型，正是一套权力摄控机制，因为不存在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性，所有人性和人性的改塑都处在风俗、习惯、传统的话语系统中，即由特定意义的文化系统所支配，依赖控制从抽象潜能到具体历史象征物的交流互变，创造出了特定时代的个体。

文学并非游离于文化话语系统之外，相反，文学是其中坚力量，并以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在文化系统中发挥独特功能，即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行为规范的代码的表现，作为对这代码的反省观照。文学的这种独特功能使格氏告别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学传记研究、一般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而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方法，一种他自称为更为文化的或人类学的批评。其具体方法是批评者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而有目的地将文字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而打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之间封闭的话语系统，沟通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发现作为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表现问题的无限复杂性。

文学永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伟大的艺术是对于复杂斗争与文化和谐的极为敏感的记录。文学阐释是一种人性的共鸣，尽管由于历史的非透明性并不能为文学文本那漂流的语义提供一个坚实的“客观”的停泊地，尽管阐释者在“共鸣”中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或进入16世纪的文艺复兴文化场景中，甚至尽管阐释者不可能在文学解码中“遗忘”自己所处的20世纪的历史语境，但这—切恰好是新历史主义力求“召唤”的特殊境遇。

据此，格林布拉特强调说；“我不会在这种混杂多义性前后退，它们是全新研究方法的代价，甚至也许是其优点所在。我已尝试修正意义不定和缺乏完整的毛病，其方法是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和社会压力上去，并落实到—小部分禀有共鸣性的文本上。这类文本的每一篇都将被看作是16世纪文化力量交汇线索的透视焦点。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能够透过它们见到深藏其下或作为其前提的历史原则，而是说，我们依赖这些作者生涯与较大社会场景的透视点，便可阐释它们之间象征结构的交互作用，并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自我造型过程。通过这种阐释，我们才会抵达有关文学与社会特征在文化中形成的那种理解。这就是说，我们是能获得有关人类表达结果的具体理解的。因为对于某个特定的‘我’来说—一这个‘我’是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的权力既集中在某些专业机构之中——如法庭、教会、殖民当局与宗法家庭一一同时也分散于意义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特有表达方式与反复循环的叙事模式之中”。
 这段话是理解格氏新历史理论的关键，也是整个新历史主义理论纲领性的文件。因为，它申述了以下几项理论主张：

首先，任何理解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寻求所谓的“原意”，相反，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的重释，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解释学的“视界融合”(伽达默尔)和解构主义批评“意义误读”的影子。

其次，任何对个别特殊的文学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文辞语言层面，而且必得“不断返回个人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也就是回到人性的历史之根，人格自我塑形的原初统—性，以及个体与群体所能达到的“同一心境”层面。只有这样，一切历史才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对话才能是心灵的对话。

再次，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是放回到“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塑形与被塑形、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因此，进入历史和文学“文本”，就意味着对自我意识在主导意识形态下被同化进而丧失应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对压制文本的“权力”加以拆解，剥离文本个那些保留个体经验的思想、意义和主题的存在依据，揭示其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并且挑明意识形态结构与个体心灵法则对抗所出现的各种新异意识和思想裂缝。

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文学研究，并不是考古式的研究，而是阐释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因为它发现人类不能不靠文学为逝去的历史留下活生生的心灵化石，不能不靠文学文本密码来揭示那留逝去的自我塑形遭到敞开或压抑的历史，更不能不靠文学符号系统来“复活”那些业已逝去的人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并使当代人产生心灵“共鸣”。这无疑表明，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塑造。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格氏从文艺复兴中几千个故事里捕捉一小批有吸引力的人物(即六位作家：莫尔、廷德尔、魏阿持、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期望通过这种个人化的研究，“通向更大的文化模式”。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一、对每个人气质(quality)的追问和应答，甚于发掘人物身上故意做作、变形和演化的不确定性部分；二、发现这些人想成为“文化歌手”的上升式流动和隐藏的“高度紧张”的地缘性和意识形态性流动；三、通过人物的价值选择和自我变革，看他们在当时文化最敏感的境遇中，所表征出或体现出的该文化的主导性满足和焦虑；四、关注这些人物创作中字词与生存权力结构的“错位”状态，以及作品中呈现出的那种未经解决而又持续冲突的历史压力。

格林布拉特用大量篇幅对以上几位作家的内在心灵和外在环境的权力冲突和角色认同作了详尽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作家自我与权力相关联的运动方向是，莫尔、廷德尔、魏阿特三人，有一种从教会到书本、再到专制政体的迁移；而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三人是由颂扬反叛转向颠覆性却又保持着表面恭顺。而这些作者的作品与社会相关联的运动方向是，由作者本人完全被社区团体、宗教信仰或外交事务所主宰的局面，渐渐转向一种把文学创作当成自有其责的专业意识，从而揭示了个体社会权力在整个社会权力话语中复杂多变的运作状况。

其实，格氏的研究，发现了作家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非一致倾向，即特定时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都并非必然地成为作家和人们实际生存方式中的主要形式。尽管整个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权力的行为方向，但规约强制的话语与人们尤其是作家内在自我不会完全吻合，有时甚至会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与人们行为模式的缝隙中存在彻底的反叛和挑战。

这种反叛权力、挑战权威和对等级制的强烈仇视又往往以表面柔顺服从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格林布拉特总结说：自我塑造不是顺向获得，相反是经由那些被视为异端、陌生或可恨的东西而逆向获得的，而异己形象是透过权威意识而加以辨识并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一个人的权威正是另一个人的异己，而且任何一方被摧毁都会立即为新的所取代。对权威和异己的自我，会将顺从和破坏内化在人性之中，权威的威胁性经验，有时会使自我遭到抹杀或丧失。因此，“自我塑造发生的某个权威与某个异己相遭遇时，而遭遇过程中产生的力量对于权威或异己两方面都意味着攻击。因此，任何被获得的个性，也总是在它的内部包含了对它自身进行颠覆或剥夺的迹象。”
 这除了对“历史中的文本”或“文本中的历史”的复杂权力运作过程加以解释以外，事实上，格氏还挑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文艺复兴时期乃至任何人类社会时代，文学与政治、个体与群体、权威与异己、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但是，这种控制是一种压制与反抗所形成的“合力”的曲折过程。权力权威对文学的控制使文学顺从其意志，并被利用来化解和消泯社会中变异性反抗力量，使全社会整合在同一轨道上。但有时在主导意识形态控制的严密网络下，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异己力量，而文学的独创性往往成为产生异己力量的温床。因此，文学在历史中的重要品质呈现出来：对既有权力结构具有内在颠覆作用，同时，与主导意识形态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时，又只能依靠这—权威构成自己的“他者”力量。这样，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使新历史主义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即成为—种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权力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或“文化政治学”。

第三节　文化诗学

由上可知新历史主义实质上在“历史”的研究方面体现着鲜明的当代文化批判意向。但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历史主义恰恰要选择“文艺复兴对期”作为自己研究的领域呢？

笔者认为，新历史主义的诞生标示着处在后现代时代的哲人们的内在困惑。也就是说，人们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尖锐冲突以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隔膜冷战之中，因此，有关人性、心灵、人道主义、历史价值、人类前途都使得处于“过渡时代”的当代哲人频频回首，去看历史经验能给处在“历史豁口”上的人类以怎样的启迪。于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横跨中世纪僵化静止的自我形象与现代自由人文主义自我塑形之间的“过渡时代”，这一前工业社会的人的最后避难所，引起了后工业时代的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要从自己生存的时代断层中去探究文艺复兴这个时代断层，进而分析解渎过去以理解和把握今天，并在过去的认识范式业已打破，而新的认识范式尚未建立之时，充分展开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想型之间的冲突、批判和对话，使之在这“间隙”之中伸展出一种正当的自我重塑和自我启蒙的文化诗学空间。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格林布拉特等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为何总是热衷于讨论叙述的断裂、矛盾、张力、权力冲突等问题，展示关于人的自由这一文艺复兴意识形态，与作为权力关系主体的人之间的分裂的真正目的之所在了。

格氏的文化诗学概括起来，具有以下特征：

“跨学科研究”性。格林布拉特大胆地跨越文学与非文学、历史学与人类学、艺术学与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界线。不仅如此，在这一杂色纷呈混合体系的“系谱”中，不难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女权主义的激进话语、解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方略、福柯的权力话语。这一“开放性”，使其具有多维视野研究的方便以外，也因缺乏自己的中心范畴而每每为人所攻击。

“文化的政治学”属性。文学与文学史研究走出了象牙塔式的学院式研究，而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有人对此惊呼：“文学研究被引上了非道德的歧途”，认为对莎士比亚的误读和对文艺复兴的政治化解释，是“对西方文明知识遗产的总体拒绝”，是足以与“纯粹的焚书之举相比的野蛮主义”，
 当然，这些说法不无偏激。但新历史主义的政治化批评特征的确是相当鲜明的。格林布拉特在《回声与惊叹》（书名似应译为《学会诅咒》）中明确地说：“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
 新历史主义具有的政治性，并不是在现实界去颠覆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定因素，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以及它们与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在格林布拉特看来，统治权力话语对文学和社会中的异在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并用的手段去化解消弭存在的异己不安定因素，而文化产品及其创作者则往往反控制、反权威而对意识形态统治加以消解破坏，于是在反抗破坏与权力控制之间出现一种张力并达到一定的平衡，甚至是为平衡而达到某种妥协。“那些真实而猛烈的破坏因素——原应因其严重而将作者押进牢房而动刑――却被它们所威胁的权力化解消弭了。可以说，这种破坏，正是那权力为自我巩固而预先设计罢了。”
 不难看到，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的确是超越了西方激进主义思潮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再满足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权力话语与个体话语、文化统治与文化反抗、中心与边缘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看到二者之间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且有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交错演化。因为，单纯反抗往往是对复杂的权力运作和文化控制简单化处理和过低估计对象的结果，是一种充满激情但却盲目、看到对抗的阶级冲突形式却没有看到统治策略控制人们思想的实际方式的非理性行为。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批评，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黑人批评的地方，就在于其对统治思想如何控制人、二元对立的能力如何转化、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严与宽的辩证法，有了清醒而精当的分析，并具有了一种历史发展变化的辩证策略眼光。

“历史意识形态”性。通观格林布拉特的多部著作，可以看到一种明显历史意识批评“症候”。在格氏看来，人是对个体控制怀有对抗性的非人化和各种历史合力的产物，人的文学在文化中具有颠覆性和抗争性作用，而文化颠覆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产生颠覆又包容颠覆的特殊情况，“不是出于笼统意义上戏剧力量的理论需要，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这种特殊文化的特殊形态。……统治者的权力构成，是通过戏剧舞台上对皇家崇拜的推崇以及对这种崇拜的敌人在舞台上施以暴力惩罚来加以表现的。”
 这种所谓权威之所以得以维持，是有赖于某个恶魔式异己的存在的思想。这一观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在新的层面上测量了“社会状况思维范式和行为习俗的网络系统”，使人获得“对一切意识形态的超越”，抵达对立两极互相兼容转化的层面。

“历史阐释的小历史”性质。格氏的文化诗学善于将“大历史”(History)化为“小历史”(history)。他总是将视野投入到一些为“通史家”所不屑或难以发现的小问题、细部问题和见惯不惊的问题上，而成为—个“专史家”。这样，格氏不再轻易采用文学史研究的诸如暗喻、象征、模仿、表现等概念，而是从其他研究领域寻找得心应手的新概念，最后在“文化文本”与“经济事实”之间找到具有沟通性和商贸性的术语，如“流通”(circulation)、“商讨(谈判)”(negotiation)、“交换”(exchange)等。格氏使用这套术语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回归历史(大历史)，而是提供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小历史)。那么这种小历史就不会是自律的，而是实实在在进入社会各生活层面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为王者写的大历史是充满谎言的，而小历史的具体性，使新历史学家只能将文学看作是他律的。艺术作品与政治经济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实践同样进入“流通”领域，参与利润“交换”。而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商讨”，使作品得以诞生并充满“意义”，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转化。因此，“艺术作品本身不是我们沉思的纯净的根源。……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们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可以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且反过来参与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小历史”的发掘重新修复了文学的社会流通的双重性。
 这促使当代文艺评论必须调整并重新选择自我的位置：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商讨)”和“交易”的隐密处。
 

不难看到，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既有跨学科的血缘杂交品质，又有政治性批判姿态，既有以文学和非文学共同解读历史内层的“小历史”策略，又有由文学话语转移到经济话语的新术语网络。就此而言，新历史主义乃在“路途上”，它的主帅尚未形成自己的稳定的理论性格，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具备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海登•怀特说新历史主义是从“文化诗学”向“历史诗学”
的概念发展，是有道理的。

第二十一章　蒙特洛斯：历史与文本

格林布拉特是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英国文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洛斯（Louis Adrian Montrose）则是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最佳实践者，也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积极的推动者。蒙特洛斯在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发展和遭遇到来自各方的诘难之时，坚决地维护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并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和基本方法分析文学作品，藉此推进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第一节　文学与世界

作为新历史主义阵营里的一员主将，蒙特洛斯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前期与晚期两个阶段。

其前期思想强调“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蒙特洛斯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与世界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文学是对现实世界和历史事件的能动反映。人们在讨论某一文学文本时，总是要追问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一历史背景比那一语境更受特别的推崇？一部作品仅仅是反映它所再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本呢，还是再复制再创造甚至再生产这些社会文本？观照文学文本的社会背景时，主体是否在虚构想象中创造性地想象自我的文化身份？

早期蒙特洛斯注重具体文本与社会背景之间所形成的互相隐衬关系，特别注意一部作品尤其是古典时期的作品对当时社会的曲折反映，对它们间的复杂关系加以弹性的、影射性的意义解读。他强调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种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一种通过文学作品揭示社会性深层意义并反映出这种意义的当代性的意义活动。他尤其留意伊丽莎白时期的作品，认为：“伊丽莎白时期田园诗的主要功能，是对社会关系做象征性的调节，而所谓的社会关系，对内部而言就是权力关系。”
 也就是说，文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它能调节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矛盾，又能使那些特定集团和社会利益做出的权力决策被视为当然之事。同时它通过一种浓缩性话语对社会中习焉不察、见惯不惊的东西加以警示，使人们通过作品的悲欢离合，看到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现实与由此产生的痛苦心灵。当然，文学由于其宣泄作用，又能够平息这种痛苦，使人在平和的心境中得到所谓净化。

可以说，早期蒙特洛斯的文学观点，坚持文学能够“调节”特定经济和政治体制造成的紧张关系及内心深处的矛盾，强调历史剧总是通过掩盖断裂的现象而达到调节社会问题的目的。他对那种通过过分巧合或过分集中偶然性去表现戏剧冲突，从而丧失真实性的作品持怀疑态度。文学应注重人类价值的普遍永恒性，而非特定政治权力构成的现实产物，应反映永恒普遍的问题，而非具体历史时期和物质构成中的问题。
 这—时期，蒙特洛斯已经开始注意文学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强调文学和世界、心灵和生活之间的“调节”关系。其关键词“调节”更显示出他对经济结构、阶级斗争、等级制度等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特殊关注。

总体上看，索特洛斯早期文学观具有几个特点：—、强调文本与社会之间的调节和宣泄关系；二、重视意识形态的边缘性和挑战性，认为作品总是要反映某方面的历史生成的原因；三、注意理想的永恒普遍性在文学中的反映。这表明蒙特洛斯这一时期的思想，基本上是客观的、忠于历史的，还带有较浓厚的旧历史主义痕迹。

到了80年代中期，蒙特洛斯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从而进入其晚期文学观。他从早期的客观论者变为晚期的历史相对论者，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事件意义的相对性。在他看来，文化在反映自身的过程中更具有自主性，并在反映方式和生产关系上更灵活。文学总是具有某方面能动的社会功能，总是要参与主导意识形态的流通和确立，或改变和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而代表边缘地位的声音发言。但文学除了这些作用以外，还要生产或再生产一种新的文化意识，一种更加真实的话语声音，并更注重主体精神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和引导作用。

文学在塑造文化关于真实生活的话语时，能成为多种话语惯例中的一种，而又超越这种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身。蒙特洛斯强调能动与自主性的统—，因为主体既受历史的制约处于历史长河中，又超越于历史之外能对历史做出深切的反思，并对历史文化话语进行全新的创造。主体尤其是历史阐释的主体，对历史不是无穷地趋近进行客观的事实认同，而是消解这种客观性神话而建立历史的主体性。
 历史就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构造构。这无疑是其主体性的鲜明体现。

批评即是对历史的建构，可以将文化历史中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对屈辱的历史加以新的抗争，把被阉割的意义再度阐释生发出来。所以，考察“自我”的观念在当时异己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是怎样形成并浮出历史地表的，发掘自我作为当时社会矛盾话语的产物，是如何通过一种非人化的历史去加以重新命名的，使文学再生产历史，甚至创造和虚构一种更真实的历史，成为蒙特洛斯的主要工作。

可以说，从早期客观论向晚期的主观历史相对论即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发展过程中，蒙特洛斯确实实现了文学和社会历史文本互相转化和彼此作用，进而以能动的再生产意义的新历史主义取代了静止的客观论的旧历史主义。然而，这种相对主义立场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使其新历史文化权威地位受到了某种质疑。

第二节　历史与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转向有其社会文化的语境，大致说来，这一转向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的学术纠偏。因为形式主义排挤了历史因素，而将文本看作是与历史无涉的虚无飘渺的存在物，从而砍断了文学文本与历史的血肉联系，使文本的解读变成了一种机械的结构分析，而丧失了文学的有机生命。

新历史主义是对旧历史主义的反省。旧历史主义把文学看成上对现实生活的机械反映，丧失其能动性、主体性和意义重释性。而新历史主义重新发掘了历史意义与现实的关系，并不将历史看成是与现代无涉的、过去某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件，而看成是在不断的连续与断裂中，对当代做出阐释性的启发的文本。
 从而使对过去文本的阐释成为对今天意义的敞开，对过去的意义发掘成为对当代思想的启示。于是，历史与现代、文学与社会，成为一种互相阐释的张力结构，而具有全新的生命。

新历史主义是对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合，甚至可以说是在文学历史领域中的政治权力话语的具体操作。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20世纪人们所关心的文化复兴问题，也可以通过历史的解读去发掘女性遭受压抑的历史，看到处于边缘话语的历史，以及在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人的历史。因此，新历史主义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使其走出形式主义的怪圈，走出旧历史的陈旧逻辑，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权力结构加以重新认识和自我观照，并对人性的自觉意识和现代文化中的意义存在加以反思。

首先，新历史主义从那种纯粹的历史考据分析和形式结构把握中走出来，转向从社会政治历史维度对文学进行文化反思，重新书写文化的审美层次和意识形态层次。新历史主义经历了一次观念裂变，走向了历史、文化、社会、权力结构、阶级、性别、社会发展以及种种物质和制度观念层面，对文本的解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成为今天与过去的对话。

其次，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化，然而，文化是言人人殊的问题，很难解释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关系。人总是在编织自己生存的意义，总是对世界万物加以阐释性的叙事，总是要通过总体叙事的方法将很多偶然的、中断的、非连续性的东西，解释成有意义的、具有连续性和因果性的历史，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种整体文化的意义。文化总是营构历史性的运转模式，将一种象征体系的意义渗透到历史情景中。正是置身于这种文化境遇中，人们才得以彼此了解和沟通，并理解生命的共同价值尺度。

“文化”在新历史主义者的论著中有着明显的文化模式意义，这一模式使其采用相近的共用语码与文化修辞来呈现事物的情境。不管是蒙特洛斯还是其他新历史主义者，都认为文化是一个共用的象征系统，表达一种内聚的、封闭的、受限制的形态。所以，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化活动的集体构造机能，在对文化活动本身关系进行探讨时，注重把握一种怎样成为他者的经验，如何通过形式把握到形式所凝定的内容，以及这种内容所负载的文化积淀具有怎样的厚度，理解被历史所赋予和凝聚于其上的制度、观念的形式化的变数为何，即通过一种文化的解读，去发现文化的暗码并加以解密，这也许就是新历史主义者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和其转向的基本形态。

那么，新历史主义在转向后究竟具有怎样的形态？究竟新在何处？

简单地说，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与语境相区别本身就是一个前沿课题，强调解读者的身份以及其期待活动和描述对象与自己心灵深度的关系。所以，其主导性阐释模式都是着重于文学形式与修饰意义的挖掘，强调自我观念的阐释，或文本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新历史主义之“新”在于，描述一部作品如何变形而成为开放的变动不居的矛盾话语，在历史过程中看作品，即看它如何披重复、被蓄积，而成为作品的互文本，进而去发现文本的语境，文本的互相阐释的空间一一不断被占用、汰变、解读文化密码的空间。

新历史主义转向并不意味着新历史主义就是一个学派、一个运动、一种伟大的计划，相反，蒙特洛斯在《文艺复兴的文学研究与历史主体》中认为：新历史主义仅仅是研究领域中新近出现的—个历史走向而已，所以那些自认是走新历史主义道路的人，在其批评活动中也是彼此大异其趣的，而且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批评活动加以理论模式化。缺乏明显的理论性话语，其本身就是一个征兆，说明新历史主义具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历史烙印，使其不容易与其它旧派的批评典范相区别。
 

但笔者认为，蒙特洛斯的说法只是一种保守的看法，其实新历史主义与其它理论存在着不小的区别，比如它强调政治参与性，强调对性别歧视的揭示，对边缘状态和文化暴力的反抗以及强调文化非连续性，主张激进的他者性等。这些无疑是新历史主义的新理论意向。尽管其挪用和杂糅的品格使其理论具有不彻底性。

新历史主义曾经相当活跃过，曾充满着激烈的论辩、批判和彼此之间的论战，但已经逐渐消退，被间隔成了一种术语的聚合场所。它的研究范围已经逐渐超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而进入了其它历史文本之中。

第三节　文本与历史

对历史而言，文学不是次等的被动存在物，而是彰显历史真正面目的活生生的意义存在体。它并不被动地反映当时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建构历史的现实动因。它也不是仅仅摹仿现实的存在，而是一个更大的符号象征系统。通过这个象征系统，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事件才会具有观念层面的意义，文化才能显现出它与自身存在条件之间的关系。文学对历史的阐释和在历史中阐释文学，说明文学与历史具有某种互动关系，文学并不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对这个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

    在旧历史主义的观念中，历史无疑是大于文学的，也就是说，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性。然而，新历史主义却将这—矛盾关系颠倒过来，强调文学大于历史，文学注入历史的生命之中。事实上，文本与历史的矛盾恰好揭示了在二者的张力场中，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关系，即文学在对历史加以阐释的时候，并不要求去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揭示历史中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通过对权力关系的细致入微的、合理的想象，文学参与文化，并将现实中的诸多因素构成一个总体叙事模式，形成关于国家和个人的话语言说方式，使世界获得了自身的历史连续性，使中断的瞬间变成了连续而透明的可理解体，在精确再现和想象性复制中，把握历史不同时期是如何把人塑造成历史性的人的，看清历史存在中的人在“话语惯例”和权力关系形态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文本与历史”具有一种遏制(containment)与颠覆(subversion)的关系。在蒙特洛斯看来，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反控制，对现实的权力是一种颠覆，起码是一种想象性的颠覆。那么，文化是怎样面对主导意识形态挑战的呢？是怎样颠覆历史的假象的呢？对当时历史限制的机构，文化或文学是怎样拒斥并改写这种暴力的呢？

实际上，文本与历史的关系表明，一种权力话语的存在是因为另一种权力话语的存在，只有当历史中的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构成某种平衡和互相制约之后，这种话语才因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文学通过空间和时间的超越，解读了文本的历史情境，把文本直接置入其它类型的文化关系之中，在对占主流话语权力的揭示过程中，揭示其对立面的权力—方，从而正确地复现、再生产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与非文学、历史与非历史、权力与反权力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破除其历史神秘性以后，才能剥离设定的历史假象，而获得一种真实文学精神的呈现。

蒙特洛斯涉及到这样一种文化立场，即应对一个封闭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注入—种新的权力观念，即在不同权力话语的相互映衬中，见其非稳定性和可渗透性，文学的意识形态对历史的介入，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参与，因为，观者、听者、读者都在进行一种文学的共谋，即在对经典作品的颠覆性阐释中重新认识经典，并分离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这种文化“颠覆”的特质，构成了历史解释的本质，深藏于特定的作品意义符码和整个文学思想体系中。

这样，新历史主义的目的呈现出来：描述—部作品如何变形而成为开放的、变异不居的、矛盾的话语，在历史过程中看作品意即在一个参与挪用的历史过程中看作品，看它如何被蓄积而成为—个意义增殖的文本。经过这—历史与社会过程的积淀后。一个互文本的空间，就在历史意识情境中产生出新的意义。文学的历史就是聚集复杂的文化语码，并使文学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实现了“话语的扩张”。它不仅将文化、历史、权力和意识形态熔铸在—个彼此的网络结构中，且正将其吸收的的众多新方法，都整合到自己的武库之中，因而可以合理地、总体地阐释对峙性的文化政治和虚假的历史话语，并对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做出自己的新历史价值评判。

当然，也有人认为，新历史主义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意志”(imperialistic will)，即企图挪用所有的文化，填平历史的鸿沟，而阐释出批评者的集体性意识。他们认为，新历史主义想把世界建构成—个美学的大文本，使得文化诗学可以面对历史事实和形式的区域，做出开放性的阐释。同时，新历史主义跨越了为数众多的话语空间，因此，它将一些曾经搅乱的或未能深入涉及的问题显示出来，使人可以进入这些问题。

新历史主义有两个重要的方面，蒙特洛斯称之为文史互相交错，二者互相依存的“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

“文学的历史性”即个人体验的文学表达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总是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这些现象见诸所有的书写模式中，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作品，而且也包括研究作品的文本环境。书写模式中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情景，构成了所谓的文学的历史性氛围。

“历史的文学性”，指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连惯性。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奥秘的可能性。历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释的空白点，那些文本的痕迹之所以能存在，实际上是人们有意识选择保留与抹去的结果，可以说历史中仍然有虚构的元话语，其社会连续性的阐释过程复杂而微妙。

历史中的文本成为不断累积的更大文化语境的文本，这些文本在记录历史的长河中被确定为历史文献，而讲述人文科学的人以此为基础来阐释作品或著书立说。因此，新历史主义事实上是在历史事件背后建立了一种“大历史”(History)，即重新阐释过的、更真实、更能体现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轨迹的历史；或者—种“大文化”(Culture)，即描述其修辞叙事形态，描述其文化行为和透过这些去反映历史活动本质的文化精神。在对历史的幻想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的暗码、宗教的图像、末世论、各种理论的话语，而且还可以发现各种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交错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从而使人超越历史主义、形式主义的对峙，在文本的新模式中，实现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的批评活动。通过这种大历史、大文化，去发现一种“大权力”(Power)，去升华批评主体精神，张扬这种主体性对于历史习惯性的剥离，而显示出历史的新颖性。所以，新历史主义在历史的互文性的建立中，升华出了自己的当代性命题，即主体化与结构化过程，二者相互依存而共处于历史之中。

社会有其明显的系统性，即在个人或集体活动的作用下，这种系统性被永远不断地制造出来，并不断地受到调控和转化。阐释和语境、文本和历史具有互动关系。在权力的合力作用下，文学成为一种自律的美学、道德或知识秩序，超越了互相冲突的压力，超越了物质需求与兴趣的种种差异性，而成为—种新的书写与阅读的意义阐释。因为，文化产品必然是“既被历史决定，也决定历史。”
 

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真实意图，是要建构—种新的社会历史批评，探讨这些活动之间变动不居的形态，形成新的文化阐释的叙事范式。通过这种叙事，真实与历史的各种版本都被重新体验和敞开来。新历史主义通过挪用、转型和再造，建构了一种合乎人性的文本意义历史，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动，权力的转换，意识形态的消长和主体性的生成。

新历史主义把现实加以历史化，把过去加以现实化。过去塑造现在，而现在也重释过去。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在文化诗学与文化政治之间，构造出一个持续不断的“文本与历史”的对话。不妨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新历史主义一直走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性别、文本。所以在大众传媒的后现代时代，其它的文学类型大多走向了世俗狂欢而导致文化衰落，而新历史主义却坚持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新命名，对文学的历史意义揭示而获得自己对世界、历史、生命意义重新命名的文化权力。

当然，在这种学术政治化的阐释中，在这种变革的后殖民后现代时代，新历史主义也面临一种广泛的文化诗学权力“焦虑”，因为它的方法的复杂性、命题的宽泛性和范围的无边界性，使它在把握历史、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时，感到理论的乏力和有限，并受到不同学术圈的批评。戴维•布鲁克斯认为，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左翼计谋，其目标是摧毁文学教规，并以政治议事日程来代替对“文学优越性”的探讨。鲍特则认为，新历史主义者通过分析话语事件揭示出扰乱因素，他们却由于这些因素不断重复自己的边缘化或者同化的游戏。非但此类批评，即使是新历史主义的学院派之间，新历史主义也仅仅被看成一种历史论争的场所，生产意识形态的优势者的场所，甚至是被文化授权的权力运作。

实际上，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当代文化诗学，受制于一个更大的文化学和政治学领域，强调一种充满阐释契机的文学语境。由此，我们才能阅读处身其间的政治情景，理解自己的历史性和当下性存在，把握权力知识的社会语境定位。因而蒙特洛斯在《文本与历史》中告诉人们，制度存在于人们之中，也束缚着人们。他还说权力和知识统治体系既成全我们，又约束我们。
 当新历史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历史与文本之中穿行以重新建构文学性，冲破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话语以扩展文学研究的范围，重新讲述历史并把文学作为历史的现代延展加以意义阐释之时，其必然面临无限的可能性也同时面对众多的困境。

新历史主义存在的问题表明，这一思潮应在方法的总结和领域的清理两个方面努力，以使自己具有更好的理论工作平台和文学批评立场，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互释中，注意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和文学历史意识的确立。只有这样，新历史主义才能面对自身发展中的现实性问题，做出有深度的自我历史性反省。

二十二章　多利莫尔：文学与历史

一般而言，新历史主义的大本营在美国，其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和蒙特洛斯，而在英国，新历史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主要代表流派是“文化唯物主义”。可以说，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学术宗旨、文学理论意向和政治话语的基本原则都相当接近甚至相同，但是由于欧美地域文化氛围之别，也存在一些微妙的理论差异。

英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多利莫尔，主要代表作有《激进的悲剧》(1984)、《政治的莎士比亚》(1985)等。他同其他新历史主义学者一样，强调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在文学研究中，他并不从文学文本、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去发掘文学意义和文学存在的依据，相反，总是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社会文本、政治价值取向，去看待文学的现实“效果”和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因此，其理论具有—种宏观的文化政治视野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其言说往往更能切中时弊，更能把握文学发展和文学存在状况的真正问题。

第一节  文化唯物主义

多利莫尔与他的美国同行一样，将其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的宗旨定于从文化、历史、政治角度研究文学的功能和文学对现实的涉入。作为文学史家，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导领域，以此发掘文化冲突和文化变革时代的文化精神。他在《政治的莎士比亚》序言中，指出文化唯物主义具有“四要素”，即：历史的发展脉络，理论的方法意向，政治的权力参与和文本的分析框架。
 文化具有一种“他性”，它总是以一种异在的方式刺激文学对现实发言，在现实的差异性中去发现现实的不合理因素，进而揭露这种不合理的存在状态。

在研究中，多利莫尔想弄清楚：20世纪所关注的生存问题与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他注意到，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之间，形成一个特殊的文艺复兴时期，前者将人视为从上帝处获得本质而形成的完整统一体，后者则坚持确立作为个体的人的观念，一个具有内在自我属性的统一存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人们可以从这—时期的戏剧中发现，历史文献和艺术文本记载了人的自我属性与他的社会建构之间并不连贯也并不对称的本质。

文艺复兴是介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的中介状态，正是这种处于静止状态的非历史观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和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人本主义的进步以及人的主体存在这样一些全新观点，才会对中世纪的封闭僵化造成冲击。文艺复兴作为过渡时期，成为了两种社会和观念形态矛盾冲突的焦点，成为社会政治文本的复杂体现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中心。

文艺复兴所具有的历史“独特身份”呈现出来，它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中世纪的；既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也不具有完全的主体意识形态，而是处于一种或此或彼、由此即彼的中间状态，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认识范式、不同的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发现基督教义、现代哲学教义和人的自我主体觉醒等不同的“游戏规则”，还可以发现人的存在价值的自我观照性，发现对人性的微妙的自觉意识。可以说，这是一个多声合奏、多元共生的时代，透过这个时代去发现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正好可以印证20世纪存在的众多问题。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多利莫尔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在《政治的莎士比亚》中，多利莫尔强调莎士比亚的研究并不是纯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纯历史的戏剧研究。他想通过剧作发现一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理论介入的方法，一种政治话语的参与意识。藉此，他展开了文化与权力、文化与历史、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一词是从雷蒙•威廉斯那里借用的，
 其特点在于对一切现象进行文化分析，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做文化社会分析。所以这一流派汇集了文化研究中历史、社会、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的多种理论，尤其是阿尔都塞、马歇雷、葛兰西和福柯的理论。文化唯物主义主要研究倾向是同文学的文本相联系而关注以下问题：诸如国家权力和对权力的抵抗问题，重新估价一定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针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激进反倾向问题，边缘的意识话语对主流话语的挑战和遏制，女权主义观点中女性的真实存在状况和其对文学权力的新理解，国家内部各阶级集团间的冲突和各种权力概念的当代阐释问题等。换言之，文化唯物主义力求从多角度探讨文化和艺术，关注历史和哲学理论如何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在为意识形态批判扫清路障的同时，去解答当代文学研究的纯文本语言问题的危机。

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权力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利莫尔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历史文化的分析范围内，并注意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注重创造历史和张扬这种创造的文化主体，二是注意限制这种创造过程中未经选择的条件。他认为，注重创造历史的文化主体的看法，承认人的行为有能动的作用，特别重视人的活生生的经验；而注重限制创造的外部条件的看法，则关注历史条件和社会与意识形态的造型作用。多利莫尔力求融合这两种观点，既重视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经验，也注重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客观的造型力量，这样，就可以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中研究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主体形成的历史氛围。文化唯物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文学的文化历史制约和主体的形成过程的整体性研究。

对历史社会进程的重视，使多利莫尔注意到三个维度。首先，对历史意识形态的强调使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超越唯心主义的文艺批评模式，即超越那种只重视所谓的心灵和想象的批评，通过想象去抵达普遍真理，寻绎到人的本质的做法。这种唯心主义的批评在今天已经日渐衰落，因为它丧失了生活的地基，而沉醉在自己心造的幻影中。其次，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与旧历史主义划清了界限，因为这种旧历史主义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将现实的外部条件看成是决定人活动的唯一因素，使人只能屈从于外在的材料、文本和历史因素，虚假地把历史和社会进程统一起来，这无异于通过意识形态对现存秩序加以合法化。再次，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化进行了新的分类，强调文化有着不同层次，即主流文化、次要文化和边缘文化。非主流文化同主流文化互相冲突、相互吸收、相互修正。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并非仅仅是想象和呢喃，也不是单纯而瑰丽的世界，而是彼此胶着状态的多元多维的文化社会复杂存在体。

从此出发，多利莫尔发现“意识形态”本身是—种非常复杂和充满挑战的话语体系。就此他展开了文学的历史意识形态分析，强调文本解读的意识形态性，并进一步关注到“合法性问题”。“意识形态”有多重意味，但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的，意识形态往往是统治阶级在习焉不察的情况下给劳动阶级的一种虚假意识；二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认为的，人们总是按照某种惯例去想象自己与现实存在状况之间的关系，这惯例就是意识形态的惯例。

意识形态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表明了某种观点价值和信仰系统为社群所共有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社会的观念表征，即把个人解释为社会实体，用文本的方式来表现社会语境，参与现实的建构工作。文学的独特表现方法塑造了事物和文本解读的意义形式，包容了所有作家、读者、批评者的基本解读状态，使他们在自己建构出来的世界中，具有不断互动的身份。所以，文学实际上是再现或生产某种意识形态，其本质是某种价值观、信仰、经验、行动的社会主体性的体现。作家、批评家或文学史家对历史的介入和对文本的解释，总能超出性别、伦理、阶级、年龄、职业之外而达到某种理想状态，其解读能力、内心冲突和身份地位也直接参与到其解读活动中。这就确定了任何批评解读或文学解释，都受到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社会政治、阶级结构、性别、情景的总体制约。

展开意识形态概念的几种方式，都涉及到意义与合法性之间的问题。意识形态中有统治者虚假的意识形态，有权力边缘者在文化中获得自己身份的文化意识形态，还有权力运作的阶级冲突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合法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阶级为获得合法化而运用意识形态手段，以使现存社会秩序或社会关系与其融为一体，当社会各阶层处于相对和谐时，合法性运作就会抹平社会矛盾、意见分歧和相互斗争等事实，当这些冲突斗争展现出来时，合法化通常也会将其渲染成企图颠覆社会秩序的异端邪说。

所以，权力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权力本身构成了合法化问题。把历史看作走向现代并为现代辩护的合法发展，把不同意见者和异类说成是—种异端，在莎士比亚时代是处于核心性的问题。这一点使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探讨深入到文化历史的中枢神经，揭露出文本掩盖之下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合法性问题。这样，多利莫尔的探讨就已经从—般性文学讨论进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戏剧的政治内涵的揭示中。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

福柯曾经说过，应该让历史自身的差异性说话。
 历史和文化具有—种根本的差异性，要认识这种将现实投射进去并建构连续叙事模式的倾向，应在强调历史认知场具有巨大断裂的同时，通过具体学科广泛深入的研究，让历史自身的奇特性和差异性发言。所以，每—个人、每一个阐释者都不可能找到一种超验的理论而完全客观地阐释历史，人的视界永远是由其现实处境构成的。人们所能看到的事物只能存在于这些事物不断发展和游移的过程中。因此，为将断裂的、非连续的历史叙事连缀成为可以把握的连续性总体叙事，人们谈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历史与文本的两项对立时，总要力图缩小它们的界限、跨过难以逾越的时空鸿沟，填平因时间距离造成的意义缺席，从而将文本的新意义填充到历史事件的连续体中。

这样，历史就不再是客观的、透明的、统一的事实对象，而是有待意义填充的话语对象。谈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时，必得考虑文学是历史的—部分，因而应在“社会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充满空白的意识权力的区域内，使二者联系起来，使它们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开放，形成互相补充的“互文性”关系。

将文学作为某种历史的实践加以关注，注意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中的“社会效果”，是多利莫尔的新历史主义探讨的特点。就文艺复兴戏剧而言，对其社会效果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强调戏剧教育大众的功能，以使人们精神意识驯化，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另一种意见则恰好相反，强调戏剧具有一种打消人们对权力的神秘感，甚至起来推翻权力的神奇力量。莎士比亚注意到了后一种功能，即戏剧能够起到唤醒人们，使人们蔑视权威、颠覆权力的作用。多利莫尔认为，戏剧《查理二世》，揭露查理二世的丑恶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由于演出是在露天进行的，所以这种“戏剧幻想”与“现实本身”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使当政者伊丽莎白—世感到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事实上影射的就是她，而这种不断地重复演出，使伊丽莎白的政权受到威胁。可以说，这部戏剧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使得“悲剧”意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的“词汇”上，而进入现实权力运作层面。

新历史主义表明—种视角的转移，即从原来社会文化所强调的历史重点，转移到揭示权力运作的相互性、二元对立话语的差异性、历史主体的支配性等，只有把握了这种“共识性”向“差异性”的转移，
 只有真正了解并进而把握了这种排斥性，才能真正理解“遏制与颠覆”作为文学对历史意识形态参与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功利主义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中表征为文学的现实接受性。文学在接受过程中，从文学的感染进一步扩大到现实的影响、心灵的震撼和政治权力的反省。剧本本身付诸实践之时，既是对权力的维护，又是对权力的挑战；既是超越历史形态的瞬间，又代表了普遍真理的觉醒。所以，在多利莫尔那里，文学就是实践，文学就是对政治、对文化、对精神、对自我的一种先行把握。它在参与历史之时，就在唤醒心灵；在再现当代历史之时，就干预了历史；在叙说历史之时，就进入了当代史；在述说文学的幻想之时，就进入了非文学的现实政治操作。在政治上，戏剧、尤其是悲剧的力量，具有一种挑战权威、颠覆权力、恢复历史应有秩序的独特效应。

多利莫尔将这种奇特的戏剧的政治归纳为这样几个功能，即：“巩固”、“颠覆”、“遏制”。

首先，在历史和文化过程中，戏剧在现实秩序中具有播撒意识形态的功能，即它把社会等级说成是神的意志的表现，并且就宇宙、自然、社会中不同的等级制度进行类比，强调应该强化某一阶级和性别的利益，使这种世界图景展出的现存秩序好像是神赋的秩序，要求人遵守神或君主以及各种权力的制约，使之安于现存秩序，成为现实秩序合法性的认同者。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与这种现实权力“巩固”过程相反，是对权力的一种抗拒和“颠覆”，如坚持对那种家长制压迫的反抗，对女性被压抑的反抗，对社会秩序强迫人接受某些观念、价值、思想的反抗。当然，这种发生在历史进程和文学中对思想话语、政治制度的反抗，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而“颠覆”是其中主要的表现形态。

当代激进理论大多都将“颠覆”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审美作为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即对人的审美感觉僵化的颠覆，强调颠覆的政治文化含义；解构主义将颠覆、消解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以此打破形而上学中心话语的迷梦；而女权主义也是以颠覆为工具，解构男权中心话语，使女性话语升上历史地平线；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也以颠覆重新改写历史，使历史中被压抑、被剥夺了权力的—方重新获得自己身份的合法性。

所以，话语权力颠覆其实是重新置换了权力结构中的强弱双方的位置，并将它们在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冲突加以解决，消除旧权力的压抑，而实现面对真理时话语本身的力量。颠覆就是对权力的挑战，对历史的重新干预，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赋予。在文学中，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解释文本而体现出来。

多利莫尔注意到，在文学中，恰好可以运用—种挑战的方式来解释那些被人们见惯不惊而认为是非常正统的文本，并从中得出惊人之论，即反抗权威、颠覆权力，甚至对整个宇宙时空加以重新解释的异端思想。用这种颠覆的方式研究文本可以使人心灵受到重大震撼，进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即向这一政权所赖以建立的各项基本原则进行挑战。颠覆不仅是对思想的颠覆或对权力的颠覆，也是对权力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颠覆。颠覆不仅是文学过程，也是社会现实的过程，不仅具有实践的文本和社会的关系，也具有实践的政治和权力关系。

在《政治的莎士比亚》中，多利莫尔用多种方式反复讨论了“颠覆”的意义，指出明显对权力构成威胁的，正是权力自己。因为压迫者最终将受到反压迫者的冲击，而国家的危机正是由于过分的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众造反。“颠覆不是先验的、脱离话语的概念，离开文学历史或实际的接受状况实在无颠覆可言。同样，如果仅仅想到—个激进的概念，并不因此就会出现所谓的颠覆。颠覆的形成事实上在于话语的历史关系，即：对谁颠覆？有多少种颠覆？或者在什么情况下颠覆？要传达出来的不仅是颠覆这一概念而已，还必须真正地利用这个概念，来拒斥权威，或者必须让权威面对这个概念，让权威了解这个概念有被利用的能力，而且很有可能被利用。”
 被唤醒的离经叛道的民众，需要在颠覆统治合法性以后重新对新统治加以合法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权力能够压抑民众，却也能颠覆自己。

文化统治永远不是—成不变的，文化统治是权力的敏感区域，它的成败取决于权力话语之间的均衡感。要解决这个“终极问题”，要解决文化霸权和政治斗争的一系列问题，使受压抑的声音和主宰的声音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成为他们之间权力斗争持续不断的历史记录，是新历史主义者必得要面对和进一步解决的当代文化政治的实际问题。

在遭到压抑的“次文化”中，不可能找到那种幻想的乌托邦，可以取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东西必是颠覆性的，同时又是自我权力确证的。这无疑提醒我们，文本的意义是无限的，可以从各个不同层面加以解读，从而从文化权力的底层来恢复历史真实并重写历史。

总体上看，多利莫尔的新历史主义思想表明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思想，即在文学的历史阅读和分析中，有必要揭示意识形态遏制过程的复杂性，同时，注重对权力压抑加以反抗的斗争模型分析，使文学文本的解读成为一种深层社会文化精神的分析，使文学历史的剖析成为精神史的审理。这种新方法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处于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也能扩展到一切文学史或文化的解读之中，并对20世纪文学、政治、文化权力的多重关系，有着有益的参照和反思意义。

第二十三章　海登•怀特：元历史理论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 是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圣克鲁兹加州大学思想史教授。他自己并不承认是新历史主义学者，却被学术界看作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和辩护人。其主要著作有：《自由人文主义的出现：西欧思想史》(1966)、《历史之用》(1968)、《论维柯》(1969)、《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选》(1978)、《论肯尼恩•勃克》(1982)、《形式的要旨：叙述话语与历史表征》(1987)等。

与新历史主义众多理论家专治文艺复兴文学不同，海登•怀特专攻l9世纪欧洲意识史。由于他众多的著作和不同凡俗的理论创见，使他成为文学理论和历史学界的著名人物。当然，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其代表作《元历史》和《话语转义学》。

第一节　元历史话语

海登•怀特对自己的《元历史》的创见非常自负，认为在美国自己是首先承认这种理论的。一般而言，“元历史”(metahistory)广义上指历史哲学，尤指“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别)。其方法论原则是力图建立一套阐释原则框架，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因此，在“元历史”理论强光照射下，历史不再是非连续的、偶然的事件展开，而是按一种阐释理论连续的、必然的发展演进。于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从而为历史进程的“整体”提供一种“意义”并展示一种发展的总方向，就成为“元历史”的根本目的。当然，在怀特之前，已有不少“元历史”的理论设定，如中世纪的“历史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一种神定的计划展开的”说法，文艺复兴的“历史的前进建立在纯粹经验基础上”的说法，启蒙运动与后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根据理论而预测”的说法，以及现代斯宾格勒、汤因比、伽达默尔、罗兰•巴特(《历史的政治》)等人的历史发展阐释理论，均提供了各自的“元历史”理论假设。

海登•怀特在此基础上，系统而创新地研究了元历史理论。他对“元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见解。

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历史是—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话语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解释过的历史。事实上，这种看法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是不难读到的。那么，怀特理论所具有的新意在于何处呢？有人认为，在于他强调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是充满虚构想象加工的，将历史与文学都看作可以获得真实的叙述的。这似乎仍然可以令人想到亚里斯多德的话：诗比历史更哲学、更具有普遍性。

我以为，怀特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以整个体系的完整性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的。他认为，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都有四种相对应的可能表达的方式供历史学家选择：对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而言，可用形式论证解释；对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而言，可用情节叙事解释；对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可用意识形态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诗人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使其得以负载他用以解释真实事件的理论。怀特强调，历史的预想形式可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这正是历史意识的四种主要方式。这样一来，怀特就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差异填平了。

人不可能去找到原生态“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复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因此，历史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怀特看来，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历史，历史思辨哲学的编撰使历史呈现出历史哲学形态，并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
 这样，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理论的阐释就有多少种历史。人们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审美的或道德的。
 经过这一番阐释，可以使人注意到怀特对历史意识、阐释框架和语言诗意的想象和合理虚构的特别强调，因为，这正是怀特元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

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引入文艺理论研究中。他指出，解决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主要应选择语言叙事理论，在文学文本研究中采用历史文本研究法，在历史文本研究中采用文学研究法，使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回归叙事(return to narrative)，使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边界。这种重叙事结构、重意义想象、重语言阐释的“元历史”，是获得意义之“真”的唯一途径。因为，历史事实不是“真实”，事实漂流在历史中并可以与任何观念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
 因此，怀特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就必然是一种诗意直觉的、印象主义的、文本细读式而非理论式的。同时，“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种历史主义话语，仍受制于元历史的理论框架规约。

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意向的关注，使怀特由对其审视，到为其辩护，甚至最后成为其中的一员，尽管其态度仍是暧昧的。

怀特注意到，新历史主义研究文学文本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并进而“越界”要对文化社会历史本身加以重新阐释，这—策略无论在文学研究还处在历史研究上都是对传统恪守文史哲疆界的“专家”的冒犯。它既冒犯了新批评那陈旧的形式主义信条，又冒犯了后结构主义的“文本之外—无所有”的文本中心论，还冒犯了旧历史主义对历史的保守观念。所以，它似乎既是一种所谓的“文化主义谬误”，又是一种“文本主义谬误”。这种冒犯的根本在于“历史是一种文本”(福克斯•吉诺韦塞)这一命题上。怀特认定，这种对历史研究文本主义的强调，以及形成的不同文本理论间的矛盾，正是造成—般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批评者之间冲突的症结之所在。这种冲突，其实反映了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局限和新历史主义的自身创新。

在怀特看来，那些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普遍依据是：新历史主义同意历史序列在本质上应被理解为“符码式”而非“诗化”力量的功能，但却简单地错误理解了这些实际决定着历史序列的结构和过程的符码的性质，并试图以文化、文学、话语或“诗学”符码来取代更为基本的阶级、民族和性别符码。怀特指出，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读”。因为，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提出了—种“文化诗学”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以其作为对历史序列的诸多方面进行鉴别的手段——这些方面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在特定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它符码进行破译、修正和削弱。因而，他们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异样的异物、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诸多方面的特殊兴趣。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制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说是类似于诗学语言，尽管诗学语言对语法和逻辑规则可能有所抵触，但它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总是隐而不露地对在这一语言进行表述的时候，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的典范规则提出挑战。
 可以说，“双重冒犯”一—既冒犯历史学家又冒犯文学理论家—一是新历史主义者无可逃避的“处境”。

转向历史的新历史主义者，是为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种知识，然而，他们发现根本就不存在历史研究中的特定的历史方法这种东西，而只存在多种历史方法，并且在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有多少立场观点便会有多少历史方法。任何专业研究只要采用历史方法，便要求具有或隐含—种独特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既是人们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是人们建构学术研究领域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对新历史主义的责难攻讦，都是存在自身理论盲区的。而新历史主义的“双重冒犯”却使其获得了全新的视野和文化史观。

无论如何，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赋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
 这就是怀特为新历史主义所作的辩护。

第二节　话语语义学

以对形式主义、旧历史主义、解构主义挑战者姿态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尽管在十几年的理论风云中毁誉参半，但毕竟以一种“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结合的独特方法使形式主义、旧历史主义趋于终结，并将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整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文学只重向心式“内部”研究时，展开了辐射式“外部”研究，在“边缘”处境中发出了自己独特的透视“历史与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声音。

新历史主义的杂糅状态，使其理论缺乏透明性和一致性。
 这使得《新历史主义》一书的主编阿兰姆•维萨在论及新历史主义者属恪守的“宗旨”
时，也深感归纳之难。但新历史主义仍有自己相对集中的纲领，而不是一个“多元”阐释群体。正如布鲁克•托马斯所指出的那样，新历史主义的背景涉及到“权力”(power)、“支配”(domination)、“排斥”(exclusion)以及“解放”(emancipation)诸种历史话语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学和批评丧失了独立于社会之外，可以超然地对社会进行批评的特殊地位，因而亦如同其他社会实践—样，必定会陷入产生其权力关系的领域之中。……简言之，文学与批评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政治压力，文学史所有的建构都是政治性的。许多新历史主义者都以再现先前遭到排斥的东西这一方式来纠正过去的政治偏见，他们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
 

新历史主义对一切政治冷漠性、文化经典性发出质疑，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不能将文学话语和所有其他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历史话语分割开来；坚守一种将文学与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立场，并将文学文本置于非文学文本的“框架”(frame)之中；综合各种“边缘”理论，试图达到对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目的。它标志着20世纪文学研究(社会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读者中心－社会中心)的新的轮回。

新历史主义诗学坚持“对话”是当代诗学的品格。社会文化现象是其历史决定的，历史的每—特定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特定文化语境塑造了自身独特的诗学话语。换言之，历史并不可能重现，任何瞬间都是新的一刻，因而任何文化历史诗学理论都不是中性的，它必然带有一种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话语透过历史的地表厘定了话语者与某种文化的关系，并进而被话语的权力形式所制约。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话的诗学，强调任何话语都内在于历史环境中并被架构出来，进而产生一个“历史化”的批评策略。在这种策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福柯的身影。

然而，新历史主义的策略仍然是侧重于“边缘化”的。研究者热衷于文化症候的研究，喜欢对诸如游行、札记、宫廷布置、教会谕示、女性手册、衣饰、建筑乃至宫廷、政府建立的权力中心、权威展示的仪典、最高权力者的传记轶事感兴趣，并想透过这些权力者的表象去窥探权力运作的内在轨迹。这种将历史带进文学、又将文学意识历史化的活动，是由历史到权力、由权威到诗人和文本的中心位移。

新历史主义在80年代名震一时，它以其凌厉的攻势四面出击，凭借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的血缘杂交优势聚集起形形色色的受压抑的“边缘学者”。这一现状使新历史主义遭遇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这—批判运动既无系统的理论基础，又无支配性指导力量，因而成员杂色纷呈、理论矛盾杂陈，在不断以亚文化、次文化吞食正统文化中心话语中，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对话”和“文化狂欢”的后理论景观；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面对被解构主义夷为平地的精神废墟，急于全面改造重建，以至它不得不从文化的各个领域盲然冒进。它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和符号学为一体，落入方向的多维性和理论拼杂的边缘性的双重误区。

新历史主义正在成为历史。西方某些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因其自身的理论局限，已经使自己减少了往日的影响力，而即将进入“新历史主义之后”，甚至—些新历史主义的发起人也否认自己是“新历史主义者”而改弦更张。但这一流派仍未失去历史视野，它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仍显示出一线历史定位和精神复归的希望。尽管它的理论泛杂性导致它产生了两个后现代变种(文化经济学变种、文化人类学变种)，以及在后现代浪潮中日益显出丧失文化批判的严峻性而走向实证、中庸、琐屑和多元的迹象，但这群“边缘学者”对精神价值重建的向往和对历史意识的推进，无疑会给正在或将要出现的各种“新-主义”(neo-isms)和“后-主义”(post-isms)以不可忽略的影响。

第二十四章　理查•勒翰与卡瑞利•伯特

自新历史主义兴起以来，各方面都不乏其批评者。旧历史主义理论家批评其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右翼理论家批评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文化倾向；而重视文本的形式主义者则批评其政治意向。论敌众多，甚至有恶意攻击和谩骂者，然而，这些攻讦在学术层面上实无多大价值。在此，我仅想就两位对新历史主义做出严肃分析的学者，即理查•勒翰(Richard Lehan)和卡瑞利•伯特(Carolyn Porter)的批评做一些述评。总体上看，其理论本身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但也因其理论框架的影响而存在着自身的文化理论盲点。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局限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教授理查•勒翰，在长期的研究中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进行了一番考察，并得出了自己的尖锐看法。在他看来，“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就将陷入意识的分裂状态或“众声喧哗”之中，很难获得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大体上说，存在三种历史的话语模式：—、启蒙主义式的历史模式，强调对历史“进步”、“发展”的信念。这一模式认为，存在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一种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设定，这使得任何事情都可以经过科学的理解而加以控制和展望。二、浪漫主义式的历史模式，其核心是强调万物循环存在理论，以及对神秘命运的崇尚。浪漫主义历史观是对启蒙历史观某种程度上的反动，科学理念受到神话理念的挑战，机械观的物质理念被心灵与物质交融的观念所取代。可以说，浪漫主义通过对宇宙万物、生死、朝暮等历史、文化、人生的诸多变化，而深切地感受到差异和差异背后那种终极性的存在，所以，将灵与肉、现实与神秘统—起来，在时间诗一般的流动结构中，去感悟历史的深邃。三、后现代式的历史观，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或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话语模式，把作品的观念拓展到一种文化权力观点上，压缩意义的范围，使其等同于这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

在讨论了这三种话语模式之后，勒翰指出，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消解历史的结果将遭遇到“时间空间化危险”，即割裂历史，拼凑历史，形成共时态的历史，从而使历史的真正意义遭到瓦解。

由此他认为，新历史主义由于过多地受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热衷于对历史的消解和对共时态的挪用，使其丧失了历史序列的自然延伸，在几方面存在着自身的问题。
  

其一、时间空间化的危险。尽管新历史主义号称是—种“历史”主义，但由于它借用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以本质上是排斥历史的线性发展和历史的深度的。在阅读文本、理解世界和把握文学精神之时，总是将时间并置，即时间的空间化，这导致了诸多的问题。当历史成为非历史的空间化存在时，就将历史的言说变成以一种言说取代另一种言说的话语，这种历史的事物秩序仅仅是人类文字秩序言说的再现。换言之，人类的知识可以任意将历史修饰打扮、颠倒重组，这样的历史已经瓦解了历史的观念与作品的观念，使人们进入历史或作品时，不再注意历史或作品本身，而仅仅注意作品的隐喻所包容的弹性能指。

因此，这种注重“发展”或“进步”为宗旨的新历史主义，在勒翰看来，使历史进入了“时间的凝定”，并引申出一种先定的、以主观性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就在于瓦解了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的切片从其连续性之中抽离出来，而这种“历史的非历史化”其本身却又处在历史时刻之中。由于历史的时间总是延展性的，所以，任何对历史的逃避和重组，都难以逃脱历史本身的叙事，时间是不可能回溯的，一旦时间过去，它就永远与时间意识相融合，不可能从历史的线性发展中完全抽象独立出来而加以转述、复述和颠倒，使它脱离意识。割裂时间既中断了历史，又中断和脱离了意识，使得意识和历史变成不能被理解、不能被真切把握的东西，而遭遇时间空间化的危险。

勒翰这一看法充满忧虑，但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新历史主义恰好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的反拨，而真切地进入历史之中，只不过它与旧历史主义相区别，不是完全沉醉于历史事件中去亦步亦趋地寻求客观化，而是通过主体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发现其中他人之所未见，言他人之所未能言的方面，而获得—种真实的见解，能够启发人的心智。如果把这称之为时间空间化的危险，实在有些牵强。

其二，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勒翰认为，新历史主义已经脱离了其所标榜的中立学术态度，而具有太过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的武库中最明显的工具即“政治”，凡事都要放到政治上去加以衡量。为了适应其意识形态，适应其权力隐喻，总是力求从中发掘出本来不明显不突出的东西，加以夸张、放大，使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权力意识和意识形态性。在这类新历史主义的文章中，充满着斗争的气息，阶级、斗争、霸权、颠覆等术语层出不穷，使得一些学院派学者难以接受或很不习惯。

意识形态被建构在实践模式中，而新历史主义极力压抑这种观念，企图以“范式”取代时间流动，瓦解历史与时间的连续性，从中割裂历史的片断，进而分离出斗争模式和阶级意识，使其成为意识形态的再现品。新历史主义认定历史没有方向性，并将“方向”的观念作为它要讨伐的目标。这事实上表明新历史理论并非是中性的，仍带有意识形态性，仍锁定在论者与某种文化的、学术的、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是在进行“虚构的虚构”，它在文学史的虚构中再度虚构出一种关于乌托邦、政治斗争、政治叙事、话语修辞、审美目标和人的精神等新的虚构话语，使它的结论与它所阐释的材料日益脱节，甚至为了其意识形态的目的，而不惜将它叙事的对象在修辞层次上加以重组，使得一些“叙事”资料本身所不具有的火药味在新历史主义者的笔下，成为一种历史的政治隐喻，来证明自己的斗争观念和国家民族观念。

笔者认为，这一批评抓住了事情的关键。确实，新历史主义的某些著作有将历史简单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新历史主义的著作中，这类倾向仍然置于一种较严谨的学术框架之内，并非如勒翰所说，完全是一种左翼的政治性煽动。新历史主义这种政治性的解读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影响很大，而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解读的影响却并不如勒翰所说的那么明显。因此，有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有着“左派新历史主义”(left new historicism)和“右派新历史主义”(right new historicism)之分。
 当然，在文学史的撰著中，应该忠实于叙述对象资料的原型，如果任意地夸张、解读甚至重组，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三，割裂历史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历史”是一整套“叙事模式”，具有开放的、没有终结的、向前不断延伸的无限可能性，而“语言”则尽可能要求全面而完整，需要有明晰的语法和话语系统规定性，历史与语言二者的功能绝不相同。在勒翰看来，新历史主义用解构主义的观念强调其历时性向共时性的转变，将语言的非时间体系强行嵌入历史的时间体系中，结果压抑了历史的时间延展秩序，使其在处理叙事性作品时，“历时性”让位于“共时性”，深度性让位于平面性，从而仅仅是在强调作品的毫无缝隙的“文本互涉”之中，去获取自己的意义。

如果新历史主义是为了发现种族、性别、权力等问题而割裂历史，仅在共识态的普遍声音中去把握对象，那么，历史自身的自主性和丰满性问题就排除在新历史主义考虑之外了。同时，勒翰指认，在共时态的时间体系中来思考作品，批评家就会变得丧失审美敏锐性，对个别作品中叙述时间的特殊展开方式，难以有新颖独特的感受，甚至进而对叙述的历史之维加以消解，并将这种消解历史的做法视之为修辞话语或文字游戏。这样，一种所谓的寓言叙事将会葬送历史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阐释性叙事模式。而且，这种将历史深度让位于语言模式的平面分析，会使后现代时期的读者的感受性变成一种反历史焦虑，—种反清晰的、多重复杂的破碎感。

不仅如此，由于重视语言进而重视修辞、借喻、叙事，使得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新”历史的同时，走向了新的平面化修辞和叙事模式。在勒翰看来，新历史观瓦解了历史理念与作品理念，二者都被贬低到借喻的层次，其结果是当人们进入一部作品时，仅仅专注以隐喻或以借喻取代真实，打乱时间秩序或将时间空间化，通过这种叙事的解构，去强人所难地重新虚构和修辞这段历史。

其实，所有小说的发展都可以看成是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小说叙事说明是文化历史变迁的产物。勒翰强调，小说产生于中产阶级兴起之时，一个新起城市的商业阶级，不再用传奇的结构去指涉其时代，去歌颂君主、政体或贵族阶级，而转向了以小说的新叙事形式，去歌颂新兴阶级的求爱仪式、婚姻生活、商业运作，并向那些会威胁到他们安全的权力阶层挑战。一个新的阅读阶级创造了对虚构的要求——叙事要求和修辞要求。所以，文学的演进和历史的发展便趋于同步。

小说文类走向成熟还和一些“次文类”，即日记、旅游探险、乌托邦文学、讽刺喜剧、古堡小说、乡间小说、成长小说、侦探故事、帝国主义冒险小说、间谍小说、西部故事、硬汉小说、地域小说、科幻小说等相联系。这些叙事的次形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将文化理念符码化，而这些文化理念是受制于历史文化变迁的总体模式的。
 

勒翰的上述分析确有道理，因为这些作品确实说明了叙事作品如何被文化符码化，以及作品本身如何赋予其活力的历史程序。勒翰对新历史主义任意割裂历史、并置历史、采取蒙太奇手法杂混历史，而得出自己带有主观性的结论持异议态度，他要求忠于历史的叙事本身，忠于历史的发展进程，去进行叙事言说，从而看到历史文明的痕迹。这一点似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种叙事仅仅是在说明文学和历史本身的同步性，证明了文学的修辞受制于一个历史发展的模式，更进一步说，也说明文类、文体、叙事和修辞这些文学性的发展，同样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冲突的模式的发展。所以，勒翰在纠正新历史主义所谓非历史倾向的同时，也为新历史主义所做的政治史、意识史工作做了一个旁证。

其四，新历史主义的成果和其承诺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在勒翰看来，新历史主义并没有获得其宣言所说的那种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只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很不起眼的所谓收获。他认为，这种工具性的认识拒绝接受整体性历史，也拒绝用任何历史美学来取代政治判断，表明新历史主义所创造出的系统基本上是修辞的、理想化的、共识的、纯粹的形式语言。新历史主义利用这一系统来阅读机械论的、因果结构论的、历史的、在经验上可以体会得到秩序的历史作品。这些历史作品充分表现了文化的生命力，也与权力的各种形式相生相成，如果贸然使用新历史主义的片断化观点来阅读这种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其结果将使作品和方法脱节。这种新历史阅读法将内容与形式、过程与历史、语用者与语言相剥离，完全瓦解了—种正当的叙事模式，使之与其它模式发生“范式的混淆”(paradigmatic confusion)。

勒翰基本上否定了新历史主义种种新的学术意向，认为它几乎无所建树。对此，笔者想说的是，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将混杂的多种方法集于—身的新理论，确实存在自己的问题，但并非如勒翰所说的一无是处。新历史主义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连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过渡间歇感，连接20世纪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交替感之时，有诸多启示当代人的方面。当然，为使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而瓦解连贯性的历史叙事模式，的确也可能产生范式的混淆。

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困惑，在解释学甚至在中国的解经学中也曾出现，究竟应该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是忠于阐释对象的历史还是忠于阐释主体的“我”的阐释呢？我想这—问题是昨天、今天、明天都会不断地争论下去的。

也许，新历史主义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将旧历史主义的“我注六经”改写为新历史主义的“六经注我”，而提供了一种阐释历史的新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仍在而且还将不断受到质疑。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之后

与勒翰认为的新历史主义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类似，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卡瑞利•伯特，在《新历史主义之后》
—文中提出，新历史主义将成为明日黄花，人们现在应考虑新历史主义“之后”的课题。而且，新历史主义之后，会留下一大堆的问题，将导致文学研究更多的困难。

在形式主义如日中天之时，有人也曾考虑关于形式主义或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的问题。而在新历史主义出现时，就贸然说这个批评模式将不久于世，成为一种倏忽而来、飘忽而去的短期行为式的所谓文学流派，并无多大意义。当然，我们不仅要听伯特对新历史主义的大胆预言，也要看他究竟是如何论述新历史主义走向消逝“之后”的。

新历史主义是反形式主义的，但又在这种反形式的“主义”之中，吸收了不少形式主义的框架、范式和言说方式。他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新历史主义过分热衷地吸取了解构主义逆向思维精神，而使它对—切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如颠覆与反颠覆、权力与反权力、历史与反历史、语言与反语言，甚至也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待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历史意识与非历史意识。这种反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有可能恰好将形式主义边缘化、对立化的批评策略挪为己用，使其不重视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一味强调文本与现实相关联的强制性阅读，从而出现“意义短路”的危险。

新历史主义尽管号称一种“历史”主义，但仍然是一种批评策略，于是，它拒绝了形式主义，也拒绝了历史主义，而将社会存在与文本世界以及在文学文本世界里的社会性存在，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然而这种研究对象在伯特看来，进入了新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盲点，即“新政治化”(new politicization)问题。

新政治化就是将历史抽象出来，使它变成合法性和反合法性、政治和反政治之间的一种斗争历史，借此模式来说明权力本身制造出它的内涵及其颠覆性，并把这种权力斗争和政治模式置于所有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于是，强调边缘、次等文化的政治性表述，过分重视轶闻趣事，以此作为颠覆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政治解读方式。

新历史主义的工作依旧依赖于开放权力的话语场或轶闻趣事化的小叙事。它清楚自己挑战对象的形式主义范畴，却很难逃离这种形式主义的藩篱，因而，它陷入了一种误区，将戏剧风格由权力对抗的位置转为权力施行的基本模式，采用将负面引申为正面的反置逻辑，即凡是形式主义或历史主义是这样的，我就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一般艺术均被当成与权力抗衡的权力基本模式，文学就可能丧失审美功能而仅仅成为社会反抗的力量。

在相信文学作为权力中介形式并具有社会政治力量后，就会得出文学是时代权力的产物的结论，而这种权力在文本叙事中，有可能被化为一种超历史(trans-historical)的力量。这种力量无情地制造颠覆，以至于任何抗拒或相敌对的力量，总是以被控制的方式来加以呈现。这样，新历史文本分析，并不将分析对象历史化，而是将其解历史化(de-historicize)，使之成为权力所局限的一个标本。

文学无论被看作是对抗权力的总体形式的观点，还是将文学作为权力的基本模式的历史观点，无疑都在新历史主义理论意向中有所体现。所以，它在反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同时，也在“反”之中将形式与历史容纳于自己的体系内，从而得以维护其权力话语的合法性存在方式。

可以看出，伯特对于新历史主义过分重视对立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颇有成见，同时，对其“新政治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斗争锋芒，也不无担忧。他感到这种充满着暴力、霸权、权力话语色彩的新历史主义，正因为其“历史”理论的不彻底性和非纯粹性，以及对对立面的吸收而丧失自身的独特理论建构和学术中立态度，有可能使它变成一个旋生旋去的时髦流派，很难成为学术界中获得共识的研究历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新办法。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新历史主义自身的杂糅性将导致它很快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消亡，走向新历史主义之“后”。
 

但是，伯特并未给我们提出新历史主义之“后”将是怎样的一个学术文化场景，也没有说明新历史主义之“后”，将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学流派来占领新历史主义留下的巨大的话语空间。

我想，无论在新历史主义之“后”是它的消亡，还是它留下无穷尽的遗憾或累累硕果，它都将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和文化策略，促使我们在世纪末做出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思。因为它已经将问题挑明，即文学问题不单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实体、结构分析和—般性的文学赏析问题，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对话语的特殊揭露，同时也是对于历史中那些住往为人们忽略的、对巨大的历史阴谋的一种象征性揭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穿越历史和文本的长期欺瞒，发现历史的巨大误会，才可能通过历史的一瞬，发现历史长河中的无穷尽的共时性结构，并通过历史中的殖民或后殖民话语，看到边缘化、局部化、底层化的众多问题。

当然，新历史主义也并不能逃脱历史本身赋予它的逻辑，即任何事情都将在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最终走向其反面。一个旧的批评方法消失后，将有新的批评方法取代它，这种新的批评方法不可能与过去截然不同，它身上依然有着历史积淀的痕迹，以及历史赋予它的沉重话语。新历史主义不可能完全超越它自身的局限，因为它不是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是处身于历史之中。

因此，当我们对新历史主义的负面效应有了认识以后，也许我们更能感觉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地推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真实意义之所在。

第二十五章　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在考察了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化理论后，我们可以更真切地反思处于跨国资本运作中，我们自己的文化策略和文化身份诸问题。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视界转换

在文学方法论革新、本体论转换和文学史研究视野调整的20世纪，文论家们通过新的方法论，使文学理论日益突破表面的问题，进入到文艺价值和存在状态等根本问题的审视中，而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论是这一视界转换的—道耀眼的风景线。

如果说，西方文艺理论在古希腊是一种朴素的直观法，仅仅要求把握文艺对象的概观，了解其艺术与人生的基本关系，那么，近代的形而上学的文艺理论则将个别方法绝对化，去孤立地考察作品的各种要素，甚至不惜割裂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获得对作家作品的局部把握。现代文艺理论则强调辩证思维，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尤其在20世纪初叶，更是重视具体作品的语言论、形式论、心理学分析。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整个西方文论受解构主义的影响，开始进入重新审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权力的新方法意识觉醒时期。

就西方文论思想史发展而言，文艺理论有一个从摹仿理论、表现理论、形式理论逐渐向文化社会理论(解构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等)转化的趋势，文论研究告别了过去的狭窄领域和方法途径，开始以一种更自觉的意识去创立新的研究角度，开拓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和话语领域，不仅对文学存在意义的遮蔽现象加以清理，而且对文学进行多层多维的透视，从而对不确定的文艺本质和文化身份加以重新厘定。

当代文艺理论与当代文学思潮的跌宕起伏紧密相关。文论家们越来越注重人与艺术的现实社会关系，文艺在后现代信息时代的基本构成，以及经典作品在当代文论阐释中的命运等新问题，使当代文论打破思维惯性，不断自我反思，实现了文论话语的总体转型。

新历史主义文论是当代文艺理论转型中的重要流派。如果说，文艺理论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即：作家、作品、读者、社会，那么，新历史主义则将“历史”这—维度置于四要素之上，构成“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四组新关系——“历史与作家”(心灵史)、“历史与文本”(权力史)、“历史与读者”(阐释史)、“历史与社会”(文化史)。这四对基本关系所构成的文论原则，强调传统文论研究中所缺乏的“文学与历史”之维，坚持文学在历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注重文学人物、文学思潮与现实政治的内在联系，进而去发现文学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藉此重新考察人物自我性格的改塑以及人物行动的内在动机，洞悉社会文化语境即—整套权力摄控机制，揭示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气息对作家心灵和作品内涵的深刻影响。

在“历史与作家”的关系上，不再简单强调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手法和风格及作家对作品不断修改所形成的文本档案史，而是注重文本所暴露的作家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和创造出的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

在“历史与读者”的关系上，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不再对读者耳提面命而加以审美训导，也不再仅仅使其沉醉在作品所营造的审美氛围中。相反，作品接受史总是将社会的分裂性、作家的变态性、文本的破碎性展示于读者面前，从而使其打破了审美的定式思维，进入一种审丑、审政治、审文化的非文学性的特殊体验中，走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封闭话语系统，发现历史中的权力运作形式与当代现实中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惊人一致性。这样，历史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种权力话语领悟关系，变成了读者对作品接受史的再度颠覆的新阐释。

“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可以说是新历史主义最具创造性的言述，即“重新书写历史”。不管是重新书写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还是重新书写边缘史，如疯狂史、心理分裂史、性史(福柯)，抑或重新书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史(格林布拉特)和重新把握文学的政治史和政治的文化权力史(蒙特洛斯)。换言之，新历史主义者力求进入文化史又超越文化史，打破文本原意而使文学成为两个时代、两颗心灵、两种语境的跨时空聚合，并返回到个人经验的特殊语境和文学“对话”中去。

在“历史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文本”关系比单一文本间的关系更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互文本关系，才能揭示文本符号与社会符号、审美符号与政治符号间的差异本质，透视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意识形态语言间含混歧义的逆向循环游戏，寻绎出一整套压抑话语和反思性洞见，从而对历史政治社会实行文学想象性把握，而对文本实行政治性把握。这样，使重新界定文学的本质、追问文学史的真实性、认识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成为可能。

新历史主义想通过自己非文学或超文学的本质，去发现后现代工业社会商品消费的内在规律和灵肉分裂的畸形存在，从而在历史与文本、文本与历史的双向“透镜”中，把握后现代、后殖民社会中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处境。

正惟此，不妨说新历史主义文论方法，既超越了传统的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也超越了一般作品符号形式结构研究，甚至也超越了读者接受和反应批评研究，而注重社会历史的文学切片研究，使这一流派有可能对人类的文化精神生产、文化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加以近距离的考察。

当然，新历史主义因过分强调文学的外部规律，过分注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而可能使文学史变成个人随意阐释而主体间不可通约的“文学场”。在这种文学场中，文学的对话变成了争论和喧嚣，最终因意义的非统—性和标准的非一致性导致对话破裂。于是，文学的权力分析变成了想象性的再度虚构，心灵史的重新发现变成了意识形态甚至是变态心灵史的发现，而一切美好的、正常的、充满生机的精神反而落到新历史分析的视野之外。同时，还因其太过重视“边缘话语”的分析，如疯狂、性、同性恋、政治阴谋、历史黑幕等现象的分析，而忽略了人类经典文本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分析和引导。所以，在西方文论界有人认为，这种“重读经典”的新历史方法，以一种非考古式的方法进行阅读，有可能是再一轮的“新”的“历史错位”。

这样，新历史主义的意义和误区同时在“历史”维度上展现出来：它的意义体现在其重新改写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但问题在于，这四方面中包含的文论问题仅仅是彼此重新组合了，而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在文化语境中变得更加复杂，使得当代人在历史与意识形态网络中陷入更深的迷团之中。

可以想见，新历史主义没有解决的文论问题，或许将在跨世纪文论反思中成为新文论流派研究的起点。

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的问题

在后殖民时代，我们在认真地思考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同时，还需进—步深入到文化研究层面的“反思性批判和批判性反思”中，对后殖民状态中的东方文化身份加以重新书写，从更大的文化语境思考：在—个不用某种绝对标准来衡量—切的多元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既逃离独断论、决定论，而又不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在多元文化时代，我们必须对独断论、决定论抱有相当的警惕。人的认识总是不断完善的，因此一切“独断论决定论”及其变种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以剥夺思想自由空间的方式将任何事情都看成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人只能别无选择地朝此目标走下去。这容易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专制”。思想的宽松和自由、平等和对话，是学术研究取得成果的重要前提，丧失了这个基本的学术空间，学术研究的深度和价值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后殖民与后现代这一多元文化时代，我们在反对独断论和决定论时，又不可滑向另一极即绝对的相对主义。“怎样都行”，没有基本的价值操守，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尺度，同样是不行的。它可以说是另一种经多元达到无元，再造成的“新独断论”或貌似多元的“新决定论”。因为它在无中心、无元的时候，必然变成一个新的一元、滑向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不坠入这类非此即彼的极端，可以采用三分法：

首先，判断自己的价值立场，即问自己是否为了“一时”而放弃“永恒”？如果为一时而放弃永恒，那不妨追问：为什么不能不为一时而放弃永恒呢？为什么不可以把永恒不作为终极追求而作为一个参照系，作为心性价值的一部分呢？为什么不可以将它变为时代在发展的“变”中的“不变者”呢？在万般事物飞蓬般飘零变化的时代中，把握一种价值论中的相对不变立场，殊为重要。

其次，理论家不能—味地不变而成为保守者、一个面对现实而焦虑的失语者。他必须取得批判或批评武器的更新，即方法论的变化，这就是不变中尚有变者。进入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时，阶级、国家、民族、性别、文化资本、跨国资本、话语、权力运作等概念和批评方法，必然要进入研究的视野，进入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武库中。价值立场的“相对不变”和方法论的“不变中的变”，正好构成了当代文化价值的互动互补。这就犹如—个圆规，它之所以能画出一个圆就在于圆心相对不动，它围绕自己转圈，但外在的方法却现出了360度的各个方位，或许可称之为多维。

再次，是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方法的获得。即面对多元，还要打破门户之见，打破固守所谓狭义的文学理论。看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必须放到文学甚至文化理论思潮的“森林”中去看，要看到时代、语境、东西方文化关系等，因此，排斥或丧失了新理论新思维，丧失了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要真正挖掘当今时代作品的价值和发现作品的问题，殊为困难。

冷静的分析和批判是正当的学术研究品格。这种批判精神，是文化整体意识在现时代的片面发展消解中重申自身存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批判是希望的表达和超越的地基，这意味着将直面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论，并对其片面性加以审视和批判。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使得当前文论界出现了文化批评热。文化批评的兴起表明文化肌体出现了严重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方面是文学不再被看作纯文学，文学从文化精神的精粹部分被泛化为“亚文学”或世俗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尤其是在世界性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如果用过去单纯的所谓文学的狭隘方式去解读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学和批评转变成泛文化文本和批评。这也说明旧文学观念的解体，文学已经开始变为当代文化学。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敏锐传达当代人内心撕裂和肉体安顿的小说，直观到了“中国现代性”问题或“东方现代性”问题，因此它们无疑是遭遇“现代化转型”的现代人“写与读”的小说，是现代化转型中反语言游戏立场的作者的深切反省。

后殖民文化和文论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是一种边缘性的知识分子，即反抗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具有—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的和个体批判品格；同时，拒绝一切世俗欲望中心话语，尤其是打着大众或某阶层旗号的普世性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对西方的话语，作为一种方法论我们可以接受，但作为一种本体论或兼并论，甚至是文化挤压式的话语霸权，我们都要对其加以警惕。另外，还要进行自身话语的清理，既反本质主义，又反非理性主义；既杜绝形而上的诉求，也要杜绝完全的形而下的欲望。即把握一种“中道”“中行”，同时逐渐由“中道”走向“大道”。

面对西方话语时，当代中国学者经常很尴尬，一方面要警惕西方，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获取、学习甚至“戏仿”西方的一些话语。一般而言，除非一些元范畴，当它成为了人类思维共同的文化资本，变成每一个人达到互相共识的基本言述方式时方可采纳，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将西方话语装进自己的思维框架中，变成西方话语的整体挪用。文学理论和批评最根本的个性是自我批判，有了这层清醒，批评家的自我身份就会在后殖民时代日益获得其合法性。

尽管目前后殖民主义非常热，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取代了福柯、德里达、拉康的名字，而成为当代的新流行词；尽管后殖民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代的文化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思维的突破作用，但是，它也存在其自身的理论盲点，即它在其具有诱惑力的话语效应中，却又不期然地具有了历史的文化保守性，而且它在强调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使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很难得到消逝冲突之后的解决。因此，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强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进而达到矛盾的激化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文明冲突”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文化“对话”逐渐取代“冲突”，使差异性逐渐成为人们思维的认同感？

后殖民主义仍然有它的误区，它将冲突、斗争、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世纪末的一种新的文化代码，使冷战思维得以进一步扩充。另外，后殖民强调从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因此，第三世界的文学往往就仅仅成为抗议文学、抵制文学和斗争文学，这样，势必在强调其内容的对立性和精神的冲突性以外，在艺术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上受到了损害。因此，如何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制衡，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殖民主义文学确实在创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想象和全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共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但是它却忽略了重要的国际社会的共同特性，而往往以非常私人的、个体的具有差异性的东西，去全盘否定具有—些统—的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有可能使世界在诸多话语领域逐渐丧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普遍建设性的对话，从而使冲突“斗争”成为后殖民景观中炙手可热的新话语。

后殖民主义在当代学术界、思想界以一种不断翻新的“后”去命名，如“后当代”、“后启蒙”、“后理性”等，有可能遭致一种命名的危机和思想的危机。因为，这种“后”的滥用，事实上表征出未来意识形态的全球性危机，尤其是“现代化”或“发展性”思想的危机。从而使得在反现代性的同时，张杨民族性、差异性，极有可能使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世俗文化迅速占领文化领域，并使各民族间的差异日益缩小。甚至张扬差异而世俗性扩张却使差异日趋缩小，张扬民族精神而消费策略却使民族精神奄奄一息。如何避免这种反西方、反现代化而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同时，又在保持自我的相对差异性的同时，向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标准获得认同，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当然，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式下，在精英文化和大众传媒中，如何使第三世界的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确实需要学者们深思。

如果说，后殖民主义是强调关注当代、关注明天的话，那么，新历史主义更关注过去在今天的意义和今天对于过去的重新解读。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理论主要是在话语领域掀起边缘性文化的喧哗与骚动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在行动化的领域直接参与文化身份、阶级意识的重新设定，就本源而言，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与解构主义思潮，尤其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紧密相关，正是解构主义构成了这三者的理论支柱，而三者则在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发展了这种思想。因此，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它们在其发展中，对整个世界的文学创作、文艺思潮和文化批评的模式都有重大的影响，而正是从这种影响中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在使自己暴露出理论盲点的同时，也对过去单一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模式进行了重大的改写，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

总体上说，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是当代泛文化批评理论，对其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政治的、文化的、权力话语关系网络中，才有可能揭示出其当代新文学理论的真正意图之所在，并进而通过文学与世界的互动，感受到人类生活的真实而内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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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写作是与思想家的对话。

思想家以创造思想、更新观念为己任。他们对民族命运，对人类的未来前途，对世界的博爱精神，都表现在他们个体的独立思想上。他们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对邪恶不懈地抗争，使他们的言述具有了独特的思想魅力。

从事现象学、解释学、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至今才写出这么—本不算厚的著作。这除了教务繁忙等原因外，与自己的学术志趣变化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潜心进入现象学和解释学研究领域，先翻译了一部书（《文艺现象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然后写了两篇专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的长篇论文（《现象学》、《解释学》，载《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同时，还写了论狄尔泰、伽达默尔、英伽登、杜夫海纳、姚斯的系列专题论文（分别载《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下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当时曾计划写成—部书。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进入后现代文化问题和当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就一度中断了本书前两编的写作。

这部书的后两编的写作开始于1992年，这两部分力求透过“后”与“新”的主义，以及“后”、“新”的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使我们不再关注那种带着人格面具的虚假宣言和姿态，也不在乎那种在思辨的逻辑语言中使表述艰涩化的东西，而是面对前沿思想的千变万化，关注在世纪之间思考的当代理论家，使我们了解思想家的思想产生的过程，以及他们所遭遇到的当代重要话语问题。当我与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对话时，是处在“我与你”而不是“我与物”或“我与语言”的关系中。我在与他们交谈的同时，他们就把问题还给了我，使我通过问题看到了自身的问题和处境。我在阅读他们的时候，毋宁说我在阅读自己和自己的问题。我在阅读文本时，同时在阅读新颖的思想和阅读自己的存在境域。尤其是那些入木三分的言述，更使我感到，我不仅在阅读一种边缘化思想和文论的深度，而且在更深入地把握后殖民语境中当代中国文论思想的品格。这后两部分的内容在海内外学刊上发表过其中的几个章节，但因其它写作任务而时写时辍，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展开，尤其是后殖民文论和新历史主义文论思想方面的诸多问题仍有待于扩展和深化。不妨说，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和文论问题，需要多卷本的著作才能较好地展示其理论景观，甚至需要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这—当代文化的核心问题得以澄清和厘定。好在这些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的主要思考已经熔铸在这些文字之中了。也许，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我会认真听取读者诸君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这些思想。因此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作者通过“对话”把问题交给了我，进而将一种倾听真实的焦虑也传达给了我。

这些年，我的学术志趣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这仅仅是我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或是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罢了。需要说明的是，我关注“时代问题”但不关注“时尚趣味”，而是关注在当下被遮蔽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新学术话语的真实根源。因此，关注当代理论仅仅是在“问题意识”层面上的。事实上，努力超越时代和学科领域的制约，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个我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或许是我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我似乎总不愿服从于现代科层制度将人命定在一个职业框子中，而是想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关注当代思想理论问题的意义追问者。

我所理解的真正的思想者，是那些对自我反省和批判，对自己问题的前提加以质疑，并对历史迷思加以悬搁的反思者，而不是—般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此，学者与时代、学术与自我的关系就是无可避免的。只有不成为历史的注释者或时代的传声筒的人，才能正当地成为“思想者”。因而，每位学者都无法逃离自我定位问题。

在我看来，自我定位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自我知识反省。我们这一代既不同于前几代人，比如“五四”一代，学贯中西，蔚成大家；也不像我们后面一代，时间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很丰富，可以潜心读好书。我们是处于时代灾难的夹缝中赶上了末班车的一代，被时代的苦难磨掉很多东西，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同时，时代又给予我们许多可贵的生命财富、许多苦难的馈赠，即对自我知识的审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反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明显的批判意识（大理论意向）、精英意向（但不是精英“主义”），对任何问题不以一种世俗化的、语言游戏的、甚至是权力运作的态度去看，相反，更多的是强调不断地向内挖掘而获得自我的生成，在增加文化资本或更新知识结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地基，为自己的思想正名。因而，在学术中就少了些游戏成分，少了些调侃意味，同时也少了些前几辈学者的异化中的苦涩感，有一种相对的淡然自在的生命态度，追求一种雅致而有个性的学术品格，对“平面化”的无价值一般持拒斥态度。

二是自我立场反省。我们这一代处于两个夹缝中：在治西学时痛感母语在流失，自己的心性状态逐渐为西方精神所渗透。尤其是在后殖民时期跨国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象征资本的“凝视”和“控制下”，第三世界文化处于弱势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学人，其身份认同和立场定位更显示出理论与实践、心态与言述的深刻矛盾。如何在引进新的话语机制，激活母语文化的僵化状态的同时，又使东方文化精神不失落于这种“引进”之中，实在是有赖于一批真正的学人清明的理性分析和厚重的价值判断的。在此，自我立场和自我身份界定，成为我们必得正确书写的文化符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学西方、拒斥甚至放逐西方话语，置西方文化于自我视野之外，又将使我们面对深刻的“阐释焦虑”，而对这个“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社会丧失阐释的权力与可能性，并对文学文本、艺术文本、社会文本乃至整个文化文本都丧失主体的阐释话语。如果一味地站在中国本位的立场来看问题，又易使人觉得视野不够开放，相对于“五四”精神而言似乎是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西方与中国、个体与社会、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如何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价值立场，而不掉进不中不西、不白不黄（香蕉人）的空档，不使自己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的确是一个必得面对的难题。

我们关注时代，因为时代曾造成文化的中断并塑造过我们，同时，我们也对时代作出自己的判断，因为这种伤痛的历史记忆将使我们对今天和明天的学术研究产生一种反弹性指认，并对某些历史迷思和误读加以重新厘定。这样一来，又可能出现—种知识杂糅状态，即要么注重学术，要么注重时代，而很难在二言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不过，我将尽量去作出自己的独特选择。

对于我的学术选择，我以为主要基于自己的心性价值判。我想，一个人能做什么，不在于他做的是什么学问，而在于他怎么去做；不在于他划了怎样一个范围，而在于他为什么去划这样一个范围。学问就是他内心涌出来的或者是他内心深切感受到必须要解决的个体存在性（本体论）问题，并扩大到社会存在性问题和人类存在性问题才成其为问题。否则，纯粹个人的问题将难以成为真正的学术问题。

我想说的是，20世纪西方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这不仅是弄清西方文化语境的问题，也是我们吸收西方现代性经验和教训的契机。也许，在充满虚妄和误读的价值平面化时代，我们再也不能无视人类所面临或将面临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世界与生命的意义追问（现象学）和意义解释（解释学）的重要问题。

 　　　　　　　　　　　　　　　　　　　　　　　　　　　　　　　　　　　　　王岳川

� Cf.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The Hague, 1965, p.81.


�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The Hague, 1965, p.74.


� Edmund Husser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isophy, trans. and ed. by Quentin Lauer, New York, 1965, p.79.


� Edmund Husser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trans. and ed. by Quentin Lauer, New York, 1965, p.85.


� Ibid, p.110.


� 胡塞尔的“实事本身”（Sachen selbst）不是康德的“物自体”（Sachen an sich），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


� 在我看来，胡塞尔现象学的“现象”，同传统西方哲学中的“现象”有很大差别，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哲学的本质与现象：


a.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方式；


b.本质与现象是隐与显、内与外的关系；


c.本质通过比较、概括、抽象而得到；


d.认识本质即认识了现象（把握变中不变者）；


e.本质与物的存在相对，（对象）是存在论层面的。


2.现象学的现象：


a.现象是观念性实体，与事物无关；


b.现象即本质，现象具有本质性与意向性；


c.现象通过对特殊事物进行细察和直观得到；


d.认识现象即认识意向的双边关系（人的主观心理）；


e.本质存在于对象的意义结构中，与其它本质相对，非存在论的，而是意义论层面的。


� Cf. I. N. Mohanty, Edmund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The Hague: M. Nijhoff, 1964.


� 胡塞尔本人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前期（描述现象学）与后期（先验现象学）观点并不完全统一，甚至差别很大。


�  Edmund Husserl,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1960, p.246.


� 施太格谬勒：《当代哲学主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8页。


�“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概念，尽管胡塞尔很早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就涉及到了，其后又在《巴黎讲演》和《笛卡尔沉思》（1929）中讨论过“主体间性”，在《现象学的心理学》（1925）讨论过“生活世界”，但集中思考和论述却是在胡塞尔的晚期。晚期胡塞尔坚信它们是有关人的科学的基础之一。


�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1966, p.89.


� Ibid.


�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1966, p.98.


� Ibid.


�  Cf. J. N. Mohanty, Ednund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1964; E. Pivcevic, E. Husserl and Phenomenology, London, 1970; Joseph J. Kockelmans, A First Introduction to Husserl’s Phenomenology, 1967; Quentin Lauer, The Triumph of Subjectivity,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ew York, 1958.


� Cf. R.Grossmann,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London, 1984.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1970, p.127.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1970, p.163.


� Ibid.


� Edmund Husserl, Gesammelte Werke, Bd. 6, Haag, 1959, S.126, 145.


�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1965, p.425-441.


� Cf. P.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Cf. M.Grene, Introduction to Existentialism, Chicago, 1959.


� H.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965, p. 653-674.


� Cf. P.Pettit, On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Dublin, 1969.


� Edmund Husser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trans. and ed. by Quentin Lauer, New York, 1965, p.7.


� H.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78.


� Edmund Husserl, Gesammelte Werke, Bd. 6, Hagg, 1959, S.315.


�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1965, p. 206-210.


� 值得提及的是，胡塞尔并不认为盖格的现象学美学是完全遵循自己的现象学思路的，他认为，盖格并没有真正站稳现象学立场，因他的“美学”中只有“四分之一的现象学”。


� 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重要的现象学、解释学哲学家，应设专章加以论述。但是，因本丛书中《存在主义文论》已有专章论列，而我的另一部著作《20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也有专章论述其思想，为避免重复，本书就不再专章论列其思想。特此说明。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trans. by G. Grabowiez,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reface.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1973, p.22.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1973, p.63.


� Ibid, p. 85.


� Ibid, p.88


� Ibid, p.110.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1973, p.142.


� Ibid, p.122.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1973, p.256-257.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1973, p.291.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1973, p.291.


� Ibid, p.304.


� R. W. Ingarden, The Cognition of the Work of Art, trans. by R.Crowley and K. R. Ol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11-12.


� R. W. Ingarden, The Cognition of the Work of Art, 1973, p.340.


� R. W. Ingarden, Artistic and Aesthetic Values, in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4, 1964, pp.198-213.


� R. W.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1973, pp.308-309.


� R. W. Ingarden, Untersuchungen zur Ontologie der Kunst: Mudilertk, Bild, Architektur, Film, Tubingen, 1962.


�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1963.


�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Maurice Merleau-Ponty,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Maurice Merleau-Ponty, Sig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erleau-Ponty, 1969.


� Maurice Merleau-Ponty, Consciousnes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1973.


�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Language and Sociology: Selected Essays, 1974.


� Cf. H.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557.


�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Chap. 1-2.


�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p.133.


�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p.15.


�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 of the Dialectics, p.233.


� Cf. Laurie Spruling,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World: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p.17.


�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p.50.


� Ibid, p.149.


� Cf. Albert Rabil, Merleau-Ponty, Existentialist of the Social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Laurie Spurling,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World: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21.


� Cf. 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60.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1973, p.13.


� Ibid, p.44.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1973, p.59.


� Ibid, p.319.


� Ibid, p.221.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1973, p.393.


� Ibid, p.404.


� Ibid, p.539.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p.218.


� Ibid, p.204.


� Ibid, p.348.


� Ibid, p.365.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p.340.


� Ibid, p.366.


� Ibid, p.337.


� Ibid, p.388.


� Ibid, p.393.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p.437.


� Ibid, p.455.


� Ibid, p.475.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p.479.


� Ibid, p.531.


� Ibid, p.543.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p.556.


�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p.492.


�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


�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105页。


�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106页。


�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202页。


� S. N. Lawall, Critics of Consciousness: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s of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Cf. Edmund Husserl,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trans. by William P. Alston and George Nakhnikia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 Cf.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1962; Sense and Non-Sense, 1964.


� Cf. J. H. .Miller, “The Geneva School: The Criticism of Marcel Raymond, Albert Beguin, Georges Poulet, Jean Rousset, Jean Pierre Richard, and Jean Starobinski”, Critical Quarterly, vol.8, pp.305-321.


� J. H. Miller,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Georges Poulet”,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78, pp.471-488.


� J. H. Miller, “The Geneva School: The Criticism of Marcel Raymond, Albert Béguin, Georges Poulet, Jean-Rousset, Jean Pierre Rixhard, and Jean Starobinski”, in Critical Quarterly, vol.8, p.308.


� Cf. J. H. Miller, The Ethics of Reading, 1987; J. H. Miller, Poets of Real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f. R. Magowan, Criticism of Sensation, Criticism, vol.6, pp. 156-164.


� G. Poulet, Studies in Human Time, Trans. by E.Cole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9.


� G. Poulet, The Metamorphoses of the Circle, trans. by C. Dawson and E. Cole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7.


� G. Poulet, The Interior Distance, trans. by E. Cole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9.


� G. Poulet, “Phenomenology of Read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1, p.53-68.


� G. Poulet, “Phenomenology of Read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1,p.54.


� G. Poulet, “Phenomenology of Reading”,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1, p.68.


� Cf. Hazard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 Cf. G. Poulet, The Interior Distance.


� Cf. 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Chap.2.


� Cf. R. E. Palmer,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rmacher, Kilc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0; Erwin Hufnagel, Einfuhrung in die Hermeneutik, Frankfurt: Suhrlamp, 1976; Peter Szondi, Einfuhrung in die Literatrische Hermeneuik, Frankfurt: Suhrkamp, 1975.


� F.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Hrsg. Von H.Kimmerle, Heidelberg, 1959, SS. 15-16.


� 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英译有两种译法，一为the science of spirit（精神科学）；一为the humanistic sciences（人文科学），即与自然科学相对的哲学、宗教、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


� P.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45-46.


� Wilhelm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 Stuttgart, Teubrier, 19566, S.33.


� Cf.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erkeley, 1976, p.48; P.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vanston, Northw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5; R. E. Palmer, Hermeneu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06; J. Bleiche,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p.226.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 Stuttgart, Teubrier, 1956, S. 23.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 Stuttgart, Teubrier, S. X VШ.


� Ibid.


� Ibid.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 Stuttgart, Teubrier, S.79.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Teubrier, S.81.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 Stuttgart, Teubrier, S.87.


� Cf. Ermarth, WilhelmDilthey: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Chicago, 1978.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 131.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 146.


� 当代语义学、解释学以及解释学教育学对这一点进行了深刻研究，成果几乎遍及整个人文科学界，因此，人们又将狄尔泰称“解释学之父”，这一誉称毫不过分。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148.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318.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224.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151.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114.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247.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206.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8, Stuttgart, S.224.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27.


�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7, Stuttgart, S.278.


� Cf. Ermarth, Wilhelm Dilthey: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 Macquarrie and Robinson, London, 1962, p.195.


� Hans-George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by D. E. Li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55.


�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195.


�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204.


� P.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p.59.


� Hans-Georg Gadamer, Kleine Schriften, Band 2, Tűbingen, 1972, S. 483.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Continum Publishing Co., 1975, p.ХІХ.


� Ibid, p.ХVІІ.


� 需要强调的是，伽达默尔所谓的真理（Wahrheit），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即“本真”。其与胡塞尔的“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以及海德格尔所谓“在的遗忘”中的“在”（Sein），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源关系。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262.


� Ibid, p.268


� Ibid, p.269.


� Ibid, p.271.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267.


� Ibid, p.321.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338.


� Ibid, p.340.


� Ibid, p.422.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405.


� Ibid, p.401.


� 在这一点上，利科尔与伽达默尔有别，利科尔不满伽氏学说中过重的理解的历史性味道，而重视“非历史性”的“创造性沉思的瞬间”，使意义直接从语言之中而非语言背后产生出来。


� 必须指出，伽氏与维氏的“语言游戏”有两点不同，一是伽氏将语言拔高为本体存在的形式，并以此说明“效果史”的复杂性；二是伽氏强调语言在本体上的先验性。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146.


�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96.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265-266.


�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p.96-98.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115.


� Ibid, p.96.


�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87.


� D. C. Hoy, The Critical Cir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137.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115.


�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 103.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105.


�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103.


� Ibid.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117.


� Hans-Georg Gadamer, Kleine Schriften, Band 2, Tűbingen, 1972, S. 21.


� Ibid, S. 22.


� Paul Ricoe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Meaning, 1976.


� Charles E. Reagan and David Stewart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1978.


� Paul Ricoeur ed., Main Trends in Philosophy, New York, 1979.


� Cf. H.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hap.12.


� P.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 P.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8.


� Cf. P. Ricoeur, Critical Hermeneutics: A Study in the Thought of Paul Ricoeur and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E. D. Hirsch, “Three Dimensions in Hermeneu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2, vol. 3, p.48.


�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5.


� Ibid, p.8.


� E. D.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219.


�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p.57-58.


� Ibid, p.134.


� E.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S. N. Findlay, New York, 1970, p.59.


� Ibid, p.578.


� Ibid , pp.276-277.


�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45.


� Ibid, p.214.


�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135.


� Ibid.


�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p.131-132.


� Ibid, p.146.


�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144.


� Cf.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Chap.1.


�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duction,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 pp.67-68.


� Ibid, pp.68-69.


� Cf. P. D. Juhl, Interpretation: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1


� 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Materilen, Frankfurt, 1970, SS. 282-283.


� Cf. J. Bleiche,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p.204.


� 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S. 284--285.


� Ibid, S.273.


� 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287.


� P. Ricoeur, “Ethics and Culture: Habermas and Gadamer in Dialogue”,  Philosophy Today, ХVІІ, p.153.


� 利科尔认为，哈贝马斯斯的批判解释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战：1、伽达默尔注重理解的“成见”的重要，而哈贝马斯则倡导“兴趣”（Interesse）；2、伽达默尔注重与当代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有关的人文科学，而哈贝马斯则求助于“社会批判理论”，矛头直指制度的具体化；3、鉴于伽达默尔把“误解”当作理解的内在障碍，哈贝马斯提出“意识形态”的理论，并解释成和下运用力量而千万对交往系统的曲解；4、伽达默尔强调理解，哈贝马斯则倡导“交往”理论，并指出这种交往不是先于我们，相反，交往是从未来引导着我们。Cf. P.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p.78.


�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35.


� 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 191.


�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3.


� Cf. 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 对罗蒂的这一理论主张，哈贝马斯将其引为同道。哈贝马斯尽管不同意罗蒂的“语境”（context）理论和过浓的实用主义色彩，但仍然认为，罗蒂坚持对话的启迪哲学，坚信人类的集体生活有赖于脆弱但能带来革新的、互惠的。非强迫的。平行的日常沟通形式，与自己的理论有相通之处。Jürgen Habermas, “A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  New Left Review, May, 1985.


�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15.


�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F•G•弗杰斯（F. G. Verges）认为，人们对新解释学感兴趣是由于基础主义认识论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后者，解释学家的论战似乎只涉及剖析中包括什么的问题，但这原来是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基础主义的废墟及其衰落和死亡要做出更令人信服的分析时，新解释学就显示出新的前景。见弗杰斯《罗蒂与新解释学》，原载美国《哲学》杂志，1987年，第7期。


� Richard Ro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347.


� Richard Ro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p. 366-424.


� Ibid, p.372.


� Cf. Antonil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by Quinto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1.


� Cf. Frantz Fanon, For the Af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118.


� Ibid, p.81.


�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251.


� M.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1972.


� M.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 M.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 Cf. M.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0.


� Ibid.


� M.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 Cf. M.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ed. by J. V. Harar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42-143.


� M.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by Donale F. Bouchar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7.


� 这些民族主义者大量翻译甚至改译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使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增添了浓烈的反西方色彩，并将赛义德当作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代表东方抗争的文化斗士。


� E.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m, 1978, p.246.


� Ibid.


� E. W. Said, Orientalism, p.224.


� Ibid, p.204,


� Ibid, pp.330-345.


� Cf. E.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p.12-13, London: Vintago, 1993.


�赛义德认为，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学不可分割，文化刊物、学术讲座对东西方冲突的文化有达到理解和一定共识的可能。E.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292.


� G. C. Spivak, In Other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208.


� Ibid, p.267.


� 斯皮瓦克作为德里达《论书写学》的英译者，对解构主义深有研究也最感兴趣。她指出：“解构实践承认任何研究的起点　都是暂时的、难以把握的。它揭示出知识的复杂性质，认识到知识意志所形成的对立面，坚持要揭示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的联系，并强调‘历史’和‘种族政治’是这种共同联系的‘痕迹’。”见《批评、女权主义、机制》，178页。


� Cf. G. C. Spivak, In Ohter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Cf. J.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New York: Urizen, 1981.


� C.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 by C. Mohanty, A. Russo, and I. Ror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在这方面，斯皮瓦克写了大量论文，如《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从属臣民能说话吗？――关于印度寡妇殉节的思考》、《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批判》、《帝国主义与性别差异》、《女性话语和错位》、《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移置作用与妇女话语》等。


�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26.


� C. Mohanty, A. Russo, and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1991.


� C.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pp.51-80.


� Cf.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 S. P. Hum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


� 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ther, 1996.


�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vol.72, No. 3.


� Samuel 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Paradigms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3, pp. 186-194.


�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2.


� Samuel Huntington, “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 p.10.


� Samuel Huntington, “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3.


� 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问题是当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各国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海外、港台的新儒家对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也相当重视，认为只有用新儒家精神重振中华民族性来抵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负面作用。


� F.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F. Jameson, Postmoder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 Jameson, Messages of the Visible: Film/Theory/Period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Chapman Hall, 1991.


� 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 Jean-Francio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Foreword by Fredric Jame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 Jean-Francio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Foreword by Fredric Jameson.


� Ibid.


� F. Jameson,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by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1983, p.124.


�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July-August 1984.


� Cf.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by T. Eagleton, F. Jameson and E. Sai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 对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笔者已在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文集》第六卷）中进行了分析，因此，这里主要讨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若干问题。


� H. Aram Veeset ed.,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1.


� S.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1.


� S.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Introduction”.


� S.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Introduction”.


� H. Aram Veesr ed., The New Historc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29.


� Cf. S. Greenblatt, Learning to Cur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S. Greenblatt, “Invisible Bullets: Renaissance Authority and Its Subversion”, in Political Shakespeare, ed. by Dollimore and Sinfield, p.23.


� S.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p.57.


� H. Aram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12


� Cf. S. Greenblatt, Shakespeare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当然，格林布拉特理论的政治化倾向也引起一些评论者的批评，可以参见：Edward Pechter, “The New Historicsm and Its Discontents: Politicizing Renaissance Drema”, PMLA, May 1987, Vol. 102(3).


� Hayden White, “The New Historism: A Conument”, in The New Historism, ed. by H. Aram Veeser, pp.293-301.


� Louis A. Montrose, “‘Elise, Queen of Shepherds’ and the Pastoral of Power”,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980, 10, p.153.


� Louis A. Montrose, “The Purpose of Playing: Reflections on a Shakespearean Anthropology”, New Series 7, 1980, pp.51-74.


� Louis A. Montrose, “‘Shaping Fantasies’: 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an Culture” , Representations 2, Spring 1983, pp.61-94.


� Louis A. Montrose, “Of Gentlemen and Shepherds: The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Pectoral Form”, ELH50, 1983, pp.415-459.


� Louis A. Montrose, “Renassance Literaty Studies and the Subject of History”,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6, 1986, pp.5-12.


� Louis A. Montrose, “‘Shaping Fantasies’: 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an Culture”, Representations 2, Spring 1983, pp.61-94.


� Louis A. Montrose,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New Historicism, p.15.


� Louis A. Montrose,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New Historicism, p.31.


� J. Dollimore, “Introduction: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in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 by J. Dollimore and A. Sinfield, Ithaca: Corm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J. Dollimore & A. Sinfield, “Culture and Textuality: Debating Cultural Materialism”, Textual Practice 4, 1990, pp.91-100.


� R. Willian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f. M.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by Donale F. Bouchard, pp.139-164,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7.


� J. Dollimore & A. Sinfield, “Culture and Textuality: Debating Cultural Materialism”, Textual Practice 4, 1990, pp.91-100.


� J. Dollimore & A. Sinfield eds., Political Shakest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pp.ix-x,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Cf. H.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H.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pp.xi-xii.


� H.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123.


� H. White, “New Historicism: A Comment”, in The New Historicism, pp.293-301.


� 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43-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维萨认为：“在新历史主义工程周围的是危机而非共识。” Cf The New Historicism.


� 其宗旨为五点：（1）我们每一个陈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的网络；（2）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都采用对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沦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3）文学与非文学的文本并无界限，而是不可割裂地互相“流通”；（4）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恒定不变的真理，也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永恒的人类本性；（5）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并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Cf. H. Aram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p.10.


� Brook Thomas,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 Fashioned Topics, p. 28.


� Richard Lehan,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the New Historicism”, NLH, 21.3, Spring, 1990, pp.533-553.


� Gerald Graff, “Co-operation”, in The New Historicism, pp. 68-181.


� Richard Lehan,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the New Historicism”, NLH, 21.3, Spring, 1990, pp.533-553.


� Carolyn Porter,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fter the New Historicism”, NLH, 21.2, Winter, 1990, pp.253-272.


� Carolyn Porter,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fter the New Historicism”, NLH, 21.2, Winter, 1990, pp.253-272.





